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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卢卡奇的重新发现


［美］汤姆·洛克莫尔／著　孟　丹／译

【摘要】本文着重探讨了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解读。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解读并不能减少黑格尔对于马克思

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思想根本就不了解。由于恩格斯没有对黑格尔作出公道的评论，因此最终也就没有

对马克思作出公道的评论。卢卡奇的解读也没有对黑格尔给出公道的评论，这是因为，他仍然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

义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卢卡奇在解读黑格尔方面的贡献在于，他强调所谓的资产阶级哲学在黑格尔的思想当中达到

了顶峰，并且，这种资产阶级哲学是具有内部矛盾的。同样地，卢卡奇也没有对马克思作出公道的评论。第一，他只

是暗示出了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却从来没有对其做出清晰的阐述。第二，虽然卢卡奇批评了

恩格斯对于哲学的把握，但是，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反驳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具有连续性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教条。如

果这样做的话，就会破坏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对于哲学有着很深的造诣，但

是，他依然接受一种用政治学的方法去分析哲学问题的做法。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在于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保

存，我们的任务是要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

【关键词】马克思；卢卡奇；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０１－０７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乔治·卢卡奇在许多领域
当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他从他所创立

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角度出发，对于

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解释。今天，当政治马克思主

义在西方终结之后，因此，也就是在黑格尔主义

的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卢卡奇的重要性就不在

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在于他对于我们

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助益作用

了。现在，继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们需要找到一

种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方式，我们不能允许马克思

与他所倡导的政治运动以及总是顶着他的名义的

思想一起消失。

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当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

我们能够从黑格尔的思想出发，来解读马克思，

这就是，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向的

过程中，有意地远离了黑格尔的思想。恩格斯对

于哲学、德国观念论以及黑格尔的哲学都知之甚

少，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在德

国古典哲学这一标题下来思考德国哲学以及黑格

尔的思想是没有意思的，并且他对于德国哲学以

及黑格尔都是持一种简单的轻蔑的态度。恩格斯

并不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是重视马克

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恩格斯在哲

学方面只是一个自学者，因此，他无法理解黑格

尔的思想或是对其进行解释，这就导致他以一种

礼貌的、但却是坚决的态度，对黑格尔表示轻

蔑。在恩格斯看来，最为核心的人物是费尔巴

哈，他认为费尔巴哈是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当中

的一个核心要素。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曾经

短暂地辉煌过，甚至可以与黑格尔这位在后康德

主义论争中的支配性人物相媲美。这是非常不准

确的说法，因为费尔巴哈只是一个无从轻重的黑

格尔当代批评家，从哲学上来看，他远远没有黑

格尔那么重要，不仅如此，他作为一个宗教思想

家的重要性甚至还不如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重要

性。然而，由于恩格斯没有正确地将好的哲学与

坏的哲学区分开来，他将费尔巴哈当成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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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他认为，费尔巴哈证明

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从哲学

转向了科学，从无非是在过去并且在现在都是被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所支配的、对于周围社会环境

的意识形态的反思的理论，转向了超越意识形态

的理论，因此，也就超越了资本主义，从而能够

把握真实的社会世界。

卢卡奇继恩格斯之后，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

之间的关系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形成起着核心的作

用，但是他不承认费尔巴哈的重要作用，在卢卡

奇看来，费尔巴哈顶多只是一个无从轻重的小人

物而已，并且，他还认为，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思

想家，都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尽管卢卡

奇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与马克

思主义之间关系的看法，但是他在哲学方面的造

诣与恩格斯相比，具有天壤之别，这一点非常重

要。我们可以说，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

人，对于马克思的许多哲学文本都没有很好地掌

握，部分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很多哲学文本，

包括 《巴黎手稿》以及 《大纲》在他生前还没

有出版，其他的原因在于，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

哲学背景，即德国观念论、亚里士多德、前苏格

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知之甚少，然

而，对于任何一种对于马克思的解释来说，黑格

尔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与此相反，卢卡奇

对于马克思、德国哲学以及黑格尔非常了解，这

使得他能够对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以及黑格尔的

思想作出相对丰富的、并且实际上确实是非常丰

富的分析。卢卡奇对于德国哲学以及黑格尔的分

析与恩格斯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的恩格斯，无论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还是

对于黑格尔，都是持一种轻蔑的态度。与恩格斯

一样，卢卡奇也对这二者持批判的态度。但是，

他对于这二者并不轻视，并且在对于马克思进行

解读的过程当中，他对于这二者都非常重视。

从恩格斯创立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

看：唯心主义是错误的，而唯物主义是正确的；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而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

在费尔巴哈的思想当中，贯彻着从唯心主义向唯

物主义的转变；并且马克思是从哲学以外的角度

来看待哲学问题的。

恩格斯是从一种还原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

待德国古典哲学的，他对黑格尔进行了还原，他

指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也走向了

终结，但是，马克思是从超越哲学的角度来解决

了哲学的问题。上述观点是建立在六个前提的基

础之上的：第一，伴随着一种决定性的哲学贡

献，哲学事实上走向了终结；第二，哲学在黑格

尔那里走向了终极；第三，哲学是以一种不令人

满意的方式走向了终结；第四，在费尔巴哈的宗

教学著作当中，他打败了伟大的黑格尔；第五，

费尔巴哈战胜黑格尔的基础在于从唯心主义向唯

物主义的转变；第六，马克思受益于从唯心主义

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并且从唯物主义的层面上解

决了哲学的问题。

所有这六个前提都是错误的。第一，哲学并

不仅仅是由无休无止的争论而带来的疲倦而已，

哲学永远不会终结，因此，也就永远不会通过一

种决定性的哲学贡献而走向终结。任何一种哲学

理论、洞见或是论证，都需要一系列与之竞争的

理论、洞见和论证，哲学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够继

续超越之前的阶段。

第二，哲学传统并没有在黑格尔那里走向终

结，并且黑格尔也从没有做出过这样的论断。在

德国观念论传统当中，唯一一个好像是作出这种

论断的人是康德，他断言，在任何一个时代，都

只能存在一种正确的理论，并且他暗示出他自己

的理论实际上是正确的，因此，这也就表明，哲

学在他的批判哲学之中走向了终结。黑格尔坚持

认为，他自己的思想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哲学传

统，他认为，这样一种哲学传统是开放的，而不

是封闭的，并且不会在他的思想中走向终结。认

为哲学在黑格尔思想当中达到顶峰并且走向终结

的是青年黑格尔派，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对于黑格

尔这位当代伟大的哲学家的评价，而不是黑格尔

对于自己的评价，黑格尔也不可能对自己做出这

种评价。

第三，如果哲学没有走向终结，那么哲学也

就不可能以一种令人不满的方式走向终结了。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在当今的状态总是不令人

满意的，因为哲学总是能够在受到批判的现有理

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且，我们可以以不同

的方式阐述旧的问题，还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如

果说，我们仍然有哲学问题需要探讨，如果我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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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面临着过去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

从哲学的内在本性来看，它就不会令人满意，并

且永远也不能是令人满意的。恩格斯似乎认为，

哲学家就是要完成有限的任务，例如修一座桥，

并且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于建筑师来说或

许是这样，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不是这样，对于

黑格尔来说不是这样。

第四，恩格斯在 《基督教本质》中指出，

费尔巴哈通过用唯物主义来取代唯心主义，而

“粉碎了”黑格尔，这是不合理的。恩格斯所理

解的唯心主义，其最近的源头就是费希特 １７９７
年那本不怎么著名的 《知识学基础》。在费希特

看来，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并

且，只有唯心主义才有可能为真。恩格斯将这种

简单的二元论模式，应用于黑格尔的观念论，认

为由于黑格尔的观念论忽视了自然，这是错误

的，因此，必须要让位于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

义认识到自然是先于精神的，并且精神是来源于

自然的。这种解读黑格尔的方式显然是错误的。

黑格尔并没有忽视自然，并且黑格尔也不能忽视

自然。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和谢林对于自然哲学的

看法，这在后来促使恩格斯致力于构建出一种马

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并没有对这种在马克

思主义与分析哲学当中被广泛接受的不相容性，

也就是唯物主义 （或者说实在论）与唯心主义

之间的不相容性进行证明，马克思主义与分析哲

学都反对唯心主义，而赞成唯物主义。然而，其

他一些思想家否认了这种所谓的不相容性，包括

莱布尼茨，他显然是第一位在哲学语境当中使用

“唯心主义”这一术语的人，同样，康德这位先

验的观念论者，同时也是经验实在论者，也否认

了这种不相容性。

第五，如果费尔巴哈没有 “打败”黑格尔

的话，那么他也就不能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

差别这一基础之上 “打败”黑格尔了。在 《费

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中，恩

格斯在探讨所谓的关于起源的分水岭问题的时

候，他认为，要么是从自然走向精神，要么就是

从精神走向自然。作为达尔文的追随者，他认为

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是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幻

想，是错误的，因为就像莫尔后来所说的那样，

这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否认了外部世界的存在。然

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位自称

是、或者被别人称为是唯心主义者的人，会否认

精神之外的世界的存在。贝克莱的确争辩过，哲

学家是非常好奇的一群人，他们会论证一些违背

常理的思想。但是，费希特曾经提出过一个观

点，而恩格斯没能理解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

是，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通过一个因果框架来认识

世界以及自我的知识的解释力量，恩格斯赞同这

种因果框架，而费希特则反对这种因果框架，或

者说，费希特是从主体这一视角出发，来反对因

果框架的，费希特以及之后的马克思都认可主体

这一视角，而恩格斯则拒斥这种视角。

第六，马克思不可能通过远离哲学而解决哲

学问题。然而，如果说哲学问题是可以不通过单

纯的耗尽而得以解决或者走向终结的话，那么，

哲学也不会是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就能够解决

的，虽然关于经验的知识因此也就变得无关紧要

了。哲学问题只有通过辩论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

决，哲学在西方出现几千年之后，辩论仍然是惟

一的哲学工具。

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及科

尔施在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当中，同时发明

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尔施在对马克思

进行解释的时候，对于哲学非常重视。但是，他

并没有很好地掌握黑格尔的思想。卢卡奇非常认

真地看待哲学史，他认为，哲学史是解释马克思

的重要线索。他对于黑格尔思想有非常高深的造

诣，并且在他的整个马克思主义阶段，他的这种

造诣一直在加深。

一方面，卢卡奇创立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进一步完

善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于

马克思的理解。卢卡奇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

了令人可以接受的哲学水平，他更加清楚地描绘

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但是同时，由于

他在理解马克思时借助了其他一些人物，这使得

从黑格尔的角度对于马克思的解读被削弱了。卢

卡奇对于整个德国哲学传统的理解，与恩格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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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的、无知的、轻蔑

的理解，有着显著的差异。

卢卡奇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比任何人

逊色。在他晚期写作庞大的、未完的著作 《社会

存在本体论》的时候，时代已经改变了，他最终

承认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存在差别的。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当他在写作 《历史与阶

级意识》的时候，他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中，他在提到马克

思主义关于商品的理论的时候，写出了下面这句

惊人的话语，这就确证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这句话就是：“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

题最终都要返回到商品的问题，任何答案都会在

商品结构之谜的答案中发现。”

当时，他是以一种康德主义的模式来理解马

克思主义的。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

言之中，康德指出，成熟的认知形式需要一种基

本的方法论革新。卢卡奇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也

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判断。卢卡奇认为，正统马克

思主义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遵循的是斯大

林用辩证唯物主义，对于机械主义和德波林主义

之间的辩论进行干预的方法。卢卡奇写道：“正

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

思的研究成果。”正统性并不在于对某一个观点

的 “信仰”，或是对某一部 “神圣”著作的注

释。与此相反，正统性只与 “方法”有关。辩

证唯物主义是通往真理的道路，并且是一种可以

沿着其创立者所设立的道路进一步发展深化的思

想方法，这才是一种科学的信念。任何一种试图

超越这种信念或是 “改进”这一信念的努力，

最终都会导致一种过分的简单、琐碎以及折中

主义。

虽然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对

于马克思、黑格尔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的解释，对

马克思主义有所助益，甚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恩格斯仍然认为，费尔巴哈战胜了黑格

尔。卢卡奇致力于用后康德主义的方法，来解决

康德的物自体之谜。这种物自体之谜在黑格尔关

于主体的概念当中到达了顶峰。黑格尔这种主体

的概念没能解释人类世界，我们只有通过马克思

主义那种既是人类历史的主体、又是人类历史的

客体的无产阶级概念，才能够解释人类世界。在

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这一主体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处在德国古典

哲学之外，而是处在德国古典哲学这一传统之

内，或者，我们或许可以说，马克思同时既在德

国古典哲学之内，又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之所

以说他处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是因为他是一个

考虑到物质现象的唯物主义者，之所以说他处在

德国古典哲学之内，是因为他也是一个观念

论者。

卢卡奇的分析是想要通过马克思与康德的哥

白尼革命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被马克思称之为资

产阶级哲学的那种东西。众所周之，康德在 《纯

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当中指出，知识的一个

必要条件，就是主体构建出认知的客体。在卢卡

奇看来，这个贯穿在这一时代之中的问题，最终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得到了解答。马克思从既

是主体、又是客体这一角度，对于主体进行了重

新思考。黑格尔关于那种作为历史主体的绝对理

念的观念，是一种 “概念上的神秘主义”，因为

这种观念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创造了历

史。① 马克思早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就已经意

识到了历史的实在性以及具体的实践，这就已经

超越了黑格尔。②

马克思对于主体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既

是主体、又是客体。对于真正的历史主体的解

答，就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这个问题之中。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认识自身，才能随后认识历史

与起源。③ 无产阶级在理解自身作为历史动力的

过程中，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兴起。这种

观点超越了黑格尔，因为它用一种真实的历史分

析，取代了反思的范畴。通过这种方式，关于现

实的问题被转变成了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

过程之中，历史的趋势取代了经验的现实。④

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及其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

在卢卡奇探讨异化问题的时候，他找出了马

４

①

②
③
④

参见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第１４８页。

同上书，第１２７页。
同上书，第１５９页。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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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类个体的观点。他对于恩

格斯所开创的那种 “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解

读持否定的态度。后来，在马克思的一系列早期

著作出版以后，阿尔都塞曾试图重建恩格斯的这

种解读，马克思的这些早期著作卢卡奇并没有读

到，甚至有可能恩格斯都没有读到，但是，这些

早期著作似乎与 “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

克思的解读相互矛盾。恩格斯对于哲学的造诣不

高，他对科学也知之甚少，但是，他却展现出了

一种对于科学的天真的信仰。我们从他的文本当

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重要

问题，而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才

能对于知识作出最佳阐述。

这种非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支配性维度，

就是这样一个理念，即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概念

说成是一个以法律为规范的体系。恩格斯所持的

这种观点，对于人类的社会角色并不重视，而这

种观点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当中找到了支撑。马

克思在晚期的时候，的确从有限的个体转向了被

理解为一个体系的资本主义，在这个资本主义体

系当中，资本是积极的主体，这就反过来将按照

自己制定的角色发挥作用的人限制在了一个自由

主义经济的体系之内，在这个自由主义经济的体

系之内，这些人主要是消极的。然而，马克思后

来强调的，资本取代、甚至是夺取了作为资本主

义的积极主体的个人的作用的方式，并不能掩盖

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晚期，马

克思思想的整个理论结构，都是以人这个概念为

核心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

是一种人类学的思想。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晚期分析资本主义的

时候，他对于人的关注是以异化这个概念为核心

的，而阿尔都塞以及其他人则认为，马克思已经

离开了人类学以及哲学的维度。卢卡奇注意到了

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进

一步深化发展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像马克思

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放弃一些核心的主题，而形

成马克思主义者加诸给他的那些思想。卢卡奇将

物化与异化混合在了一起，这并没有影响卢卡奇

的成就。物化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异化的先决

条件。

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指出：“我可以

将我自己独特的身体、精神技能以及积极能力的

个别产物异化到他人身上，使得他人能够在一段

有限的时期内使用这些产物，当然，前提是这些

产物要服从这种限制，这些产物与我的总体性与

普遍性有着一种外部的关系。我的时间通过劳动

变成了具体的东西，我可以通过我的全部时间的

异化，将我的产品的总体性这一实质特性，也就

是我的普遍活动性以及现实性，或者说我自身的

个体性，加诸在他人的属性之上。”①

黑格尔这段至理明言，将黑格尔与之前的卢

梭与之后的马克思联系在了一起。黑格尔构建出

了一种经济机械论，通过这种经济机械论，人类

主体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当中，产生了物

化与异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在他的

文本中所探讨的异化，就是一件事物与其使用价

值之间的差别。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半世纪以

前的青年马克思，被黑格尔这种将政治经济学、

人类的自我物化、异化以及劳动联系起来的方式

深深打动了。

卢卡奇所关注的人类主体，是他对于马克思

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中的一个核心元素。在卢

卡奇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克服的人类异化

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一种关于人类主体的不恰当

的观点。只有当马克思发现了既是主体、又是客

体的无产阶级以后，才真正克服了人类异化这个

问题。

在早期基督教思想之前，还没有形成关于主

体的理论，主体的理论是被像奥古斯丁这样的神

父，在解释个体责任问题的时候构建出来的。笛

卡尔根据奥古斯丁的理论，构建出了一个主体的

概念，他表明，通往客体性的道路，必须要经过

主体性。卢卡奇对于马克思进行解读的时候指

出，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在于理论，而在

于实践。在卢卡奇看来，人类的活动既是异化问

题的源头，又是异化问题的解决方案。② 当无产

阶级产生了自身的阶级意识以后，就会冲破资产

阶级的束缚，而实现人类自由。

这种观点结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当中的那些核

心要素，包括意识 （尤其是自我意识），以及人

５

①

②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Ｒｉｇｈｔ），第９７页；黑格尔对于这段话进行了强调。

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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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卢卡奇在这里所关注的是意识与自我意

识在特殊的认识论语境中所具有的革命性特征。

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 Ｂ版序言中，康德从早
期探讨知识的表象论方式，转向了建构主义的方

式。他在所谓的哥白尼革命中，描绘出了这种建

构主义，这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

认识到我们自己 “构建出来的”东西。后康德

主义的观念论争辩对于康德最后的建构主义转向

进行了回应、批判，但这种争辩又是以康德的建

构主义转向为基础的，并且试图对其进行思考。

这种争辩所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描述人类是如

何 “构建”、创造或者说制造出他们自己的认知

对象，而不是发现、揭示或者说发掘出认知对象

本身。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可以说，卢卡奇对于

马克思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对康德批判哲学中体

现出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当中的建构主义主题进行

思考。

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只是简单地继承了马

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是

现代工业社会中受压制的，不自由的那一部分，

并且，他还认为，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摧毁现代工

业社会中的阶级结构，而为自己以及其他所有的

人带来自由。他提出的对于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

方案不是理论层面的，而是实践层面的。在他看

来，人类的活动既是异化问题的源头，又是异化

问题的解决方案。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既是现

代资本主义当中的主体，又是现代资本主义当中

的客体，他是在运用康德、费希特以及黑格尔的

思想这一基础之上，做出这一论断的。他从康德

那里借用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知识的

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也

就是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当工人制

造出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或产品时，这种同一性

就被制造出来了。

他从费希特那里借用的观点是，把主体从根

本上看成是积极的、而从不是消极的，这就导致

了作为一种积极的、或者说活动性的有限主体这

一概念的形成。

他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观点，就是主奴关系

这一著名分析当中的核心要素，即自我意识只有

通过制造出产品才能够实现，因此，自我意识只

有在工人的自我异化当中，才能够实现。此时此

刻，主奴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颠倒，因为奴隶变

成了主人的主人，而主人则变成了奴隶的奴隶。

在卢卡奇写出上述观点的时候，是在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的早期，当时包括卢卡奇在内的许多观察

者，都相信革命的内在必然性。卢卡奇相信，如

果无产阶级能够认识到自身，或者说产生自我意

识的话，那么，无产阶级就能够挣脱资本主义强

加于自身的束缚。

无产阶级与有限的人类主体

关于认为无产阶级既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主

体，又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客体这一杰出理论，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东西。卢卡奇的上述理

论暗示出对于马克思的正确解读，会揭示出他不

是位于德国观念论这一传统之外，而是在很大程

度上位于这一传统之内的过程中，借用了很多德

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其中的一些我刚才已经提

到了。卢卡奇将主体视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他

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开始了对于沙夫和彼得洛

维奇等人著作当中的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探讨。

卢卡奇在对马克思提出的、既是主体又是客

体的无产阶级这一概念进行的解读时候，超越了

黑格尔，而指向了费希特提出的关于作为积极

的、或者说活动性的主体这一观点。无产阶级是

由工人组成的，而劳动是人类活动在现代资本主

义阶段当中的主要形式。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解

读，既与他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系的把握

有关，又受到了他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系

的把握的限制。而其他人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在

恩格斯的解读当中被最小化了，或者说他根本就

没有注意到其他人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在卢卡奇

从黑格尔以外的角度对马克思进行解读的时候，

他认为再也没有比费希特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了。就像卢卡奇描绘的那样，马克思在批判黑格

尔的过程中转向了费希特，费希特这种前黑格尔

主义思想缺乏一种历史性维度，这种历史性维度

是黑格尔思想的核心，对于马克思来说也是至关

重要的。但是，费希特提出了一种关于主体的概

念，这种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个体的

方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找出真正的历史主体。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了费希特对于马克思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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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这一点从马克思在 《巴黎手稿》中对于

费希特的解读当中就可以得到确证。马克思借助

于费希特的思想，描述出了这样一种人类个体，

这种人类个体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存在物，在一

种社会环境之中活动，并且，这个人类个体的需

求只能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得到满足，也只有在

这种社会环境之中，这个人类个体才有可能在成

为一个个体的过程当中得到发展。①马克思与费

希特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看法，其中

包括从根本上来说是积极的主体这一概念，我们

在我们自己的行为当中异化自身这个观点，以及

个体的发展或者说作为一个个体的发展，需要通

过主体在他者中的物化来超越异化这个观点。我

不是想说，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理论还原为费希

特的理论，我想说的是，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了费希特的影响，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

归根结底，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并不是只

有资本主义当中的人类个体这一个核心，当然，

这是他理论当中的一个层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核心层面。归根结底，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在一种

社会环境之中、并且通过这种社会环境来活动的

人类主体的自我发展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人

类活动在资本主义当中采取了劳动的形式，在资

本主义当中，人类主体被限制为对于他们自身的

复制需求的满足。但是，从马克思在 《巴黎手

稿》当中的理论来看，人类是不能发展出个体的

能力，从而发展为真正的个体的。马克思从费希

特那里借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就

是，一个人通过扩展自身活动的范围以及类型而

得到发展。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

中，当人类主体将会从根本上，第一次能够在资

本主义过程的限制之外，作为个体而发展的时

候，我们就会从理论上忘掉劳动了。

如果以上所说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

说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了，或者，我们至

少可以说马克思是一个后费希特主义者以及费希

特主义者，因此，也就是一个前黑格尔主义者

了。马克思是一个深受黑格尔影响的理论家，他

有意地继承了在黑格尔思想之中的所有之前思想

的积极之处。我们可以认为，费希特构建出了一

个有趣的维度。黑格尔没有在他的理论当中运用

费希特这一有趣的维度，但是，马克思直接从费

希特那里借用了这一维度。如果说主体是马克思

的理论核心的话，那么，虽然马克思的理论明明

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我们最终却要得出结论，除

了马克思与黑格尔都直接受到费希特的影响，并

且间接地受到康德所构建出来的主体概念的影响

之外，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上述观点会对我们对于马克思与哲学传统之

间关系的理解产生重大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

说，马克思离开了哲学，因此他的理论———无论

他的理论是什么———都不是哲学这种观点，可以

说是一种信仰。然而，从卢卡奇从黑格尔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这一角度所进行的分析来看，通过主

体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远离在

费希特提出积极的主体这一概念之后的晚期德国

观念论这一传统，而是加入了这一传统。

结　　论

我已经说过，来源于费希特关于主体是积极

的、或者说是活动性这一理论的人类个体概念，

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们不

能认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解读驳斥了黑格尔

对于马克思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思

想根本就不了解。卢卡奇创立的黑格尔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第一次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对于黑

格尔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并且，这也是对于马克

思的解读。

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解读，最终既

没有为黑格尔给出公道的评论，也没有为马克思

给出公道的评论。之所以说卢卡奇的解读没有为

黑格尔给出公道的评论，是因为他仍然认为，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

别，这是一种不可证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设想。

卢卡奇对我们理解黑格尔有所帮助。无论是在早

期还是在晚期，他都一直在反复重申一个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哲学在黑

（下转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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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汤姆·洛克莫尔的文章：《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

义者吗》（ＩｓＭａｒｘＡＦｉｃｈｔｅａｎ？），《哲学与社会批判》（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第３６卷，第１版，第９３－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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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


———经济哲学语境中的 《伦敦笔记》研究

孙乐强

【摘要】《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原始记录。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

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在货币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克服了 “通货学派”和 “银行学派”

的缺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理论。其次，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上，马克思已经形成了狭义再生产、广义再生产和日

常意识再生产三个理论层次的建构，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再次，在危机理论上，马克思已

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界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构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关键词】《伦敦笔记》；货币理论；社会再生产；危机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０８－０６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

的原始记录。在这一笔记中，马克思在货币理

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方面，

都取得了重要进展。首先，在货币理论上，马克

思已经克服了 “通货学派”和 “银行学派”的

缺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理论。在此基础

上，马克思克服了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基本缺陷，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型，

并以此为基础，揭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

根源，初步建构了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一

在 《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显然还停留在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水平上。然

而，１８４７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为马克思看到李
嘉图货币理论的缺陷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危机

爆发之前，在货币理论方面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

的派别：一个是以琼斯·劳埃德、约·沃德·诺

尔曼、威廉·克莱等等为代表的通货学派，他们

奉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虽然他们看到货币的

不同职能，即充当流通手段的铸币与充当支付手

段的信用货币，但是他们却认为二者是一回事，

完全按照铸币的规律来发行银行券。另一派则是

以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等为代表的银行学派。

他们认为，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和充当信用的货

币 （银行券）是完全不同的，进而强调把调节

货币的规律同调节银行券的规律区分开来，反对

完全按照铸币的规律来发行银行券。可以说，在

危机之前，通货学派无疑占据了理论的上风，

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的银行法把这派信条变成了英
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使这一信条成为

整个银行实践的指导思想。但是，１８４７年经济
危机的爆发，宣告了通货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

双重破产，这为银行学派的反攻提供了口实。这

种理论 （银行学派）和事实 （危机）上的双重

触动必然促使马克思认真思考货币问题，而 《伦

敦笔记》恰恰就是从这两派的争论以及货币问题

开始的。

马克思在１８５０年９月的 ＩＩＩＩ笔记本中详细
摘录了 “通货学派”和 “银行学派”之间的论

战著作。借助于银行学派，马克思逐渐认识到

“通货学派”的缺陷。在此触动下，马克思又反

过头来研究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于１８５０年１１－
１２月的第Ⅳ笔记本中详细摘录了李嘉图 《政治

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三版）中有
关货币的论述，并起了一个标题 “货币学说”。

在摘录完李嘉图这段话 “对货币的需求，不象对

衣服或食物的需求那样有一定的数量。对货币的

需求完全是由货币的价值决定的，而货币的价值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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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① 之后，马克思评价

到：“这是非常混乱的一章。李嘉图认为，黄金

的生产费用只有在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

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很晚才会表现

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

量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

价值低的金属还是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

紧要的”②。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质疑李

嘉图的货币理论。而在 “货币 ［借贷］利息”

的问题上，李嘉图也是一以贯之，用货币数量的

变动来说明借贷利息，他总是首先假定货币数量

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对信贷的

需求，并由此来说明利息率的波动，在这里，他

把借贷完全等同于铸币，用同样的规律来说明二

者的运动。针对这种学说，马克思发表评论道：

“李嘉图为了考察利息率，他在这里如往常一样，

首先是让货币量 ［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

［价格］，其实借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

况决定的。”③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开始反对李

嘉图的观点，而赞同银行学派把信贷供求和流通

手段区分开来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银行学派的认识，马克思

于１８５１年初开始在第 Ｖ笔记本上摘录 《经济学

家》上的文章，特别是它的主编威尔逊的文章。

在对这些文章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确

证，通货学派用货币的数量来决定商品价格的那

套理论是错误的。④ 这一结论集中反映在他于

１８５１年２月３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在这里，马
克思果断地指出：“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

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

况之外，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属

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

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

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

你知道，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

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

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过程

所以和货币流通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

狂地干预调节货币流通的工作，从而更加加深了

当前的危机，就像１８４７年的情况那样。”⑤ 由此
来看，此时马克思已经接受了银行学派的观点，

以此来驳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这是马克思从

经济学上超出 《哲学的贫困》的重要一步。但

针对银行学派自身的缺陷，此时马克思显然还无

法辨识出来，这一点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完

成的。

随后，马克思以货币为切入点，重新摘编了

他所有的笔记本，包括 《巴黎笔记》、 《布鲁塞

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和刚写的 《伦敦笔

记》，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专门的手稿 《金

银条块。完整的货币体系》 （１８５１年３月）。从
货币理论来看，这一手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内

容：第一方面是厘清货币数量论的形成史，进一

步批驳货币数量论；第二个方面是在银行学派的

影响下研究货币与资本的区别。在这里，马克思

对货币的探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从生产的

维度来看货币的本质。“只有劳动可以自由交换

货币，也就是说，只有同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

起，货币制度本身才是纯粹的”⑥，因此，“流通

取决于整个产业组织”⑦。一旦从资产阶级雇佣

劳动的角度来看待货币，马克思必然能够清楚地

看到，货币向资本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

程，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产物；同样，货币

之所以能够作为资本存在根源于生产过程 （价值

的余额），而不是由外在的流通决定的。正是因

为马克思已经把思路由流通领域沉降到生产领

域，才使马克思真正辨识出银行学派的谬误之

处，从而使他能够超越银行学派的货币理论，初

步形成自己的货币学说。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 １８５１年 ３－４月写在第
ＶＩＩ笔记本上的 《反思》手稿中。银行学派虽然

区分了货币的不同职能，但他们却无力理解货币

与资本的差别。他们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交易

的信用货币叫做资本，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交

易的货币叫做货币，将二者严格地界划开来，并

以此为基础来解释１８４７年的经济危机。他们认
为，之所以会爆发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缺

少足够的信用货币，从而导致无法全部实现实业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４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８１页。

同上书，第８１－８２页。
同上书，第８２页。
张钟朴：《从 〈伦敦笔记〉到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货

币理论》，《马列主义研究资料》１９８３年第２辑，第４６－４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６年，第３３－３４页。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１９８４年第５辑，第２７页。
引自 ［苏］亚·马雷什： 《１８５０－１８５３年期间的经济

学研究》，《马列主义研究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２辑，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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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因此，危机中缺乏的并

不是货币，而是资本和信用。针对这种学说，马

克思在 《反思》给予坚决的驳斥。马克思指出，

划分货币与资本的标准并不是外在的流通，而是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

能够带来一个 “价值的余额”，货币才发展成为

资本，这才是货币与资本之间的本质差异。不论

是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货币形式还是实业家与

消费者之间的货币形式，在本质上都是流通手

段，“即在真正贸易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

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的流通手段”①，它们之

间的差别只是货币不同职能的差别，是货币内部

的差别，而不是资本与货币的差别。因此，银行

学派 “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

手段是无所谓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

缺乏的是流通手段”②。在这里，马克思的货币

理论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达

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他后面制定科学的货币

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维·索·维戈茨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的成熟程度，是他的价值理论成熟程度的标

志。”③ 我以为，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马克

思的货币理论推进到什么程度，他的价值理论就

会进展到什么程度。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

看出，马克思已经将货币问题沉降到雇佣劳动的

维度，从生产组织的角度来理解货币的本质。这

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货币决不仅仅是

一个单纯的物，而是一种 “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

的”④ 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维度的强化，必然促

使马克思加深对价值问题的理解，由此，也深化

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理解。

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像 《哲学的贫困》中

那样停留在李嘉图的水平之上，货币问题的深化

使马克思意识到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开始在

更高的层面上批判后者的价值理论了。马克思指

出，李嘉图固然也看到了价值与财富之间的不

同，但他只是在概念上对二者做了区分，而没有

从本质上对这两个范畴进行界定，仍然把使用价

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李嘉图只在

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

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

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商品生产的增

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

长才是它的目的。”⑤ 可见，马克思已经对资本

主义生产的独特目的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

之上，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对 “资本”的理解。

他先是引述李嘉图的说法：“资本是用于将来生

产的目的的那部分国家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

同样的方法增加。”⑥ 接着就批判道：“李嘉图在

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富

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

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

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⑦ 物的维

度与社会形式维度的区分已经成为马克思理论布

展的核心思路。

但如果仅仅依据这段话，将其等同于 《雇佣

劳动与资本》的水平，显然又失之偏颇。在

《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虽然已经从关系

的维度来解读资本，把资本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生

产关系，但是在那里，马克思显然对这种生产关

系的实质还无法给出具体的解释，而到了这里，

马克思已经对这种资本关系的实质作出了重要的

推进：资本生产的目的就是获得 “价值的余

额”。那么，这种余额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

认为，只能到生产过程中寻求。“为了做到他们

之中的某个人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

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在。他们以欺诈的

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平

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

分配的东西：有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

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特殊利润可以由

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

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

么，这样的说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

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决不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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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余额的。”① 同样，用工业阶级与土地所有

者阶级之间的相互欺骗也是无法说明这一余额

的，它只能是由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

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值是相对的：

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

能是工人阶级……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

费了２０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１０个等等
工作日的产品。”② 可见，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晰

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质上就是资本

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 “价值余额”

的奴役性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无

疑就是 “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

新价值”的过程，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奴

役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在狭义再生产

理论上取得的重要推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

到，这种狭义再生产理论离真正科学的层次还有

一段距离，因为这里的价值理论显然还不是建立

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科学划分之上的，此时

马克思还没有实现劳动到劳动力商品的转变。

其次，在广义再生产理论上，马克思此时已

经搭建起初步的理论形态。在这里，马克思已经

肯定斯密对两种贸易区分的积极意义，“贸易的

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

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

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靠

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他们自己的铸币

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重要

的”。③ 从总体来看，这里的实业家与实业家之

间的贸易构成了后来第 Ｉ部类的最初萌芽，而实
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则是后来第ＩＩ部类的最
初萌芽。此时，马克思已经突破了斯密对二种贸

易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在斯密看来，一切商品的

价格最终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也就是说，一切商

品的价格最终必然全部转化为消费基金，用于最

终的个人消费，“实业家所卖的一切，终须卖归

消费者。”这样当他在看待商品流通的时候，必

然只会从一般简单商品流通入手，抬高实业家与

消费者之间商品交换，看不到在再生产过程中用

于补偿不变资本或生产资料部分的资本流通，因

而，他必然会认为，“实业家彼此间流通的货物

的价值，决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间流通的货

物的价值”④。而此时马克思立足于危机的事实，

反驳了斯密的错误结论。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

们都力图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断言前者之

间的贸易额不会超出后者之间的贸易额，然而，

“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

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

为它设定的界限。”⑤ 以此来看，马克思确实是

从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

经济危机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只是马克思广义再

生产理论的最初级的形态，因为：

第一，广义再生产理论只有建立在科学的狭

义再生产理论上才是合法的，而此时马克思在狭

义再生产理论上显然还没有突破 “劳动商品”

的缺陷，建立起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所以，此

时的广义再生产只是一个最初级的形式，他显然

还没有能力对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过程做出科学

的分析，因而更无法揭示整个社会总资本再生产

的详细过程。

第二，从马克思自身的理解来看，他像斯密

一样，把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贸易理解为 “资本

的转移”，把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看作为

“收入和资本的交换”，显然这种界定是无法涵

盖两个部类之间所有流通过程的，比如收入与收

入的交换。此外，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并

不总是资本的转移，它还可以是收入和资本之间

的交换 （第Ｉ部类资本家 （ｍ）与第 ＩＩ部类资本
家 （ｃ）之间的交换）；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
交换也并不总是 “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它还可

以是收入和收入的交换 （第 ＩＩ部类内部资本家
（ｍ）之间的交换）。犹如马克思后来评论的那
样：“‘实业家’和 ‘消费者’的说法也是不对

的，因为实业家———生产资本家———在上述交换

中同时表现为最终 ‘消费者’”。⑥ 以此来看，将

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看作为后来的第 Ｉ部
类的思想原型，将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交换看作

为后来第ＩＩ部类思想原型，是绝对错误的。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４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０页。

同上书，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同上书，第１５４页。
［英］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７页。译文有所改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４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５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４８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２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第三，虽然马克思此时断言实业家与实业家

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贸

易，但这一论断与后来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
学手稿》和 《资本论》第２卷中断言的含义存
在着巨大差别。马克思这里的切入视角显然是危

机，是通过危机的事实来反证两种不同贸易之间

的关系，从而得出上述论断。而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和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切

入视角是不变资本的研究。在这时，马克思已经

明确看到，不变资本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实业家与

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进行弥补的，它只能依赖于实

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流通。正是依据此，马克思

才断言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贸易必然超过实业家

与消费者之间的贸易，这种断言是建立在广义再

生产理论的成熟形态上的。与其相比，此处的断

言显然还是一种最初级的形态，因为马克思还无

法科学解剖这两种不同贸易的真正实质，这有待

于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的形成。

再次，日常意识的再生产。在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中①，马克思已经看到无产阶级不仅会

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还会受

到资产阶级经济社会产生的金钱拜物教的束缚。

对于前者，马克思解释说，那是因为法国当时的

工业还不发达，导致无产阶级把次一级的剥削形

式比如高利贷、金融资本等等当作他们最主要的

敌人，而没有看到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

以，才会受到工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惑。而

对于金钱拜物教，马克思显然还没有给出合理的

解释。而到了这里，马克思已经从资产阶级生产

形式中找到了工人金钱拜物教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纯粹的货币制度是与资产阶级

的生产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

货币成为唯一的评判手段，“每个人必须拥有货

币，才能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

活”②，拥有货币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这

就意味着，工人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获得货

币。依靠货币而生活，这并不是某些统治者的意

识形态虚构，而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的客观

的必然形式。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生活在这

种客观的金钱世界中，所以工人和资本家必然会

把货币当作自己的目的，陷入到金钱拜物教的旋

涡之中，并在日常意识中不断地把这种观念拜物

教再生产出来。其次，货币掩盖了工人与资本家

之间的本质关系，蒙蔽了工人对阶级实质的判

断。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

创造的 “价值余额”的剥削关系，这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然而，一旦还原到货币上，

这种关系就被掩盖起来了。 “在货币的形式上，

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

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

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 ［收入］

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

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③ 这就意

味着，只要工人停留在货币的层面，他就无法真

实地理解他与资本家之间的本质关系，而是把资

本家当作同他一样的买者和消费者，看作与他一

样平等、自由的个体。货币对真实阶级关系的掩

盖和抹杀致使工人无法看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实质，无法剥离资本再生产过程带来的狡诈和欺

骗性，而只会停留在外在的表象层面，陷入到金

钱拜物教之中。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马克思在此时显然已经

基本形成再生产理论的基本构架：狭义再生产、

广义再生产和生产当事人的日常意识的再生产，

与前面的文本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这一

进步显然还没有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不论狭义再

生产还是广义再生产都还存在着重大缺陷：它们

都还没有被置于科学的根基之上，劳动的二重性

学说和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被完整地创立

出来，这也注定了此时的再生产理论 （不论是狭

义还是广义），不可能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成

熟形态，而只能被看作为再生产理论的基本

构型。

三

马克思在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上的推

进，又不断深化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逐层揭示

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根源，初步建立了资本主

义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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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
马克思虽然把危机看作为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生产

关系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但对于这种 “矛盾”

本身马克思并没有揭示清楚。随着马克思经济学

研究的深入，到了这里，马克思已经开始立足于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说明危机的原

因了。

马克思在１８５１年３月的 《金银条块。完整

的货币体系》中指出：“金和银作为货币在这里

表现为媒介。交换行为分裂为彼此独立的买和卖

行为。需求和供给。可见，货币的必然后果是这

两个行为的分裂，这两个行为最终必然平衡，但

是在每一既定时刻它们可能不协调，不合比例。

因此，货币奠定了危机的基础。”① 然而，货币

制度并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是与雇佣劳动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没有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就不可

能有纯粹的货币制度，那么，货币制度造成的危

机在本质上决定于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度，

“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再换成货币。当然，

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

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

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的生产方式为基础

……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 ［商品与货

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

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

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

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

存在了。”② 因此，那种幻想通过改变货币制度

来消除危机的人，简直就是愚蠢至极。危机的根

源不在于货币制度，而在于货币制度的基础即现

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那么，这种内在矛盾究竟是什么呢？通过对

李嘉图著作的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单纯生产物质财

富来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增加价值，此时马

克思已经把价值与财富明确地区分开来。如果说

在斯密、李嘉图那里，价值与财富 （使用价值）

的区分只是形式上的，那么，马克思则将这种划

分看作实质上的划分。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

义生产条件下，产品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

一致的，而是相互矛盾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

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

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

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

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

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③ 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

形态和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即使用价值与价值

之间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原因。以

此来看，马克思已经把使用价值看作为资本主义

生产的物质规定，把价值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

形式规定，并指认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这与 《哲

学的贫困》相比已经深化了不少，也为后面科学

价值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随着价值的增长，资产阶级

社会会爆发危机呢？马克思认为，最根本的原因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根本矛

盾，“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

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

系。”④ 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地

增殖价值，剥夺工人生产出来的 “价值余额”，

因而它必然会把工人的收入限制在最低限度内。

而 “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

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性质的限制”⑤，

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工

人用于消费的份额必然会相对较小，这样就引发

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随着价值的增长，使

用价值也在不断增长，然而用于消费使用价值的

收入却被死死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导致实业

家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远远超过实业家与消费者

之间的交换，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从而引发资产

阶级的生产危机。以此来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两部类之间再生产

之上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缺少货币，不在

于缺少一般的需求，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内在矛盾即工人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永远不可能跨越的界限。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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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镜像认同：鲍德里亚论马克思、德鲁兹与福柯


仰海峰

【摘要】镜像认同是拉康自我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拉康认为，人在婴儿时代的镜像认同就注定了人的自我异化与悲

剧性存在，这是一种幻象中的认同。鲍德里亚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马克思、德鲁兹、福柯等人对现代性的批

判，并没有真正地超越现代性，而是对现代性的另一种认同。他们都陷入到现代性的生产、创造的理论镜像中。

【关键词】现代性；镜像认同；生产；欲望；权力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４－０８

　　鲍德里亚的镜像理论，不仅是他批评马克思
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基础。在

他看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镜像认同。与此相应，德鲁兹的欲望理论、福柯

的权力理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像认

同。在他看来，只有揭示了现代性的镜像认同，

才能真正地找到超越现代性的理论之路。

一、镜像认同：从拉康到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的镜像理论，直接来源于拉康。拉

康的镜像认同理论则是对近代以来哲学中 “自

我”观念的解构。

“自我”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概

念。在对一切感官进行怀疑之后，笛卡尔认为，

“我在”是无法怀疑的。但 “我在”的 “我”意

味着什么？笛卡尔认为，“我”的 “在”是通过

“我思”来保证的。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

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

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

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

的东西。”①这种 “我思”才是自我的本质规定。

对于笛卡尔的这一自我理论，黑格尔进行了批

评。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仅沉

沦于自身之内的思维并不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规

定，真正的自我意识是两个相互承认的意识，这

种相互承认的自我意识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可能

实现。他认为这也是理性的本质规定。黑格尔的

这一解释，将自我的建构与社会历史的建构联系

在一起，表明自我的构成与历史发展过程具有相

关性。经过黑格尔的中介，我们就可以理解，自

我的建构与现代性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黑

格尔所讲的劳动，是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劳动。虽

然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与笛卡尔的思想存在着

不同的理论维度，但他们具有共同的哲学信念：

即自我是一个理性的存在。

弗洛伊德第一个对这种系统的理性与自我意

识展开了批评。弗洛伊德指出：人的心灵是由意

识与无意识构成的，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意识只是

心灵的一小部分，广大的被压抑的无意识领域，

被传统哲学排除了。实际上，以人的性本能为内

核的无意识，在深层上制约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日

常活动及思想观念。文明的发展是对无意识的压

抑与升华。弗洛伊德的理论打碎了 “自我”的

自足性的神话，打开了探索 “自我”的另一个

空间。他对精神病的分析表明，自我在一定程度

上是分裂的。他把这种分裂看作是性本能遭受压

抑的结果。

弗洛伊德虽然揭示了无意识领域的存在及其

意义，但其理论在根本特性上仍然是理性的。这

正如拉康所说的，精神分析师的治疗过程是通过

话语交流而展开的过程，这就需要有一个主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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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身份来引起对方的注意，治疗的过程就是将

无意识组织为有意识的话语的过程①。精神分析

就是实现病人的无意识与理性的协调，在这种协

调中，说到底是理性占据上风的。拉康进一步对

分裂的 “自我”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

这种分裂并不是压抑的结果，儿童在其最初的镜

像认同中，就蕴含着分裂的根源。

１９３６年８月３日下午，拉康在墨尔本第１４
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做了关于 “镜像阶段”

的报告，第一次阐述了其镜像理论。１９４９年７月
在苏黎士召开的第 １６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
拉康提交了 “助成 ‘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

段”的论文，再次阐释其镜像认同理论。按照拉

康的看法，镜象阶段是人类自我人格的形成、人

类与世界关系的发展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在０－６
个月时，婴儿就产生了对自身躯体与外部世界的

意识，但这种意识是片断的，是对身体各部分的

意识，各个部分之间是一种分离的关系，并没有

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６个月之后 （到１８个
月），幼儿开始涉及到主体性的辨认现象，即在

遇到自己镜中的形象时表现出欢天喜地的样子和

寻找部位的游戏。拉康认为，虽然６个月大的幼
儿在智力上远远落后于大猩猩，但就其能在镜中

辨认自己的形象而言，这是任何猴子所无法比拟

的。“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

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自己，这

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

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

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

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中的主

体功能。”② 这是拉康对镜像认同的简要描述。

拉康认为，在儿童的镜像认同中，一方面是

其自身行动整体性协调的缺换，另一方面是镜像

中意象的格式塔效应，这使得儿童在一种外在的

理想形象即 “理想我”中来发现和认同自身。

因此，主体借以超越其能力的成熟的身体的完整

形式是以格式塔方式获得的，即在一种外在性中

获得的，这种外在的形象是预先存在的。镜中的

形象与外在空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外在世界，它

是自我认同的基础，自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

建立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于自我是在自身身

体碎片化的状态下认同于一个外在的 “理想

我”，这种认同就涉及到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不仅是以机体内在的分裂为前提，而

且这一认同本身又有待于不断地确证，这决定了

有机体与外部实在的关系是异化的。“镜子阶段

是场悲剧，它的内在冲劲从不足匮缺奔向预见先

定———对于受空间确认诱惑的主体来说，它策动

了从身体的残缺形象到我们称之为整体的矫形形

式的种种狂想———一直达到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

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

个精神发展。由此，从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的循

环的打破，导致了对自我的验证的无穷化解。”③

如果自我的认同最初就是在异化的幻象中发生

的，那么，近代以来作为哲学根基的那个

“我”，还真的存在吗？我们所确认的那个

“我”，岂不是一种镜像中的形象？进一步说，

那个成问题的 “本真的我”（这是不存在的）岂

不是由异化的镜像中的 “我”建构起来的吗？

在拉康看来，这个镜像中的 “我”才是笛卡尔

所说的那个 “我”的真实形象。按照这个逻辑，

黑格尔所说的社会中的 “自我”，更是镜像中的

“我”在社会中的重新建构。实际上，从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可以知道，这两个 “我”是

同步建构的。在拉康看来，这种异化是无法通过

异化的发展途径来消除的。“对于拉康而言，在

镜像阶段出现的原初异化则被视为在社会中随机

地编织它自己的路。” “主格之 ‘我’的 ‘异化

的命运’就是指，个体永远与其本身处于不一致

之中：主格之 ‘我’不知疲倦地倾注于凝结一

个不可能被凝结的主体性过程，倾注于将凝固性

引入人类欲望这一变动不居的领域。”④ 这种利

比多的倾注，在拉康看来正是一种病态的 “自

恋”。在拉康的思路中，镜象构成一切幻觉与精

神分裂的来源，镜像中的认同是对异化的确认，

这种确认只是反映了外部实在，而没有超越外部

实在。

阿尔都塞将拉康关于 “我”的批判与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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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结合起来。在 《保卫马克

思》与 《读 〈资本论〉》中，阿尔都塞认为：青

年马克思从主体出发的人道主义，仍然是一种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

后，特别是到 《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才

从这种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走向一种科学的历

史理论。在这一解读中，主体成为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建构的核心。在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这篇论文中，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将个体建构为 “自我”，建

构为主体。“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

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没有不为了这些

具体的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这

个目标又只有借助于主体———即借助于主体的范

畴和它所发挥的功能———才能达到。”① 从前面

关于拉康的论述中可以得出，这种主体只是一种

幻觉。这就可以理解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另一

种描述，即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

想象关系的表达。通过这些描述，阿尔都塞将拉

康关于主体的幻觉认同理论与意识形态批判联系

起来了。

鲍德里亚的镜像认同批判理论沿袭了这一思

路。在 《消费社会》的最后一章中，鲍德里亚

讲叙了１９３０年代拍摄的 《布拉格的大学生》这

部无声影片。贫困的大学生为了过上享乐的生

活，与魔鬼做了一个交易，把自己镜中的影像卖

给了魔鬼，换回了大量的黄金。有了钱的大学生

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但却总是猫着腰在

镜子前走过，但他所出入的上流社会对镜子却趋

之若鹜。与此同时，他的影子或者与他同时出入

交际场所，或者离开原型单独活动，甚至犯罪，

从而给大学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大学生躲避起

来，影子认为大学生出卖了自己，到处追捕他。

一天晚上影子追到大学生的屋子，从其第一次走

出来的镜子前经过。大学生怀着对自己影像的怀

念与对外在影像的愤怒，向镜中的影像开了枪。

镜子碎了，影像消失了，但倒下的却是中枪的大

学生。在杀死影像的同时，大学生杀死了自己。

他在镜子的碎片中，重新看到了自己，以牺牲自

己躯体的代价找回了正常的人像。这个故事与拉

康的镜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外在的影像已经

成为大学生的真实生活，并与整个外部世界联系

一体，但这却是异化的存在。大学生也在这种镜

像的异化中，找到了自己所希求的日常生活。但

这种异化的存在总是要出问题的。只有在打碎镜

像之后，大学生才能回到本真的存在。

《生产之镜》这个标题，就直接体现了上述

的思想。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体现

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实际上是在这种镜

像中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决定了马克思并

没有跳出这种意识形态的陷阱。要揭示资本主义

社会存在的真相，就需要打碎生产之镜，只有打

碎了这一镜像之后，我们才能在新的碎片中看清

这个镜像的本质，从而找到另一种替代方案。基

于这一立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展开

了全面的批评。

二、生产之镜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幻象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

区分为双重逻辑：一是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

逻辑。在这一层面，马克思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

与再生产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正是通过对此

的讨论，马克思才从唯心史观中解放出来。一是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逻

辑。生产逻辑虽然构成了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与

条件，但仅从生产逻辑出发并不能批判地分析资

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也无法将自己的理论同古典

政治经济学真正区别开来，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

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的。资本逻

辑关注的是资本运行过程以及剩余价值的榨取过

程，从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可能

性的社会前景，这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

其意识形态、论证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基础。实

际上，只有进入到资本逻辑之中，马克思才能揭

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两个层面，都成为鲍德里亚的

批判对象。

在 《物体系》、 《消费社会》与 《符号政治

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理解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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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符号／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治经济学
批判中所理解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都只有在符

号／价值的统摄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而这正是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能开启的视野。鲍德

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力图将使用

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有用性。

但马克思没有看到，这种有用性才是近代社会最

具迷惑力的形而上学。在这种有用性的解放中，

政治经济学批判设定了一个与人的需要相关的有

用性对象，这种需要与有用性的区分与联接，恰

恰是政治经济学的人类学的设定及其理论建构的

前提。要摆脱这种困境，鲍德里亚认为就需要以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在

《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通过讨论资本主义发

展阶段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在 《哲学的贫困》

中，马克思描绘了交换价值发展的三个阶段：在

第一阶段，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交换只具有局

部的意义；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生

产阶段，所有的工业产品都处于交换之中，这是

交换的普遍化；到第三阶段，人们认为不能出卖

的东西，如德行、爱情、良心等，都成为出卖的

对象。马克思认为，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

是质的飞跃，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是一种

量的变化①。针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解，鲍德里亚

认为：“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存在着决定

性的转变。第三阶段是对第二阶段的革命，就像

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革命一样。”② 《资本

论》适合于第二阶段，但已经不适合于第三阶

段。这一新的阶段不再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占据统

治地位，而是符码逻辑占统治地位，即一切都是

通过符码操控而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新

革命。这一新的阶段，正是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

批判想要批判的对象。

按照我的理解，鲍德里亚的这个批评可归于

资本逻辑批判的维度。鲍德里亚关注到资本逻辑

运行方式的转变，并由此反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鲍德里亚抛弃了马克思

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而是将这一理论发展到新

的阶段。所以在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鲍德里亚认为自己是在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但在

《生产之镜》以及 《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

里亚则对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展开了致命的批判，

同时也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进行了更激烈的

批评。

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体现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点：第一，生产逻辑的人类学基础是错误的。鲍

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与政治经济学具

有相同的人类学前提，即把匮乏看作是人与外部

世界关系的最初存在状态，人是一个追求经济利

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是一个有欲望与需要的人，

物被规定为有用性。在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鲍德里亚对这种 “有用性”与 “需要”进

行了批判，指出将物化约为有用性是近代社会最

隐蔽的形而上学。在 《生产之镜》中，他借助

萨林斯的 《石器时代的经济学》对匮乏的理念

展开了批判。萨林斯认为，过去的人类学都将原

始社会看作是一个匮乏的社会，并将现代经济学

的理念作为解释原始社会的根据，以至原始社会

成为现代社会的不发达的缩影。他通过对太平洋

岛屿的土著人的研究，认为原始人的社会是一个

丰裕的社会，这里的人不是欲望无边的人，他们

也不按照现代经济的计算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方式。与现代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模式不

同，原始人的生产模式是一种 “低度生产的结

构”，这是为了生计需要的生产，而不是为了剩

余价值的生产。虽然这里也存在着交换，但这是

一种互惠的交换，它以慷慨为特征，酋长的权力

总与其慷慨联系在一起，权力就意味着在交换中

要多给予③。很显然，这并不是匮乏的时代。马

克思将原始社会看作是匮乏的社会，沿袭了古典

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社会的思想，并将之反射到了

原始社会，马克思的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

一把钥匙”的思想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不仅

如此，马克思在面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时，都

是从现代社会的理念出发来解释的，这正意味着

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地跳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

第二，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人

７１

①

②

③

参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年，第７９－８０页。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５页。
参阅萨林斯：《石器时代的经济学》，张经纬等译，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二章、第三章。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的潜能，将劳动力的解放看作人的解放，这正是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鲍德里亚结合马克思关

于劳动二重性的分析认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

义社会中劳动力的质性规定被量化规定所替代，

即具体劳动被抽象劳动所替代，他由此认为，马

克思力图将具体劳动从抽象劳动中解放出来，即

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解放。根据前面的讨论，如果

使用价值就是现代社会的最隐蔽的形而上学，那

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解放，同样会陷入这种形

而上学中，成为近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要素。与此

相应，将劳动看作人的潜能的本质规定，同样是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要求。在这个规定中，一

方面确认了通过劳动征服自然的合法性。根据黑

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劳动的过程就是征服自然、

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吸

收了同样的思想，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对自然的

征服被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征服的

观念与人类学意义上的匮乏观念是一致的。另一

方面，将劳动看作人的潜能的本质规定，是对古

典政治经济学及相应社会秩序的确认。资本主义

的市场体系就是要将人作为劳动力生产出来，这

一体系就是建立在将个人生产为劳动力的基础上

的。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既是

对人的本质特征的抽象，又对这种抽象的人赋予

社会意义。所以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对政治

经济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

学的形式之中。”① 按照这个思路，鲍德里亚甚

至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矛盾的

连续逻辑、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同质空间———所有

这些 （以及历史概念本身）都是根据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理想组织起来的，这个普遍的过程获

得了自身的真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② 在这

个论述中，他从根本上否认了生产逻辑的合法性

地位。

第三，鲍德里亚认为，我们今天处于生产终

结的时代，这决定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无法适用

于当代。在 《象征交换与死亡》的第一章中，

鲍德里亚就指出：在今天，符号形式支配着一

切，征服了劳动，掏空了劳动的任何历史意义。

符号将劳动吸收到自身之中，并分派劳动。生产

性的劳动被符码的再生产所替代，劳动价值论也

被符号的价值结构所替代，这才是资本统治的新

形式。在这里，剩余价值的原则远不及由符号／
价值所产生的歧视原则更为现实，这是新的价值

结构的规律起作用的社会。按照我的理解，价值

的结构规律指的是，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和电子

媒介先导作用的介入，传统实体意义上的价值规

律转变为以符号结构为基础的价值指涉关系，这

种指涉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经济学领域，而且

指向由符号结构而来的文化领域。结合 《符号政

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讨论，今天的价值首先体现

为由符号差异原则所产生的身份与地位价值，这

种身份与地位价值既隐藏了剥削，又构成了社会

合法性的基础。在价值的结构规律中，真实的实

体层面消失了，人们找不到受奴役的实体根源，

奴役无处不在，但又是大众自发或自觉认同的过

程。在鲍德里亚看来，新的价值结构的规律使得

生产辩证法崩溃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生产
力／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赖以运转的所有这些
对立 （其实这和理性主义思想赖以运转的真与

假、表象与实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模式是一样

的）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中和了。”③ 当生产辩证

法终结时，建立在生产辩证法基础上的革命理论

也随之走向了终点，新的替代方案只有针对符码

统治才能提出来。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认为马

克思的生产逻辑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自由资本

主义社会的镜像反映。在这种镜像中，马克思建

构了一种认同当下现实的方式，这正是马克思陷

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去的地方。要打破这种

意识形态的幻象，就需要打破生产之镜。另外，

根据鲍德里亚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越过了

马克思所分析的阶段，生产逻辑已经被符号逻辑

所替代，这时拘泥于生产逻辑，既不能认清资本

主义的当下变化，又进一步将自身绑缚在资本主

义社会的战车上。如果说，在 《符号政治经济学

批判》中，鲍德里亚还认为自己是在发展马克思

的批判理论，那么在 《生产之镜》与 《象征交

换与死亡》中，他则明确地表达了抛弃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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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虽然在 《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把批判

矛盾直接指向马克思，但实际上他是想以此来批

判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传统哲学的变

革，如果马克思并没有跳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陷

阱，那么在马克思之后并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家是

否真的摆脱了现代性的思维逻辑呢？鲍德里亚同

样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他看来，德鲁兹陷入到

了欲望之镜中，福柯则陷入到了权力之镜中。

三、镜像幻觉中的德鲁兹与福柯

在 《生产之镜》的 “序言”中，鲍德里亚

在批评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的同时，把写作 《反俄

狄浦斯》的德鲁兹和瓜塔里的创造性爱欲理论置

于生产逻辑的同一维度上。在随后的 《忘却福

柯》中，对福柯的理论又展开了全面的批评。在

这些批评中，他力图揭示存在于这些思想家身上

的共同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些批判中，鲍德里亚

不断地同现代性思想相决裂。

德鲁兹接受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欲望理论，

并将尼采的权力的本体论改造为创造性的欲望理

论，将这种欲望的创造性与马克思的创造性生产

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欲望—机器这一概念，以

此来建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反对

现代性思想中的总体性、主体与再现理论，颠覆

制约 “欲望—生产”的一切因素。什么是欲望

呢？对于欲望，传统的解释都是从缺失客体的意

义上来理解的，从而将我们推到在生产与获得之

间进行选择的处境，欲望只与获得有关。在这种

理解中，欲望只与真实的缺乏有关，而欲望的创

造性生产的内含，则被忽视了。德鲁兹与瓜塔里

认为，康德的欲望理念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是

革命性的。康德把欲望看作是存在的能力，正是

通过这种能力，现实事物才能被表象。在这里，

康德已经将欲望看作是一种生产能力。但德鲁兹

与瓜塔里又认为，康德并没有反思欲望概念，仍

然把它当作一种缺失客体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

况下，欲望生产的只能是幻想的客体，所以精神

分析学认为欲望只能生产幻想的客体，真实的客

体是欲望所缺乏的，因为真实的客体只与外部自

然界或社会生产相关联。精神分析学创造了一个

与真实世界平行的幻想世界，这是欲望存在的世

界，因此在每一个真实物体背后，总有着一个梦

想的物体。但欲望的真正的创造性能量并没有得

到充分的重视。在德鲁兹与瓜塔里看来，从马克

思的观点出发，即自然与历史的相互内在规定出

发，那么精神分析学本身就失去了社会历史的基

础。对欲望的传统理解，也就使精神分析学无法

真正地面对市场和交易，甚至使精神分析学认为

无须去面对这一切。

从生产出发，德鲁兹与瓜塔里对欲望进行了

新的理解。他们认为：欲望有其真实的对象，欲

望的最后产品就是真实。欲望是被动的综合，它

合成部分物体、身体，成为生产单元的功能。因

此，欲望并不缺少对象，欲望所缺少的恰恰是主

体。“恰恰是主体在欲望中缺失了，或者说欲望

缺少固定的主体，除非存在着压抑，否则就没有

固定的主体。欲望和其客体是一回事：机器，作

为机器的机器。”① 欲望 －生产体现了欲望的创
造性能量，这是传统哲学的主体理念以及相应的

形而上学理论所无法理解的。欲望－生产与社会
生产之间的关系在于：生产总是将某些东西嫁接

到产品上，而欲望－生产则是生产的生产，这种
欲望机器的理想状态就是处于不断的转动之中。

“事情的真相是，社会生产只是既定条件下的欲

望生产。我们认为，社会领域是由欲望直接决定

的，它是历史地决定的欲望生产，为了侵入和投

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利比多无须任何中介

或升华、任何精神的运作、任何移情。只存在欲

望和社会，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②

虽然德鲁兹与瓜塔里的欲望理论对现代性思

想进行了批判与解构，但在鲍德里亚看来，尽管

德鲁兹他们在批评马克思的思想，但其创造性的

欲望理论与马克思的生产与劳动理论仍然具有逻

辑上的同质性，这无非意味着将被俄狄浦斯情结

所包围的无意识作为生产机器解放出来。对无意

识的这种认识，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像中完

成的，这是一种欲望之镜，人们也正是在这样的

镜像中实现了自我认同。与德鲁兹和瓜塔里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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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理论相一致的，就是马尔库塞在 《爱欲与文

明》中所宣扬的爱欲观念，这同样是将爱欲理解

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潜能，这种生产潜能与劳动的

潜能是一致的。马尔库塞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与

游戏、劳动联系起来，以便从中寻找解放的可能

性，这正是现代性的理念。可见，打破欲望之镜

与打破生产之镜具有同样的意义。

那么福柯呢？道格拉斯·凯尔纳将福柯的思

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关于人文知识的

考古学分析，这主要以 《疯癫与文明》、 《诊所

的诞生》、 《词与物》为代表。中期关于权力的

系谱学分析，这以 《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

为代表。８０年代之后则转向了对自我技术、伦
理学和自由的关注①。知识考古学关注的是人文

知识的构成规则，揭示主体的虚幻性；系谱学则

揭示知识的社会权力运作过程，揭示主体的政治

化意义及其权力效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福柯
可谓风头正劲。正是在这种语境中，１９７７年鲍
德里亚写下了 《忘却福柯》，对福柯的权力和性

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鲍德里亚认为，福柯的著作打开了话语分析

与权力分析的空间，这是其著作中最有意义的东

西，但 “福柯的论述只是他所论述的权力的镜

像”②，他关于性与权力关系的讨论就是如此。

这是他对福柯理论的一个总体定位。根据前面关

于镜像的讨论，如果福柯关于权力与性的讨论只

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镜像表现，那么毫无疑问的

是，福柯并没有超越这个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束

缚。在这一总体定位下，鲍德里亚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批判福柯的思想：

第一，福柯关于性与权力的思考仍然停留于

古典视野中，将性与权力看作是一种真实的存

在。在 《性经验史》中，福柯指出：性压抑的

学说是１７世纪之后才出现的，这种理念与资本
主义生产秩序相一致，表明性与资本主义一般劳

动是不相容的。对于这种理论，福柯提出了三点

质疑。第一个怀疑在于，性压抑真的是一种历史

事实吗？第二个怀疑在于，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权

力机器在本质上是维护压抑的吗？第三个怀疑在

于，有关压抑的话语是否与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

了呢？③ 在福柯看来，与性压抑相反，在资本主

义发展过程中，性与权力构成了一种双螺旋，但

其中性是作为快感、作为生产性的能力而得到提

倡的。在这个分析中，福柯揭示出权力是无处不

在的，权力不是一种压抑性的东西，它建立在积

极的、行动的法则之上，它与欲望同时存在，并

通过对性经验的探索使自己得以建立起来。鲍德

里亚认为，福柯的这一权力观念与德鲁兹—瓜塔

里的欲望理念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在于：在福

柯那里，权力替代了欲望的位置，而在德鲁兹这

里，欲望总在那儿。在这种讨论中，欲望、性、

权力都被看成是真实存在的，这就使得权力与性

等具有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意味。根据鲍德里亚关

于消费社会的思考，即真实的存在已被符号—物

所替代，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在

这一全新的社会中，正如巴特所描述的美国一

样：性存在于一切地方，惟独不存在于性中。如

果还认为性与权力是一种真实的指涉物，并将之

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无疑是成问题的。

第二，权力与性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能量，与

生产逻辑是一致的，这种秩序只能导向一种更高

的权力，而不能导向象征秩序。在 《忘却福柯》

之前，鲍德里亚完成了 《象征交换与死亡》，在

《忘却福柯》之后，鲍德里亚又写下了 《诱惑》，

以象征交换与诱惑作为对立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

与符号逻辑的另一种文明运行方式。在他看来，

“生产的源初含义并不是生产物质性产品，而是

使之呈现出来变得可见：生—产。”④ 这种生—

产就是上述的创造性理念。福柯虽然在批判人本

主义的主体理念，但在其后期思想中，他还是想

建立一种不同于近代主体的主体伦理学，一种能

够真正规定自身躯体、欲望以及自由发展的创造

性能力的伦理学。性与权力的这种创造性能量，

与资本的创造性生产是一致的，可以说，将性与

权力作为一种实体性力量解放出来，将身体作为

一种创造性的自然存在解放出来，这正是资本逻

辑的内在要求。在我看来，鲍德里亚是以批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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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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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镜像认同：鲍德里亚论马克思、德鲁兹与福柯

柯的名义，来批判将性、无意识、权力看作一种

创造性的力量解放出来的理论观念与社会替代方

案。在他看来，这种解放理念正是资本逻辑的意

识形态。鲍德里亚认为，这同样是一种生—产的

逻辑。诱惑是与生产相对立的，与生产秩序将一

切显现化、清晰化不同，诱惑则是从生产中回收

某些东西，在诱惑的文化中，性是一种礼物，是

相互交换的礼物，做爱只是根据必须发生的仪式

来度量的这种相互性的最后结果。而对处于现代

性中的我们来说，性只是变成了欲望在快乐时刻

的实现。在鲍德里亚这里，一种象征性的交换还

占据着主导地位。相对于性而言，我们的文化是

一种过早射精的文化，性就是一种欲望的实现，

这里没有延期，只有当下的即刻性。因此无意识

与利比多经济学，都只是为欲望的总体自然化提

供了空间，以便性作为一种必须实现的自然状

态，性欲作为一种能量，不断地释放出来，永不

停止，这正如资本必须不停地运转一样。“资本

必须运转，重力和凝固都必须消失，投资和收益

的链条不能停止，价值必须不断地在各个方向延

伸。……正是资本和性欲的形式，作为标语和模

型，在身体中出现。”而身体除了作为生产与性

欲的模型之外，也不再有其他的现实性。“正是

资本催生了劳动力作为能量以及身体作为欲望和

无意识中心这一现代梦想。”① “这就是欲望和无

意识的本性：政治经济学的过量堆积以及资本的

心理隐喻。”这使个人的一切都成为资本，个人

也成为资本的管理者：即心理资本、利比多资

本、性资本、无意识资本的管理者，这就是福柯

告诉我们的东西：“没有受到压抑的东西，一切

都是生产的”② 因此，欲望的解放正如生产力的

解放一样，正好构成了资本逻辑所需要的意识形

态，德鲁兹的欲望生产机器与福柯的性欲与权力

的生产，同样如此。

第三，如果并不存在真实的性欲，存在的只

是一种权力话语建构的性欲，那么这种权力是如

何产生的？新权力又是什么样的？其实这是一个

历史性维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以断裂为时间

之维来理解权力建构的福柯来说，似乎并不存

在。福柯的权力观还是一种单线式的、操纵的。

如果权力是一种支配和统治，那么为什么没有反

抗的存在？针对这种线性的权力观，鲍德里亚说

“权力是可交换的东西”③ 这种交换，不是经济

学意义上的，而是诱惑意义上的可逆循环，否则

权力就会消失。“单一性或碎片性：这是理性强

加给我们的权力之梦。”④ 而一旦进入到历史性

之维中，权力就不只是建构一种真实，如性欲，

不只是将自身复制为真实，或者为现实原则开启

了新的空间，权力本身就是超真实，就是一种消

失的过程。因此，针对福柯的论述，鲍德里亚提

出的问题是权力的终结问题，这同时也是真实策

略的终结问题。在 “拟真的进程”一文中，鲍

德里亚以美国１９７１年一家电视台的全天候家庭
生活电视直播节目为例指出：福柯用来理解权力

存在机制的圆形监控已经让位于一种全天候的电

视直播，这是从监控系统走向了恐怖系统。在这

种直播中，什么是真实的？是家庭生活还是电视

影像？在人的行动中，什么是积极的？什么是消

极的？这里已经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主

体，也没有客体。这是传统透视空间的终结⑤，

同样也是传统权力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福柯

的权力与性理论，都只是现代性的镜像反映。与

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一样，这种理论并不能真正地

面对当代社会。

通过上面的讨论，鲍德里亚用一种镜像认同

来描述马克思、德鲁兹、福柯等人的思想。在他

看来，在这种镜像中，他们没有实现对当下文明

的替代性思考，完成的只是对这种文明的极端完

善境界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镜像中

的认同，一种幻觉式的认同。这种镜像正是今天

需要打破的，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文明模式。此

时的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另一种文明模式是以象

征交换为原型的。关于这一问题，需要再撰文

论述。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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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求 “承认”到成为 “至尊”


———论巴塔耶通过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主奴思想的吸收

张　生

【摘要】本文认为，至尊性是巴塔耶哲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它源自巴塔耶对黑格尔的主奴哲学的改写。整个改写由

三个方面构成，即首先是把主奴关系转化为兄弟之情，其次是把空间的对立转化为时间的体验，再就是把对承认的斗

争转化为对至尊性的追求。而正是基于这种改写，巴塔耶铸就了自己的思想的基石。

【关键词】承认；科耶夫；至尊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２２－０８

　　时至今日，科耶夫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ｏｊèｖｅ）在法
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已然确立，而当年他应柯以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ｏｙｒè）之请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
校 （éｃｏｌ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Ｈａｕｔｅｓéｔｕｄｅｓ）代课讲述
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的故事，也已成为学

界传奇，这不仅是因为他及时引入马克思以及海

德格尔的思想对黑格尔进行重新解读，还因为参

与这个研讨班的众多学生日后大都成为法国思想

文化界的扛鼎人物，如雅克·拉康，雷蒙·阿

隆，梅洛－庞蒂，罗杰·盖洛等，甚至早已成名
的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也曾出入

其间，而据说萨特也托人弄到科耶夫的讲课笔记

进行研读，可以说，正是通过科耶夫，黑格尔的

思想才真切的对法国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因此，

曾亲见过科耶夫的桑巴特感慨万千地说，“科耶

夫用黑格尔病毒感染了一整代法国知识分子”，①

在被他感染的这些人中，当然也包括积极参加他

的研讨班的巴塔耶。

作为科耶夫忠实的学生，巴塔耶对其自然是

赞誉有加，如在谈到从１９３４年起就参加科耶夫
的研讨班的感受时，他就说，科耶夫对 《精神现

象学》的解读让他感觉就像是 《精神现象学》

这本书自身在说话，而有很多次，当他和研讨班

的同学雷蒙·葛诺 （ＲａｙｍｏｎｄＱｕｅｎｅａｕ）从科耶
夫授课的小房间里走出时，他都会感到窒息和哑

口无言，“科耶夫的课程让我精疲力竭，它把我

捣碎，并十几次的杀死我。”②这当然是巴塔耶结

合了自己的 “内在经验”（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ｅ／
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文学化的描述，实际上，据
葛诺后来的回忆，巴塔耶有时会在科耶夫的课堂

上睡觉。③

其实，在与科耶夫相遇之前，巴塔耶对黑格

尔并非一无所知，此前，他曾借阅过黑格尔的

《逻辑学》 《历史哲学讲演录》和 《精神现象

学》，并与葛诺合写了 《黑格尔辩证法基础的批

判》一文，而且，他参加科耶夫的研讨班之前的

一个学年，已经开始在其前任柯以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ｙｒé）的课上听他讲述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不
过，对于巴塔耶来说，科耶夫的影响显然才是决

定性的，正是他对黑格尔的解读方使巴塔耶真正

理解和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并得以构建出自己

的思想体系，否则，巴塔耶是不会说出那一番让

局外人听了多少有些夸张的话来的。

但是，科耶夫只是个中介，真正震撼巴塔耶

２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巴塔耶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１１ＢＺＸ０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　生 （１９６９—），男，河南焦作人，原名张永胜，（上海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哲学、

文化理论研究。

①　 ［
!

］尼克劳斯·桑巴特：《巴黎的学习岁月》，洪天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８４页。
②　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Ｏｅｖｕｒｅ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ｔｏｍｅ６，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７３，ｐ４１６．
③　参见ＳｔｕａｒｔＫｅｎｄａ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ｓ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ｅａｋ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９２．



从寻求 “承认”到成为 “至尊”

的还是黑格尔的思想本身。在巴塔耶的思想体系

中，黑格尔是一块关键性的基石，而德里达甚至

称巴塔耶的思想为 “一种无保留的黑格尔主

义”①，巴塔耶本人也直言， “如果没有黑格尔，

我可能首先就是黑格尔：（因为思想的）资源对

我来说是不够的。”② 他这么说，一方面，表明

了他对黑格尔的喜爱，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黑格

尔对他的思想的发生与展开的重要性，因为，没

有黑格尔的坚实的肩膀，他是无法成长为巴塔

耶的。

在巴塔耶通过科耶夫对黑格尔思想所进行的

吸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他对黑格尔的主

奴哲学的接受和改写，而这也正是科耶夫解读黑

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的核心与重点。科耶夫

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产生的途径，即主奴关系

改换为由 “欲望”所推动的斗争，强调只有通

过死亡的检验，人们才得以确立自己与自然，与

人的关系，并由此产生历史及其各种形态。简而

言之，在科耶夫看来，人的历史就是 “为承认而

斗争”的历史。巴塔耶对科耶夫的这个阐释是认

同的，但是他把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确立的关

键，即主奴关系的确立所需要谋求的 “承认”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问题转换为他说的
至尊性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问题，从而构
建了他的理论大厦的重要的基石。下面，就来具

体分析一下他所做的这个转换。

一、从主奴到兄弟

巴塔耶认为，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导

言中对死亡问题进行探讨的那个段落，是至关重

要的：

死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那种非现实的

话，它是最可怕的东西，而要保持住死亡了的东

西，则需要极大的力量。柔弱无力的美之所以憎

恨知性，就因为知性硬要它做它所不能及的事

情。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

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

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自

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

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不加理

睬，犹如我们平常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

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他向不再闻问

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

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

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

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③

在巴塔耶看来，这段话是黑格尔的 《精神现

象学》的核心，即死亡意识不仅是作为主体的人

得以产生自我意识的原因，也是人得以否定自己

以获得做人的尊严的中介，而巴塔耶所看重的也

正是死亡对于人的存在的确立所具有的不可取代

的意义。他坦承，他自己所有的写作，其实就是

围绕着死亡展开的，这也是他的写作唯一的必然

性，因此，在谈到黑格尔的这一段话时，他强调

说，“毫无疑问，从一开始起，这段令人钦佩的

文字就具有 ‘极端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不只

是对于理解黑格尔来说如此，而是在任何意义上

讲都是如此。”④ 显然，对黑格尔所表述的这一

死亡观，巴塔耶是认同的。

而正是以这个死亡观为据，黑格尔演绎出了

他的主奴哲学，即一个自我意识的确立必须以与

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对立为前提，双方都要以针对

对方的生死斗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黑格尔的

话来说，“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

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

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

识。同样每一方必定致对方于死命，正因为它自

己为此而冒生命的危险，因为它不复把对方看成

是它自己 （的一部分）；对方的本质在它看来乃

是一个他物，外在于它自身，它必定要扬弃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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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存在。对方是一个极其麻烦的，存在着的意

识，它必须把它的外在存在看成纯粹的自为存在

或绝对的否定。”① 而在斗争中，那个敢于冒生

命危险的人或者战胜了对手的人就是主人，那个

失败了的不敢冒生命危险的人就是奴隶。对于黑

格尔的这个观点，科耶夫是赞许的，但是他更加

强调 “欲望”的作用，因为人就是欲望，欲望

总是寻求自我实现，它躁动不安，总是指向另一

个欲望，进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欲望之间的冲

突，故科耶夫特别强调了欲望冲突所引发的生死

斗争的重要性和由此获得的承认问题，“换句话

说，只有当人为了他的人的欲望，冒着他 （动

物）的生命的危险，人的人性才 ‘显露出

来’。”② 而这个 “人性”（ｈｕｍａｎｉｔｙ），科耶夫认
为，不是别的东西，就是 “欲望着的欲望”，就

是欲望所渴望得到的另一个欲望的 “承认”，

“为了真正地和真实地成为 ‘人’，为了如实地

认识自己，人必须把他对自己的看法强加于有别

于他自己的其他人：他必须要求其他人承认他

（在理想的极端情况下：要求所有的其他人承认

他）。或者：他必须把他所没有在其中得到承认

的 （自然和人类）世界改造成一个他能在其中

得到承认的世界。”③ 可以说，这就是人的宿命

或者是作为一个人确立自己的一种必须的活动。

像黑格尔一样，科耶夫也认可主奴关系的存

在以及相互转化的合理性，因为尽管主人通过冒

生命危险获得了自己的主人地位并从而得到自

由，但奴隶却并不会永远是奴隶，这是由于奴隶

同样也可在劳动中克制自己的本能并得到陶冶，

并因之获得支配自然的自由，并最终反过来支配

主人。但是，科耶夫指出，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本

质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围绕确立 “主奴关系”

所发生的生死斗争，没有改变人们最初遭遇时的

所必然面对的这种似乎是命定的敌对局面。

但是，与科耶夫不同的是，巴塔耶虽然对于

死亡在人的自我意识的确立方面所起的作用没有

异议，可他并不认为对经由死亡而产生的对自我

意识的 “承认”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主奴关系

的确立是必然的，换句话讲，他并没有把自我意

识的确立归之于两个欲望之间所展开的生死搏

斗。与此相反，他更愿意用主客体关系来取代黑

格尔和科耶夫所喜欢用的主奴关系来描述和定义

人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其中有个前提，那就

是劳动观念的引入，在这点上，巴塔耶不仅受到

黑格尔的影响，同样，他也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巴塔耶把劳动作为人类脱离动物世界的初始的否

定性力量，有鉴于此，他不再把人看成是被 “承

认”的欲望所驱使而进行生死斗争的自我意识，

而是受生产活动所强迫并处于劳动状态中的人。

正是以此为先决条件，巴塔耶对主奴关系进

行了转换，即首先，以劳动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的

最基本的关系，其次，巴塔耶认为，至尊 （ｓｏｕ
ｖｅｒａｉ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或曰黑格尔的主人，所要求对
方 （“奴隶”或 “客体”）的实际上并不是 “承

认”，而是对于对方劳动产品的无偿的 “消耗”

（ｃｏｎ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因此，巴塔耶指
出，当我们谈到一个人拥有一个至尊的时候，并

不是说，这个人就是至尊的客体，而是说，至尊

将是这个人的主体，因为，这个人自己首先就

是，或者说本来就是主体，他只是在为至尊劳动

之时，才变成一个相对于至尊而言的客体，随着

劳动完成，这个人将重新复归自己的主体位置。

并且，巴塔耶认为，这种主客体的转换，不仅发

生在两个自我意识之间，它同样发生在个体身

上，“而且，我把自己当成为自己劳动的客体。

如果为了当下的时刻，我在自身中否认将要到来

的时刻的首要性，那么我将再次是个主体，但是

正像有时我把一个客体看作当我劳动的时候我是

的那个人———倾向于服务我那时所是的主体———

就我生产了由他支配的东西而言，至尊才把我看

作一个客体。他知道我不是真的停止作为一个主

体，而是我因为我劳动，不再是个完全的主体，

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他人，所以也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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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他们的至尊。只在某种意义上，我才是个

主体。”①

这样，巴塔耶顺利地把紧张的 “主奴关系”

（ｔｈｅ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ａ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转化为劳动中的
主客体问题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ｂｌｅｍ），并
且由此引申出人与人之间的 “兄弟关系”。对

此，他以 “我”与 “行人”的关系来说明，当

“我”看到行人时， “我”固然可以把行人看作

是客体，是外在于我的 “他者”，但是，只要

“我”想到他是我的同类，“我”就可以 “兄弟”

之名将其进行转化，因为，“我”完全可以以此

否定他身上作为行人所有的客体属性，这同时也

就否定了主客体关系，而把他看成是与自己这个

主体相同的主体，即 “兄弟”。而主客体关系也

就因此演变成了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友爱的关

系。“有时，兄弟这个词意指一种血缘关系 （可

以客观定义的，传递了对那种差异的否定，对相

似的肯定），有时指在相同性质的存在之间的关

系，因此也指每个人和我的关系。”② 巴塔耶直

言，他所选择的是兄弟的后一种意义，他这句话

当然也是意有所指的，因为，在黑格尔或科耶夫

看来，行人只会变成对立的自我意识，变成欲望

所针对的另一个欲望，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遭遇

只会产生一个结果，那就是在生死斗争的结果中

两人中或者有一人成为主人，或者有一人成为

奴隶。

不过，巴塔耶并没有完全取消主奴关系在这

一关系中的隐性存在。科耶夫也指出，主人是

“有闲”的人，而他之所以有闲，是因为他可以

不劳动， “这就是说：主人的 ‘真实性’是奴

隶，以及奴隶的劳动。事实上，之所以其他人承

认主人是主人，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奴隶；主人的

生活在于消费奴役劳动的产品，依靠这种劳动和

通过这种劳动。”③ 在巴塔耶看来，虽然至尊的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财富的消耗，但他却并不认

为只有主人或者拥有主人地位的人才能做到这一

点。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也是关键性的差别。

二、从空间到时间

正是通过对在人的出现过程中劳动的初始作

用的强调，巴塔耶把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转化为主

客体关系，从而把自我意识之间的 “敌我”关

系转化为了兄弟关系，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因

为他认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具有优先性，所以，

为了维持这一判断，他就还需要解决个体自身对

可能存在的主奴关系的转换问题。而巴塔耶以

“兄弟”之名消解主奴之间的矛盾的做法也并非

独创，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在其 《政治学》及其

后的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指出主奴之间可

能存在 “友爱”关系，原因即在于两者都是

“人”，他说，“奴隶是有灵魂的工具，工具是无

灵魂的奴隶。作为奴隶对它是不存在友谊的。然

而，他可以作为人，对于一切服从法律，遵守契

约的人，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公正，作为人当然

有友谊。”④ 相较而言，亚里士多德对奴隶 “作

为人”的描述是抽象的，巴塔耶的做法就是将其

设法具体化为 “时间”中的 “人”。

为此，巴塔耶在以劳动为前提的情况下，又

特别突出了 “消耗” （ｃｏｎ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或 “花费” （ｄéｐｅｎｓ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在人类
社会中的调节作用，并同时又引入了时间的维

度，以完善他对主奴关系的转换。巴塔耶认为，

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背后所折射出的是自我意识的

“空间”问题，同时它也是个体之间的空间的关

系问题，但这样做，并没有解决个体的时间问

题，或者说，并没有从时间角度来思考个体以及

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从

时间上来对主奴关系进行新的诠释，把空间的主

奴关系转换成时间上的主奴关系，进而真正的理

解和把握主奴关系。这种把空间问题转化为时间

问题的思考方式明显是受到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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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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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间性的强调的影响。但巴塔耶并没有从理论

上完全接受柏格森对时间和空间的区隔，他所意

指的时间也并不是 “绵延”着的 “真正的时

间”，而是另有所指。

首先，巴塔耶认为，人类的日常活动是由劳

动和消耗构成的，通过劳动，也即生产，人们得

以维持自己的动物性的生存，并积聚更多的资

源，但是，人们却在节日的庆典、葬礼、献祭、

甚至战争中，把这些积聚的资源不计后果的消耗

殆尽。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消耗或花费是巴

塔耶的一个特别的概念，均指对财富的非生产性

的消费，其目的意在 “丧失”，并不求任何回

报，而非基于有用性的 “投资”，以冀谋求更大

或更多的收益。以此为前提，巴塔耶把人们存在

于其中的时间也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从事劳动的

世俗时间 （ｔｈｅｐｒｏｆａｎｅｔｉｍｅ）和醉心于消耗的圣
性时间 （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ｔｉｍｅ）。从而，巴塔耶进一步
指出，世俗时间和圣性时间的关系就是奴隶和主

人的关系，因为，人在世俗时间中劳动，忍受奴

役，并被异化为物，而在圣性时间里消耗，以抖

落覆盖于自己身上的物性，重新复归于人性，并

以此获得主人的感觉，因此，巴塔耶认为，“人

可以在同一个个体 （或每个个体）那里经历主

人和奴隶的片刻状态。”① 这一转换无疑是革命

性的，因为它彻底颠覆了主奴关系的空间性质。

当然，巴塔耶在这里同样没有完全否认主奴

关系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即使我们赞成黑

格尔的观点，即人类的历史始于为了 “承认”

而展开的斗争，可也依然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这就是对于劳动产品的消费问题。而这种消

费，除了上文提到的 “非生产性”的消耗外，

还有一种常见的对劳动产品的消费，即为了扩大

财富与增进权力的消费，它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

发展自己。但与认为这种为了生产的消费才是社

会的本质的、决定性的力量的传统观点相反，巴

塔耶从自己的 “普遍经济学”的思想出发，颠

倒了两者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前者才是社会

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巴塔耶的唯一的最有

意义的文章 《花费的概念》，通过提出消耗而不

是生产决定了文化的本质和目标，颠倒了古典的

———因此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

型。简而言之，社会可以，也应该，基于它们消

耗资源而不是它们的生产关系，来测量和理

解。”② 所以，正是依据这一前提，巴塔耶明确

指出，“争取声望的斗争，其最初的选择表明了

非生产性消费的特权。”③ 而主人就是不愿意屈

从于对未来的计划、不注意增长的人，奴隶就是

把自己的现在屈服于主人的未来的人，但这并不

意味着奴隶就将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他只是在世

俗时间里为主人服务，他同样可以在圣性时间里

获得主人享有的那种至尊性。

这种让人着迷的圣性时间是瞬间性的、短暂

的，无论是曾经的主人还是曾经的奴隶，在这一

刻，都不再考虑未来，肆意让自己沉醉于当下之

中，不管是劳动的产品，还是别的有用的资源，

都被不计代价的毁坏和抛弃掉，以此求得自我满

足的颤栗。巴塔耶指出，这实际上就是在挑战死

亡、否定死亡、甚至是对死亡的渴求，因为在这

一刻，人们已不为将来的生命筹划，而只求一时

的愉悦。在这个意义上，圣性时间也可以说是死

亡时间，人们敢于迎接和渴望它的到来，就是在

冒生命的危险，就是在证明自己的 “主人性”

或至尊性。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巴塔耶的个体所

冒的生命的危险并不是针对另一个个体时所必然

产生的生死搏斗，而是针对物———也即个体生存

的保障所进行的 “生死搏斗”，更直白地说，是

自我意识深处的 “主人”和 “奴隶”的斗争。

这就是巴塔耶对黑格尔的空间化的主奴关系

所做的时间性的改造，它把个体之间的 “外在

的”关系规约为个体自身的 “内在的”关系，

把空间的斗争转换为时间的体验，从而这也进入

了近现代以来法国哲学家们所共同探讨和追求的

思想场域：“发扬博
!

莱 （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精神的当

６２

①

②

③

［法］巴塔耶：《黑格尔，人类，历史》，汪民安译，见

《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长春：吉林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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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９６．
［法］巴塔耶：《黑格尔，人类，历史》，汪民安译，见

《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长春：吉林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８页。



从寻求 “承认”到成为 “至尊”

代法国哲学家们，一反传统时间观和历史观以及

对于永恒的看法，强调一切基于瞬间，基于当下

即是的那一刻；认为出现在眼前的过渡性时刻，

才是最珍贵的和惟一的至宝。脱离开瞬间，一切

永恒都是虚假和毫无意义的。反过来，只有把握

瞬间，才达到永恒，因为现时出现的瞬间，才是

人生同不可见的永恒相接触的确实通道。瞬间的

惟一性，使 ‘永恒’现实地出现在人的生活之

中。正因为这样，瞬间同时也成为未来的最可靠

的历史本身。”① 巴塔耶追求的也是 “瞬间”，不

过，巴塔耶对黑格尔的反叛并不是为了通过瞬间

的震颤获得 “永恒”，因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

独特的至尊性。

三、从争当主人到成为至尊

这也是巴塔耶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转换的原

因，因为他不想再使用黑格尔的 “主人”概念，

而代之以自己重新定义的 “至尊性”概念：

我所说的至尊性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与国际法所定义的国家的主权没有什么关系。一

般地说，我所谈及的是它 （至尊性）反对奴役

和屈从的方面。在过去，至尊性属于那些拥有首

领、法老、国王、万王之王名义的人，在我们把

自己认同为那种存在———即今天的人———的形成

中，它起着一种主导作用。但是，它同样属于各

种神灵，至高的上帝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以及

服务和成为神灵的化身的牧师，有时，他们与国

王没有区别；最终，它 （至尊性）属于整个封

建和牧师的等级制度，它只在程度上与那些占据

其高位的人不同。但是，进一步说，在本质上，

它属于所有那些占有和从来没有完全丧失被归之

于众神和 “显贵”的价值的所有的人 （ｌｅｓｈｏｍ
ｍｅｓ）。②

显然，在巴塔耶看来，“至尊性”虽然是来

自在各种等级的阶梯上占据高位的至尊所散发出

的光辉，但是它的品质，也即 “至尊性”却属

于每一个人，只要那个人没有丧失那种 “反对奴

役和屈从”的价值，就有可能获得至尊性，成为

至尊，而这正是至尊性概念的核心所在。

以此为据，巴塔耶把至尊性的要素概括为几

点，首先就是他从自己一以贯之的花费观点出发

所演绎出来的，即至尊性所具有的 “超越有用性

的消耗”的特征，其次是至尊性所包含的对奇迹

（ｌｅｍｉｒａｃｕｌｅｕｘ／ｔｈｅｍｉｒａｃｕｌｏｕｓ）的追求，以及其
所具有的神性 （ｌｅｄｉｖｉｎ／ｔｈｅｄｉｖｉｎｅ）或圣性 （ｌｅ
ｓａｃｒé／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的特点。前文已经指出，巴塔
耶把人们的消费行为分为两种，即一种是为了保

存自己的生产性消费，另一种就是所谓的花费或

消耗，即用于非生产性的事物上的消费，对于至

尊性来说，重要的是后者，巴塔耶指出，“区分

至尊的东西是财富的消耗，与生产财富却没有消

耗它的劳动和奴役相对。至尊的个人消耗且不劳

动，然而，在至尊的对立面，奴隶和没有工具的

人，劳动把他们的消耗缩减到必须，如果没有那

些生产，他们既不可能生存也不可能劳动。”③

当然，在这里，对财富的消耗只是至尊性的一个

基本条件，而一个人要想获得至尊性，或者说，

至尊之所以是至尊，其关键就是这种消耗并不是

为了生产，并不是为了 “有用”，因为如果在消

费的时候考虑到其 “有用性”，考虑到其目的，

则势必被其奴役，那么这种消费就变成了一种生

产，因而在实质上，与奴隶并无区别，所以，这

种至尊性的消费是 “无用”的，是财富的一种

不计功利的 “丧失”，这种消费就是巴塔耶所言

的花费，就是那种肆无忌惮的挥霍财富的行为，

大到修建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举行大型的竞赛，

狂欢，奢华的葬礼，庞大无比的墓地，小到在一

天辛勤工作之余，花钱喝一杯并不能增强身体力

量的酒，甚至不以生殖为目标的做一次爱，都是

至尊性的表现。因为，说到底，这些行为都是

“无用”的，是不受奴役的和不屈从的，所以，

巴塔耶才始终强调至尊的 “无用之用”，指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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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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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上海：同济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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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超越有用性的生活 （才）是至尊性的领

域。”① 其次，就是在此基础上，至尊性所表现

出的对神性和圣性的向往，这其实也就是对奇迹

的追求。实际上，“超越有用性的消耗”本身就

是对世俗世界的生活法则的否定，它所展现的正

是对奇迹的追求。在巴塔耶的心目中，奇迹本质

上是对死亡的否定，是遭遇死亡却又逃离死亡，

是一种突然变为现实的 “不可能性”，它其中既

蕴含了对神性的尊崇和膜拜，也蕴含了对圣性的

感知与体验。而至尊性就在对这些要素的追求中

体现出来。

但是，至尊性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就是至尊性在时间上所具的瞬间性的特点。它

是短暂的，倏忽即逝的，可却又是真切的，让人

颤栗不已的。这当然与前文提到的巴塔耶把黑格

尔的主奴关系从空间转换为时间关系有关，但也

与巴塔耶对人的 “内在经验”的重视有关。他

认为， “内在经验”就是那种 “入迷的，狂喜

的，至少是沉思的情感状态”②，在内在的经验

中，人们会陡然进入一种 “非知”（ｎｏｎｓａｖｏｉｒ／
ｕｎｋｎｏｗｉｎｇ）状态，不再为 “求知”（ｃｏｎｎａｔｒｅ／
ｔｏｋｎｏｗ）而劳动，也不再因此被奴役，而主人和
奴隶的划分也在此刻失去了意义。德里达认为，

这是巴塔耶的至尊与黑格尔的主人的关键区别所

在，“首先是主人和至尊之间的那种差异。我们

甚至不能说这种差异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就是意

义的差异，是分隔意义与某种非意义的那个惟一

的间隙。在黑格尔那里，主人有一种意义。生命

冒险乃是意义建构中的一个时刻，是本质与真理

呈现的一个时刻。这是自我意识及现象学历史的

必不可少的阶段，即意义呈现的必要阶段。”③

而在巴塔耶那里，生命冒险是为了获得 “非意

义”的 “非知”的瞬间，是为了获得至尊性，

成为至尊，它拒绝和否认世俗世界的真理和意

义，放弃外在的目标转而专注于自身的瞬间的愉

悦，以进入圣性世界之中。而至尊就是，“作为

主体的典范，是这样一个人，通过他，并为了

他，瞬间，那个瞬间，那个奇迹的瞬间，成为劳

动的溪流消失进的海洋。至尊节日般的为自己，

同样也为别人花费掉所有人的劳动所积聚起来的

东西。”④ 通过花费，通过不计代价的消耗，即

为消耗而消耗，人获得至尊性，成为至尊，而就

在这一刻，所有的劳动都失去了意义，所有的来

自明天的恐惧和担忧一扫而光，剩下就是不期而

至的那个让人 “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至尊

的瞬间。

并且，人对至尊性的追求是个体化的，内在

的，它不必像黑格尔的主奴关系所要求的那样，

需要外在的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服从和确证，以获

得主人的地位和感觉，他只需自我调节便可获得

至尊性。因为，巴塔耶认为，至尊是个人性的：

“我们现在可以承认人是他自己而且只有他是人

的至尊的价值，但是这首先意味着，人是过去的

至尊的价值的真正的内容。”⑤ 显然，巴塔耶认

为，人活着或者之所以为人并不是为了成为主人

或因为成为主人，而是为了获得至尊性，成为至

尊，他虽然通过劳动脱离了动物世界，得以进入

世俗世界，但他仍然可以运用使他脱离动物世界

同样的否定能力来摆脱世俗世界加之于自己身上

的枷锁，甘冒死亡的危险，以无用的消耗的形

式，对其进行否定，从而重新回到任性状态，以

接近圣性世界，体验至尊性。如巴塔耶所言，正

是对财富的花费，而不是对财富的生产构成了人

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发展，同样，正是对至尊性的

追求，才使我们这个社会得以维持，也才使人成

为人。因为人不仅需要食物来生产，还要靠神性

的事物以生活。因此，巴塔耶强调，“至尊性是

人的原生状态，是他的基本状态：如果自愿的劳

动似乎限制了这种状态，如果剧烈的强加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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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求 “承认”到成为 “至尊”

把这种状态改变为它的对立面，改变为奴隶，至

尊性仍然是不可侵犯的。一个人的，或任何人的

至尊性，甚至从最奴性的观点看，也是存

在的。”①

巴塔耶承认，他所作的这个崭新的转换，就

是为了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修正，而实际上，巴

塔耶所强调的这一切，其目的还是要把世俗世

界，也即实践世界的法则颠倒过来，这当与他对

尼采的革命精神的吸收不无关系，其中，自然包

括对黑格尔建立在世俗世界的原则之上的主奴思

想的否定。

四、总　结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巴塔耶通过把经科耶

夫阐发的黑格尔的主奴关系予以主客观的处理，

进而以兄弟之情消弭了原本可能发生在自我意识

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也把原本属于空间的人

与人之间的因为欲望的蒸腾而驱动的追求承认的

斗争，转换为个人在时间中的至尊性的体验，并

进一步把追求空间体验的主人转化为追求时间体

验的至尊，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主奴思想的改

造。因为，与黑格尔不同，在巴塔耶看来，人的

至尊性是只有从内部才能得到揭示的，而非像黑

格尔或科耶夫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外在的空间中

才能呈现，因此，人对奇迹的追求就是为了显示

这种至尊性所具的神性和圣性的特征。而在这一

连串转换中，时间是最重要的枢纽，同时，也是

转换的目的，因此，米歇尔．索亚说， “在调和
人类和上帝的希望中，巴塔耶试图用时间调和

它。或者，更准确地说，代替尝试发现调和人类

———与上帝或与时间———的手段，他自己致力于

对瞬间的一种可怕的着迷的沉思，在其中，期待

的所有的时间被还原为虚无，致力于对死亡的瞬

间的沉思。”② 这不仅是对巴塔耶至尊性思想的

洞观，也可以说是对巴塔耶的思想特征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概括。当然，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人的自

由的意识，他的那种不可平息的否定性，诚如科

耶夫所言，“做人，就是不受任何特定存在的制

约。人具有否定自然，否定自己的任何本性的能

力。人能否定其经验的动物本性，人能自愿死

亡，冒生命危险。这就是人的否定存在 （否定

的：否定性）：在否定其生命的时候，实现否定

和超越其给定的实在性的能力，超越和不同于纯

粹的生命存在。”③ 科耶夫对人的这种动物的定

义是与黑格尔接近的，然而他并没有止于黑格

尔，“谁都知道黑格尔的名言： ‘凡是现实的都

是合理的’（“ｄａｓ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ｉｓｔｖｅｒｎｕｅｎｆｉｇ”）。黑
格尔被公认为理性主义者。现在考叶维 （即科耶

夫）却要展示，黑格尔所作的，无非是要揭示理

性 ——— 在争取承认的斗争中 ——— 的非理性的根

源：一个 ‘自身’（Ｓｅｌｂｓｔ）要求获得其它人在其
如此这般的存有中承认之。考叶维把海德格尔的

‘操心忧虑’，嫁接到黑格尔上面，使之成为

‘对承认的操心忧虑’ （ＳｏｒｇｅｕｍＡｎ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获取承认是从操心忧虑中发源的，这是历史现

实，它是一场人类为了一些偶尔甚为可笑的赌

注，而进行的直至流血的斗争：人拿自己的生命

下注，所求的无非是重划一条疆界，为了去捍卫

一面什么旗帜，为了对侮辱争得合适的道歉，如

此等等。黑格尔根本无须被倒转过来，黑格尔本

来就是用脚站着，而且穿越着历史的泥洼。在理

性的核心中潜藏着偶然性。不同的偶然性经常流

血地相互碰击。这就是历史。”④ 不过，这只是

科耶夫的历史，在站在其肩膀上的巴塔耶的心

中，甚至觉得科耶夫其实没有从黑格尔的思想中

发展出另外一种思想，而只是在重复和强调黑格

尔的发现罢了，因为他坚定的认为，我们自有另

外一种人生和另外一种历史。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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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世理想与现实苦难之间


———张东荪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

黄碧影

【摘要】在救世理想与现实苦难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点，如何安置自身的欲求，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张东荪主张

搁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直面问题本身，选择最适宜、最具效益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并探讨了社会主义理想与

基督教理想的相通之处，以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共同的 “观念基型”。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并未

能帮助他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但是随着条件的改善，他的前期探索的理论意义逐渐得到彰显，并成为后人宝贵的

思想资源。

【关键词】张东荪；社会主义；实业救国；基督教；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Ｄ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３０－０８

　　在救世理想与现实苦难之间，如何寻求平衡
点，如何安置自身的欲求和热望，这也许是一个

永恒的话题。张东荪一生对社会主义关注的焦点

虽然几经变化，但是，将社会主义的实现，作为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基本上是一以贯之

的。以往对张东荪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或是

因为他曾经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曾经主张民主

主义，而简单地将之视作反科学社会主义者，或

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对他社会主义观的深

层意蕴没有充分揭示。本文在深入解读张东荪有

关社会主义论述的基础上，力图从理想与现实关

系的视角出发，探讨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及

其对今天的启示。

一、未来 “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经

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后，引发了思想领域的一系列

大论争，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是否要在当

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实行怎样的社

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关系问题。

张东荪虽然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但事实上，他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关注，比被

视为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的李大钊、陈独秀等

人更早，并引发了１９世纪２０年代著名的 “社会

主义论战”。

早在１９１３年，张东荪就已在文章中提及社
会主义的问题。不过当时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适

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他在 《中国之社会问题》

一文中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前提是：

应形成足够规模的工人阶级。但中国的问题却不

在于劳动者过多，而在于工场太少。因此社会主

义 “绝无影响及于实在之社会组织也。”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张东荪对国家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使他的立场向社会主义方

向靠拢，认定人类最终会进入以互助和协同为原

则的 “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１９１９
年，张东荪开始大张旗鼓地介绍社会主义。在

《第三种文明》②一文中，张东荪提出，一战使得

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缺陷暴露无遗：资本主义

若继续存在，只会使阶级间的 “悬隔”越来越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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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必将导致社会的 “爆裂”；而国家主义若继

续存在，武力的增加就不会停止，民族间的战争

惨剧也终会发生。因此，人类最终会进入以互助

和协同为原则的 “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

明，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实现第三种文明是世界

的大势所趋。①

不过，张东荪认为当时中国必兴的，并不是

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坚持认为当时

的中国并没有建立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的条件。

在 《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②中，张东

荪指出，社会主义固然是全人类反对现状的一个

共同趋向，但是，各国的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他

先进国家已经到了选择制度的阶段，而中国还没

有到这个阶段。因此，他并不主张在当时的中国

实行制度上的社会主义，也不认为有做具体的制

度规划的必要。他认为当时的中国 “不但没有第

三种文明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三种文明的陶

养”③。不难看出，张东荪当时所倡导的 “社会

主义”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在他所提

倡的 “社会主义”中，完全看不到 “唯物史观”

的痕迹，也没有 “阶级斗争”的主张。正是基

于这种立场，当陈独秀等人在为筹建中国共产党

而积极奔走时，张东荪却选择了退出共产党的筹

建工作。

张东荪认为当时中国必兴的，是社会主义的

道德与文化，必先培植起社会主义的道德，方可

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④ 因此，中国当时最为重

要的，是要进行文化运动和精神层面的改造，

“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协同的性格；要养

成自治的能力；要促进合群的道德。”⑤ 且应该

首先提倡一种社会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先使

中国人的精神革了命再说。认定中国今后必定要

经历大的破坏，而破坏之后的建设必定要依照社

会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所以，从当时开始，就要

把社会主义的真髓推广介绍开来，避免误解，便

足以预防许多流弊。实际上，他所主张的社会主

义，只是一个 “浑朴的趋向”，是一种反对现社

会的文化运动。他曾经谈到社会主义趋向与当时

社会的区别：

现社会是寄生生活，这个趋向便倾向于共同

生活；现社会是偏重资本，这个趋向便倾向于普

泛的劳动；现社会是自由竞争，这个趋向便倾向

于互相扶助；现社会是个人快乐主义，这个趋向

便倾向于社会幸福。⑥

正是把社会主义建制看作未来的事，所以在

当时的中国，张东荪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能立

即倒，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在退出共产党

筹建工作几个月后，张东荪在陪同来华的罗素游

历湖南等地时，亲眼目睹了中国内陆经济凋敝落

后的现状，于是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６日的 《时事新

报》上，发表了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一文，开始极力主张要开发实业，认为中国当时

的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而不

是空谈主义。他在文中言道：

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而增

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

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除了开发实业

以外无以自立……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⑦

张东荪的言论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

对，进而引发了著名的 “社会主义论战”。在这

些争论中，焦点并不在于是否要开发实业，而在

于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实业。在这个问题

上，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即必须采

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才能避免资本主

义的种种流弊。⑧ 而张东荪则认为，在工业尚未

发达的中国推行社会主义，鼓动阶级斗争，很可

能会导致 “伪劳农革命”，结果只能是有害于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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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１卷，第１
号，１９１９年９月１日。

张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

第１卷，第７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１卷，第１

号，１９１９年９月１日。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１卷，第１

号，１９１９年９月１日。
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１卷，第１

号，１９１９年９月１日。
张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

第１卷，第７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６日。
李达：《张东荪现原形》，《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陈望道：《评东荪君底 〈又一教训〉》，《民

国日报》副刊 《觉悟》，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邵力子： 《再评东
荪君 〈又一教训〉》，《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１９２０年１１月
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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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至于开发实业，则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

情况，采用协社或资本主义方式，而不必拘泥于

某种固定的模式。①

张东荪对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发展资

本主义的认识，主要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考

虑。就社会主义而言，他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

形式更适合于中国。主张在当时中国发展资本主

义的张东荪，仍然坚信 “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

必兴”②。这种信心明确地体现在他于１９２１年２
月１５日所发表的 《一个申说》文中，他指出：

“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

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

主义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

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更换言之，我们

要创造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③

也就是说，在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

在未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

义的学说还需要不断地向前推进，还需要不断地

完善。他承认，社会主义到了马克思那里便得到

了科学的基础，但他不认为社会主义以马克思的

学说为止境。他认为，在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

中，“基尔特社会主义”④ 算是相对上最为圆满

的。他甚至想劝罗素对中国的同业公会进行实地

研究，以便根据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根本原

理，参照中国固有的同业公会模式，创出一条中

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道路。

对理想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关注，以及为了确

定中国应选择怎样的社会主义，导致张东荪意识

到有区分 “学问上的社会主义”与 “信仰上的

社会主义”的必要。在 《一个申说》文中，他

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张东荪看来，“信仰上的社

会主义”相当于各种宗教，不需要有真理的探究

作为其根据，而只需要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就够

了；而 “学说上的社会主义”则尚在创造修改

之中，一般人容易混淆二者，他们所接受下来

的，实际上是一个 “学说”与 “信仰”相混杂

的 “社会主义”。而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推崇，实

际上是从信仰的动机出发，只不过穿了一件理性

的外衣。

对 “学问上的社会主义”和 “信仰上的社

会主义”的区分表明，张东荪很早就注意到了，

在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或者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

情当中，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意味。这一思维取向

使得本来就关注宗教问题的他把眼光投向了西方

的宗教，并对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

思考。

二、基督教是 “软心肠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 “硬心肠的基督教”

　　张东荪通过分析西方的 “道统”，指出基督

教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理想有着共通之处，认为

它们共同反映了西方道统中的一以贯之的诉求；

笼统言之，这一诉求即要求平等；而这一诉求同

时还贯穿于民主主义的理想之中。

在 《思想与社会》⑤ 一书中，张东荪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动机是救世，同时他也否认

原初意义上的 “马克思主义”即是一种宗教。

他说，马克思主义者 “以动机而言，他们是志在

想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基于社会平等之观

念。这和基督教所希望的地上天国在性质上并无

大差。所以马克斯派的根本动机是救世，并且其

意比任何宗教家来得真切与切实”。⑥ 但是，他

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救世与基督教的救世是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东荪：《东荪先生致独秀底信》，《新青年》第８卷，
第４号，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３卷，第６号，１９２１
年２月１５日。

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３卷，第６号，１９２１
年２月１５日。

“基尔特，是德语Ｇｉｌｄｅ的音译，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会。
基尔特社会主义称行会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中的一种改良主

义思潮，以柯尔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基尔特社会主义力图把欧

洲中世纪的行会思想同现代的资本主义思想、无政府工团主义

思想、边费主义思想混合起来，在工人当中宣传有可能不通过

阶级斗争而摆脱剥削的改良主义思想，鼓吹由工人、工程技术

人员联合组成产业基尔特，用和平的，即从内部实行监督的办

法把这些基尔特变成领导和管理生产的机构，实行产业民主和

产业自治。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只要把全体工人逐步地组

织到基尔特之中，基尔特就能代替现行一切组织，和平地消灭

资本主义，解放劳动者。”———引自蔡国裕：《一九二○年代初
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 １４９
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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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的。他说：“我们苟研究马氏恩氏的学说，

必定会发现马克斯主义本身原不是一种宗教。似

乎不应该变为具有宗教性的主义。倘使有人如此

做，那并不是足为马克斯主义的功臣。”① 尽管

如此，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在本质上

具有某种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所

有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促使他在

《思想与文化》一书中就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关

系进行了探讨，并且选取了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

作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来与基督教进行

比较。

他之所以要把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放到一起来

讲，具体而言，主要的依据有三点：

第一，基督教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本

质上具有一致性。基督教是 “软心肠的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是 “硬心肠的基督教”可能是他

对二者一致性的最贴切的表述。张东荪强调，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名词虽然出现得比较晚，

但作为一种要求共产和平等的理想，社会主义其

实出现得很早。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便含有这一类

的理想，并且对此理想有过实践。在共产主义的

目标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基督教理想相符合的地

方，譬如二者都关注社会底层，力求为处于贫穷

困苦中的人们谋福利，要求实现平等，建立一个

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世界。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实

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有改造

现状的诉求，基督教是 “软心肠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则是 “硬心肠的基督教”。② 所谓 “软

心肠的社会主义”，是指基督教一方面想改变现

状，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推翻现状，结果却往往

把改革的苦心变为保守的工具。所谓社会主义是

“硬心肠的基督教”，是指社会主义要求通过切

实改造社会制度来改变人心，要求注重客观实

际，要用激烈的力量改变宗教的软心肠作风。虽

然方式方法有缓和激烈的区别，但是改变现状则

是二者共同的本质诉求。

第二，任何社会主义都具有半宗教的性质，

而宗教与科学是无法完全划等号的。以马克思的

学说为例，人们可以发现其为一个严密的自足系

统。马克思主义总试图在自身系统内对一切事物

作出严密的解释。张东荪认为，这种严密自足的

系统实际上是为传教而设的：一个理论要想令人

信仰，就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严密的系统，使得

他人难以攻击。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带有了宗教

的意味。③ 而科学的情形则正好相反。科学不要

求完备，也不必成为系统。科学的精神是 “存疑

的”和 “谦逊的”，科学承认自己是建立在 “假

说”之上的，并要求实验和数理的证明。科学不

必对于已有的假说拼命去维护，如果先前的假说

被推翻，那么就会去寻求下一个假说。马克思主

义者虽热衷于以 “科学”自居，并且特别注重

强调 “客观”与 “必然性”，但实际上这些说法

主要是为了增强人们的信心。由于抱有革命的热

望却又不想诉诸于宗教式的劝化，便努力在客观

的事实界寻找根据，也就是要发现一个 “客观必

然性”来取代主观的期望。但这个客观的必然性

在张东荪看来，未必真的是客观的，只是设法将

内心的热望推到客观上去。所以，马克思主义者

所谈论的 “客观”，在张东荪看来，却是 “宗教

式的热烈情绪”。④

第三，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分别代表了西方人

的实际生活的一个方面，其中基督教所代表的尤

为广大。张东荪认为，西方人在生活方面是完全

受基督教的支配的。也就是说，人生的道德标准

完全由教会所规定，以教会之是非为是非。教会

的影响力在实际上蔓延于社会组织、法律规定和

政治制度。故而个人的生活绝大部分都受制于

教会。⑤

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正统，其实是社会

主义的思想。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思想有着很

悠久的历史。共产主义有很多种，而不仅仅限于

马克思一派，比如柏拉图就主张要共产。西方文

化的正统其实是社会主义一类的思想，改造社会

的理想无不是偏向于共产的，财富分配的不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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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年，第６９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４０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４８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５３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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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团结，因此，倘若志在加强人群的团结，则

必定要去除这一障碍。所以，资本制度在他看来

不能永久维持下去。即使不用马克思派所主张的

“正－反－合”的公式，他认为同样也可以说明
将来的社会必定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①

消除分配上的不平等，是西方文化上的一个

道统，而社会主义和基督教都被视为是符合这一

道统的。张东荪把共产主义分为 “消极的”和

“积极的”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而言，就是要

消除分配上的不平等；而从积极方面来看，则是

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平等的制度。关于如何建立

一个平等的制度，人们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的主

张。因此，就 “积极的”共产主义而言，可以

有意见上的分歧，但在 “消极的”方面，共产

主义却总是一致的。② 张东荪把这种 “消极的共

产主义”认作是西方文化上的一个道统，并根据

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和基督教都看作是符合这一道

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平等的、无

阶级的社会，这一点和基督教所希望的地上天国

并没有很大的不同。

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对后来的民主主义产生

了很大影响。张东荪指出，作为严格的一神论，

基督教主张只有一个上帝。这唯一的上帝是世人

之父，因此，人人都是上帝之子，人与人之间便

都是兄弟。而由于世人皆为上帝之子，彼此之间

同是兄弟，故而每个人都只能服从于上帝，任何

人均不能有高于他人的特权。在这一点上，基督

教对后来的民主主义影响很大。可以说，基督教

的深入人心实际上极大地有助于民主主义思想的

发展。因此，虽说民主主义发端于古希腊，即在

基督教出现以前就有，但是，其在欧洲之所以能

够如此深入人心，却不得不说是基督教的

功劳。③

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有着共同的 “概念基型”

　　要对中国将来的道路做出选择，不能不从理
论上探讨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问题。１９４８
年，张东荪写成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

试图就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此书的写作实际上基于张东荪对国际局势的分

析，并寄托了他对于中国将来的道路选择问题的

思考。他希望中国能够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

义阵营的紧张对立中保持相对的中立，甚至幻想

自己能够调和美苏冲突。在此书中，他极力论证

“社会主义”与 “民主主义”在本质上是相一

致的。

张东荪认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共同

的 “概念基型”，所以二者在本质上是一个东

西。他指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西方文明

的产物，在西方都不是新东西。民主主义与社会

主义有着共同的 “概念基型”，即都建立在 “自

由”、“平等”、“公正”、“理性”、“人权”等概

念的基础之上。④ 所以，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

东西。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抱着同一目

的，向着同一方向而推进。早在１８４６年出版的
《思想与社会》一书中，张东荪就提及了这一

观点：

……民主主义终必是社会主义，而真正的社

会主义又必以民主主义为其精神。凡社会主义所

产生的弊病，例如官吏反而增多其权限亦反而增

大 （因为大部分产业归为国有的缘故）乃都是

由于不善运用民主原则而始起来的。欲挽救此种

弊病只有对于民主主义更认真更切实一下。可见

社会主义如果离了民主主义依然是不行的。……

一切弊病都由于二者的分开……我敢说倘使今后

而能造有一个新文明……则只有由我们起来把真

正的民主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合而为一。因为

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在其本质上根本就含有社会主

义之概念在内。⑤

虽然作为理想的概念与事实存在着距离，但

张东荪不认为因此可以否认概念具有标准性或规

范性。在张东荪看来，民主主义的成立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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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４６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３９页。

张东荪：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年，第１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

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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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承认人人都能明辨是非善

恶，即人人均有理性。他分析道，要建立一个合

理的制度，使得在这个制度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得

到合理的满足，这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其前提是

人人都是讲理的。虽然在事实上并非人人都有理

性，但是，却不能因此便否认 “理性”这一概

念具有标准性或规范性。①

张东荪的研究表明，概念都是由于特殊的历

史境况而产生，最后才逐渐变为具有普适性的原

则和标准，而非一开始就高悬为人类的理想。除

了 “理性”这一概念之外，民主主义和社会主

义还建立在 “自由”、 “平等”、 “公正”、 “人

权”等概念之上。这些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

段上出现的，但是它们一旦形成，便会变为抽象

的规范，高悬成为理想的标准：

正好像是度量衡的尺与斤，虽都是人造的，

却可拿来以衡量其他。人类于一方面用一根木片

造成尺度，他方面却把尺作为一个抽象的标准。

尺的长短与度数在各民族并不相同，可见这是随

文化而变，为文化所定。但在同一的文化境况

中，既已决定了的尺度却有规范作用，乃是个标

准。由此我们可知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等

概念都是虽由历史上发生出来，却可变为理想与

原则……于既产生以后却可拿来再验看这个社会

是否与其相合。②

也就是说，“自由”、“平等”、“公正”、“理

性”、 “人权”等概念都是由特殊的历史境况而

产生，最后才逐渐变为具有普适性的原则与标

准，而并非从一开始就高悬为人类的理想。这些

概念的形成是如此，由这些概念所支撑起来的

“民主”也同样如此。

所以，在讨论西方民主主义概念时，张东荪

主张，要区分西方人的理想和他们的实际生活，

要区分 “原理原则”和 “实际表现”。在分析了

民主主义的观念基型之后，张东荪紧接着强调：

这些概念是西洋文明的产物，可以表明西洋文明

的某些特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概念只表

现出西洋文明好的方面，却并不包括其事实上坏

的方面。也即是，我们需要区分西方人的理想与

他们的实际生活。民主主义以以上概念为基型，

但在实际情况中，却只有各国的实际的民主状

态。在谈论民主问题的时候，需要区分 “原理原

则”和 “实际表现”。这些事实的情况包括了地

理环境，经济上的天然资源、人力生产的组织、

民族的身体方面的特性、心理方面的特性，以及

历史上传下来的惰性等等。论观念基型，我们可

以把民主主义视为人类文化，但实际上所存在的

却是欧美各民主国家，而民主运动在各个国家是

彼此不同的。

同时，在探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

题时，张东荪也再三强调需要把理想与实际分开

来讲。他认为，就理想来看，可以把法国革命视

为社会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开端；在此之前，自由

平等只是学说而已，在法国革命中却与实际运动

相连了。

至于实际却是政客、党人骗了工农大众。须

知工农虽是革命的动力，然其自身有困难 （即工

人不能离工厂，农民不能离田地），无法自己参

加以后的建设工作。遂致依然必须将政权完全交

给政客与党人。在这里我们便不可忽视 ‘人’

的重要。任何好主义，好团体，只要有流氓无赖

钻进去，取得地位，就会把事情完全弄坏了。③

既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

那么要把二者衔接起来， “当中必须另有一环。

必须发现这个环是什么方可。不然理想虽好，而

仍高悬在上，在天飘飞，不能落在地上。”④ 在

张东荪看来，就观念基型而言，西方文化当中自

始就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却终不免在

天上飘着，不容易落到地上。如何把理想拉到地

上，是西方人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努力想要

解决的问题，也是张东荪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

因此，在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中，他

紧接着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部西洋史就是西方人不断把理想从天上拉

回到地面的历史。人类对于不断改善生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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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东荪：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年，第４页。
张东荪：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年，第２页。
张东荪：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年，第２４页。
张东荪：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年，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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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一个现实的要求，历史上一

切人类文化向前发展的动力都基于这一点；从这

一欲求出发，所形成的是实际的历史，而这一实

际的方面则与观念基型相对立。于是，“一部西

洋历史不外乎表现这样的 ‘实际’情形与其观

念基型互相激荡之历程”①，亦可以说是一部理

想与实际的争斗史。换言之，即在观念基型所造

成的 “理想”以外，尚有一个现实的实际情形。

二者时时交涉，有时相冲突，有时相推进。理想

与实际总有距离，理想之于实际正好像蜻蜓点

水，刚下去与水相触却又飞起，飘在空中。可以

说，一部西洋历史就表现为西方人把理想从天上

拉到地面来的不断的努力。

既然理想和事实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距

离，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不应偏执一方，而应该

“是是非非”。对于此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张东荪的态度是，理想再好，但若只能悬于天

上，也只是无济于事；倒不如将理想的万分之一

落实到地上来更为切实，更能有益于人类生活的

改善；因为，得以落实到地上部分理想，即使不

那么完美，实际上也比高悬于天上的理想要好得

多，实在得多。因此，不应偏执于理想的纯粹，

也不必拘泥于某种主义。人们往往容易走向极

端，对一个事物一个主义认为是好的，便 “爱之

欲上九天”；而对一个事物一个主义认为是坏的，

便 “恶之欲下九渊”。这样的态度实不是真正严

谨而负责任的态度，最为合理的态度应该是 “是

是非非”的态度，即以是者为是，以非者为非。

四、理想和现实的鸿沟可

通过折衷达到平衡

　　张东荪认为，人类改造社会的理想往往是倾
向于 “共产主义”的。对人类而言，共产国度

的实现似乎具有某种致命的吸引力；也正因这种

致命吸引力的存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地上天国才

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巨浪狂潮。无论是无疾苦

的彼岸世界，还是地上天国，总是令人向往的。

在这种理想的背后，往往是一种 “趋同”的愿

望，即人们总是试图把世界整合进一个和谐的系

统———在各种纷繁多样的哲学体系中，我们可以

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进行整合的企图。

　然而，且不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
距，甚至在语言与实事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错

位。我们用语言来表征实事，但是，语言终究不

能等同于实事，更不能替代实事本身。语言的可

塑性与可能性远比现实丰富得多。由此，在语言

与实事之间往往存在某种错位和脱节。而由于语

言与实事之间可能存在的这种错位与脱节，我们

在考虑一个用言辞构建的城邦是否能够在现实中

实现时，就必须十分地小心谨慎。柏拉图就意识

到了这一点。在 《理想国》一书中，他借苏格

拉底之口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 “捏造”各种

各样的东西，包括现实中所没有的东西。因此，

柏拉图所设想的 “理想国”可以被称为 “言辞

中的城邦”———除非哲人在现实中成为统治者，

或者现实中的统治者由于某种极其罕见的机缘成

为 “爱智者”，否则，这个理想的国度只能存在

于言辞中。

　一种 “听起来很美”的理想，很可能在

实施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这是对

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非难中的一种。应当把乌托邦

的作用限制在对现实的批判功能上———这也似乎

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当然，我们不能因为马

克思主义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就完全

否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出发点，那就

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各个人自由发

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马克思的这

句名言似乎预示着：一旦共产国度得以实现，人

类事务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

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

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

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

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

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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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东荪：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

１９４８年，第３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４９１页。



在救世理想与现实苦难之间

判者。①

按照这种设想，我们可以在每个时刻里，恰

好获得自己当时所欲求的状态。然而，问题在

于，我们并不能保证：人们总是欲求他们应该欲

求的东西。

马克思向来拒绝对共产主义作过多的刻画，

因为理想的过度整齐划一，会给多种多样的实际

向理想的靠近带来很大的困难。相比之下，柏拉

图对理想国度的刻画要更为详尽而具体一些。在

《理想国》中，柏拉图用言辞刻画了一个整齐划

一的共产国度：在这个理想国度中，全体公民同

甘共苦，做到万家同欢、万家同悲———大家 “对

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 ‘我的’、 ‘非我

的’”②。针对柏拉图的设想，亚里士多德在 《政

治学》一书中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种过度的

整齐划一将使得一个国家不再成其为国家，因

为，国家的本义就在于，它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因

素的组合。尽管根据克吕格的观点，亚里士多德

误解了柏拉图③。但即使亚里士多德确实对柏拉

图有所误解，他的论点也是无可非议的：一个过

分整齐划一的城邦确实不再成其为城邦。现代化

工场的过度理性化就是例子：一个高度整齐划

一，过分追求高效运转的工场足以磨灭人性，把

人变成机器。

哲学倾向于获取整全的体系化，这是出于获

得把握和操控外部世界的虚假体验，进而获得安

全感的需要。哲学获取整全的体系化的倾向，也

许并不来自于哲学本身，而在于政治生活本身，

或许可以说，这种倾向实际上深植于人类的本性

当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人类希望能够

把握并操控它，因此迫切需要把世界整合到一个

井井有条的体系当中去；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

外部世界的每一个要素都将获得自身的位置，并

被安置下来；与此同时，人也可以通过熟知这样

一个体系而获得把握和操控外部世界的虚假体

验，进而获得安全感。

明了这种体验的虚假性，并清醒意识到语言

与实事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和脱节，我们就应当

承认，在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时，张东荪的

调和与折衷态度实在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态度———

一种理想无论被设计得多么美妙，但是如果不能

被实现，或者强求其完全实现反而会招致更大的

灾难，那么，我们就不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作出

某种妥协与折衷。在张东荪的思考历程中，这种

折衷与调和的态度贯穿始终。在社会主义与实业

救国的问题上，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

暂时的宽容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与退让；

在分析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文明的关系时，他主张

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而在讨论社会主义与民主

主义的问题时，他更是明确地指出，为了更为接

近理想，我们应该把理想的标准降低一些，以便

能切实实行，否则，理想再好却不能实现，也只

能是枉然。

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在他生活的

年代，由于条件的不充分，似乎并没有什么现实

意义，他的理论发现并未能帮助他解决所面临的

现实问题。但是随着条件的改善，他的前期探索

的理论意义逐渐得到彰显，从而成为后人宝贵的

思想资源。人类需要理想的指引，因为美好的理

想即使不能实现，也可以成为衡量和批判现实的

基准；而一旦失去了这样高悬的理想作为基准，

我们对现实的批判也就失去了支点。然而在高悬

理想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理想与事

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理想要变成现实，现

实要向理想靠近，不可能一次性完成，而只能循

序渐进分阶段进行。张东荪在救世理想与现实苦

难之间，不断地进行艰难的探索，历尽种种困苦

煎熬，在他晚年诗作 “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

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

阳。”④ 所体现出的精神，是典型的传统中国文

人也应该是今日知识分子的宿命之所在。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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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３７页。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７页。
参见 《〈王制〉要义》，克吕格、弗里德兰德、沃格林

著，刘小枫选编，张映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
页。

张东荪：《追题文如围城四章诗后》，见 《草间人语》

（未刊）；转引自 《张东荪传》，第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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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美］ＨｕｎｇＹｏｋＩｐ／著　 罗嗣亮　邵小文　宋　扬／编译　林育川／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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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毛泽东经常与知识分子同志产生分
歧。在他的一生中，与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在思想

体系形成和政策制定上有诸多争论。他的反知识

分子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立场对受过教育的革命
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通过考察毛的意识形

态的发展，这种发展最终形成传统的 “毛泽东思

想”①，我认为，毛尽管与许多共产主义知识分

子有冲突，②但却与他们有着相同的关切与理想。

因此，我将分析他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的地位所做的理论化。选择这个角度有两个原

因。其一，它与毛和他的同事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为他们常认为自己是这个集团里的成员。其

二，为了完成彻底变革中国的使命，毛和其他共

产主义思想家利用自己的经验思考他们作为受过

教育的革命精英应当做些什么。因此，毛对革命

知识分子的讨论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主题确定。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为了证明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为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我将研究共

产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背景：考虑到毛的一生主

要在农村，我集中讨论了革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

自己在一般的革命，尤其在农村革命中的作用。

其次，我分析了毛如何将革命知识分子在群众革

命中的表现理论化，如何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背景产生共鸣，如何系统化并极力升华那些他与

其他主要革命知识分子共享的意识形态主题。最

后，我总结了对毛泽东思想意义的反思。

意识形态背景：反精英的精英主义

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毛是在以革命知识分

子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背景中

写作的。一方面，他们占有精英地位，不放过群

众的缺陷，并坚称自己拥有关于历史命运的知识

的特权。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赞美群众作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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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Ｈｏｋｕｂｏｓｈａ，１９７２年），主要以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７年版本的 《毛泽东选集》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竹内实团队把这些 “集体智慧”

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与最初出版物作了比较 （以及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东的文集的版本中新的变化进行比较）。这些产生于 “集体智

慧”文集所指的是党的权威机构所编辑的毛的著作，认为毛的观点代表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共识。参看Ｔｉｍ
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ｉｔ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３７－３８．在本文
中，我使用了 《毛泽东集》，并结合 ＳｔｕａｒｔＳｃｈｒａｍ在 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１９１２－１９４９（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
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２－）书中的翻译。

②　我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之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共产主义革命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那些至少接受过高中或者相等
教育程度的人。参看ＨｕｎｇｙｏｋＩｐ，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１９２１－１９４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ｅｒｏｅｓａｎｄ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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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主体的重要性，并批判地剖析知识分子的不完

美性。

不完美的领导人领导的不完美的群众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出现在

革命初期。① １９２１年，沈定一 （１８８３－１９２８年，
参加过１９１１年革命，在１９２０年加入上海的共产
主义小组）同一群青年激进主义者一起，在他位

于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的家乡带头组织了一场农

民运动。在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中，他表述了自己

的精英主义：“我说了许多话……你们应该争回

被夺的权利了。”② 对于他来说，他的领导是必

须的，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农村学校，未受过教育

的农民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他分析到，更可悲的

是，当地群众在阶级意识上是薄弱的，表现出最

令人遗憾的 “同资本家做朋友”和 “把自己的

同伴当作敌人”的倾向。很自然地，他们不可能

发动革命。③ 因此，沈毫不犹豫的为像他一样的

革命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预知历史命运的发言

权。他非常明确地说，精英，而不是群众，有权

界定历史转变的过程：把抗租和减租当作共产主

义革命的初始目标，他明确地告诉农民，革命的

最终目标是废除私有财产。④

但是，衙前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是与他们反

精英的立场一起的。在中国的革命意识形态既不

是列宁主义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时代进行斗争，

沈定一富于文学色彩地告诉农民，革命知识分子

的领导是短暂的：“你们除去 ‘农民自决’一个

方法之外，更找不出别的活路来。”⑤ 更重要的

是，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局限性，

因而改造了自己，以便与农民更有效的沟通并领

导他们。据ＫｅｉｔｈＳｃｈｏｐｐａ的描述，他为农民演讲
时，用当地方言、穿农民衣服。⑥ 在他的帮助下

进行工作的青年激进分子，也充满了自我批评的

精神。王贯三，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自己忽视

了当地的条件和需求，正如他所记录到的，当他

呼吁让农村孩子接受教育时，农民回答到：“因

为路远……而且问他读点什么，总说是 ‘一只

猫，二只猫。’”尽管已开始着手改变对农村地

区不了解的情况，但他还是为自己对当地群众所

知甚少而感到尴尬。⑦

衙前激进分子的运动是短暂的，但是反精英

的精英主义却有着自己的生命。它发展非常迅

速，就像我们在彭湃发动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

（１９２２－１９２９）中所看到的那样。彭从日本回国
后，于１９２３年建立了海丰总农会，次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与沈定一一样，他是一个精英主义领

导者，相信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是知识分子的特

权，因为 “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比别人多

些，或是程度比别人高深些……”⑧ 在著名的海

丰农民运动报告中，他详细介绍了当地农民的缺

点，详述了他们缺乏阶级意识，缺少教育。⑨ 但

是，与沈一样，彭选择的不是赞美自己的权力，

而是关注农民自我解放的重要性：１９２３年，在
农民强迫当局从县监狱释放一些积极分子之后，

他鼓励他们：“同志能够不日可以出狱……不是

彭湃等个人的本领……这完全是农民用本身力

量，帮助自己，救出自己。”瑏瑠 此外，他认同衙

前知识分子这样的见解：如果想要成功地与农民

交流并带领农民，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在 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初，他给一位好朋友的信中描绘到
他如何 “去知识化”自己的：他扔掉了自己时

髦的衣服，改变了自己太过文雅的说话方式。

然而，彭湃在他政治生涯的后期强调反精英

的精英主义之中的精英部分。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关于知识分子对民国的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复杂观点的

政治关注，参看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ｉｓｎｅｒ，ＬｉＴａｃｈａｏ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
ＡｒｉｆＤｉｒｌｉ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Ｈａｎ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ｎｔｈｅＰｅａｓ
ａｎｔｓ１９００－１９４９，（Ａｌｂａｎｙ，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沈定一：“谁是你底朋友？”【１９２１】载中共浙江省委党
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和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

会编辑：《衙前农民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１６页。

同前，第１４－１５页。
沈定一：“农民自决”，《衙前农民运动》，第２０页。
同前。

ＫｅｉｔｈＳｃｈｏｐｐａ，ＢｌｏｏｄＲｏａｄ：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ｙｏｆＳｈｅｎＤｉｎｇｙｉ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ｐ１０３．

王贯三：“家庭访问记”，《衙前农民运动》，第４６页。
彭湃：“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 【１９２２】，《彭湃

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９页。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 【１９２６】，《彭湃文集》，１９８１

年，第１０１－１８６页。
同前，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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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彭与领导

核心一起，把组织重建为布尔什维克模式的政

党。１９２７年在建立海丰苏维埃政府两天前发表
的一个演讲中，他没有再称赞农民的独立性：

“共产党……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

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① 沈定一

在组织减租抗租运动的同时幻想着社会主义，然

而彭湃在１９２７年末实施土改时迫切地期待即将
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他迅速地摒弃了普通农民

对土地的兴趣这种 “小资产阶级” （的兴趣）②

在他看来，即使是雇农，他将其称为 “农村的无

产阶级”，也必须以城市工人为榜样。更重要的

是，除了强调党对农民的领导，彭还认可了中国

共产党对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在１９２６年给一
些受过教育的革命者演讲时，他强调革命知识分

子对党的从属性，建议他们为了帮助党发展农村

革命，与农民打交道时必须是谦虚和耐心的。换

句话说，在 １９２９年被国民党在上海杀害之前，
彭自我改造的实践，根源于他摆脱受自己知识分

子身份影响的决定，已经演变为党为受过教育的

革命者确定的规则。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当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
他们在各种农村社区的领导进行评估时，反精英

的精英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衙

前知识分子还是彭湃，都表明革命知识分子的觉

醒，即意识到他们真诚的自省、自我改造，以及

超越自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世界以把革命理论

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意愿的重要性。

不充分的政治承诺

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也产生于革命知识分子对

另一个重要问题 （即他们的政治承诺）的思考。

尽管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阶级背景决定了对社会

主义事业的忠诚，他们并没有高度评价农民的革

命承诺。例如，衙前知识分子观察到，许多农民

没能成长为革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在运动结束

的几十年后，曾经为沈定一工作过的杨之华回

忆：“这事发生后，农民有点害怕，从此我们也

只能教我们的书。”彭湃则写道，农民积极分子

一旦遇到家庭的反对就变得很消极。事实上，只

有在彭帮助他们解决了家庭问题之后，他们才感

到再次振作起来，进行革命工作！③ 通过对农民

政治承诺的评估，革命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以

为自己作为革命者具有优势，尽管他们的阶级背

景是有问题的，但仍然有资格评判群众。事实

上，他们有时候明确地强调自己有更强的政治承

诺。方志敏，一个活跃在江西的革命领袖，１９３４
年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他写了一篇自传，回

忆了参加江西戈阳的一个培训班时的情景。他强

调自己的革命热情没有任何工农积极分子可以超

越：“我倒越讲越有劲，而听讲的工农同志，反

而有些支熬不下的，他们对我说：‘你有这样大

的劲头，我们都弄你不过。’”④

然而，在证明他们有 （更强的）（政治）承

诺时，革命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他们给自己设置

的绊脚石———他们自己的反精英主义。自从 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初，他们就在与自己的不完美性做
斗争，这种不完美性，在他们自己看来，就是不

应该 （把自己）限制在城市与忽视农村社会。

他们也批评自己政治承诺不单纯。在１９２３年给
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的信中，邓中夏 （在北京

加入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开始其革命生涯）严厉

地批评了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受教育……

其观念为各种 ‘主义’……其心理……为 ‘反

对束缚’，为 ‘好名’……为 ‘怯懦’，为 ‘怕

死’。”⑤不久，中国共产党给革命知识分子贴上

了 “资产阶级”或 “小资产阶级”这两个带有

贬损意味的标签，二者都隐含着不充分的承诺。

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党的领导层根深蒂固地认
为知识分子是不值得信任的。第一次统一战线失

败后，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层对前任领导人的知

识分子身份极为蔑视，知识分子被视为 “危险分

子”⑥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彭湃： “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

【１９２７】，《彭湃文集》，１９８１年，第２８１页。
彭湃：“雇农工作大纲” 【１９２９】，《澎湃文集》，１９８１

年，第３１９页。
杨之华：“杨之华的回忆”【１９５６】，《衙前农民运动》，

１９８７年，第８１页；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１１７页。
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１９３５】，《方志敏

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５页。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史料室，《雨花台革命烈士

书信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８０页。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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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精英主义的背景下，为了证明自己的政

治忠诚，革命知识分子声称，一个人完善自己政

治才能的努力———一个人克服自己缺点的努力

———标志着 （这个人的）政治上的奉献精神。

在他们看来，进行自我批评的意愿，特别是直面

自己总体上而言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和在某些场合

下不纯洁的承诺的急迫性，是对他们的革命热情

的强有力的证明。吴宪猷 （？—１９２８），１９２６年
在高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写信批评想要成

为革命者的弟弟：“你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如面子上下不去，如英雄思想……及一切的浪漫

不正当行为，如工作不努力，及不努力学习

……”只有通过自我改造才能治疗这个年轻人缺

乏献身精神的毛病：“一切均要涤除尽净，方可

成一真正的无产阶级者。……我们要牺牲自己的

利益……这是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应持的态

度。”①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方志敏恳求知识分

子同志，发扬真正的 “布尔什维克精神”，开展

自我批评，牢记一些革命领导人在清除反革命分

子的运动 （如在江西苏维埃所发生的肃反运动）

中犯下的错误。对他来说，不愿意进行自我批评

反映了一个人对革命的虚伪态度。通过将自我完

善与布尔什维克精神联系起来，方认为自我批评

的实践是全体党员制度上和道德上的义务。

感觉到对群众动员不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把自我改造作为他们进入中国现实的努力的概

念。当看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性

时，他们倡导要为一种不被个人有问题的社会背

景所阻碍的政治忠诚而奋斗，从而丰富了关于自

我改造实践的理论。他们为未来毛泽东思想 （因

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人自我改造和强烈的

个人政治奉献而闻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Ⅰ：毛泽东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

为生存而战

尽管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主要是在中国农村展

开的，他从不怀疑中国革命应该是一场无产阶级

革命。他绝不是农民革命家。② 有些学者指出，

毛早在 １９２３年就认为农民的问题是 “最重要

的”，其他人则认为，尽管是出身农民家庭，但

直到１９２５年在韶山与农民一起工作之前，他并
不认可农民革命的潜力。③ １９２７年湖南农民起义
完全失败，以及当年四月城市共产党人被蒋介石

的国民党武装大量杀害以后，毛泽东转移到井冈

山，并在那创建了武装根据地。１９３１年，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然而，由于他与李立三和

王明的冲突，毛被党的核心领导层边缘化。

在这一人生阶段，毛泽东深入思考了革命知

识分子如何能够赢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下来。

１９２７年，他曾经在著名的 “湖南报告”中颂扬

了农民激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我赞同沃马克

（Ｗｏｍａｃｋ）关于毛倾向于认为农民的自发组织已
经足以变革中国的观点。然而，我认为，虽然毛

泽东有意识地突出中国农民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

能力，他仍然不太愿意承认农民有太多的独立

性。他的报告表达了一种倾向———这在沈定一和

澎湃的著述中明显弱得多———限制农民的独立

性。他预言农民将会发起对宗族结构 （即族

权）、神的权威 （即神权）和父权制度 （即男

权）的反抗，但他也认为他们自下而上的社会文

化变革方案是次要的：“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

在 ‘开始’，要完全的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

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他进一步强调革命

者的领导角色：“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

做政治斗争，……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④ 可

以肯定的是，似乎他认为农民独立的程度如同沈

定一或者澎湃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他告诉其他的

激进知识分子 “一切革命的党，革命的同志，都

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但他

实际上是在告诫他的知识分子同志警惕在农民创

造历史的活动中被边缘化的危险，鞭策他们转变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吴宪猷：“给弟弟的信” 【１９２７】，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辑：《革命烈士书信续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第３５－３６页。

有关这一事实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参见 ＮｉｃｋＫｎｉｇｈｔ，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ａ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Ｍ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８），ｐｐ６７－１１５．

逄先知、金冲及编： 《毛泽东传 （１９８３－１９４９）》，北
京：中央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６年，第 １０７－１１２页；ＥｄｇａｒＳｎｏｗ，
ＲｅｄＳｔａｒ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Ｇｒｏｖ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１），ｐｐ１５９－１６０．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１９２７年），竹内
实编： 《毛泽东集》，１９７２年，第 １、２３７页；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
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２，ｐ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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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副其实的领导者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

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

人都有选择的自由。”①

由于毛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 （他们不

熟悉农民文化）对农村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他恳请后者要联系群众。他主张，像衙前的 （知

识分子）群体和澎湃那样，他们必须接受自我改

造。他对知识分子恃才傲物的批评更为严厉。在

“湖南报告”中，他既自嘲也嘲讽其他知识分

子：“我从前在学校读书时，看见农民反对 ‘洋

学堂’，也和一般 ‘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

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是

‘愚民可恶’。”② 现在他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可以

改造他们自己：对他来说，在１９２５年与农村平
民一起生活之后，他开始注意到，外国式的教育

是多么地脱离农村条件：“乡村小学校教材，完

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而小学教

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

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③ 由

于毛同时作为一名国民党员和一名共产主义干部

在农村工作，而不是作为其职责在于组织农民的

革命者，他从对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关注，转向

推动党的自我评估和自我改进。早在 １９２５年，
他就表达了他的观点：“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

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

不自问一句：我们有这个本领没有？”④ 通过对

党的自我完善手段的反思，毛提出了革命知识分

子客观而准确地认识现实的重要性。尽管他并不

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剖析现实

的分析工具，他相信一个人关于农村社会经验性

的知识将为特定的政策提供基础。

毛泽东土地政策的演变表明他的政策制定是

如何为这种对经验知识的信念所掌控。作为对国

共关系恶化的回应，毛在１９２７年夏天采取了进
攻性的国有化纲领。⑤ 当他在１９２８年末起草井冈
山土地法时，他明确说明所有土地归苏维埃政

府，农民只有使用权。这一点，从萧佐良 （音

译，ＨｓｉａｏＴｓｏｌｉａｎｇ）的分析来看，相当于土地
国有化。⑥ 尽管如此，毛泽东稍后在兴国制定了

一个更温和的土地法，同意苏维埃在没收公共土

地和地主的土地后，分配给农民。在１９３０年的

下半年和１９３１年，毛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承认
农民的土地所有权。⑦

虽然萧佐良认为毛泽东倾向于听从共产国际

的建议，⑧ 必须注意的是，毛泽东自己是通过让

党专注于农村的情况来使这些转变获得正当性

的。１９３１年２月，他写信给江西苏维埃政府，澄
清现在他为什么赞同私人所有权的实践：“过去

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

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

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

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⑨ 毛相信，他已超

出正统社会主义的范畴，支持土地重新分配。瑏瑠

１９３１年瑏瑡与李立三集团争论土地政策时，他承认
平均分配土地 “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 ２０８页；
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２，ｐ４３０．中文译文根据竹内
实编：《毛泽东集》第１卷，东京：北望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０８
页。本文作者引用的后一段话与原文有所不符，原文为：“站在

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批评他

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

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１卷，第２４６－２４７页；施
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２，ｐ４６２．

同上。

毛泽东：《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１９２６），竹内实编：
《毛泽东集》第１卷，１９７２年，第１６１页；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
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２，ｐ２４９．施拉姆以这篇文章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首次
发表在杂志 《革命》上的日期为准，参见他第２４９页上的注释。

毛泽东：《农民问题的解决》，见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
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２，ｐ４６７－４７１．

ＨｓｉａｏＴｓｏｌｉａ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３０－
１９３４：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２０．

石舜瑾：《党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地权政策的转

变》，《党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三期，第４５－４６页。
Ｈｓｉａｏ，Ｌ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ｐ６，２０．
竹内实编： 《毛泽东集》，第４卷，第１９页。 （译注：

查该此文应是出自施拉姆编译： 《毛通往权力之路》，第４卷，
第１９页，作者标注似乎有误。）中文译文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２５６页。

列宁赞成补偿农民。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批准

查封土地，并期盼农民支援城市和军队。参见 ＪｏｈｎＣｈａｎｎｏｎ，
“Ｔｈ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９１７，”ｉｎＥｄｉｔｈＲｏｇｏｖｉｎ
Ｆｒａｎｋｅｌ，ＪｏｈｎａｔｈａｎＦｒａｎｋｅｌ，ａｎｄＢａｒｕｃｈＫｎｅｉＰａｚ，ｅｄ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Ｒｕｓｓｉａ：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１９１７（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１１－１２４．

译注：根据后文的引用和叙述，疑应为１９３０年。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是 “贫农的意识形态”。但他坚持，这 （即平均

分配土地）可以在 “推翻封建剥削和保障 （中

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前进”中充当强有力的革

命动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毛泽东在与李立三的竞争中落败，并且很快

就因有缺陷的阶级观而陷入被留苏派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ｇｒｏｕｐ）———王明和他的追随者们———批
评的困境中。但是１９３３年，他仍然被告知负责
一项意在根除那些伪装成普通农民的富农和地主

的社会调查。② 如果党的领导层决定无视毛泽东

的土地政策，他们至少看到了毛泽东对农村状况

一丝不苟的调查精神的价值。

争夺国家领导权

长征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之后，毛泽东的权
力缓慢上升，最后在１９４３年成为了政治局主席
和书记处书记。③ 但他面临的挑战仍然很艰巨。

尽管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民族危机，
但国民党仍是共产党不得不对付的可怕力量。此

外，他也在考虑如何提高他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

权威，这一队伍的规模已经由１９３７年的４万人
左右迅速增长到１９４０年的８０多万人。④ 当毛打
算对新的农民和工人成员 （他们是文盲并且目无

法纪）进行教育时，他发现年轻的知识分子共产

党员更成问题。聚集到延安的年轻知识分子们毫

无纪律，严苛挑剔，对农民文化一无所知。而他

们，据高华所说，在当时，被争夺党的领导权的

毛的竞争对手———王明所吸引。⑤ 为了训练和训

导他的党，毛泽东决定发动改造运动 （１９４２年
至１９４４年），在这场运动中，他要求党员们自我
改造，但主要瞄准的是知识分子。

在改造运动之前和开展过程中，反精英的精

英主义主题是相当突出的。１９３９年，为了招募
爱国知识分子实现民族抵抗的目的，他称赞知识

分子是中国革命的 “先锋”。⑥ 而且他在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早期也不想背离这一观点，这是因为，
认识到知识分子们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方法不正

确，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真实和可能的贡献，

他要求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整风运动 （所传递

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与群众

相结合才有可能重塑他们的民族。为了与群众相

结合，毛告诉受过教育的革命者，他们必须客观

地调查现实，尤其是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为了

深入实际，他进一步指示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必

须向群众学习，认识到自己是天真的，吸收群众

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地方知识，相信群众是

英雄。⑦

这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观点。然而，他对

激进知识分子的批评是粗暴的，并且也有悖于他

所宣称的使运动像 “和风细雨”那样温和地开

展的目的，⑧ 这一目的源于他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和３０年代对待干部同
志的严酷政策 （例如，富田运动和其他类似的清

洗运动）的拒斥，也源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理论的最新发展———１９４０年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详细展开，这种革命理论主张各个方面和

不同阶级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
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影响很大的整风演说时，他嘲

讽知识分子读死书：“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

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

事情。……比他 （煮饭的大师傅）杀猪更容易。

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

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他接着奚落一

些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精通马克思

主义而沾沾自喜： “‘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土

地问题的决议》，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３，ｐ５６４．中
文译文根据竹内实编： 《毛泽东集补卷》第３卷，东京：苍苍
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８页。

Ｓｃｈｒａ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１９３１
－１９３４”，ｉｎ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４，ｐｘｘｖｉｉ．

ＬｅｅＦｅｉｇｏｎ，Ｍａｏ：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ｖａｎ
Ｒ．Ｄｅｅ，２００２），ｐｐ６７－８１．

同上，第８０页。
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６５页。这个断言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
看到这一事实：王明自己发现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与毛竞争实际

上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高的断言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学

生们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可能对王明马列主义知识的雄辩展现

印象深刻。

毛泽东：《在延安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

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７，ｐ７３．译注：该文中文版可
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５６１－５６９页。

同上。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１册，台北：联
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

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有

什么用处呢？”① 通过奚落那些教条主义者盲目

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他主张中国革命必

须力求锻造自己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形式，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中国实际情

况基础上的。②

由于他们立场观点中的这些缺点，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被迫开始自我批评。根据陈永发和其他

人的看法，整风运动使受过教育的干部遭受了痛

苦，事实上，也遭到了他们的抵制。革命知识分

子不但对严厉的自我批评感到不舒畅，而且抓住

机会表达他们对于延安高层干部特权地位的不

满。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乐于接受

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即新文化和共产主义背景确

立的特征之一，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会觉得毛泽东

对他们问题的严格审查从根本上讲是站不住脚

的。正如费·梅仪慈 （ＹｉｔｓｉＭｅｉＦｅｕｅｒｗｅｒｋｅｒ）
所指出的，延安知识分子从心理上和理智上都已

经准备好接受他们自己地位的降低。④

通过提高非知识分子干部的素质，特别是通

过改造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自信自己对党的改

造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在于将干部对自己缺点的

警惕和戒备制度化，以及关心和聆听来自基层群

众的声音。如此对人民的高度关注，就是著名的

群众路线，即他于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在政治局决
议中所阐发的。这份题为 《领导方法》的文件

讲道：“正确的领导……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

……集中起来……，又向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并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

动。”⑤ 然而，毛泽东是如此自豪于中国共产党

以群众路线为特征的正确领导，以至于他有时候

完全是带着讽刺意味写作，没有对农民的作用表

达钦佩之意。１９４４年讨论农村地区的落后状况
时，他鼓励革命知识分子去教育群众。他用群众

路线的语言，请求他们要耐心。但是，在他看

来，耐心不是等待群众自发的觉悟。党的引导是

绝对必要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不应做任

何事情，直到经过自己的工作成功地教育人民使

群众有了觉悟。”⑥ 此外，虽然他放弃了温和的

减租减息的战时政策，而在国内战争期间重新采

取了土地分配政策以赢得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

持，毛泽东似乎更难容忍农村民众非社会主义的

土地要求了。１９４９年，当他思考共产主义中国
的未来时，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

称他们是新中国的领导力量。在对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的思考中，毛泽东非常关心农民的非社会主

义思想意识，并因此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

育农民。”他也预言： “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

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⑦

毛泽东Ⅱ：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与文学艺术

普及的重要性

考虑到革命精英要怎么做，才能为取得革命

成功而与大众结合起来，毛泽东也在文艺领域强

调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他希望共产主义文化工作

者必须改变自身，为党的领导而服务大众，也应

该帮助提高大众原始粗糙的艺术趣味。正如柯克

·丹敦 （ＫｉｒｋＤｅｎｔｏｎ）、毕克伟 （ＰａｕｌＰｉｃｋｏｗ
ｉｃｚ）、刘康及其他人提到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
前，像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家和瞿秋白这样的激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整顿学分党风文风》，竹内实编： 《毛泽东

集》，第８卷，１９７２年，第７０－７５页；ｔｒａｎｓ．ｉｎＢｏｙｄＣｏｍｐｔｏｎ，
Ｍａｏｓ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９４２－４４（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２），ｐｐ１６－２２．

Ｋｎｉｇｈｔ，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ａｏ，ｐｐ１９７－２１６．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１９９０年）；也可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
３７３页。默尔·戈德曼 （ＭｅｒｌｅＧｏｌｄｍａｎ）４０年前就在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一书中很好地凸显了这一冲突。

ＹｉｔｓｉＭｅｉＦｅｕｅｒｗｅｒｋｅｒ，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ｅｘｔ：Ｓｅｌ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Ｐｔｈｅｒ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ａｌｏＡｌｔｏ，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１１１．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竹内实编：

《毛泽东集》，第 ８卷，第 ２７－２８页，ｔｒａｎｓ．ｉｎＣｏｍｐｔｏｎ，Ｍａｏｓ
Ｃｈｉｎａ，ｐ１７９；ＭａｒｋＳｅｌｄｅ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ａｎ’ａｎＷａ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ｒｍｏｎｋ，Ｎ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５），ｐ２１３．译注：查
该文收入竹内实编 《毛泽东集》第９卷，而不是第８卷，疑为
作者疏误。

毛泽东：《文教统一战线方针》，竹内实编： 《毛泽东

集》，第９卷，１９７２年，第１３６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竹内实编：《毛泽东集》，

第１０卷，１９７５年 （译注：应为１９７１年），第３０２页；也可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 ４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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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知识分子，就长期地探索着如何创造为大众所

接受的文化产品这样的问题。① 然而，由于激进

知识分子或者在反思文艺或者在追求文化娱乐，

普及远不是主题。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早期，丁玲强
调文化专家除了提高还要吸收人民群众的语言，

以便写出别人感受得到但无法表达的东西。② 在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著名的或不那么著名的共

产主义知识分子，都写作了一些超出大众理解能

力的诗歌。当然，毛泽东也以诗人名世，他喜爱

传统诗歌的那种美；在延安安顿下来的那些人也

展现了他们极有兴趣改善舞蹈音乐的声响效果。

绝大多数共产主义文化专家都没有自觉表示赞成

普及。③

毛泽东坚定地直面着激进知识分子与农民之

间的沟通问题。尽管直到１９４１年，他仍然倾向
于用一种 “双轨”办法来解决文学艺术问题，

将共产主义背景下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合并起

来，④ 但他很快转到一个更为平民主义的立场，

强调吸引农民、工人和士兵的重要性。１９４２年，
他批评了一位文化专家，这位专家在写反日标语

时炫耀他的古文字学问：“早几年，在延安城墙

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

起来争取抗战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

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

了两个弯子，写成了 ‘ ’字。人字呢？在右

边脚上加了三撇，写成了 ‘［人彡］’字。”然后

他揶揄这位书法家道：“大概他的目的也是发誓

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⑤

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毛泽东重申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中的评论，揭示了自己的精神斗争过程：

“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

一种学生习惯……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

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 ［但是参加革

命后］就觉得……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⑥

他接着批评那些不愿同情大众的共产主义文化工

作者：“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不善于描

写他们；……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

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有时也

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

品。”⑦ 正如他嘲笑书生气的知识分子沾沾自喜

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问那样，他也讥讽文化专

家轻视大众的文化趣味和需求：“这些同志的屁

股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⑧ 他恳求共产主

义的文化专家必须 “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

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

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

入的。”⑨

非常明显的是，他认为，普及是最为紧迫的

任务。要不怎样动员大众？另外，毛泽东也表明

了利用普及来支持党的领导的意图。当指责文化

专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革命知识分子的特征

时，他马上指出他们应该如何做：“有许多同志

比较地注重研究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

而不是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自己一

道去接近工农兵，去参加工农兵的实际斗争，去

表现工农兵，去教育工农兵。”瑏瑠

提高

然而，毛泽东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远比共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Ｋｉｒｋ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ｅｌｆ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
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ＦｅｎｇａｎｄＬｕＬｉｎｇ（ＰａｌｏＡｌｔｏ，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５７；Ｐａｕｌ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Ｍａｒｘ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ｕＣｈ’ｉｕｐａｉ（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２２５；ＬｉｕＫａｎｇ，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ｒｘｉｓ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Ｍａｒｘｉ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７１．

丁玲：《作家与大众》 （１９４０年）， 《丁玲文集》第６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页。

姚铁：《延安中央党校的文化生活》，载延安中央党校

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５页。
ＬｉｕＫａｎｇ，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ｒｘｉｓｍ，ｐ８５；ＴｉｍｏｔｈｙＣｈｅｅ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ＭａｏｓＣｈｉｎａ：ＤｅｎｇＴｕｏ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ｓｉ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９５．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１９４２年），载竹内实编：《毛
泽东集》第 ８卷，１９７２年，第 ９６页；英文译文见 Ｃｏｍｐｔｏｎ，
ＭａｏｓＣｈｉｎａ，ｐ４１．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４２年），
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８卷，１９７５年，第１１６页；英文译
文见ＢｏｎｎｉｅＳ．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ａｌｋａｔｔｈｅＹａｎ’ａｎ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
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１９８０），ｐ６１．

同上书，第１２３页；英文译文见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Ｔａｌｌｓ，ｐ６６．
同上。

同上书，第１１６－１１７页；英文译文见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Ｔａｌｌｓ，
ｐ６１．

同上书，第１２２页；英文译文见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Ｔａｌｌｓ，ｐ６５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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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文化工作者必须为大众，或者从根本上来

说，为了党的成功领导而降低自己 （的审美情

趣）更为复杂。它同时意味着，共产主义文化专

家肩负着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大众艺术水准和文

化水平的使命。

尽管毛泽东尖刻地抨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专注于高品味，但他不愿抛弃文化改良的观念。

在延安座谈会的讲话中，他表达了对好的艺术品

的欣赏：“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这些东西，作为

我们的借鉴……有这个借鉴与没有这个借鉴是不

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

分”。① 另外，毛泽东认为，普及不仅作为基础，

而且会造成提高的需求。他预言：“人民要求普

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

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② 在 《讲话》

中，他还说：“普及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

色，总是一样的 ‘小放牛’，总是一样的 ‘人、

手、口、刀、牛、羊’，那末普及者与被普及者

岂不都是半斤八两？”③

有趣的是，毛泽东主张党不仅应该让非精

英，也应该让热衷于改进艺术，并为革命勤奋工

作的革命精英感到满意。毛泽东明显不是那种喜

欢 “小放牛”的人，他知道他的知识分子同志

的审美要求。在延安座谈会上，他承认：“干部

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一般都已受过群众所

受的教育，他们的接受能力比群众高，因此他们

不能满足于当前的和群众同一水平的普及工作，

不能满足于 ‘小放牛’等等。比较高级的文学

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④

通过将提高的观念融入宣扬普及的演讲中，

毛泽东为文化专家预留了空间，于此他们可以创

作和表演一些比简单的、大众化的戏剧更吸引他

们的作品。通过分析共产主义戏剧从上演农民秧

歌剧到生产大戏的演进，大卫·霍尔姆 （Ｄａｖｉｄ
Ｈｏｌｍ）认为，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提高了普及
性艺术的水平，证明了毛泽东关于 “豆芽菜可以

长成参天大树”的想法的正确性。他把这种演进

看作是赶出来的 （ｆｏｒｃｅｐａｃｅｄ）。⑤ 这个解释是准
确的。例如，当鲁迅艺术学院的文化专家为迎接

中共七大，而决定创作 《白毛女》时，他们一

切事情都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去做，包括写剧本，

讨论和修改剧本，同步排练等。据写作这个剧本

的贺敬之回忆，从１９４３年１月到４月，他坚持
不懈地写作，并根据排练反映的情况一再修改剧

本。⑥ 不过，那些赶出来的项目确证了文化专家

对艺术的领导权。回想以前，那些参与 《白毛

女》制作的人，详述了他们如何提炼女主角喜儿

这一形象。他们尊重大众的意见，在她身上注入

了原来的形象所没有的抗争精神。尽管在他们的

回忆中，他们仍然表现为领导者，鉴别、结合和

提升着他们从大众那里学得的东西。⑦

更重要的是，尽管文化专家在整个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为普及工作努力，他们仍热切地期待着
搞艺术精品的机会来临。例如，１９３９年成立于
晋察冀边区，１９４９年迁到北京的抗敌剧社，当
时被剥夺了创作大型作品的权利，事实上只能一

直表演小节目。但剧社成员渴望有机会学习 “大

豆芽菜”。剧社的剧作家们看重复杂和精致的东

西。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末，他们终于被允许上演
“大戏”，大家感到很高兴。⑧ 确实，在文艺普及

过程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热烈地追求着高雅文

化。许多人描述了他们在准备表演政治上正确、

他们认为在审美上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时的激动

心情。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许多受过教育的激进分
子对冼星海的 《黄河大合唱》很是赞赏。当苏

中军区的各个文艺队合作演出这个节目时，他们

“组成合唱队……参加合唱队的都是各团体中具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同上书，第１２７页；英文译文见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Ｔａｌｌｓ，ｐ６９．
同上书，第１２９页；英文译文见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Ｔａｌｌｓ，ｐ７１．
同上。

同上书，第１３０页；英文译文见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ｌ，Ｔａｌｌｓ，ｐ７２．
ＤａｖｉｄＨｏｌｍ，Ａｒｔ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Ｏｘ

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２０．）
张庚： 《回忆 〈讲话〉前后 “鲁艺”的戏剧活动》

（１９６２年），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１页；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
出》，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张庚：《回忆 〈讲话〉前后 “鲁艺”的戏剧活动》，载

同上书第１８２－１８３页；舒强：《难忘的延安艺术生活》，载同上
书，第１９９页。

胡可：《实践中学习的十年———对抗战剧社戏剧创作的

回忆》，载中国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

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下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第７１４－７１９页。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有一定声乐基础的音乐骨干”。合唱的成员们听

领导干部介绍这一名作的历史。每个人对演出的

态度都很严肃。据亲历者说，“［领导同志］讲

解了全曲８个乐章中每一个乐章的特点，要求在
排练中认真注意表现出各乐章的思想感情。……

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但大家毫无怨言。”①

总之，毛泽东文学艺术上反精英的精英主

义，在共产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文化工程项目上打

下了烙印。并不是从毛泽东开始才这样的；也没

有完全疏远革命知识分子，即使他们自己也许从

没有想要从事普及工作。从理智上说，反精英的

精英主义对他们来说是合理的；从情感上说，他

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允许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

普及的约束下提高和追求更好的艺术。我认为，

值得注意的不是毛泽东是如何与渴望精致艺术的

革命知识分子发生冲突的，而是他如何能够让他

们为革命效劳，并让那些可能发现纯粹的普及在

意识形态上正确但在艺术上并不值得做的人感到

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是有限的。

毛泽东Ⅲ：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与政治承诺

与方志敏那一类的人不同，毛泽东不是一个

喜欢热烈宣布自己政治感情的革命领导。尽管如

此，在发展论及革命承诺问题的共产主义作品中

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主题上，他充当了决定性的

角色。

在１９１９年的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

泽东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描述为一群敢

于为国家和社会的美好未来而献身的英雄。表面

上，他把各行各业的人民，农民，工人，妇女等

等，都纳入大众概念的范围，鼓动他们道：“天

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

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

干？”② 但是，这一宣言前面的一段华丽文字，

清楚地指出了他认为学生是大众运动的发动者：

“发生了 ‘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

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

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

道了！我们醒觉了！”③

当毛泽东有意识地将阶级的视角应用于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社会时，他对知识分子提出
了更多的批评。在写于１９２５年的 《中国社会各

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表示了对他所谓的

“高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正如他所看到的，

公司经理、中国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律

师，所有梦想升到资产阶级最高层的人，都不再

支持革命。至于小资产阶级，包括诸如中学的学

生和老师之类的 “低级知识分子”，仅当革命高

潮来临时，才会支持激进变革。④ 在１９２９年古田
会议思索党员问题的时候，他把焦点集中在为共

产党工作的小资产阶级的成问题的阶级属性上：

他说，他们的缺陷之一是 “个人主义”———他

们的自私自利诱使他们关注自己的情感、需要和

趣味，而忽视被压迫者和党的利益。⑤

但如果毛泽东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得出这样
的观点，即包括那些党的支持者在内的知识分

子，并不总是可以依赖的，他仍然认为应该给予

革命知识分子以优先的位置来评判 （和形成相应

的政策）政治忠诚度问题。１９３３年，他帮助中
国共产党确立了关于红军士兵脱逃案的方针，明

确了哪些是可以豁免的不忠行为，哪些是不能豁

免的不忠行为，以及在处罚逃兵时应该采用哪些

方式。⑥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把自己看作是一

个见多识广，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者———总

之，一个比他自己判决的人懂得更多的革命知识

分子。就此而言，他在政治情感领域认可了知识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景雄： 《忆苏中军区首次演出 〈黄河大合唱〉》

（１９８７年），载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

期》，上册，１９８９年，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

第１卷，第６６页；英文译文见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
１，ｐ３８６．

同上。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上书，第１６１－
１７４页；英文译文见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２，ｐｐ２４９
－２６２．施拉姆 （Ｓｃｈｒａｍ）采用的是该文 １９２５年 １２月发表在
《革命》杂志上的原始版本的日期，参见２４９页作者所作的注
释。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

议》（１９２９年），载竹内实编： 《毛泽东集》第２卷，１９７５年，
第８８－９０页；英文译文见 Ｓｃｈｒａｍ，ＭａｏｓＲｏａ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Ｖｏｌ３，
ｐｐ２０３－２０５．

毛泽东：《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载竹内实编：

《毛泽东集》第４卷，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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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领导角色。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很重视纪念

为革命而牺牲的大众。纪念刘胡兰就是一个例

子，这位农村女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为中国共产
党而牺牲。她的一生被写进一个戏剧，于 １９４８
年首演。同时，由于党的领导试图在新民主主义

理想下团结各种背景的人民大众，革命领袖果断

地表达了他们对激进知识分子的赞许。罗瑞卿，

这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表扬了那些涌

入革命大本营的学生：在他看来，他们抛弃了

“他们原本舒适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参加革

命。① 他可能是试图寻求这些年轻人的支持，但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话仍然助长了知识分子

的自信心，他们认为自己有着更高的政治承诺，

因为这其中暗示着，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存

在区别：这些有教养的激进分子，为党的宏伟进

程作出了大量的牺牲，而大众，则是为结束自己

的被压迫地位而奋斗。

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多次高度赞扬政治上

“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自我改变而做出的牺牲。

在为整风运动写的一篇文章——— 《改造我们的学

习》中，他这样称赞激进知识分子群体：“灾难

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

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接着

强调说：这 “是可歌可泣的。”而且，他没有忘

记把这放在历史视野中，突出这些杰出历史人物

热烈地追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高真理，它承诺

将给中国带来新生。② １９４９写作 《人民民主专

政》时，毛泽东也注意到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爱和

他们至关重要的贡献。“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

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

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③ 他的赞许不应被

当作纯粹是用来取悦知识分子的修辞手法。毛泽

东不但认为学生是革命的先锋，他也把自己看作

一名知识分子。他称颂进步知识分子，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是真诚的。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没有注意到大众和普通

士兵在政治上的奉献。１９４４年，他亲自为一个
士兵作了悼词，这位士兵在为党而工作时死去。

他的讲话从大史学家司马迁那里得到了灵感，后

来被红卫兵无数次地引用：“为人民而死，重于

泰山”。④ 更重要的是，在毛的著作中，对激进

知识分子的赞美，与他反对他们的反精英的观

点，是相辅相成的。《整风文献》收入了毛泽东

１９３７年写作的 《反对自由主义》一文。这部文

献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延安首次出版，１９５０年再
版。《反对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来自学生背

景的人，毛泽东攻击了 “自由主义”，严厉批评

一些革命者没有为革命尽到应有的担当，号召他

们改过自新，努力为革命而工作。他说：“自由

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

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

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⑤

因此，同方志敏一样，他鼓励革命知识分子依靠

自我改造，和基于自我批评，来证明他们的贡献

精神。

在整风运动中，革命知识分子确实那样做

了。除了承认自己对大众不了解 （和不能吸引大

众）外，他们还通过反省自己的家庭出身，来批

评自己的阶级品性。换句话说，他们分析了自己

的家庭条件如何使他们成为不纯洁的革命者。例

如，朱明，一位出身于安徽大地主家庭的女革命

者，１９３８年来到延安，她这样讲述她的家庭：
“我在延安几年都对别人说是资产阶级出身”⑥，

接着她又迅速承认她的出身背景比资产阶级更糟

糕：“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地主，还带点资本味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瑞卿： 《抗日军政大学的过去与现在》 （１９３８年），
《陕北青年学生生活》。（Ｗａｓｈｉｏｎｔｏｎ，Ｄ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１９７０，ｐ５２．）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１９４１年），载解放社编：
《整风文献》，上海：新华书店，１９５０年，第４８－５６页。英文译
文见Ｃｏｍｐｔｏｎ，ＭａｏｓＣｈｉｎａ，ｐｐ５９－６０．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第２９２－２９４页；英文译
文见：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Ｖｏｌ４，ｐｐ４１２－４４３．

毛泽东：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

（１９４４年），载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９卷，１９７５年，第１１１
页。我翻译的时候有小小的改动。

毛泽东： 《反对自由主义》 （１９３７年），载解放社编：
《整风文献》，第１６２－１６５页。英文译文见 Ｃｏｍｐｔｏｎ，ＭａｏｓＣｈｉ
ｎａ，ｐ１８６．

【中文原文是：“我在延安几年都写小资产阶级出身”。

参见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

习》第 １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２７４
页。———译者补注】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道”。其他人也是这样做的。刘白羽是一位在来

延安之前已于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确立
自己信仰的年轻作家。在他的自我批评中，他把

自己的家庭出身定为衰落的封建家庭。由此，他

说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 “小资产阶级王国”。

有时候，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是跟

性别有关的。作为在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家庭长

大的女性，朱明承认，她接受了成为一个标准的

上层阶级小姐所需要的各种训练。在那种过程

中，她学会了怎样与那些来自更卑微家庭背景的

妇女区别开来：“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

深沉含蓄……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坐要端

庄，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是小家碧玉。”

除了找到自己的错误之外，革命知识分子也认识

到了性别中立的问题。男性和女性知识分子同样

痛责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感谢党迫使他们直

面自己灵魂中 “丑陋”的一面。

然而，最自相矛盾的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对

抗自己的同时，他们也炫耀了自己为之自豪的地

方———他们的政治承诺。通过暴露他们不纯洁的

心理，和突出他们改造自我的决心，朱明在某种

程度上展示了她想要成为一名更优秀的革命者的

挚诚：“我呢？本来是站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现

在也开始愿意下来做无产阶级的牛了。”为了证

明自己毫不动摇地忠于革命、忠于党，刘白羽多

次修改自己的批评性自传。另一位年轻知识分

子，杨立，煞费苦心地列出了自己根源于 “小资

产阶级尾巴”的罪过：“我有闹地位、争权力的

思想，想在党内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发展自

己。……希望上级看得起自己……否则就埋怨

党，感到党内冷酷。……不努力改造自己，以符

合党的需要。”①

就算没有任何外人能够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

的真诚做出 （正确的）评价，但正如大卫·阿

普特 （ＤａｖｉｄＡｐｔｅｒ）和托尼·塞奇 （ＴｏｎｙＳａｉｃｈ）
指出的那样，在延安生活过的人常常表达他们对

延安经历的喜爱，强调整风运动给予他们力

量。② 实际上，当他们通过苛责自己以增强政治

热情的时候，他们确实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通过坚信自己比大众更优秀，利用他们的反精英

的自我分析来表明他们想完善自己作为革命领导

者的政治表现，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全身心为革命

而战斗的精英。③ 毛泽东思想为他们提供了成为

这样的领导者的方法。

结　　论

中国共产党理解用葛兰西的术语所表达的党

的合法性 （概念）④，将党的权力建立在联合人

民，并对人民的需要作出有效反应这个根基之

上。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中创立的毛泽东思

想的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帮助构建 （事实上贡献

极大）了党的合法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

群众路线一起，系统表达了党的中坚试图将他们

的革命党，塑造成一个最重要的且经常自我反思

的历史动力。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历史动力能

够通过估量和处理中国现实———其中最大的现实

就是中国人民———中出现的基本需要，提出正确

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对自我改造和自我批评的坚

持，以及通过强有力的、甚至残酷的方法将其体

制化，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它拥有

有效的措施实现其成员、特别是领导层的自我转

变，没有这些，要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是不可能

的。⑤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对于作为 “列

宁主义现象”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创新是非常关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 （１９４４年），载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１集，１９８８年，第２５５－２８１页；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同上书，第１３２－１３９页；杨立：
《在那使我飞跃的地方》（１９４３年），同上书，第１１８页。

ＤａｖｉｄＡｐｔｅｒａｎｄＴｏｎｙＳａｉｃｈ，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Ｍａ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关于１９４９年后年轻人如何争相表示他们对革命的热爱，
可以参见 ＳｕｓａｎＳｈｉｒｋ，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Ｃｏｍｒａｄｅｓ：Ｃａｒｅｅｒ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这本书的结论部分概括了合作如何与竞争共存。见第
１６５－１８１页。

葛兰西将霸权定义为一个群体 （例如雅各宾派），领导

其他同类的或结盟的群体。参见 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ｏｆ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ｓｃ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１），ｐ７８．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
党，与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一起战斗，并为他们而战斗，

尽管它在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对被压迫者的界定并不相

同。

我并不是要提出反精英的精英主义是毛泽东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和其它观念的唯一来源，我的意思是，

它是塑造这些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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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肯尼斯·乔伊特 （ＫｅｎｎｅｔｈＪｏｗｉｔｔ）将这一
现象界定为一个混合着卡里斯玛和理性的自相矛

盾的运作模式。①

但确实是通过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精英的

精英主义的传统内工作，以及通过如此强有力地

传达他们所需要的，毛泽东给他的许多知识分子

同志带来了伤害。当毛泽东谴责知识分子不能理

解大众，不能与大众交流，不能帮助大众的时

候，或者当他关注于他们的自满情绪如何侵蚀他

们的政治热情的时候，一些知识分子可能感到不

乐意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毛泽东

要求他们自我改造，他们不能抗拒。简言之，当

一个威权主义的党的最高领导迫切需要改变，且

这种改变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实用方面

都不容争议的时候，条件显然不鼓励其他人来质

疑他的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是多么的不理智。

１９４９年以后，反精英的精英主义对于党的
高层权力机构仍然很重要。在共产党政权的早

期，尽管担心知识分子的阶级背景和思想倾向，

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他们的知识，和他们所受的

训练，这被视作党完成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教育

等各条战线的重建任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

此，基于延安整风模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在 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反精英主义没有
削弱，而且据许多观察者和亲历者说，在文化大

革命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那时，毛泽东迫

使知识分子放弃他们的专业知识，向大众学习。

尽管反精英主义是压倒性的，他仍然在其思想中

为学习的声誉留下了地盘，尽管这个地盘很小。

在被广泛宣传的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毛泽东与红卫兵
领袖的谈话中，毛泽东鼓励他们效仿恩格斯。恩

格斯 “只上了一年半”大学，“恩格斯的自然科

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他还

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高尔基，后者也只受过很少

的教育。在批评书呆子式的学习的同时，毛泽东

其实并不想提拔一个无知的、反知识分子的领导

层。事实上，通过刺激红卫兵效仿杰出的激进知

识分子，毛泽东热切盼望着他的思想世界里可能

出现的最好的革命精英：他们所取得的令人震惊

的成就，远非书斋型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更别

提工人和农民了。② 但是，他的这一部分思想，

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持的无情的反精英主义相

比，显得黯然失色了。

其他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领导，当他们解释

他们的政策和思想立场的时候，也奉行反精英的

精英主义。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刘少奇与毛泽东
发生冲突时，刘坚持他的经济政策是 “正确”

的群众路线，因为他真正倾听了群众的心声，依

靠了群众，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约束，

从而理解了现实。③ 正如尼克·奈特 （Ｎｉｃｋ
Ｋｎｉｇｈｔ）所指出的，当后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重
新估量毛泽东的历史角色，并指出他的错误的时

候，他仍被誉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条件结合起

来的伟大舵手。甚至当代中国的党的领导，似乎

也在发挥反精英的精英主义来影响中国公民。例

如，当胡锦涛２００９年春节期间来到井冈山参观
时，他郑重宣布要继承井冈山精神，这种精神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解释为 “实事求是”和

“依靠群众”。④ 我们不得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

历史影响，源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反精英

态度，这就是，他们意在摆脱他们在政治知识上

的傲慢，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⑤ 总的来说，毛

泽东与其他人一起，创造了反精英的精英主义，

这对于党的合法性，对于党国的合法性，都是必

不可少的。正是在这种传统中，他挑战了中国共

产党的知识分子追随者，让他们改造自己，以与

党的其他强有力的领导者竞争。在毛泽东晚年的

具体政策被置于一旁之后多年，反精英主义今天

继续塑造着共产主义的领导层。

（责任编辑　欣　彦）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ｅｎｎｅｔｈＪｏｗｉｔｔ，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Ｌｅｎｉｎｉｓｔ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年，第６８７－７１６页。

许冠三：《刘少奇与刘少奇路线》，香港：中道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第３０３－３０５页。
井冈山精神中还包括其他元素，其中就有 “坚定信念”

和 “艰苦奋斗”。

Ｋｎｉｇｈｔ，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Ｍａｏ，ｐｐ１９７－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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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甘培聪　李　萍

【摘要】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定言命令。

定言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

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

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关键词】康德；理性事实；自由；道德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５１－０７

　　绝对的善作为纯粹实践的对象性概念，不能
未加批判的一开始就先行设定；而是要在道德法

则确立之后才能得到科学规定。道德法则作为定

言命令要求意志的自我立法能力，即意志的自律

性。而意志的自律性以意志的自由因果性为前

提。为了使伦理学具有科学的合法性，康德试图

从意志自由中演绎出道德律令。但是意志自由本

身的合法性恰恰还没得到确立。从理论理性可以

思考的消极的自由，即第一批判说的自由的可思

考性，来推论出积极的实践自由概念，会造成概

念上偷换。这类似于休谟说的事实判断推导不出

价值判断，海尔 （ＲＭＨａｒｅ）把它概括为从一
系列 “是”命题不可能推演出一个 “应该”命

题。如此一来，由于作为道德法则基础的积极的

自由概念无法洞见，整个伦理学的科学的体系不

就崩溃了吗？康德以何种方式进行挽救？而且这

种挽救方式成功吗？

一、自律性作为道德的唯一原则

理论理性教导我们要这样做，遵循自然必然

性才会有经验知识；纯粹实践理性命令我们应该

怎样做，行为才可以称得上为善的，才配得上幸

福。理论理性寻求物理世界的自然；实践理性建

立立法意志的自然。实践理性要把有限的理性存

在者纯洁化为拥有晋身为目的国成员身份的凭

证，以便成为目的王国的居民。要把目的王国作

为自然王国，实践理性必须像理论理性制定一条

使物理世界客观实存的必然的自然规律那样，来

制定一条对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普遍有效的

规律，使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有资格在另一体系中

实存。这条实践原则是普遍的就意味着它不受爱

好的影响，从而不以某种冲动为根据。幸福的实

践原则似乎是普遍的，它把所有爱好的对象都囊

括在幸福的名义之下。但一经检验，我们却发现

幸福是最不确定的概念。幸福是什么？财产、权

利、名誉吗？但谁知道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结

果？谁能保证这些后果不会引起烦恼呢？所以一

个人若要知道幸福的确切概念，就要知道无穷的

因果链条，这是我们有限的理性的存在者不可能

做到的。虽然对幸福的意图对每个有限的理性的

存在者来说都是实然的，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具体的人对幸福的理解都是

一致的，因而幸福的原则能严格地规定意志。人

们只能依靠经验来形成一个总体的幸福观念，它

不必然对每个人都有效。所以幸福的原则 “很可

能给出一般的规律，但决不能给出普遍的规则，

这就是说，它可以给出通常切合平均数的规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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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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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给出这样一种规则：它必须时时是有效

的；因此凡是实践法则都不能建立在它上面。”①

因此，对所有的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

实践法则、规律必定是不包含爱好的质料的，它

排除了一切来自这方面的关切，因而是形式的、

客观的。它对意志的规定，即它所采取的命令式

不是以欲求的对象为前提的而是无条件的定言命

令，“定言命令是无涉及任何目的而把行动自身

宣称为客观必然的，它被尊为必然的实践原

则。”② 定言命令要求：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

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③ 这个公式一般

被称为普遍法则的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ａｗ）。但是就假言命令而言，我们不可能先天的
知道其包含着什么，因为这要视我们所欲求的对

象而定。从这条原理出发，才有可能建立责任概

念。因为责任在于出于对实践法则的纯粹尊重而

行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上述公式称为

责任命令式。就广义来看，把结果以遵循普遍法

则而产生出来都叫做自然，从而上述公式也可以

进一步表述为：这样行动，你行动的准则通过你

的意志而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④ 这个公式

一般称为自然法则的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我们对上述实践法则第一项公式加以分析，

就可以知道准则要成为法则，第一要进入形而上

学，第二要具有内在生成性。不进入形而上学的

领域，经验性的实践原则不可能具有普遍必然

性；而如果不具内在性，也不可能对每个理性存

在者课以责任。道德价值不在于客观、普遍的实

践法则使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成为物件般的定在，

成为按照实践规律去行动的机器构架；而是要使

自己行动的准则去符合普遍规律。要使空洞的无

条件的实践法则变得富有内容、有血有肉，就得

使其能有效的控制源于有限理性存在者本性的出

于爱好的关切，使客观的实践法则由有限的理性

存在者的意志自行去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实

践法则有其主观性。但这里的主观性不是使出于

爱好的关切混进客观实践法则里面，这样一来无

疑会摧毁了道德的尊严，而是说客观的实践法则

有向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实践理性的生成性，有

限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有立法能力，使自己行动的

准则符合普遍规律，出于对规律的尊重而行动。

所以规律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他之所以崇

高，并不由于他服从道德规律，而是由于他是这

规律的立法者，并且正因为这样，他才服从这一

规律。”⑤

但是意志的客观规定根据要有目的。从上面

的分析中可知，康德规定的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

的任务，要求意志具有先天的内在的立法能力，

因而此目的只能来自意志本身。因为外在的目的

既不能形成无条件的命令 （定言命令是无涉及任

何目的而把行动自身宣称为客观必然的，它被尊

为必然的实践原则），也不能要求普遍必然性。

定言命令的第一条公式要求纯粹理性直接决定意

志，也就是说意志自行决定自身。我们知道意志

不是别的，实不过是纯粹实践理性本身。“仅只

一个理性存在者有能力按照他的法则概念，即依

照原则而行动，他也因此而拥有意志。因为按照

法则行动需要理性，所以意志不是别的，只不过

是个实践理性而已。”⑥ 所以有限理性存在者本

身就是一个自在的目的：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

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

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

段。⑦ 可见实践规律不但是客观的、形式的，而

且还是主观的、目的的。作为自在目的，它是客

观的，具有 “绝对价值”，一切其他东西都是手

段；但这一目的同时也是主观目的，理性存在者

会按照这一 目的表象自己的实存，所以它又是

我们行为的结果，具有 “为我们的价值”。⑧

康德对道德概念的分析表明有限理性存在者

自身就拥有立法意志，它自己就是无条件实践法

则的制定者。也只是因为这样，目的国的体系才

能建立起来，那里的每一个理性存在者既是法则

的创立者，又是法则的服从者；而且它服从正是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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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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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９年，第３８页。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Ｋａｎｔ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ｙ

Ｊａｍｅ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Ｈａｃｋｅ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４，ｐ２５．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８－３９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３９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５９页。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Ｋａｎｔ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２３．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４７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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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创立：它的准则任何时候不但要从自身的

角度出发，也要从任何作为立法者的、其他有理

性的东西的角度出发，他们也正是为此而被称为

人身。“按照这样的方式，一个有理性的东西的

世界，才有可能作为目的王国，并且通过自己的

立法，把一切人身作为成员。”①

从上面对道德规律的三条公式的分析中可以

看出，道德律令的有效性预设了理性意志概念、

意志自律为前提，“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

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一命令式不同于一

些技术性的命令式。技术性的命令式中，行动是

可以从前提中、从意图目的中分析出来，是个分

析性命题。但准则的概念并不包含法则的概念，

准则本身也不包含行动是出于对普遍法则的尊

重，所以它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且是一个实践

命题，是把这意愿直接地和一个有理性的东西的

意志的概念，作为在它之内没有包含的东西，联

系起来。② 所以无条件的实践法则只有在理性意

志概念、意志自律的条件下，才能对每个有限理

性存在者都有效，才是富有内容的。因此康德强

调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

二、意志自律与先验的自由的交互性

实践的问题关涉到意愿问题。意愿的一般状

态叫任意 （ｗｉｌｌｋüｒ），即还处于没受规定的一种
状态。这种任意可由感性的冲动来规定，称为

“动物性的任意”。任意也可以仅仅由理性的动

因来规定，这叫做 “自由的任意”。康德在这里

对 “自由”的概念的界定跟 《道德形而上学原

理》 （以下简称 《原理》）以及第二批判的定义

是有出入的。虽然在第一批判中康德也强调道德

的规律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是完全先天规定的纯

粹规律，以区别于指向幸福这个目的的实用规

律；但是他同时强调只是在实践的理解中使用自

由这个概念，而排除了在先验的意义上使用自由

这个概念。因为先验的自由意味着对一切经验性

规定的独立性，它不能经验性的预设为解释现象

的前提。关于知识的可能性的先验原理的合法性

的问题，可以通过经验 （知识）的可能性来证

明其有效性，而且先验的原理可以通过时间的图

型直观地展示出来。但是先验的自由与一切可能

的经验相违背，也不可能由先验的想象力提供出

一个图型来，所以其合法性不可能先天地得到证

明。这就是康德排除在先验的意义上使用自由概

念的原因。与此相反，康德指出实践的自由可以

通过经验来证明。因为实践涉及所为所不为，只

要我们在行为中能表现出一种能克服感性欲求直

接规定任意的能力，那么就证明了理性也提供了

一些规律，即自由的规律；而不必管这种能力

“在更高和更直接地起作用的原因方面是否又会

是自然的”。③ 因为这里涉及的是行为而不是思

辨，康德就以这种简便的方式排除掉先验自由的

问题。

但是排除掉先验的自由，纯粹理性给出的道

德律的合法性就仍然是成问题的；自由的能力若

像康德在第一批判认为的那样 “在更高地起作用

的原因方面是自然”的，那么自由在其根基上就

仍然是虚幻的，道德的领域要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就仍然毫无希望。而且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指出

“一切实践的概念都是指向合意或讨厌，也就是

愉快或不愉快的对象的”④，这把实践的概念局

限于经验的范围，这里其实和他行文不久后的提

法不一致。在下一页他说道 “但那种不依赖于感

性冲动，也就是能通过仅由理性所提出的动因来

规定的任意，就叫作自由的任意
獉獉獉獉獉

（ａｒｂｉｔｒｉｕｍｌｉｂｅ
ｒｕｍ），而一切与这种任意相关联的，无论是作为
根据还是后果，都称为实践的

獉獉獉
。”⑤ 作为自由的

任意的根据的实践概念，根据 《原理》的观点，

不可能是指向 “愉快或不愉快的对象的”，无论

是间接还是直接，因为纯粹实践理性涉及到的是

意志，不是在与对象的关系中，而是在与意志及

其原因性的关系中来考虑理性，这也是在第二批

判中为什么必须以原理作为开端的原因。在第一

批判中的混乱使康德一会儿强调实践的自由可由

经验来证明，一会又强调道德律的纯粹性；一会

否定先验的自由，一会又 “希望尽量靠拢先验的

东西”。这也是康德简单否定先验自由的困境。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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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５７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６７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Ａ８０３／Ｂ８３１。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前引，Ａ８０１／Ｂ８２９注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前引，Ａ８０２／Ｂ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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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能够自律，同时意味着意志的因果性来

自自身的行动，意味着这意志是理性东西的意

志。有理性东西的意志的行动原则是 “行动所依

从的准则必定是以自身成为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准

则”，因为有理性的东西的意志能够摆脱一切外

来的关切，是自己的原则的制定者，才是它自身

所有的意志。能摆脱一切外来的关切依自己的原

则的制定者，表明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观念

不过是把具有规定性的道德概念转化为自由的实

在性。这样一来，道德律自身似乎只是在自由观

念中作为前提而存在。这里的论证程序似乎是，

道德律令的建立是由于自由观念必定属于有理性

存在者的意志，而自由的实在性是由于我们服从

道德律。这就陷入了循环论的怪圈。“自由意志

和自身立法，两者都是自律性，从而是相交替的

概念，其中的一个不能用来说明另一个，也不能

作为它的根据。”①

为了摆脱循环论证的怪圈，康德诉诸于理智

世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ｉｌｌｅｎＷｅｌｔ）。他的论证大概如下。
我们的理论理性的自发性，使我们可以思维我们

有着和感性世界身份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身份。

而且如果我们的理性有意志，我们就有实在的自

由，由此可以推论出道德律。这里的思路是从知

性世界的概念到否定的自由 （对感性自然机制的

独立），再到自律 （肯定性的自由）的可能性，

最后推论出道德律。但在从否定性的自由到自律

这一环节中，预设了纯粹理性有意志，即从理性

的认知者到理性的行动者的偷换。上面是 《原

理》第三部分中的思路。第二批判中换了一种思

路，在那里他诉诸理性的事实。理性的事实表明

纯粹理性是实践的。由纯粹理性是实践的演绎自

由的实在性。这里同样提及理智世界的概念，但

程序是不一样的。由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其中包

括着自律原则、肯定性的自由，到肯定我们作为

智性存在者的生存，到否定性的自由 （先验自

由），即对感官世界的独立性。②

三、理性的事实及其问题

说纯粹理性为实践的是一个理性的事实，是

在认识到 《原理》试图从自由演绎道德律的困

境之后采取的另一种方式。刚才指出道德法则和

自由意志是交互性的概念。道德法则作为无条件

的定言命令，意味着以实践法则的单纯形式作为

意志的规定根据。但是实践法则的单纯形式只能

由理性来展示，因而是独立于现象世界的；由其

规定的意志也必须独立于现象世界的自然规律，

即因果性法则，所以这样的意志是自由意志。反

过来，自由意志若要得到规定，则其规定根据必

定不是实践法则的质料，因其只能作为经验性的

东西被给予。所以如此这般的意志的规定根据只

能是实践法则的单纯形式。可见自由意志和无条

件的实践法则，即道德律令是交互性的。如果双

方中有一方得到规定，那么另一方也同时得到规

定。从自由开始进行到无条件的实践法则，这是

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洞见自由，而思

辨理性提供的仅仅是消极的自由概念。第二批判

分析说，实践法则作为定言命令，它考虑的仅仅

是准则对普遍法则的服从，即只是给欲求能力规

定一条普遍的形式法则，而不考虑欲求的结果。

以为某一对象是否能作为某一主体的欲求对象以

及主体能否有实现这一对象的充分性条件，要视

欲求能力和主体自然能力而定。而实践法则仅只

规定意志，不管有没有达到结果的充分能力，即

是说，实践法则必须还在问自己是否根本上具有

达到一个欲求的结果所要求的能力或为了产生这

一结果必须做什么之前，就足以把意志作为意志

来规定了。 “所以，实践法则仅仅与意志相关，

而不管通过意志的原因性做出了什么，而且我们

可以把这种原因性 （作为属于感性世界的东西）

抽象掉，以便纯粹地拥有法则”。③ 实践法则能

够作为意志的直接规定根据，这在我们为行为拟

定 （ｄｒａｆｔ）准则就可以直接意识到这一点。“所
以，正是我们 （一旦为自己拟订意志的准则就）

直接意识到的那个道德律，它是最先向我们呈现

出来的，并且由于理性将它表现为一种不被任何

感性条件所战胜的、甚至完全独立于这些条件的

规定根据，而正好是引向自由概念的。”④ 这就

是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事实。这种事实是理性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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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７４页。
亨利·阿利森：《康德的自由理论》，陈虎平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２－３３４页。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前引，第２４页。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前引，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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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区别于感性的事实。感性的事实有感性直

观来验证，涉及到经验对象。但是实践法则的单

纯形式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不涉及欲求的对象，

而是在与意志及其原因性中来考虑理性。康德指

出，我们能够意识到纯粹的实践法则，正如同我

们意识到纯粹的理论原理一样，是由于我们注意

到理性用来给我们颁布它们的那种必然性，又注

意到理性向我们指出的对一切经验条件的剥离。

一个主体若是以准则的质料作为任意 （ｗｉｌｌｋüｒ）
的规定根据，则此主体必须依赖于对对象实存表

象的愉快的感受性，否则它就刺激不起欲求能力

来，也就是说不能成为实践的。但是若以准则的

形式条件来规定意志，则无须把任何情感设为前

提，而是理性以一个法则直接规定意志。例如，

一个主体意识到不许说谎时，是考虑到担心一经

被发现失信于人时，给自己以后的利益造成损害

呢，还是完全意识到这是纯粹实践理性提出的命

令，是个 义务？一个具有健全理性的存在者在

这样问自己时，他意识到他完全能够出于义务而

排除一切利益的考虑而不说谎。康德还举例说，

如果一个君王要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坑害一个清白

无辜者，并因此以死刑来威胁而让一个人作伪

证，他可不可以克服对生命的留恋而不屈从君王

的威胁呢？那么他会毫不犹豫的承认这是他能够

做到的，虽然现实上由于欲望的阻碍他不一定会

这样做。这也是康德为什么说这事实是理性的事

实的原因。因为这个事实是直接性的、不可推演

的，但是它又不是感性层面的直接给予性，因而

是理性的直接性。“所以，正是我们 （一旦为自

己拟订意志的准则就）直接意识到的那个道德

律，它最先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并且由于理性将

它表现为一种不被任何感性条件所战胜的、甚至

完全独立于这些条件的规定根据，而正好是引向

自由概念的。”①

可见康德在第二批判中不再是先试图确立自

由意志，然后从中推论出道德法则。因为一方

面，自由是不可洞见的；另一方面，从理论理性

对自由的可思维性，推论不出纯粹理性有意志。

所以康德不得不诉诸理性的事实，即纯粹实践法

则的现实性。并从其现实性开始，提供出一种对

自由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的。

自由概念得到了规定，再反过来奠定了实践法则

的基础。这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是自由意志的

认识理由，而自由意志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②

不过康德强调，对道德律及自由的这种意识是如

何可能的，这是不能进一步解释的。“不论在我

们之中，还是在人类本性之中，我们都不能证

明，自由是某种真实的东西”。③

说到理性的事实，读者咋一看可能都会感到

唐突，认为这和康德的一贯的严谨作风相违背，

因为康德一向的主张是要求对普遍性、必然性的

命题进行演绎，而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之为法则无

疑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所以读者对康德在 《实

践理性批判》中诉诸理性之事实的做法表示疑

惑，也是正常合理的反应，也有评论家说这种做

法是 “巨大的颠倒”。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跟

康德把内心能力机械分层有关，理性作为最高层

次的能力，不可能再往上探寻其可能性了。而且

这样的分层使得崇高和敬畏的道德情感的统一成

为问题，因为崇高来自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立

法；而情感按照康德的看法，只能来自感性。后

来由于现象学的出现，颠覆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如海德格尔认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践能力，都源

于此在的生存整体性。此在的现身是有情绪的，

而非后来附加上去的。而且由于康德的这种对思

维机械划分，使得他对实践自由的开端仅做了否

定性的描述，即这种自由背后没有任何决定性的

原因。照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自由本身的存在方

式没有得到刻画。“它在存在学上无差异地谈论

‘开端’ （Ａｎｆａｎｇｅｎ）和 ‘发生’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因此，如若自发性 （‘从自身发端近’）可以被

用来刻画主体的本质属性，那么，首先就要求两

点：一，就一种可能的适当的对 ‘自发’ （Ｖｏｎ
ｓｅｌｂｓｔ）的理解而言，自身性必须已经在存在学
上得到澄清；二、这同一种对自身性的澄清必须

提供出对某个自身的发生特征的先行描画，以便

能够规定 ‘开端’的运动方式。”④ 海德格尔认

为此开端要从此在的生存的原始历史性去解释。

海德格尔认为人这种存在者不能按任何现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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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前引，第３８页。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前引，第２页注①。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前引，第７２页。
海德格尔： 《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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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属属性来下定义，把其说成理性的动物惑理性

的意志、人格等等。人这种 “存在者的 ‘本质’

在于它去存在 ［ｚｕｓｅｉｎ］，这种存在者假若竟谈
得上是什么的话，那么这种是什么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
也必须从它的存在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来理解。① 作为
“存在本身而存在的有所领会的能在来存在”的

存在者，此在生存着就是在世界中存在，这是它

的 “此”，它的敞开性，它的 “在之中”。而

“在之中”的实际状态则是此在的在世向来已经

分散在乃至解体在 “在之中”的某些确定方式

之中。在之中就是在世界之中 （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
ｓｅｉｎ），而且同时和经常地是在一种 “共在”

（Ｍｉｔｓｅｉｎ）中。在世界之中的此在已经与他人共
同在此了。由于此在根本上对世界和他人开放

着，共同就不是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并列存

在，而是源始上是展开互构着的。这也是康德式

的道德律令之所以可能的更源始的解释方式。

对于康德遇到的道德动机及情感的难题，此

在的生存方式中有着一种解释的可能。作为在去

存在中成为自身的存在，此在从根本上揭露着自

己，因为它总已经处在某种情景中了。此在总已

经是有情绪的，没情绪不应同情绪沮丧混为一

谈，这种常驻不去的、平淡淡懒洋洋的没情绪也

决不是一无所谓的，恰恰是在这种没情绪中此在

对自己厌倦起来，存在作为一种负担公开出来。

按这种解释，康德式的理性的意志把自己向着道

德法则规定自己时，它同时有一种崇高感，不会

遭遇理性的行动怎会激起一种感性的情感问题。

当然康德有提到这种情感的先天性问题，但在他

的理性能力中，难以说明哪一层可接受这种情

感。此外，在道德律令发出一种理性的普遍的命

令之前，此在只有作为生存着展开自己的存在

者，才能把命令呼向自身。此在在世界中存在通

常首先沉湎缠绕于其世缘中，而丧失其真正切身

状态。当其摆脱世间的牵绊，在朝向死亡存在并

将自己置身于畏着的处身情景中时，它就把其生

存的整体结构置入先有中。这种先行到死亡中表

现为良知的呼唤，把此在唤入其能在本身。这种

能唤和所唤是同一能在的此在，它在存在论上即

有其 “不”之状态，有着罪责，因良知表明此

在自身的自我构成性，此构成性是朝向将来的自

我回归。这种 “自我”是无之无化的，并非一

现成的主体、灵魂、天良等等。此 “不化”着

的此在是一切道德律令的根源。康德把道德律令

说成一种理性的事实，他强调此命令并非来自外

在的演译。但在 “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我思］乃是 ｃｏｇｉ
ｔｏ：ｍｅｃｏｇｉｔａｒｅ［我思：思我］”② 的主客对待的
近代思维条件下，他又不能对此作出自洽的言

说。如他曾强调体认可看出。理性的实践性作为

一种事实可以在一些设置的情景中来体认。要体

认此无条件实践之事，要求有理性的自由运用。

我们之所以不能自由、自主地运用我们的理性，

概括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强制，另一个

是内在的依赖性。内在的依赖性带来的迷茫和自

主之我的蔽障，要求我们有勇气去迈出这第一

步。启蒙的要求需要满足人类知性的下述准则。

“它们是：１、自己思维；２、在每个别人的地位
上思维；３、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第
一条是摆脱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二条是扩

展的思维方式的准则，第三条是一贯的思维方式

的准则。”③ 康德多次谈及理性的法庭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和辩论 （ｄｅｂａｔｅ），就是认为理性所有的结论都
源于自己的原理，相互冲突的论争应在理性的法

庭上判决，不应使用强权。而且 “在没有滥用权

力去压制别人的论点及庇护自己的立论的民众之

间，理性的自我规范性倾向于表现为自由的、批

判性的和普遍性的辩论。”④ 这便要求理性的宽

容。康德认为宽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和理性的基

础联系在一起，而理性的基础即在于理性的公共

性运用必须是自由的。这里也可以说，纯粹理性

的实践性作为一种事实也是向我们敞开的，我们

自觉地运用我们的理性就可意识到这一点。恰恰

就是在理性的宽容和敞开上，近代的主客对待思

维方式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这也是康德的局限

的时代反映。

不过谈理性的宽容和敞开，康德局限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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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

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５２页。
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

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７３页。
康德： 《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６页。
Ｏｎａｒａ．Ｏ’Ｎｅｉｌ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Ｋａ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ｐ２０．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本身固然有问题，海德格尔求助于生存论虽然在

思想的旨趣上有可观之处，但毕竟脱离不了主观

性，“因其自身的理由，把主观错误强调为一种

机构强权，注定会陷入唯心主义”①。海德格尔

认为人的不自由是与一个本原的真理愈来愈疏远

的结果，而这种疏远多归咎于人的存在方式，好

像人能脱离社会选择一种生存方式似的。以此相

反阿多诺则认为，康德的理性事实不是不可追溯

的，也不能以生存展开来阐释。他指出，理性事

实的谜存在于社会中，“理性作为超越于个体之

上的先验自我，包含了人类共同生活的自由观

念。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类把自己组织成一般

主体。”②作为自由的理性事实不过是这种共同生

活主体的理想化和抽象化，是脱离了个体的纯自

在的神话。“一旦我们通过探询每一个别的决定

来探询意志自由问题，一旦我们的探询使个别决

定脱离了它们的关联，使个体脱离了社会，这种

探询就会成为绝对的、纯自在纯在的谬见。”③理

性事实的原型是社会一般，是经过社会中介的，

但是脱离个体的中介，使得理性事实成了脱离中

介物的纯中介，这样的事实恰恰是他治的、压抑

性的东西。

康德的理性事实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也有其

不衰的价值因素，一为个体的自由，要求个人免

遭社会的暴力；一为其蕴含的平等内容，“尽管

（并由于）这种形式主义具有抽象性，在它之中

还是幸存着某种内容的东西：平等的观念。”④

（责任编辑　行　之）

①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李永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②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
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２页。

③　特奥多·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０８页。

④　同上书，第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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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的思想当中达到了顶峰，并且，这种资产阶

级哲学是具有内部矛盾的。同样地，卢卡奇也没

有对马克思作出公道的评论。第一，他只是暗示

出了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但

是却从来没有对其做出清晰的阐述。第二，虽然

卢卡奇批评了恩格斯对于哲学的把握，但是，他

从来没有明确地反驳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具有连

续性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教条。如果这样做的

话，就会破坏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作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对于哲学有着很深的

造诣，但是，他依然接受一种用政治学的方法去

分析哲学问题的做法。

这在卢卡奇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或许具

有必然性，因为在当时，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

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在于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保存了。我们的问题在

于，要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并且

与此同时，还要将在之前的论辩当中的、依然有

效的观点保存下来。这就包含着卢卡奇在他所开

辟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当中的一系列洞见。

其中包括在致力于对马克思进行非马克思主义解

读的过程中，对于异化的强调———这在马克思的

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中都是核心，以及主体的问

题，还有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希特以及其他的德

国观念论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认

识卢卡奇所做出的许多重要贡献，就要离开马克

思主义，因此，也要离开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解释马克思思想这条

道路上继续前进。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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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自由概念的四个存在论维度


胡万年　张　荣

【摘要】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康德哲学的一把钥匙。学界对康德自由概念的理解聚讼纷纭，莫衷

一是：“二分法”，“三个层次”或 “三步曲”。但是它们只是停留在对康德自由概念的分类和梳理层面上，并没有揭示

康德自由概念的完整内涵和内在逻辑。康德是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存在论维度构建有机联

系的自由理论。本文试图从这四个存在论维度恢复隐藏在康德哲学体系中自由概念的完整原貌，揭示其存在论意蕴。

康德自由概念不是认识论意义上或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存在论意义上自由，它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即人的

存在的价值、尊严、责任和权利。

【关键词】自由；存在论维度；可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实际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５８－０７

一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康

德哲学的一把钥匙，康德在创立批判哲学体系的

同时，构建了一个有机联系的自由理论体系。可

以说，康德哲学就是一种自由的哲学。然而，自

由概念在康德哲学中是极其复杂的，学界对其理

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传统观点一般从二分法

即 “先验自由”和 “实践自由”把握康德自由

概念。邓晓芒先生将康德的自由概念从二分法发

展为三分法即 “先验自由”、 “实践自由”和

“自由感”。其中，“自由感”划分为审美鉴赏的

“自由美”和历史政治的 “自由权”。这是邓晓

芒先生长期研究康德的独到见解，尤其是 “自由

感”的提出是邓先生的一大创见，为我们研究康

德自由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拓展了我们对康

德自由概念的理解，暗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感性

或经验层面：“康德晚年在自由问题上对人的感

性活动、包括人的情感和人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

权利关系的这种让步当然是有条件的，即只承认

这些活动和关系是在现象世界中对人的本体自由

的某种暗示和类比；然而，这种限定掩藏不住自

由概念一旦落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必然具有

历史主义的内容这一理论趋势”。①然而，邓先生

只是把 “自由感”视为人的自由本体的 “象征”

和 “类比”： “自由作为人的本体不可能是感性

的，而在反思判断力中所出现的情感领域中的

‘自由’正因为是由 ‘反思’带出来的，所以是

不能严格坐实的，……我们在审美鉴赏 （感受美

和崇高）时反思到自己的自由主体，但审美的对

象只不过是一种 ‘象征’或 ‘暗示’，我们所感

到的自由和我们所激发起来的情感都只是以 ‘类

比’（Ａｎａｌｏｇ）的方式引导我们去发现自己真正

８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从可能到实现：康德自由理论的存在论阐释”（１０ＹＪＡ７２００１４）。
作者简介：胡万年 （１９６８—），男，安徽庐江人，（巢湖２３８０００）巢湖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

康德哲学等。

张　荣 （１９６４—），男，甘肃天水人，（南京２１００３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世纪哲学和康
德哲学。

①　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４页。亦参阅邓晓芒：“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复旦学
报》（社科版），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３０页。

②　同上，第２００－２０１页，第２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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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道德律）的手段。”②这就是说，自由感还

不是真正自由 （道德自由），而只是真正自由的

暗示和类比，并不具有其独立性和现实性。

邓先生的这种观点遭到国内一些学者的质

疑。申扶民先生明确批判了邓先生关于自由感只

是人的自由本体的象征和类比的观点。他指出，

“如果 ‘自由感’只是自由本体的 ‘类比’或导

致真正自由的手段，而非真正的自由，那么无论

是自由的二分法还是三分法，都是将真正的自由

理解为本体层面的自由。并且，若如此来理解康

德的自由理论，康德以第三批判作为桥梁来沟通

自然与自由之间鸿沟的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从

而也就无法使整个批判哲学连接成 ‘建筑术’

意义上的完整体系”。① 不过，“如果我们从自由

概念的演变来看自由的实现，就能理解康德批判

哲学在 ‘建筑术’意义上的完整性。康德批判

哲学就是自由发展的历程，即从先验自由到实践

自由再到感性现实自由的三步曲。惟其如此，审

美才不仅是作为沟通自然和自由的桥梁与中介而

存在，而且只有通过它自由才得以感性实现”。②

在这里，申先生把康德的自由概念发展为另一种

类型的 “三步曲”：即先验自由、实践自由和感

性现实自由。与邓先生相比，申先生特别强调审

美活动自由的现实性：“审美是由于自由的需要

而出现，自由通过审美而得以感性显现，这样，

康德的自由观就从最初的超越经验的自由，转向

了感性现实的自由”。③

与 “二分法”相比，邓先生的 “三层次”

和申先生的 “三步曲”深化了对康德自由概念

的理解。但是，他们都是停留在对康德自由概念

的分类和梳理层面上，并没有揭示康德自由概念

的内在逻辑和深刻内涵。邓先生虽然拓展了康德

自由概念 （如 “自由感”），但对自由的现实性

缺乏足够的理论敏感；申先生虽然强调了康德自

由概念的现实性问题，但他只是在审美活动中讨

论康德自由的现实性，而没有涉及到在人的道德

行为和人类历史政治中的自由的现实性，更没有

认识到康德自由概念的另一个维度，即自由的实

际性亦即自由在感性世界或经验世界的运用。其

实，康德自由概念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即它是

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

存在论维度展开的。根据国内外研究文献，关于

自由的可能性的论述非常广泛，文献众多，并达

成基本一致的看法；关于自由的实在性和现实性

虽有论述，但存在争议，或语焉不详；关于自由

的实际性则无人论及。更不用说从存在论维度解

读康德自由概念，即使国内学者黄裕生等试图从

存在论视域解读康德哲学。本文试图从自由的可

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存在论维度

考察康德自由概念，揭示康德自由概念的内在逻

辑和存在论意蕴。

二

康德自由概念是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

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存在论维度展开的。在存在

论意义上，可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四

个术语既内在关联，又相互区分。我们只有在把

握了可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的存在论

内涵的基础上，才能厘清康德自由概念的内在逻

辑，才能揭示其存在论意蕴。

可能性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一词源于拉丁文 ｐｏ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ａｓ，其德文是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可能性范畴源于亚
里士多德的潜能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ｓ，即希腊文ｄｙｎａｍｉｓ，意
指一主体引起另一主体变化的力量或能力，或一

主体受另一事物影响的力量或能力。④ 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ｙ）源于拉丁文 ｒｅａｌｉｔａｓ，其德文 Ｒｅａｌｉｔｔ。
在西方哲学中，实在性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含义模

９５

①

②
③
④

申扶民：“康德批判哲学视野中的审美与自由”，《哲学

研究》２００８第１期，第９０页。
同上，第９４页。
同上，第９４页。
亚里士多德在关于本体变化的讨论中，将潜能与质料

相结合，在这种意义上，潜能是一物可能的但尚未实现的状态。

当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结构的静态讨论进展到动态讨论时，他引

入了潜能与现实的区分，以及质料与形式的区分。亚里士多德

把两者的区分对应起来，并不加区别地使用，即潜能对应质料，

现实对应形式。亚里士多德把潜能与现实关系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比作运动与能力的关系，它符合潜能与现实这两个词的词

根意义；另一类比作已生成的本体与质料的关系，它与亚里士

多德对本体的讨论相联系，对此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在第一

类中，质料 （潜能）发展到某种形式 （现实），产生一个事物，

潜能和现实属于不同阶段。第二类中，质料 （潜能）和形式

（现实）在一种意义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亚里士多德认

为，形式 （现实）在多种意义上优先于质料 （潜能），他说，

“对所有这些潜能，现实都能在意义上又在本体上在先，在时间

上，它在一种意义上在先，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否。”参阅亚里士

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
１０４９ｂ１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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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术语。① 在传统观点上，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ａｓ）
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 （ｄｙｎａｍｉｓ）或莱布尼兹的
可能性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ａｓ）同义，实在性就是可能事
物的 “什么 －内容” （ｗｈａ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而不管它
们是不是现实的。根据海德格尔，实在性 （ｒｅ
ａｌｉｔａｓ）与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内在关联，本质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指的就是那个东西，即诸如一棵树之类
的东西如果实存着的话可能是的东西，使一棵树

能够成为这样一棵树的那个东西，就是可能性。

这就是，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ａｓ）或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
是与事物的可能性的东西相关联。② 从词源学意

义上，这种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ａｓ）或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
可以追溯到以下词语：ｑｕｉｄｄｉｔａｓ（何所是），
ｑｕｏｄｑｕｉｄｅｒａｔｅｓｓｅ（本质），ｈｏｒｉｓｍｏ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
（定义），ｍｏｒｐｈｅ／ｆｏｒｍａ（外形），ｐｈｙｓｉｓ／ｎａｔｕｒａ
（本源），ｏｕｓｉａ（本体、实体）。③ 现实性 （ａｃｔｕ
ａｌｉｔｙ）来自拉丁文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ａｓ。与实在性不同，现
实性与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相区别，而与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
相关联，它可以追溯到 ｅｇｅｒｅ（行动），ａｒｇｏ（行
动、实行），ａｃｔｕ（行动、实现、实行），ｅｎｅｒｇｅ
ｉａ（实现），ｅｎｔｅｌｅｃｈｅｉａ（完满实现）等。④ 由此
可见，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ａｓ）与现实性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ａｓ）
的区分就是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与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的
区分。

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历史中包含一个开端

性的区分：“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ａｓ作为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区别于作为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ｓ或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ａｓ。”⑤ 对海德格尔
来说，本质与实存的区分实质上就是存在者的存

在方式的区分：即 “什么 －存在”与 “如此 －
存在”的区分。在海德格尔提出 “存在论差异”

（即存在者与存在区分）之前，本质与实存的差

异乃是在存在论上被讨论的最为普遍的差异，但

它并非是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差异”，而是存在

者的存在的机制或两个最基本的环节，所以就有

两种意义上的存在方式：本质意义上的存在与实

存意义上的存在，前者表示 “什么 －存在”，后
者表示 “如此 －存在”。⑥ 海德格尔在 《尼采》

中具体分析本质与实存或实在性与现实性的区

分。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

形而上学进展的基调，形而上学之本质开端中的

什么－存在和如此－存在就体现在柏拉图的 ｉｄｅａ
（相）和亚里士多德的 ｅｎｅｒｇｅｉａ（实现）中。在
亚里士多德那里，区分了两种存在的在场状态：

第一位意义上的在场是在如此 －存在中被表达出
来的存在，即实存。第二位意义上的在场是在什

么－存在中被追踪的存在，即本质。亚里士多德
把第一位意义上的在场状态看作 ｅｎｅｒｇｅｉａ，而这
种在场状态就是后世被称为 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ａｓ、Ｄａｓｅｉ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的东西。就此而言，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对于 ｅｓ
ｓｅｎｔｉａ具有优先地位。⑦ 因为 “现实性的本质特

征规定着可能性的本质特征。”⑧ 然而，柏拉图

则将存在之本质归于ｉｄｅａ之中。这就是，柏拉图
把ｉｄｅａ视为真实存在者，而把个别存在者看作虚
假存在者，或贬之为非存在者；相反，亚里士多

德对 “ｉｄｅａ”作了重新诠释：将之理解为形式，
并把形式视为寓于存在者之中的能和力，这就把

这个共相的 ｉｄｅａ植根于现实存在者之中。这样，
关于存在的同一本质即在场，柏拉图思之为 ｉｄｅａ
中的共性，亚里士多德则将之视为 ｅｎｅｒｇｅｉａ的个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实在性有时指存在之所是，与现象相对立，实在性独

立于现象，现象不能决定实在性，基于现象对实在性的本质看

法无论如何保持一致，实在性总是不同于现象，实在性能够超

越我们在某种条件下所产生的现象范围。有时实在性用作世界

的同义语，或指一切存在的总体，维特根斯坦就是在这个意义

上断言，世界是事实的世界，而不是事物的世界。有些哲学家

把我们的语言和感知所指涉的客观实在与意指我们的语言或思

想模式的形式实在区别开来。笛卡尔追随经院学派将实在性区

分为客观实在性与现实实在性，思想的客观实在性与思想的表

象内容相关，而现实的实在性则与独立于心灵的存在相关，这

就是说，在笛卡尔那里，客观实在性指的是对象化的什么，即

事物的本质，现实的实在性是指被实现了的什么。有时实在性

也用来指独立于我们的意识和意志的客观存在，在各种实在论

学说中也提出关于实在性的问题，实在论是一个家族相似的观

念，是指承认种种对象和属性的客观存在的各种理论。这些对

象和属性包括外在世界、数学对象、共相、理论实体、因果关

系、道德属性、他心等，其中心思想是，某些或全部这些事物

存在独立于我们的心灵，且不论我们是否知道或相信它们存在。

参阅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５７－８５８页。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３５页。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８、１３９页。
同上书，第１１０页。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４９页。
宋继杰：《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

基本问题〉引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６－
６６页。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３３－１０４３页。
同上书，第１０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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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于柏拉图决不能让个别存在者成为真正存

在者，而亚里士多德却将个别存在者纳入在场中

加以把握，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比他的老师思考得

“更希腊”，也就是更符合原初确定的存在之本

质。在这里，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取得了优先地位，但在任
何时候都没有把存在的基本特征ｉｄｅａ排除掉。①

如果说可能性与实在性相关，那么实际性是

与现实性相关。实际性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概念首先出
现在海德格尔的弗莱堡早期讲座 《存在论：实际

性的解释学》（１９２３年夏季学期讲座）中，在弗
莱堡的早期讲座中，海德格尔阐述了作为此在存

在的一种方式的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实际性）的概念：
“是我们本己的此在的存在特征，更确切地说，

这一表达系指：当下的 （Ｊｅｗｅｉｌｉｇ）这个此在”，②
“是作为其存在特征来追问的本己的此在”，③

“实际性＝当下我们本己的此在”，④ “实际性 －
存在论－存在 －当下性 －此在”。⑤ 海德格尔这
一讲座的主题就是实际性的存在 （Ｓｅｉｎ），具体
地说是实际性的人的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和它的世
界，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实际性的此在及其当下性

（Ｊｅｗｅｉｌｉｇｋｅｉｔ）中的世界。海德格尔早期的实际
性概念在后来的 《存在与时间》中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挥，他强调 “生存总是实际的生存。生存

论结构本质上是由实际性规定的。”⑥ “此在在某

种 ‘事实上的现成存在’的意义下领会着它最

本己的存在。然而自己的此在这一事实的 ‘实际

性’在存在论上却根本有别于某种岩石事实上的

搁在那里。只要此在存在，它就作为实际而存在

着。我们把此在的这一事实性称作此在的实际

性。”⑦ “实际性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的 ｆａｃｔｕｍ
ｂｒｕｔｕｍ（僵硬的事实）那样的事实性，而是存在
的一种被接纳到生存之中的…。实际之为实际的

‘它存在着’从不摆在那里，并由静观来发

现。”⑧ “此在不断地比它事实上所是的 ‘更多’。

但它从不比实际上所是的更多，因为此在的实际

性本质上包含有能在。然而此在作为可能之在也

从不更少，这是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

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⑨ 这几段话表明，海德

格尔的 “实际性”不是一般在者意义上的 “事

实性”，它不是现成的存在、不是既定的存在、

不是僵硬静观的存在，而是超越性的生存，是关

于人的 “实际生活”的此在。所以，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
这个词只与人有关，与人的世界有关，而与一般

的物无关。”瑏瑠 这说明了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与物的事实性
或实在性无关，而与人的实际生活或生活世界

相关。

三

康德在总体上继承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可能

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的存在论区分和关

联，并赋予其独特的理解。在康德文本中，可能

性 （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并非是事物客观的可能性，而
是概念的逻辑的可能性。所以，自由的可能性不

是事物实质的可能性，而是指逻辑的可能性。康

德在一个注脚中明确区分了概念的逻辑的可能性

和事物的实在的可能性：“如果概念不自相矛盾，

它就总是可能的。这就是可能性的逻辑标志，凭

借这一点，概念的对象就和 ｎｉｈｉｌｎｅｇａｔｉｖｕｍ ［否
定的无］区别开来。只是这个概念一点也不能免

于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如果这概念由以产生的综

合的客观实在性没有被特别阐明出来的话；但这

种阐明任何时候都是 （如前所述）基于可能经

验的原则之上，而不是基于分析的原理 （矛盾

律）上的。这是一个警告，即不要从概念的

（逻辑的）可能性马上推出事物的 （实在的）可

能性”。瑏瑡 关于实在性 （Ｒｅａｌｉｔｔ）概念，康德基
本上沿用传统的含义，但康德把实在性归为质的

范畴，实在性属于肯定性判断或设定，即关于事

物实事性或本质性的规定。作为知性范畴的实在

性概念是理论意义上的实在性含义，它与经验概

念和纯粹的知性概念相关，而实践意义上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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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４４－１０４５页。
海德格尔： 《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页。
同上书，第３６页。
同上书，第２５页。
同上书，第１０６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

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２２２页。
同上书，第６５页。
同上书，第１５８页。
同上书，第１７０页。
海德格尔： 《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译者序第１３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７４页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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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自由的实在性是指纯粹的理性概念。康德通

过 “理性事实”确证自由的实在性。同样，康

德区分了两种现实性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概念，即与
知觉概念相关的理论意义的现实性和与自由概念

相关的实践意义的现实性。自由的现实性就是自

由以因果性法则作用于自然并在自然中产生结

果。实际性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概念虽然没有直接出现
在康德文本中，但它与康德的感性世界或感性自

然概念是相关的。康德的感性世界或感性自然是

与超感性世界或自然相对应的概念，它就是人们

在实际生活中当下的经验世界。这种当下的经验

世界是与人的世界有关，而与一般的物无关。这

表明，康德的感性世界或感性自然不是现成的、

僵硬静观的存在，而是关于人的 “实际生活”

的当下性世界，它相当于海德格尔的 “实际性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概念：“‘实际性’概念意味着一
个 ‘在世界里边’的存在者的这样一种方式存

在于世界之中，以至于能在自己的 ‘命运’中

来领会自身，也就是将自身领会为被它在自己的

世界里边遭遇到的那些存在者们的存在所约束着

的。”① 在康德那里，自由的实际性就是自由在

感性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具体运用。

康德在创立哲学体系的同时，构建出一个有

机联系的自由理论体系。我们从自由的可能性、

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存在论维度全面考

察康德自由概念，揭示康德自由概念的内在逻辑

和存在论意蕴。康德首先论证的是自由的可能性

问题，这关涉思辨理性领域，更确切地说，它涉

及到纯粹理性的第三个二律背反 （即自然与自由

的二律背反）的问题。正如海德格尔说，“如果

我们沿着康德的第一条道路通向自由，那么我们

就会在二律背反问题中碰到自由问题。”② 在这

里，康德所捍卫和辩护的自由不是心理学意义的

自由，而是先验理念的自由，是一种不同于自然

因果性的另一种因果性，即自由因果性。这种先

验的自由只是逻辑的可能性或概念的可设想性，

即 “与自然的因果机制的相容性”。③ 因为自由

作为先验理念是不可认识的、不可理解的，它的

存在的可能性是不能直接证明的。我们只有通过

第三个二律背反的解决，即自由因果性与自然因

果性的相容和统一，而间接论证自由存在的可能

性。因为康德明确地强调，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

的，是人类理性所无法做到的，因为它超越了人

类理性的所有界限。由此，康德在 “纯粹理性的

二律背反”的第九节的后面一个段落中提醒我们

要高度注意：“我们并不想由此阐述作为包含着

我们感官世界的种种条件之原因的种种能力之一

种的自由的现实性。……此外，就连证明自由的

可能性，我们也根本没有去想，因为这也是不会

成功，原因在于，我们根本不能从纯然的先天概

念出发认识任何实在根据和因果性的可能性。在

这里，自由仅仅被当作一个先验理念来对待，通

过它，理性设想通过感性的有条件者开始显像中

的条件序列，但在这里就卷入了与自己的规律的

一种二律背反，……我们唯一能够提供的、而且

我们也唯一关切的东西是：这种二律背反所依据

的是一种纯然的假象，自然与出自自由的因果性

至少并不冲突。”④

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第三个二

律背反的解决，论证了先验自由的可能性问题。

然而，在思辨理性的领域中，先验自由仅仅是一

个的先验理念，它没有任何经验的对象，不具有

任何形式的客观实在性：“思辨理性在应用因果

性概念时需要自由，以便拯救自己，摆脱它要在

因果联结的序列中设想无条件者时就不可避免地

陷入的二律背反；但它提出这一概念 （自由－引
者）只能是或然的、并非视其为不可思维的，它

并不保证这一概念的客观实在性”。⑤ 康德在其

成熟的道德专著即 《道德形而上学》中作了进

一步概说： “自由概念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

正因为如此，它对理论哲学而言是超验的，……

但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它的实在性却通过实践

的原理得到了证明。”⑥ 这里的 “实践的原理”

就是被康德视为 “理性的事实”的道德法则。

这就是说，思辨理性只能解决自由的可能性即人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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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

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８２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ｒａｎｓ．

ｂｙＴｅｄＳａｄｌ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２，ｐ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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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１．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４９页。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

卷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康德著作

全集》卷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８页。



康德自由概念的四个存在论维度

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不能解决自由的实在

性即人的自由何以确立的问题，只有在实践理性

的领域里，才能解决自由的实在性问题，即人的

自由何以确立的问题。因为自由的实在性通过实

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法则得到确立：“如果

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

过这个事实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否认

它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都是徒劳的。”①

自由的实在性问题，是康德哲学中的重要内容，

是康德捍卫和辩护自由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它关

系到 “康德哲学体系的内在统一性”。② 关于自

由的实在性确证，康德先后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

奠基》和 《实践理性批判》采取不同的策略进

行论述，即康德在前者中试图通过自由和道德法

则的演绎来确立自由的实在性，然而，这种演绎

因存在 “隐蔽的循环”而以失败告终。康德在

后者中通过道德法则这一个 “理性的事实”直

接确证了自由的实在性。

康德通过 “理性的事实”所确立的自由的

实在性只是揭示了自由的实践的实事性或本质

性，实际上是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进一步论证。与

自由的实在性相比，自由的现实性具有自己的独

特内涵，它是康德捍卫和辩护自由的第三个存在

论维度。从词义上看，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现实性）源
于动词 ｗｉｒｋｅｎ（活动、作用、生效），所以，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一个作用关系的概念，亦即因果性
概念，它只有在一事物实效于另一事物的关系中

才能获得理解，在这种作用关系中，必然产生效

应或效果。这种由活动和作用所产生的效应或效

果就是该事物的现实性。对康德来说，自由的现

实性只有在实践意义上才得以理解。但是，这种

实践意义不是纯粹的实践理性意义上的，而是一

般的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

判》的前言区分了 “纯粹的实践理性”和 “一

般的实践理性”，其中， “一般的实践理性”既

具有实践理性的先验性，又具有其经验性。自由

的现实性就是将实践理性的先验性和经验性的综

合。确切地说，自由的现实性就是指先验的自由

作用于经验的自然、并在其中产生效应和结果。

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对自由的现实性

作了经典的表述：“自身不需要任何辩护理由的

道德法则不仅证明了自由的可能性，而且在认识

到这一法则对自己有约束力 （ｚüｇｅｌｎ）的存在者

身上证明了它的现实性”。③ 在这里，“不需要任

何辩护理由的道德法则”是指道德法则作为自由

法则不需要任何演绎，它自身就是一个 “理性的

事实”，这种理性的事实不仅证实了自由的 “可

能性”，而且证明了自由的 “现实性”。在这里，

“自由的现实性”不是通过道德法则直接实现

的，而是认识到道德法则对自己 “有约束力”，

这种 “约束”既体现了道德法则的强制性和绝

对性，又表明了道德法则实际上就是自由因果性

法则，即道德法则或自由法则在有限的存在者身

上产生效应或效果。概言之，所谓自由的现实性

就是指自由法则如何与自然发生效应，在自然中

产生效果，亦即自由与自然是如何和谐统一的问

题。在康德那里，自由的现实性在一般实践理性

中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实践判断力模型论中

的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德福一致的至善中的

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反思判断力中的自由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和历史的合目的性原理中的自由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的现实

性既体现了自由的先验性，又体现了自由的经验

性，但是，自由的现实性既不是先验意义的自

由，也不是心理学意义的自由，而是自由的先验

性和经验性的综合的结果，这种综合是以 “非对

称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的，即自由与自然的

关系是不对称的，亦即自由作用于自然、并在自

然中产生效果，而不是相反。④

康德先后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和现实性

三个存在论维度考察了康德的自由概念。然而，

康德对自由概念的捍卫和辩护并没有止步，而是

将其自由运用到实际生活的经验世界中，从而使

自由的经验性获得具体展现。因为从康德的整个

哲学体系来说、尤其从康德自由概念的内在逻辑

来看，自由的可能性和实在性都是在先验性层面

上加以论证的，自由的现实性虽然开始触及到自

由的经验性层面，但它仍然是以先验性的自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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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

卷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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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非对称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作用于经验性的自然

而实现的。在这里，自由的先验性仍处于支配地

位，唯有自由的实际性即自由在感性世界或生活

世界中具体运用，才真正体现了自由的经验性。

从自由的实际性与自由的现实性关系来说，自由

的实际性是对自由的现实性的补充说明，是康德

捍卫和辩护自由的不可或缺的存在论维度。对康

德来说，自由的实际性在经验世界或生活世界中

的运用，不仅表现在人的审美活动中，而且还体

现在人的道德行为、人性的根本恶和人类历史政

治等方面。

四

综上所述，我们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

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存在论维度考察了康德自由

概念的全貌，揭示出了康德自由概念的内在逻辑

和存在论意蕴。康德的自由概念具有自身的逻辑

路径。具体而言，第一个维度是康德通过纯粹理

性的第三个二律背反的解决，即自由与自然的相

容性的论证，间接地证明了自由的可能性。第二

个维度是康德在意识到道德法则和自由的 “隐蔽

的循环”之后，通过道德法则这一 “理性的事

实”而直接证实了自由的实在性。第三个维度是

康德将先验性的自由以非对称的自上而下的方式

作用于经验性的自然并在自然中产生结果，亦即

实现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论证自由的现

实性。自由的实际性是指自由在感性世界或经验

世界中所产生现实结果，即自由在感性世界或经

验世界中的具体运用。如果说，自由的实在性是

对自由的可能性进一步论证，那么，自由的实际

性是对自由的现实性的补充说明。

康德的自由概念具有自身的逻辑特征，即从

形而上到形而下、从本体到现象，从先验层面到

经验层面。如果说，自由的可能性和实在性纯粹

从形而上层面、本体层面、先验层面来捍卫和辩

护自由的，其中自由的可能性是从纯粹思辨理性

的第三个二律背反来捍卫和辩护自由，自由的实

在性是从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来捍卫和辩护

自由；那么，自由的现实性则将自由的先验性和

经验性相结合来捍卫和辩护自由概念，由此，自

由开始从先验性向经验性过渡。然而，唯有自由

的实际性即自由在感性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运用

才充分显现自由的经验性。概言之，康德的自由

概念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当然，这种

双向性是非对称的，即形而上、本体和先验层面

的自由优先于形而下、现象和经验层面的自由。

一方面，康德从形而上、本体和先验层面来捍卫

和辩护自由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自由的形而

下、现象和经验的层面，另一方面，康德所论及

自由的形而下、现象和经验层面，是以形而上、

本体和先验层面为逻辑前提。

康德的自由概念不是认识论意义的自由，而

是存在论意义的自由。康德的存在论意义自由揭

示了人的自由的本质，亦即人的存在的价值、尊

严、责任和权利。因为这种存在论意义的自由不

在于理论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而在于实

践理性的确立。在康德那里，人的自由的本质不

是人的理论理性所体现的主体性原则，而是人的

实践理性所体现的人的本相存在，即人的自由存

在。也就是说，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因为实

践理性是基础的、原初的，它先行地为我们的一

切行为提供价值根据，同时，它也是人类自由的

终极价值基础。在康德看来，人虽具有种种的感

性自然的特点，但从本质来说，人是自由自在的

存在者。因此他不会满足于做一个自然存在物，

他必然思考人生的价值、尊严、责任和权利等道

德本体问题。人类对自身道德本体的终极关怀有

利于为人类文明确定某种价值取向，有利于为科

学技术这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确立目

的、价值和方向。如果人类对这种实践理性的缺

失，那么科学技术越发达，人类面临的危机就越

大。两百多年前的康德已经知道理论理性或工具

理性的局限和不足，从而强调人类实践理性及其

自由的重要性，并意识到人类向往的自由王国不

应当是一个技术王国，而应是一个道德王国，在

这种道德王国中，人的自由体现了人格的伟大和

道德崇高。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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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汪聂才

【摘要】奥古斯丁对灵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 “物质主义”到 “精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出现离不开 “柏拉

图学派的书籍”（ｌｉｂｒｉ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ｏｒｕｍ）的影响。在此之前，奥古斯丁认为天主和灵魂都是物质。主要在普罗提诺的影响

下，奥古斯丁认识到灵魂是无形的、精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与普罗提诺不同的是，奥古斯丁认为灵魂不

具有神圣本性，同万物一样是被造物。对灵魂本质认识的转变，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关键词】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灵魂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６５－０７

　　灵魂是圣奥古斯丁思想中仅次于上帝的核心
概念。在 《论秩序》（ＤｅＯｒｄｉｎｅ）中他认为，哲
学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关于灵魂，一个关

于上帝”①。关于灵魂的知识，是奥古斯丁寻求

智慧的核心，他希望通过认识人的灵魂而寻得天

主。正如他在 《独语录》 （Ｓｏｌｉｌｏｑｕｉａ）中宣称的
那样，“我渴望知道天主和灵魂”，除此之外别

无其他②。然而，众所周知，奥古斯丁曾深受摩

尼教的物质主义和二元论影响，并且一直困惑于

恶的普遍性问题，后来又陷入了学园派怀疑主

义。在 《忏悔录》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ｅｓ）卷五章十中他
承认，在那时 （３８４年）他还认为天主和灵魂是
“一团物质”，这成为他 “不可避免的错误的主

要而几乎唯一的原因”。３８６年夏天，他开始在
米兰阅读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 （ｌｉｂｒｉ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ｏ
ｒｕｍ，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ｅｓ７９、２０）”。３８７年复活节，奥
古斯丁领洗，皈依了大公教。在３８６－３８８年间，
他写下了三篇有关天主和灵魂问题的对话录：

《独语录》（３８６）、《论灵魂的不朽》（Ｄｅｉｍｍｏｒ
ｔａｌｉｔ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ｅ）（３８７）和 《论灵魂的宏量》（Ｄ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ｅ）（３８８）。正是在这三篇对话录

中奥古斯丁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灵魂思想，并逐渐

成熟③。在其中奥古斯丁认为灵魂是无形的、精

神性的，灵魂赋有理性而且不朽。奥古斯丁对灵

魂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 “物质主义”到 “精

神性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所阅读的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不无关系。由此可见，新

柏拉图主义的灵魂思想促使奥古斯丁逐步成熟他

自己的灵魂思想。

奥古斯丁为何会阅读 “柏拉图学派的书

籍”？阅读之后又受到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文

本研究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然后，本文得出的结

论主要强调新柏拉图主义的书籍令奥古斯丁认识

到灵魂的精神性特征，从而使其灵魂思想乃至其

个人的信仰发生了重大转向。

一、阅读新柏拉图主义书籍的

个人和历史背景

１．转向新柏拉图主义
奥古斯丁一生中有过多次 “转变” （ｃｏ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而且都与柏拉图主义有关。３７３年，１９岁

５６

 作者简介：汪聂才 （１９８１— ），男，（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宗教理论与基督教哲学方向。
①　 “Ｅｘｃｉｐｉｔｅｎｉｍｈａｎｃｅｒｕｄｉｔｉｏｎｅｍｉａｍｉｐｓ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ｅｔｉｎｅａｎｉｈｉｌｐｌｕｓｉｎｖｅｎｉｅｔｑｕａｍｑｕｉｄｓｉｔｕｎｕｍ，ｓｅｄｌｏｎｇｅａｌｔｉｕｓｌｏｎｇｅ

ｑｕｅｄｉｖｉｎｉｕｓ．Ｃｕｉｕｓｄｕｐｌｅｘｑｕａｅｓｔｉｏｅｓｔ：ｕｎａｄｅａｎｉｍａ，ａｌｔｅｒａｄｅＤｅｏ．”本文所用奥古斯丁引文：《独语录》采用成官泯译 《论自由意志

———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忏悔录》采用周士良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其他著作均
由本文作者译自拉丁原文。奥古斯丁著作拉丁原文采用 Ｐａｔｒｏｌｏｇｉａｅｃｕｒｓ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Ｌａｔｉｎａ（ＰＬ）版本，来自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ｉｔ／ｌａｔｉｎｏ／，该网站收录了目前发现的奥古斯丁所有著作的拉丁文版和意大利文版。

②　 “Ｄｅｕｍｅｔａｎｉｍａｍｓｃｉｒｅｃｕｐｉｏ．”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Ｓｏｌｉｌｏｑｕｉａ，Ι２７，ＰＬ３２。
③　ＧｅｒａｒｄＯＤａｌｙ，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ｉ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ｒａｌｄ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１９８７，ｐ９．实际上，《论灵魂的不朽》是一篇未完成的

论文，不过人们通常将它视为奥古斯丁早期诸多对话录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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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奥古斯丁读完西塞罗的 《荷尔顿西乌斯》

（Ｈｏｒｔｅｎｓｉｕｓ，已失传），发生第一次转变，从世俗
生活转向哲学，转向追求不朽的智慧，这篇文章

促使他 “爱好、追求、获致并坚持智慧本身”

（《忏悔录》卷三章四）。后来由于对 “恶的起

源”的困惑，奥古斯丁做了九年摩尼教的 “听

讲者 （ｈｅａｒｅｒ）”，陷于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和物
质主义思想，无法认识天主和灵魂。然而，摩尼

教的善恶二元论并不能令他彻底接受，因为一切

都是天主创造的，如果恶也是实体，那就是说恶

也是天主创造的。奥古斯丁因为自幼在其母亲虔

诚的公教信仰影响下，认为至善的神是不会创造

出恶的本体的。之后，奥古斯丁渐渐陷入怀疑主

义，“认为当时所称 ‘学园派’哲学家的识见高

于这些人，他们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识

真理”———因而对人能通过理性而达到真理产生

怀疑，于是不再留恋于摩尼教并最终脱离摩尼教

（《忏悔录》卷五章十、十四）。正如蒂利希得出

的结论：陷入怀疑主义，一方面使奥古斯丁接受

了启示，另一方面也促使他转向深入灵魂的内在

中心①。而正是对内在灵魂和天主的追问，把他

引向新柏拉图主义，并通过了解新柏拉图主义和

基督宗教传统而形成自己的灵魂思想。阅读 “柏

拉图学派的书籍”，促成奥古斯丁思想上的另一

次重要 “转变”，使他开始认识到天主和灵魂的

精神性和不朽性。

另外，教会权威们的思想与传统也促成了这

一 “转变”。早期教会的护教士们为了使基督宗

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为了使帝国上至皇

帝、下至百姓都接受基督宗教，为了吸引更多的

知识份子，更重要的是为了在与罗马多神教和希

腊罗马哲学的论战中取胜，有选择地吸取了希腊

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的诸多思想。护教士

们视柏拉图为他们的眼睛，把他看作是 “所有希

腊人当中最像神学家的人”，因为 “柏拉图曾教

导世界来自神并要返回到神那里去，因为神是造

物主，是光和至善”②，护教士们很自然地从柏

拉图身上感受到一种基督宗教信仰的共鸣。从亚

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Ｐｈｉｌｏ）（虽则是犹太教哲学
家却是基督宗教哲学的先驱）、殉教者查斯丁

（Ｊ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ｔｙｒ），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和
奥利金都曾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且逐渐形

成了一场基督宗教柏拉图主义运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ｍ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③。从查斯丁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看出，“柏拉图主义为查斯丁成为基督徒预

备了条件，并使皈依成了水到渠成之事。”④ 奥

利金则是普罗提诺 （Ｐｌｏｔｉｎｕｓ）的师兄，曾向柏
拉图主义者阿摩尼乌斯 （Ａｍｍｏｎｉｕｓ）学习哲学。

基督宗教和柏拉图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这两大相互作用的传统，对于促进不同的思想都

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彼特 · 布朗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ｏｗｎ）指出，“对于一个基督宗教柏拉图主义者
来说，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很自然地聚集在基督宗

教精神之中。两者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两者都是

彻底超俗的 （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ｌｙ）：基督曾说 ‘我的国

不属于这世界’；柏拉图就其理念的王国也说过

同样的话。”⑤ 从查斯丁到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

神学家们，都试图将 “λογο”与 《约翰福音》

序言中的 “Λογο”联系起来；奥利金借用希腊
语的 “ùπóστǎσι（本体）”与 “存在”的关系，

来说明基督宗教中圣父与圣子是形态不同的同一

个上帝。

当时的米兰也正经历着基督宗教柏拉图主义

运动。在去世前加入公教会的罗马修辞学教授维

克托利努斯 （ＭａｒｉｕｓＶｉｃｔｏｒｉｎｕｓ），曾将普罗提诺
和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奥

古斯丁所阅读的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即是由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保罗·蒂利希： 《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４页。
ＶｉｒｇｉｎｉｅＭａｙｅｔ，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ｅｔｌｅｓｅｎｓｄｕ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ｍｅｃｈｅｚｓａｉｎｔ

Ａｕｇｕｓｉｎ， 参 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ｏｃ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ａｔｈｅｎｓ／Ｏｒａｃｌｅ／３０９９／
ＳＡＰｌａｔｏｎｈｔｍ

恩德·冯·伊凡卡 （ＥｎｄｒｅＶｏｎＩｖａｎｋａ）在 《基督教柏

拉图主义》中说 “标志着第一个千年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独特现

象在于，它以柏拉图主义作为其哲学表述的形式和世界图景的

框架，以此来阐明那启示的真理，换句话说，这即是基督教柏

拉图主义。”参见安德鲁·洛思：《神学的灵泉———基督教神秘

主义传统的起源》，孙毅、游冠辉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３页。
章雪富、石敏敏： 《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３页。
ＰｅｔｅｒＢｒｏｗｎ，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ｏｆＨｉｐｐｏ，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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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翻译而成。这位维克托利努斯， “耆年博学，

精通各种自由学术，而且批判过许多哲学著作”

（《忏悔录》卷八章二），在当时影响颇深，他的

译著进一步推动了基督宗教柏拉图主义运动。

此外，米兰主教安波罗修 （Ａｍｂｒｏｓｅ）以及
他的 “精神导师”和授洗者辛普利齐亚努斯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ａｎｕｓ），也都试图将柏拉图主义与基督
宗教结合起来。安波罗修对奥古斯丁的影响远比

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多多了。他不仅用奥利金的

寓意解经法帮奥古斯丁解答 《旧约》中的一些

疑难文字问题，而且将一些崭新的观念介绍给奥

古斯丁：他认为人就是他自己的灵魂，身体只是

一件 “破旧的外衣”，是灵魂的工具①。他还将

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思想，例如灵魂的精神本

性，介绍给奥古斯丁。在安波罗修以及另一位基

督宗教柏拉图主义者泰奥多卢斯 （ＭａｎｌｉｕｓＴｈｅ
ｏｄｏｒｕｓ）的影响下，奥古斯丁 “开始认识到不仅

上帝而且人类的灵魂都不可能是物质的。于是，

他开始阅读新柏拉图主义者———尤其是普罗提诺

———的作品，并逐渐理解和接受存在着非物质的

实体、而且要比由感官感知到的物质和有形的东

西更有价值。”②

因此，由于奥古斯丁个人的思想发展需要一

些思想资源来促使他转向灵魂的内在中心，加上

基督宗教内部的柏拉图主义运动和当时基督宗教

的权威们的影响，都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并开始阅

读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

２．普罗提诺，还是波菲利？
然而，奥古斯丁在 《忏悔录》中并没有点

明这些书籍，甚至在批判这些书籍时，引用的也

是 《圣经》中相关段落而非原著本身。因此，

他阅读的到底是哪些 “柏拉图学派的书籍”、他

们的作者是谁，我们无从得知。关于这个问题，

西方学者讨论了一个多世纪也无定论。有一大批

学者认为奥古斯丁阅读的是普罗提诺的 《九章

集》，另一些学者则倾向认为所读的是其学生波

菲利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的著作③。
在弄清楚到底是哪些书籍之前，我们有必要

了解奥古斯丁所说的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ｉ”到底指的是哪
些人。按碧翠斯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的分析，奥古斯丁

用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ｉ”这一术语指的是与他差不多同时
代的一群柏拉图的追随者，包括三个希腊人：普

罗提诺 （２０５－２７０）、杨布里克 （Ｉａｍｂｌｉｃｈｕｓ）
（２４５－３２４）、波菲利 （２３３－３０５）；一个非洲
人：阿普列乌斯 （ＡｐｕｌｅｉｕｓＡｆｅｒ）。排除奥古斯丁
在其作品中从没有引用过的杨布里克和他的老乡

阿普列乌斯，就只有普罗提诺和波菲利了。虽然

我 们 现 在 称 他 们 为 “新 柏 拉 图 学 派

（Ｎｅｏ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ｔｓ）”，然而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同时
代的是都称他们为 “柏拉图学派 （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ｔｓ，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ｉ）”，以表明他们是柏拉图的直接继承
者④。因此，这里的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ｉ”指的是新柏拉
图主义者，具体的书籍则主要是普罗提诺和波菲

利的作品。

普罗提诺是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完全在

希腊化的基础上着手解决哲学变成宗教趋势的问

题，他的学说被称为 “新柏拉图主义”⑤。在奥

古斯丁看来，普罗提诺简直就是柏拉图的化身，

甚至认为他的灵魂与柏拉图的非常接近⑥。普罗

提诺的著作，由其弟子波菲利按九个一组的原则

编纂而成 《九章集》 （Ｅｎｎｅａｄｓ）。波菲利，则被
奥古斯丁认为是 “最博学的 （ｄｏｃｔｉｓｓｉｍｕｓ）”、
“最著名的异教哲学家”。他的著作 《论灵魂的

回归》（Ｄ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ｕＡｎｉｍａｅ），在当时影响颇深，
被认为是米兰宗教生活的座右铭⑦。

虽然奥古斯丁没有指明他所阅读的新柏拉图

主义书籍是哪些，但从他早期的对话录中，我们

可以发现对普罗提诺 《九章集》中相关篇章的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ｅｔｅｒＢｒｏｗｎ，前揭，ｐ７５．
ＪｏｓｅｐｈＭ．Ｃｏｌｌｅ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Ｓｏｕｌ，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ｒｉｔｅｒｓＮｏ９，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ｔｈｅＮｅｗｍａｎ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ｐ３．

Ｐ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ｏＢｅａｔｒｉｃｅ，Ｑｕｏｓｄａｍ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ｏｒｕｍ Ｌｉｂｒｏｓ：ｔｈｅ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ｉｎＭｉｌａｎ，Ｖｉｇｉｔｉａ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ｅ４３
（１９８９），ｐ２４８．前 者 包 括 Ｌ．Ｇｒａｎｄｅｏｒｇｅ，Ｐ．Ａｌｆａｒｉｃ，Ｊ．
Ｎｒｒｅｇａａｒｄ，Ｐ．Ｈｅｎｒｙ，Ｍ．Ｔｅｓｔａｒｄ，Ｐ．Ｈａｄｏｔ，Ｒ．Ｊ．ＯＣｏｎｎｅｌｌ
等，后者则以ＰｉｅｒｒｅＣｏｕｒｃｅｌｌｅ为代表。

ＰｅｔｅｒＢｒｏｗｎ，前揭，ｐ８２．
文德尔班： 《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北京：

商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８７页。
ＰｅｔｅｒＢｒｏｗｎ，前揭，ｐ８２。奥古斯丁原文参见 Ｃｏｎｔｒ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ｏｓ．Ⅲ，１８，４１。
ＰｅｔｅｒＢｒｏｗｎ，前揭，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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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在后来的 《上帝之城》中，更是大量引

用普罗提诺 《九章集》中的内容①。当然，波菲

利的作品也不能被忽视。普罗提诺的作品都是由

波菲利编纂并注释的。除了上文提及的 《论灵魂

的回归》之外，他还有另一部作品 《来自神谕

的哲学》（Ｄ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ｘＯｒａｃｕｌｉｓＨａｕｒｉｅｎｄａ），
他在其中引用了柏拉图多处论及灵魂的两篇对话

录：《斐德诺》和 《斐多》。因而，奥古斯丁通

过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作品也了解到柏拉图的灵

魂思想。然而，波菲利的作品大多已经失传，我

们只能对照普罗提诺的 《九章集》中对于灵魂

的相关论述来探究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对奥古斯丁

灵魂思想的具体影响。

二、普罗提诺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１．灵魂定义
在 《论灵魂的宏量》中，奥古斯丁的朋友

埃沃迪乌斯 （Ｅｖｏｄｉｕｓ）一开始就向他提出了六
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灵魂来自哪里？”。在回

答这个问题时，奥古斯丁一开始就承认，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ａｍｖｅｒｏｅｉｕｓｎｏｍｉｎａｒｅｎｏｎｐｏｓｓｕｍ（我不能恰
当地说出它的本质）”②。奥古斯丁不能确切地说

出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但在后面的对话中，他还

是尝试着给 “灵魂”下了一个定义：

你应该想起来你问的第一个问题———灵魂来

自哪里？我也想起我们谈论了两个方面：首先，

我们讨论了它所属的领域；其次， ［我们讨论

了］它是否由土、火、或者什么其他的元素构

成，或者是否由所有这些元素构成，或者是否由

它们中的几种构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达成共

识：询问灵魂从哪里来的并不比询问土或者其他

单一元素来自哪里更有意义。虽然天主创造了灵

魂，但是要知道它有着自己特定的本质，它既不

是由土，也不是由火、也不是由气、也不是由水

构成；除非我们非得认为天主将土独有的特性给

予土，却没有将灵魂独有的特性给予灵魂。然

而，如果你想要给灵魂下定义，并因此询问———

灵魂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在我看来，它是

赋有理性的特殊实体，以适应对身体的支配。③

奥古斯丁这一有名的 “灵魂”定义，特别

是最后的 “ｒｅｇｅｎｄｏｃｏｒｐｏｒｉ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ａ” （以适

应对身体的支配），明显表现出它的新柏拉图主

义的特征。奥古斯丁认为灵魂是一特殊实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它有着自己独有的特性。这些特性
大多来自新柏拉图主义对灵魂的论述，奥古斯丁

接受了它们。但是，奥古斯丁接受哲学家们的思

想，是为了更好地论证基督宗教的真理，因此他

的灵魂观念要在基督宗教的 《圣经》传统和教

会权威们的思想脉络之中。

２．灵魂的精神性
公元３８４年奥古斯丁抵达米兰时，还并不认

识天主和灵魂的精神性。关于天主的本性问题，

是当时困扰他的三大问题之一。当奥古斯丁阅读

到普罗提诺关于三大神圣实体和灵魂的神圣本性

的论述时，他一定感到茅塞顿开，眼前为之

一亮。

奥古斯丁在给灵魂下定义之前所言他们已经

谈论的 “两个方面”，指的是在 《论灵魂的宏

量》开篇对 “灵魂来自哪里”这一问题的回答

的两个方面：

我相信，灵魂确切的居所和故乡是创造了它

的天主自己。但是，我不能恰当地说出它的本质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因为我不认为它出自一些通常众人
皆知的、与身体的感官相联系的性质。我认为灵

魂不是由土、水、气、火构成，也不是由所有这

些元素或者它们的任何组合构成。如果你问我，

８６

①

②
③

Ｐ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ｏＢｅａｔｒｉｃｅ在前引文章的注释 ２７－３６给出了
《九章集》与 《上帝之城》相关的内容的具体对照。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Ｄ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ｅ，１２，ＰＬ３２．
同上，１３．２２．“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ｉｅｎｉｍｔｅｑｕａｅｓｉｓｓｅｐｒｉｍｉｔｕｓ，ｕｎ

ｄｅｅｓｓｅｔ：ｑｕｏｄｄｕｏｂｕｓｍｏｄｉｓａｎｏｂｉｓ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ｍｅｓｓｅｍｅｍｉｎｉ，ｕｎｏ，ｑｕｏ
ｑｕａｓｉｄｅｒｅｇｉｏｎｅｅｉｕｓｑｕａｅｓｉｔｕｍｅｓｔ；ａｌｔｅｒｏ，ｕｔｒｕｍｎａｍｅｘｔｅｒｒａ，ｖｅｌｉｇ
ｎｅ，ｖｅｌａｌｉｏｑｕｏｐｉａｍｉｓｔｏｒｕｍ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ｕｍｅｓｓｅｔ，ｖｅｌｅｘｏｍｎｉｂｕｓ，ｖｅｌ
ｅｘａｌｉｑｕｉｂｕｓｈｏｒｕｍ．Ｉｎｑｕａｑｕａｅｓ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ｏｓ，ｎｏｎｍａｇｉｓ
ｈｏｃｑｕａｅｒｅｎｄｕｍｅｓｓｅｑｕａｍｕｎｄｅｓｉｔｔｅｒｒａ，ｖｅｌｓｉｑｕｏｄａｌｉｕ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ｏ
ｒｕｍｓｉｎｇｕｌｏｒｕ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ｇｅｎｄｕｍｅｓｔｅｎｉｍｑｕａｍｑｕａｍＤｅｕｓｆｅｃｅｒｉｔａｎｉ
ｍｕｍ，ｈａｂｅｒｅｉｌｌｕｍｃｅｒｔａｍ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ｍ，ｑｕａｅｎｅｑｕｅｔｅｒｒｅｎａ，ｎｅｑｕｅｉｇ
ｎｅａ，ｎｅｑｕｅａｅｒｉａｓｉｔ，ｎｅｑｕｅｈｕｍｉｄａ：ｎｉｓｉｆｏｒｔ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ｎｄｕｍｅｓｔＤｅｕｍ
ｔｅｒｒａｅｄｅｄｉｓｓｅｕｔｎｉｈｉｌａｌｉｕｄｓｉｔｑｕａｍｔｅｒｒａ，ｅｔｎｏｎｄｅｄｉｓｓｅａｎｉｍｏｕｔｎｉ
ｈｉｌａｌｉｕｄｑｕａｍａｎｉｍｕｓｓｉｔ．Ｓｉａｕｔｅｍｄｅｆｉｎｉｒｉｔｉｂｉａｎｉｍｕｍｖｉｓ，ｅｔｉｄｅｏ
ｑｕａｅｒｉｓｑｕｉｄｓｉｔａｎｉｍｕｓ；ｆａｃｉｌｅ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ｏ．Ｎａｍｍｉｈｉｖｉｄｅｔｕｒｅｓｓｅ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ａｑｕａｅｄａｍ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ａｒｔｉｃｅｐｓ，ｒｅｇｅｎｄｏｃｏｒｐｏｒｉ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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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树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会说出那最有名的四

个元素，应该相信所有类似的事物都是由它们构

成的。然而，如果你要继续追问这土———或水或

气或火———又是由什么构成的，我发现我就什么

也回答不了了。同样，当被问及人是由什么构成

时，我可以回答说：由灵魂和身体。再次，你要

询问身体的构成时，我就再一次求助于那四大元

素。然而，至于你提出的关于灵魂———因为它似

乎是某种单纯的东西而且有其自己的本质———的

问题，同你提出 “土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令我

尴尬。①

灵魂作为单纯实体，其所属的领域是天主，

它是天主按自己的 “肖像”创造出来赋予人类

的，因而灵魂具有与天主相似的性质。其次，灵

魂不是出自与身体感官相联系的物质，因此灵魂

又是无形的、非物质的。上述引文中，奥古斯丁

指出灵魂不是由四大元素中的一个或者几个，或

者所有元素构成的。只有物质是由四大元素构

成，灵魂不是由元素构成，因此灵魂不是物质

的，它没有广延和形体。灵魂的无形和非物质

性，表明了灵魂的精神性、灵性特征。

我们从普罗提诺的 《九章集》中也同样

发现：

灵魂并不是通过成为某物的形式而存在，它

是一种实体，它的存在不是来源于躯体，而是在

它进入这个特定躯体之前就已经存在②。

科勒兰 （ＪｏｓｅｐｈＭ．Ｃｏｌｌｅｒａｎ）在 《论灵魂的

宏量》英译本的注释中指出，奥古斯丁在这里使

用的 “Ｐａｔｒｉａ”无法不令人联想到普罗提诺在
《九章集》Ι６８中的一句话：“我们的故乡，就
是我们所来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父所在的地

方。”③ 普罗提诺认为灵魂来自神圣的上层世界，

并且指向神圣的上层世界，最后到达至善，也就

是太一、第一神。当然，普罗提诺的 “我们的

父”并非奥古斯丁所使用的基督宗教意义上的

“我们的天父”、 “天主”，但也是唯一的、至善

的，也是创造万物并超越万物的第一原理。

在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思想中，灵魂神圣本

性的观念是他们学说的重要而且核心的部分。他

们不仅像其他的柏拉图主义者一样认为灵魂不

朽，有着无始无终的生命，而且认为灵魂有着神

圣的本性。太一生育理智 （νου），理智以同样
方式生育灵魂，理智要凝视太一，灵魂要凝视理

智。普罗提诺说 “理智既是灵魂的父亲，又内在

于灵魂之中，因此它使灵魂一直保持神性”④。

灵魂创造了万物，赋予它们生命，灵魂是不会朽

坏、不会变化的，它既是统一的，又是普遍的。

“既然灵魂如此可敬，如此神圣，可以肯定，靠

了它的存在，你必能到达神，有了这种动力，你

必走向神”⑤。在普罗提诺看来，灵魂是联系可

理知世界 （上层世界）和可感知世界 （下层世

界）的中介，它可以通过凝视理智而达到理智，

借助理智沉思而看见至善的太一，因为至善没有

排除在灵魂之外。灵魂通过认识自身的神圣，认

识自身的精神性而达到至善，回到神圣的可理知

世界。

在 《论灵魂的宏量》中，虽然埃沃迪乌斯

向奥古斯丁提出了六个问题，但奥古斯丁主要思

考和回答的是第三个问题——— “ｑｕａｎｔａｓｉｔａｎｉｍａ
？（灵魂有多大？）”从３４节开始提出他自己的
观点：灵魂没有形体上的大小。然后 ３４－４５
节提出消极论证：即便灵魂没有形体，并不意味

着它不是实体，例如正义和空气。４６－１５１５则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１．２，“Ｐｒｏｐｒｉａｍｑｕａｍｄａｍ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ｍａｎｉｍａｅａｃ
ｐａｔｒｉａｍＤｅｕｍｉｐｓｕｍｃｒｅｄｏｅｓｓｅａｑｕｏｃｒｅａｔａｅｓ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ｍｖｅｒｏｅｉｕｓ
ｎｏｍｉｎａｒｅｎｏｎｐｏｓｓｕｍ：ｎｏｎｅｎｉｍｅａｍｐｕｔｏｅｓｓｅｅｘｉｉｓｕｓｉｔａｔｉｓｎｏｔｉｓｑｕｅ
ｎａｔｕｒｉｓ，ｑｕａｓｉｓｔｉｓｃｏｒｐｏｒｉｓｓｅｎｓｉｂｕｓｔａｎｇｉｍｕｓ．Ｎａｍｎｅｑｕｅｅｘｔｅｒｒａ，
ｎｅｑｕｅｅｘａｑｕａ，ｎｅｑｕｅｅｘａｅｒｅ，ｎｅｑｕｅｅｘｉｇｎｉ，ｎｅｑｕｅｅｘｈｉｓｏｍｎｉｂｕｓ，
ｎｅｑｕｅｅｘａｌｉｑｕｉｂｕｓｈｏｒｕｍｃｏｎｉｕｎｃｔｉｓｃｏｎｓｔａｒｅａｎｉｍａｍｐｕｔｏ．Ｓｅｄｑｕｅ
ｍａｄｍｏｄｕｍｓｉｅｘｍｅｑｕａｅｒｅｒｅｓ，ａｒｂｏｒｉｓｔａｅｘｑｕｉｂｕｓｃｏｎｓｔｅｔ，ｎｏｔｉｓｓｉｍａ
ｉｓｔ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ｑｕａｔｕｏｒｎｏｍｉｎａｒｅｍ，ｅｘｑｕｉｂｕｓｏｍｎｉａｔａｌｉａｃｏｎｓｔａｒｅｃｒｅ
ｄｅｎｄｕｍｅｓｔ；ｐｏｒｒｏｓｉｐｅｒｇｅｒｅｓｑｕａｅｒｅｒｅ，ｕｎｄｅｉｐｓａｔｅｒｒａ，ｖｅｌａｑｕａ，ｖｅｌ
ａｅｒ，ｖｅｌｉｇｎｉｓｃｏｎｓｔｅｎｔ，ｎｉｈｉｌｉａｍｑｕｏｄｄｉｃｅｒｅｍｒｅｐｅｒｉｒｅｍ：ｓｉｃｃｕｍ
ｑｕａｅｒｉｔｕｒｅｘｑｕｉｂｕｓｓｉｔｈｏｍｏ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ｕｓ，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ｅｐｏｓｓｕｍ，ｅｘａｎｉ
ｍａｅｔｃｏｒｐｏｒｅ；ｒｕｒｓｕｍｄｅｃｏｒｐｏｒｅｓｉｑｕａｅｒａｓ，ａｄｉｌｌ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ｑｕａｔｕ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ａｍ；ｄｅａｎｉｍａｖｅｒｏｑｕａｅｒｅｎｔｉｔｉｂｉ，ｃｕｍｓｉｍｐｌｅｘｑｕｉｄｄａｍｅｔｐｒｏｐ
ｒｉａ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ｖｉｄ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ｅ，ｎｏｎａｌｉｔｅｒｈａｅｒｅａｍａｃｓｉｑｕａｅｒａｓ，ｕｔ
ｄｉｃｔｕｍｅｓｔ，ｕｎｄｅｓｉｔｔｅｒｒａ．”

普罗提诺：《九章集》，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６页。
ＪｏｓｅｐｈＭ．Ｃｏｌｌｅｒａｎ，前揭，ｐ１９３．普罗提诺的引文，据

科勒兰英文引文翻译。此处是对拉丁文 “Ｐａｔｒｉａ”的一语双关。
“Ｐａｔｒｉａ”指 “祖国 （ｆａｔｈｅｒｌａｎｄ）”，与 “父亲 （ｐａｔｅｒ）”同源。

普罗提诺，前揭，第５４８页。
同上，第５４７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提出积极论证：灵魂必然是精神的，以保存它在

不同身体上的记忆图像和抽象化的度量。在此，

奥古斯丁通过抽象的几何知识来证明灵魂是精神

的，“我们因之而看到无形的事物的灵魂，就应

该既不是与形体的相类似，也不是形体的”①。

１５２６－３２６９节，他回答了各种质疑，例如：灵
魂是否随年龄而增长？体力的增长、感觉和活体

解剖能不能证明灵魂有广延？奥古斯丁的回答都

是否定的。３３７０－３６８０节是结论部分，奥古斯
丁指出灵魂的大小不是空间广延和时间上的大

小，而是指在力量和能力上的大小，是精神性力

量的大小。

接着他描述了灵魂力量的七个等级，这部分

是这本书中论述最精彩也最令人称道的部分。第

一等级是植物生命，是人与动物、植物所共有的

生长的力量；第二等级是感性生命，只有人和动

物共有，包括感性知觉、运动、专注、意识等

等。奥古斯丁从瓦罗 （Ｖａｒｒｏ）那里知道灵魂三
个等级的区分，这前两个等级与瓦罗的区分一

样，而对瓦罗的最高等级第三个等级奥古斯丁则

做了更详细、复杂的分析。第二等级之后的都属

于理性的部分，奥古斯丁将这一部分分成五个等

级。第三等级是人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技艺，包

括各种科学和艺术上的记忆与技能、语言、推测

等等。美德和公正 （ｉｕｓｔｉｔｉａ）是第四等级，它有
使灵魂通过自我净化而向天主提升的力量，但同

时它也有害怕死亡和再度堕落的危险的缺陷。净

化之后的灵魂达到第五等级，拥有绝对的喜悦，

不再有害怕和担忧。接下来，对真理和完善的渴

望和沉思，这是第六等级。最后，在对真理的沉

思中达到与天主的结合，这是灵魂最高的等级也

是它真正的住所。因此，灵魂的伟大不在于占有

空间的大小，而在于它的精神性和神圣性的力

量，能使自身超越身体甚至宇宙，在沉思真理中

达到与天主的结合。这就是灵魂伟大的力量之所

在，那唯一能超越于灵魂之上的只有天主自己。

后来，在一本诠释 《创世纪》的书中，奥

古斯丁直接指出：

现在，我不能对灵魂———天主通过吹入他自

己的形象将灵魂赋予人类———做出任何断言，除

了认为它来自天主，但不是天主的实体而是无形

体，也就是说，不是身体而是精神。②

奥古斯丁在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后，

牢牢抓住了灵魂的精神性作为其最基本的学说之

一，不曾改变。虽然，奥古斯丁对灵魂通过自我

净化、超越身体和宇宙、在沉思真理中达到最后

的真正居所———天主的描述，我们可以从柏拉

图、普罗提诺那里可以看到相似的表达和描述，

但奥古斯丁对于灵魂精神本性的理解与柏拉图、

新柏拉图主义有着重要的区别。普罗提诺赋予

“神圣的灵魂”永远不变、无罪的特性，灵魂赋

予世界以生命。然而，依据阿姆斯特朗 （Ａ．Ｈ．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的看法，虽然奥古斯丁与其他的基督
宗教柏拉图主义者同样认为灵魂具有精神性，但

他与尼撒的格列高利 （ＧｒｅｇｏｒｙｏｆＮｙｓｓａ）都坚持
认为灵魂是受造物，不是天主的一部分，而且强

调它虽然是所有受造物中最高的、天使般的造

物，但也有所有受造物所固有的易变、易犯罪的

本性［１５］。新柏拉图主义延续着希腊的传统，以

精神和物质之别来看待灵魂与物质世界的不同以

及它与诸神的相似。然而奥古斯丁则循着基督宗

教的思想，以造主和被造物之别、灵魂内有与天

主相似的肖像来看待灵魂与天主、灵魂与世界的

关系。

３．灵魂赋有理性并且不朽
实际上，灵魂精神力量的后五个等级都属于

理性的部分，说明灵魂如奥古斯丁的定义所言

“是赋有理性的特殊实体”。灵魂正是通过理性，

而发现自己、净化自己，通过理性而沉思真理，

达到自己真正的居所。

灵魂赋有理性，用以支配身体。这一思想源

自柏拉图，普罗提诺则按照柏拉图的划分方法，

将世界分为可理知的世界和可感知的世界，灵魂

０７

①

②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Ｄ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ｅ，１３．２２，ＰＬ３２．“ｏｐｏｒｔｅｔ
ａｎｉｍｕｍｑｕｏｖｉｄｅｍｕｓｉｌｌａ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ｌｉ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ｕｍｃｏｒｐｕｓｖｅｎｏｎｅｓｓｅ．”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ＤｅＧｅｎｅｓｉａｌｉｔｔｅｒａｍⅫⅦ２８４３，ＰＬ３４．
“Ｎｕｎｃｔａｍｅｎｄｅａｎｉｍａ，ｑｕａｍＤｅｕｓｉｎｓｐｉｒａｖｉｔｈｏｍｉｎｉｓｕｆｆｌａｎｄｏｉｎｅｉｕｓ
ｆａｃｉｅｍ，ｎｉｈｉ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ｏ，ｎｉｓｉｑｕｉａｅｘＤｅｏｓｉｃｅｓｔ，ｕｔｎｏｎｓｉ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
Ｄｅｉ；ｅｔｓｉｔ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ｉｄｅｓｔ，ｎｏｎｓｉｔｃｏｒｐｕｓ，ｓｅｄｓｐｉｒｉｔｕｓ．”



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属于 “可理知者之列”①。灵魂具有许多能力，

“思考、感知、推论、渴求、监督以及其他智性

活动”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智能力，人的灵

魂通过理智能力而支配身体和物质自然。奥古斯

丁继承这一传统，也将灵魂分为两个部分：理性

部分，包括心灵、理解和意志；非理性部分，包

括记忆、感性知觉、欲望等。他在谈论灵魂时，

虽然有时用词不同———ａｎｉｍａ、ａｎｉｍｕｓ③，但一般
都是指人的灵魂，指有理性的灵魂。在 《论灵魂

的宏量》中除了长篇论述灵魂精神力量之外，奥

古斯丁还多次提到灵魂与理性，认为灵魂 “更卓

越和几乎独有的方面即是理性自身，通过它灵魂

努力发现自己”④。在 《论灵魂的不朽》中，奥

古斯丁同样推崇理性的重要，认为 “理性肯定要

么就是灵魂要么就在灵魂之内”⑤。

与灵魂的精神性相关的另一特性是灵魂不

朽。奥古斯丁在 《独语录》和 《论灵魂的不朽》

中都证明了灵魂的不朽。在 《论灵魂的不朽》

开篇，奥古斯丁就说由于灵魂内拥有永存的原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因而灵魂也是永存的。在 《独语

录》中他提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说 “伟大的

哲学家们宣称过提供生命的事物无论在哪里也不

会在自身接受死亡”⑥。普罗提诺将柏拉图在

《斐德诺》中的这一观点，做了详细的论述：

“灵魂是 ‘运动的源泉’，是其他事物运动的原

因，它自己则是自动的；灵魂赋予接受灵魂的躯

体以生命，它自己的生命则是自有的，并且永不

消失，因为它拥有的是自身的生命。”⑦

奥古斯丁接受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灵魂赋予生

命因而永恒的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证明作

为补充。他虽然认为灵魂不朽，但并不赞同普罗

提诺的观点认为灵魂是永恒不变的。虽然灵魂会

发生一些突然的变化，但并不会发生实质上的变

化，因而它还是不朽的。由于 《论灵魂的不朽》

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奥古斯丁未能详细展开这

一论述。

三、结　语

如同柏拉图未能清楚地构思灵魂本性的统一

性一样⑧，奥古斯丁也未能解决精神性的灵魂与

物质性的身体这一结合物的本性问题，也就是说

灵魂和身体两个实体如何在人身上得以统一的问

题。因此，他自己也认为不能确切地说出灵魂的

本质，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他还是

描述了灵魂的属性，认为灵魂是无形的、没有广

延的、精神性的，是不会朽坏、不可分割、有活

力而且不可见的实体。我们已经看到，奥古斯丁

从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思想中汲取资源，并以基

督宗教的传统和他自己对真理和天主的渴望、追

求对这一思想资源加以批判，形成自己的灵魂思

想，使基督宗教的灵魂思想更加哲学化。

在奥古斯丁追寻真理和天主的旅程中，灵魂

思想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这样的认

识旅程在奥古斯丁阅读和了解新柏拉图主义之

前，是无法想象的。奥古斯丁从新柏拉图主义那

里接受了灵魂精神性的观点，则又是其灵魂思想

成熟的关键所在。因为灵魂的精神性，使得灵魂

可以超越身体、赋有理性、净化自身、沉思真理

的力量。因此，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

想的影响，特别是其对灵魂精神性的认识，使得

他完成了自己思想发展的一个 “转向”。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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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前揭，第３７３页。
同上，第５１１页。
两词同源，但词性与用法词义不同。 “ａｎｉｍａ”是阴性

名词，通常指包括植物、动物和人都拥有的赋有生命原则的灵

魂；“ａｎｉｍｕｓ”则是阳性名词，指有理性的人的灵魂。前者在外
延上涵盖后者。在 《论灵魂的宏量》中，除了５．８节和第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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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引用的定义中用的就是 “ａｎｉｍ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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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ｉｏｒｅｔｐｅｎｅｓｏｌｕｓａｓｐｅｃｔｕｓｅｓｔｉｐｓａｒａｔｉｏｑｕａｅｔｉａｍｓｅｉｎｖｅｎｉ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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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ｃｔｏａｕｔａｎｉｍｕｓｅｓｔａｕｔｉｎａｎｉｍｏ．”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Ｓｏｌｉｌｏｑｕｉａ，１３２３，ＰＬ３２．
普罗提诺，前揭，第５１６页。
文德尔班，前揭，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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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 －庞蒂、怀特海与当代科学论

孟　强

【摘要】２０世纪，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与科学论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似乎是三个孤立的哲学事件。
通过考察梅洛－庞蒂与科学论各自的历史嬗变，本文将论证晚期梅洛 －庞蒂的存在论转向与当代科学论远离社会建构
论属于同一种运动，即放弃康德式的主体主义。最终，它们不约而同地聚合于怀特海的形而上学。这并非巧合而具有

思维的必然性。本文最后主张，我们应该放弃现代哲学的认识论偏见，恢复形而上学的 “第一哲学”地位。

【关键词】梅洛－庞蒂；肉身存在论；科学论；怀特海；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７２－０６

　　２０世纪，梅洛 －庞蒂的现象学、怀特海的
形而上学与科学论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似乎是三个
孤立的哲学事件。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和海德
格尔的影响，是波澜壮阔的 “现象学运动”的

健将。怀特海是世纪之交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

家和哲学家，曾经名噪一时，但由于与随后的哲

学气质格格不入而长期被边缘化。科学论兴起于

７０年代，它凭借激进的社会建构论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立场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发起强有
力的冲击，细致入微的经验案例研究构成了它的

独特风格。无论从思想渊源、研究方法，还是哲

学野心、精神秉性上，这三者都显得风马牛不相

及。果真如此吗？

５０年代之后，梅洛 －庞蒂的思想发生了很
大的转变。这集中表现在他对 《知觉现象学》

进行了自我批判，并着力构想一种崭新的 “肉身

存在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我们发现，怀特
海不仅构成了晚期梅洛－庞蒂的思想资源，而且
肉身存在论与过程形而上学存在惊人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当代科学论逐渐远离了早期的社会建

构论，并表现出强烈的存在论取向。拉图尔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皮克林 （Ａｎｄｒｅｗ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哈
拉维 （ＤｏｎｎａＨａｒａｗａｙ）和芭拉德 （ＫａｒｅｎＢａｒａｄ）
等人明确主张，社会建构论作为激进的认识论进

路不足以对纷繁复杂的科学实践提供合理的解

释。科学隶属于存在，而非存在的表象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对于当代科学论而言，怀特海的形而

上学亦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因此，看似孤立的三

个哲学事件并不孤立：晚期梅洛－庞蒂与当代科
学论不约而同地汇聚于怀特海的形而上学。对

此，本文将尝试做一番考察。

一、《知觉现象学》及其不满

在 《知觉现象学》中，梅洛 －庞蒂直指最
核心、最基础的哲学问题，即主体与客体、自然

与文化、事实与价值、心灵与世界等一系列二元

论。二元论是近现代哲学的主导性范式，在此背

景下衍生出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是以科学为

楷模的、外向的客观主义，二是以康德为代表

的、内向的主观主义。显然，《知觉现象学》想

在此之外寻找一条新的哲学路线。那么，这条路

线是什么？如何通达？是否取得了成功？

毋庸置疑，梅洛 －庞蒂的灵感来自胡塞尔。
对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胡塞尔曾尝试用意向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加以弥合。在梅洛 －庞蒂看来，
胡塞尔并未获得预期效果。先验现象学回到了观

念论传统：对象变成了先验意识的相关物，世界

的存在被还原为世界的意义。但是，１９３９年的
卢汶之旅让梅洛－庞蒂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熟知的
胡塞尔，即强调 “自然的世界概念”和 “生活

世界”的晚期胡塞尔， 《知觉现象学》由此定

调。概而言之，梅洛－庞蒂从晚期胡塞尔引出的
哲学路线是有关前反思知觉的现象学。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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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哲学力图获得彻底性和透明性，

并期望在确定性的基础上构造整个世界，笛卡

尔、康德、胡塞尔概莫能外。梅洛 －庞蒂认为，
这个追求彻底性的反思概念本身是不彻底的，因

为它忽略了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我们不仅必须

采取反思的态度———在牢不可破的我思 （ｃｏｇｉｔｏ）
中，而且也必须对这种反思进行反思，理解其自

然处境”。① 什么是自然处境？梅洛 －庞蒂的回
答是：知觉场 （或现象场）。知觉场先于一切理

论、判断、反思和对象化。“知觉不是关于世界

的科学，甚至不是一项活动以及有意采取某种立

场，它是所有活动得以呈现的背景，这些活动均

预设了知觉”。② 知觉场与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

（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颇为相似，都意指先于主客
体二元性并使之成为可能的非二元结构。但与海

德格尔不同，梅洛 －庞蒂更强调身体的重要性。
循着上述思路，《知觉现象学》重构了主体、世

界、时空、我思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并为现象学

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尽管 《知觉现象学》取得了巨大成功，我

们依然想追问：《知觉现象学》是否真正完成了

自己的理论使命即克服二元论？很遗憾，梅洛 －
庞蒂本人后来作了否定回答。１９５９年一则研究
笔记这样写道：“《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问题

是不可解决的，因为我是从区别 ‘意识’和

‘客体’开始进入这些问题的”。③ 个中缘由不难

理解，《知觉现象学》很大程度上只重新规定了

主体的内涵，并未真正放弃主体主义。为了与意

识哲学划清界限，梅洛－庞蒂用身体主体取代了
意识主体。然而，身体主体依然是主体。在胡塞

尔那里，现象是呈现在先验意识中的一切东西，

世界是意识的相关物。在梅洛－庞蒂那里，现象
则是通过身体的能动性参与呈现出来的一切东

西，世界是身体的相关物。尽管主体性的内涵发

生了变化，基本的哲学架构被全盘保留下来。因

此，５０年代以后，梅洛 －庞蒂开始有意识地与
现象学保持必要的距离，甚至主张 “抗拒现象学

的东西”也应占据一席之地。④

二、肉身存在论

何谓 “抗拒现象学的东西”？概而言之，它

是以 “肉身”（ｆｌｅｓｈ）为终极范畴的存在论。如
前所述，《知觉现象学》致力于意识哲学批判。

后来，梅洛－庞蒂逐渐认识到，不进入到存在论
或形而上学层面是不可能真正摆脱二元论的。⑤

《知觉现象学》之所以失败，正在于它没有展开

存在论的反思和重构工作。所以，晚期梅洛－庞
蒂转向了存在论。那么，什么是肉身存在论？它

能否摆脱二元论形而上学？又何以是 “抗拒现象

学的”？

首先，《知觉现象学》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它

对知觉和身体的研究毫无价值。相反，它们在肉

身存在论中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知觉主体首先是

身体性存在，身体既不是纯粹的意识，也不是纯

粹的对象。它的重要特征是可逆性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
ｔｙ）：当我的左手触摸右手，它既是右手的触摸
者，也能被右手触摸。可见，身体是非二元论范

畴，它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的某种统一性。然而，

《知觉现象学》认为，可逆性首先是知觉主体的

特性，被知觉的世界并非如此。１９６１年，梅洛
－庞蒂在 《眼与心》中表达了新存在论的精神。

在论及绘画时他说，“在画家与可见者之间，角

色不可避免地相互颠倒，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画家

都说过万物在注视着他们”。⑥ 现在，可逆性不

再是身体主体的专利，被知觉的世界同样如此。

不仅知觉主体是身体性存在，一切存在者都具有

身体性。这样，身体性存在与非身体性存在的二

元性便为可逆性的一元性所取代。这就是所谓的

“世界的肉身” （ｆｌ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肉身”是
晚期梅洛－庞蒂的核心概念，但它的意义却相当
模糊。据考证，肉身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

肉身是万物的 “始基”、世界的本质。第二，它

意指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与世界关系的肉体性。第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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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它意味着可逆性。①

肉身存在论实质性地修正了 《知觉现象学》

的方向。《知觉现象学》解构了笛卡尔式的古典

二元论，却制造了新的二元论———身体性存在与

非身体性存在。新存在论主张，肉身是存在的始

基，主体与客体是由相同的材料构成的。这样，

二元论形而上学便失去了根据，近代以来被撕裂

的世界在肉身范畴的基础上重新实现统一。肉身

存在论本质上是 “抵抗现象学的”。晚期梅洛 －
庞蒂选择了一条与现象学相反的路线：只有基于

世界的肉身性，知觉主体的身体性才能得到解

释。世界不再是身体的相关物。反之，知觉主体

的身体性只是世界肉身性的特例。对于现象学来

说，肉身存在论的取向无疑是陌生的。尽管肉身

存在论起源于现象学，但原则上是 “抗拒现象学

的东西”，甚至是一种 “非现象学”。

三、“非现象学”与怀特海

很可惜，在肉身存在论尚处草创阶段，梅洛

－庞蒂便不幸离世。许多核心议题没来得及展
开，“肉身”、“可逆”、“交织”等新术语有待进

一步澄清。然而，在肉身存在论的指向上，梅洛

－庞蒂并不孤独。对二元论持批判立场的形而上
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远至斯宾诺莎、莱布尼

茨、谢林，近至柏格森、怀特海。然而，２０世
纪哲学带有鲜明的反形而上学色彩，这是人所共

知的。在此背景下，上述传统被长期边缘化，甚

至被遗忘。晚期梅洛 －庞蒂的 “肉身存在论”

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形而上

学的意义和价值。

毋庸置疑，谢林与柏格森是梅洛－庞蒂津津
乐道的两位思想家。然而，关于怀特海与梅洛 －
庞蒂的关系，情况远不那么明朗。一般，人们很

难将二者相提并论。他们一位是影响深远的现象

学运动的健将，一位是曾经声名远播、现已被遗

忘的形而上学体系构造者。但事实上，怀特海对

于梅洛－庞蒂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这不仅因
为怀特海是他的灵感之源，更因为未完成的肉身

存在论 “可以在怀特海的过程形而上学中得到充

分的解释”。②

关于梅洛－庞蒂与怀特海的关系，一直缺乏

足够的文献支持。据考证，能够支持晚期梅洛 －
庞蒂与怀特海思想相似性的只有三条证据。第

一，从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法兰西讲座主题》可知，
１９５６－５７年梅洛 －庞蒂的法兰西讲座的题目是
“自然的概念”，该讲座提到怀特海的著名观点

即自然是一个过程。第二，两位思想家均认为自

己的哲学是对近代科学和哲学、伽利略－笛卡尔
式的物理学以及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的反动。

第三，他们都受到柏格森和实用主义的积极影

响。１９９５年，随着法兰西讲座 《自然》的出版，

相关的证据得到了极大强化。在１９５６－５７年讲
座 “自然的概念”的第二部分第三章 “怀特海

的自然观念”中，梅洛－庞蒂以赞赏的态度详细
讨论了怀特海的自然哲学。这部分内容证明，梅

洛－庞蒂仔细阅读过怀特海的 《自然的概念》、

《自然与生命》等著作，并参考了让·瓦尔

（ＪｅａｎＷａｈｌ）的相关研究。在 “怀特海的自然观

念”中，梅洛 －庞蒂讨论了以下几个主题：第
一，怀特海对以拉普拉斯为代表的经典时空观的

批判；第二，自然是一个过程，并包含着内在能

动性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第三，世界的终极实体
是事件 （ｅｖｅｎｔ）；第四，必须拒绝 “自然的分

叉”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ｅ）即二元论的世界观；
第五，自然既不是思维的相关物，也不是主体。

仅凭 《自然》中短短十页的内容，显然尚

不足以在晚期梅洛－庞蒂与怀特海之间建立起什
么关系。尽管如此，两位思想家在取向上具有惊

人的一致性。第一，梅洛－庞蒂和怀特海面临着
相同的问题处境，即克服 “自然的分叉”：主体

／客体、心灵／世界、事实／价值、第一性质／第二
性质。第二，他们认为这是认识论哲学无法解决

的。认识论本身是自然分叉的产物。倘若不设定

认知主体与对象的二元性，认识论就不成其为认

识论。第三，克服二元论应当采取存在论或形而

上学的路线。“自然的分叉”本质上属于形而上

学范畴。因此，当务之急是构造一种更加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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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３７－１４８．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ｍｒｉｃｋ，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Ｈ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ｉ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ｅｄｓ．ＪａｎｕｓｚＰｏｌａｎｏｗｓｋｉａｎｄＤｏｎａｌｄＳｈｅｒｂｕｒ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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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第四，这意味着他们自觉采取了 “后

康德式的”思维。哲学不应以主体为中心，必须

重新赋予形而上学以合法性，将存在问题视为哲

学的第一问题。第五，认识论问题应当回溯到存

在论层面，“我能知道什么”最终归属于 “存在

是什么”。第六，肉身存在论与过程形而上学均

主张，存在具有能动性。“能动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ａ
ｎａｔｕｒａｎｓ）与 “被动的自然” （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ｔａ）
具有内在统一性。

四、当代科学论的后社会建构论嬗变

现在把目光转向科学论。提起科学论，人们

立刻会联想到 “科学的社会建构”、 “技术的社

会建构”等等。确实，社会建构论是这个新兴的

跨学科领域最醒目的标签。多年来，社会建构论

既是科学论研究者引以为傲的犀利武器，也是主

流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的梦

魇。但无论怎样，作为一种激进的认识论进路，

社会建构论正在成为过去。如今，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开始谈论存在论或形而上学。譬如，拉图尔

说 “我的真正兴趣是形而上学”①，皮克林倡导

一种不同于二元论存在论的 “生成存在论”（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ｅｃｏｍｉｎｇ）②，哈拉维将 “赛博格” （ｃｙ
ｂｏｒｇ）视为超越自然／文化二元性的存在论 “元

范畴”（ｍｅｔａｃａｔｅｇｏｒｙ），芭拉德敦促我们 “深入

理解科学实践的存在论维度”③。那么，当代科

学论究竟发生了什么？社会建构论何以成了问

题？存在论为何被不断提及？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场著名

的论战。上世纪 ９０年代末，布鲁尔 （Ｄａｖｉｄ
Ｂｌｏｏｒ）与拉图尔之间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外
人可能会迷惑，这两位均是科学论的领军人物，

怎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原则性冲突呢？通常，人

们将二人统一贴上 “社会建构论”的标签，似

乎他们在基本立场是一致的。然而，事实远非如

此。１９９２年，拉图尔发表 “社会转向之后的新

转向”，对他与布鲁尔之间的哲学分歧进行了清

算。布鲁尔也不甘示弱，１９９９年发表长文 “反

拉图尔”，发起全面反击。那么，二者的根本分

歧在哪里？

在 《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提出了

著名的 “对称性”原则。对称性的意思是，我

们不能仅仅对错误的知识进行社会学解释，而把

正确的知识留给逻辑推理。对于正确和错误的知

识，要作对称性的理解，把知识社会学贯彻到

底。强纲领之所以强，正在于它主张将科学知识

也纳入到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宣告了科学知

识社会学 （ＳＳＫ）和社会建构论的诞生。拉图尔
认为，相比于主流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对称性

原则确实是一大进步。然而，布鲁尔还不够彻

底，因为他未能对 “社会建构论”的 “社会”

概念进行反思，仅简单地将其设定为在先的解释

要素。科学实在论主张客观实在决定知识的真

假，而社会建构论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科学是社

会建构的。这两种哲学表面上针锋相对，实际上

都是二元论哲学的后裔，非对称性哲学的后裔。

拉图尔说道，“在我们这块不大的研究领域，布

鲁尔的著作标志着这种非对称性哲学达到了高

潮。作为 《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信徒，布鲁

尔把杜尔凯姆式的社会结构指派过来，占据了

‘日心说’中的 ‘心’那个位置。”④ 为什么说

布鲁尔是 《纯粹理性批判》的忠实信徒？出于

对科学实在论这一前康德主义的不满，布鲁尔照

搬康德的哲学架构，力主将哲学的中心转移到

“社会”上。布鲁尔与康德的唯一区别在于，前

者用 “社会”取代了后者的 “我思”。

布鲁尔不同意拉图尔的分析，认为这是对强

纲领的严重误解。强纲领并不主张科学纯粹是社

会建构的，自然的经验输入对于科学举足轻重。

“在强纲领之内，没有任何需要或倾向来否认科

学家观察到的东西具有精确和详尽的特征”。⑤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ｉｎＣｈａ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ｓ．ＤｏｎＩｈｄｅａｎｄＥｖａｎＳｅｌｉｎｇｅｒ，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
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６．

ＡｎｄｒｅｗＰｉｃｋｅｉｎｇ，Ｎｅ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ｇｌｅｉｎ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ｅｄｓ．Ａｎｄｒｅｗ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ＫｅｉｔｈＧｕｚｉｋ，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３．

ＫａｒｅｎＢａｒａｄ，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Ｈａｌｆｗａｙ：ＱｕａｎｔｕｍＰｈｙｓ
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４３．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ＯｎｅＭｏｒｅＴｕｒ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Ｔｕｒｎ…，ｉｎ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ＭａｒｉｏＢｉａｇｉｏｌｉ，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９，ｐ２８０．

布鲁尔：《反拉图尔》， 《世界哲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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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强纲领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表

面看，布鲁尔的话很有道理，实则不然。在康德

那里，现象固然是物自体与范畴的综合，但我们

能够反思的只是范畴，物自体超越了认识的合法

边界，它的作用仅仅是为了确保康德不跌入唯心

主义。布鲁尔对感知经验的强调与康德设定物自

体如出一辙，尽管他不否认自然的作用，但对于

自然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布鲁尔原则上是无

法解答的，正如康德不能告诉我们物自体是什么

一样。

这场论战将社会建构论的康德主义基础一览

无余地呈现出来。与康德一样，社会建构论主张

客体应当围绕主体转，因而紧密追随 “哥白尼式

的革命”。与康德不同，社会建构论认为哲学的

终极基础不是 “我思”而是 “社会”，为知识的

客观有效性奠基的不是先天范畴之类的主体性根

据，而是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学

根据。社会建构论有激进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

面。激进之处在于，知识的社会构造必然导致认

识论的相对主义。保守之处在于，它毫无批判地

继承了康德哲学的精神，继承了 “自然的分叉”

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

立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正是这一点成为行动

者网络理论 （ＡＮＴ）、科学的文化研究、女性主
义科学哲学以及实验室研究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的攻击目标，并为科学论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

力。９０年代以后，皮克林有意识地远离前期社
会建构论立场，并倡导科学实践的 “抵抗与适应

的辩证法”；女性主义哲学家芭拉德力主超越科

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两难选择，发展出统合

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能动实在论 （ａｇ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ａｌ
ｉｓｍ）；哈拉维提出了一个超越自然／文化二元对
立的基础存在论范畴——— “赛博格”；拉图尔以

行动者网络为基础勾勒出一幅人与非人 （ｎｏｎｈｕ
ｍａｎ）相对称的非现代性 （ｎ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图景。
这些工作与社会建构论渐行渐远，知识与存在、

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等二元结构遭到拆解，

并被科学论远远抛在身后。

五、“哥白尼式的反革命”与怀特海

那么，后社会建构论时代的科学论呈现出何

种形态？它与怀特海又有怎样的关系？对此，拉

图尔的回答最具代表性。这不仅因为他精准地揭

示出社会建构论的康德主义本质，而且为当代科

学论开辟了后康德主义空间。据此，当代科学论

许多重要的工作均可得到合理的阐释。在拉图尔

看来，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表面上势如水

火，其实都是二元论传统的子嗣，自然与社会的

二元性构成了它们的共同前提。通过 “哥白尼式

的反革命”（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①，拉
图尔成功寻找到 “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条后康

德式的形而上学路线，并直指怀特海。

什么是 “哥白尼式的反革命”？众所周知，

康德的哲学被称为 “哥白尼式的革命”。这场革

命的本质是参照系的转换：主体取代客体成为哲

学的中心。“哥白尼式的反革命”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它是对 “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反动，

即放弃让客体围绕主体转的哲学路线；另一方

面，既然它号称是 “哥白尼式的”，便意味着哲

学参照系将再次发生转移。转移到哪里？在拉图

尔看来，哲学既不能围绕客体转，也不能围绕主

体转，而应当专注于主体与客体的居间地带即经

验杂多的现象世界，赋予现象世界以优先性，并

从中间解释两端。请看下图：

什么是现象世界？在拉图尔看来，现象世界

是一个包含所有存在者及其相互作用在内的宇宙

（ｃｏｓｍｏｓ）———他称之为 “集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集体”的一切成员都是 “行动者” （ａｃｔａｎｔ）。
在 《行动中的科学》中，拉图尔有意生造了 ａｃｔ
ａｎｔ这个词，以区别于人本主义色彩浓厚的ａｃｔｏｒ。
后来，他又借用了米歇尔·塞尔 （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ｒｒｅｓ）
的准主体和准客体概念。准主体和准客体是介于

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之间的东西。相比于客

６７

①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１９９３，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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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它们更具建构性；相比于主体，它们更具实

在性。现象世界即是由行动者或准主体、准客体

构成的宇宙，是诸行动者在其中相互作用、相互

构造的生成性世界。拉图尔提供的这条后康德主

义的形而上学路线既可以解释当代科学论的许多

重要工作，而且为科学论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皮克林的 “实践的绞合” （ｍａｎｇｌｅ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芭拉德的 “能动实在论”（ａｇｅｎｔｉａｌｒｅ
ａｌｉｓｍ）、哈拉维的 “赛博格宣言”以及劳斯 （Ｊｏ
ｓｅｐｈＲｏｕｓｅ）的科学实践哲学，很大程度上都采
取了动态的、过程性的形而上学立场，尽管他们

各自的表述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之，当代科学

论已经放弃了认识论范式，转向了形而上学。

这与怀特海有何关联？不难发现，“哥白尼

式的反革命”所开辟的形而上学空间与怀特海的

过程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第一，它们均试图

弥合 “自然的分叉”。第二，它们都是对康德主

义的反动。当代科学论对社会建构论的背离，很

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对康德主义的反动。怀特海的

形而上学也具有类似取向，“有机体哲学是康德

哲学的颠倒”。① 第三，它们都认为，知识不是

关于存在的表象，而是存在的一部分。因此，拉

图尔提倡将知识 “祛认识论化并重新存在论

化”②，怀特海则认为认识论上的困难只有诉诸

存在论才是可解决的。第四，它们都同意生成决

定存在。在当代科学论中，科学实践被认为是一

个诸异质性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只有参照

此类过程，实在、知识、真理、事实等等才能得

到恰当的理解。怀特海更为明确地提倡 “过程原

理”：存在什么取决于如何生成。第五，它们都

要求 “用具体解释抽象”———通过描述生成的

过程来解释存在。第六，这意味着实体形而上学

是不可能的。生成决定存在的路线原则上否定了

一切实体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包括二元论形而上

学。第七，世界具有能动性，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ｔａ与
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ｎ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原则上是
对近代分裂的世界观的拒斥。出于上述思想亲和

性，拉图尔对怀特海推崇备至，认为他是２０世
纪最伟大的哲学家。③

六、结语：复兴形而上学

回到文章开头。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怀特

海的形而上学与当代科学论表面上看风牛马不相

及。本文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晚期梅洛 －
庞蒂的存在论转向与当代科学论对社会建构论的

背离，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种运动，即放弃康德

式的主体主义范式。与此同时，这两条路线最终

汇聚于怀特海。这不是什么巧合，因为怀特海的

思维本质上是后康德式的。在２０世纪，怀特海
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人物。凭借出色的数学、逻辑

和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他曾经享有盛誉。不幸的

是，在逝世之后，人们迅速将其遗忘。特别是，

他的宏大形而上学体系长期遭到抵制。这与 ２０
世纪哲学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取向有着莫大的关

系。但是，晚期梅洛－庞蒂与后社会建构论时代
的科学论告诉我们，怀特海并未过时。

近代科学革命以来，思想家们一直饱受 “自

然的分叉”的折磨。在此背景下，你可以选择冰

冷无情的客观主义，但必须忍受 “意义的失

落”；你也可以选择含情脉脉的主观主义，但必

须忍受 “世界的失落”。现象学始于对科学客观

主义的不满，科学论始于对朴素的科学实在论的

厌恶，它们共同踏上了一条主观主义之路。梅洛

－庞蒂的 “非现象学”与拉图尔的 “哥白尼式

的反革命”证明，这条康德式的主观主义道路是

一条死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投

入客观主义的怀抱。反之，必须从根本上弥合

“自然的分叉”，构想出一幅非二元论的形而上

学图景。尽管这幅图景并不必然是怀特海式的，

但他确实为此作出了表率。认识论是二元论的产

物，绝不是它的克服。无论怎样，近代以来作为

“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应当重新让位于形而上学。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７

①

②

③

Ａｌｆｒｅｄ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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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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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明细论视阈的技艺人专业化发展

姚红玉　刘粤钳

【摘要】本文以逻辑明细论为工具分析了技艺人的专业化发展。技艺人的专业化发展就是他获得制作技艺的过程，其

实质是他逐步获得了专业化的逻辑明细论推理模式。该过程需要技艺人主体内化专业技艺和知识，是技艺人不可逾越

的发展阶段。在技艺人专业化发展中应避免工具主义对人的异化。

【关键词】技艺人；专业化发展；逻辑明细论；工具理性；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７８－０６

　　１９９１年，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 （Ｍａｘ
Ｆｒｉｓｃｈ）去世。同年，德国导演沃克·施隆多夫
（ＶｏｌｋｅｒＳｃｈｌｎｄｏｒｆｆ）将弗里施的著名哲理小说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①拍成了同名影片，大获成功，成为
ＪＤＦ（Ｊｕｎｇ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Ｆｉｌｍ，德国新浪潮电影）
的尾声代表作之一。

片中主人公 ＷａｌｔｅｒＦａｂｅｒ是个非常优秀的工
程技术人才，在长期且大量的制作工作中，他不

但获得了技艺，完美地实现了专业化发展，而且

被专业化的逻辑思维模式所主宰。Ｆａｂｅｒ信奉人
的活动不过仅仅是生理和物理反应，而精确无误

的数学计算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Ｆａｂｅｒ
的生活失去了明确目的，精神空虚，得过且过。

一次海轮上的邂逅使已过中年的 Ｆａｂｅｒ与早年和
女友Ｈａｎｎａ所生的亲生女儿 Ｓａｂｅｔｈ陷入乱伦之
恋，最终父女两人都撒手人寰。

不难看出，以提升制作技艺为唯一目的的长

期的专业化发展，使得 Ｆａｂｅｒ丧失了人的情感和
道德，堕入了专业化发展的极端，变成了只剩下

逻辑判断和推理的机器。在笔者看来，这种科技

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异化，正在发生并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Ｆａｂｅｒ对自然的厌恶、对生命的漠视和
对爱情在内的各种人际社交关系的贬斥都源于技

艺人对工具理性无节制的膜拜。

本文基于心智哲学，从逻辑推理的角度分析

了技艺人专业化发展，认为技艺人获得制作技艺

的专业化发展的本质是他逐步获得了专业化的逻

辑明细论推理模式。该过程需要技艺人主体的反

思与内化，是技艺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在技

艺人专业化发展中应避免工具主义推理对人的

异化。

一、会说话的制作工具———技艺人

目前，拉丁词汇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被国内翻译界较
一致地译作 “技艺人”。

据文献记载，最早使用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这词汇的
人是失明的古罗马监察官克劳狄 （ＡｐｐｉｕｓＣｌａｕｄｉ
ｕｓＣａｅｃｕｓ，３４０Ｂ．Ｃ． －２７３Ｂ．Ｃ．），他广为
人知的一句名言是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ｓｕａｅｑｕｉｓｑｕｅｆｏｒ
ｔｕｎａｅ（人是自身命运的建造者）”。这里的 ｈｏｍｏ
ｆａｂｅｒ虽然泛指人，但已经蕴含了工匠的含义。

柏格森第一次明确地将技艺人定义为由其所

制造的工具反过来赋予的存在。技艺人的概念被

工具界定了，技艺人开始具有了与工具相关联的

内涵。作为过程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将变迁

本身看成为不可分割的本体，所以他说：“倘若

界定人类这个物种时，我们能够摆脱人类的全部

高傲，并严格把握历史及史前时期向我们表明的

人类及智力的那些稳定特征，我们也许就不应当

将人类界定为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智人），而应当
界定为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 （制造工具的人）了。总

８７

 作者简介：姚红玉 （１９７３—），女，吉林珲春人，理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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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贝儿》，江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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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从似乎是其原初的特征看，智力就是一种制

作人造对象 （尤其是制作用以制作工具的工具）

的机能，就是一种对这种制造品进行无限变化的

机能。”①

为了摆脱自身学说中过度的基督教神学色

彩，舍勒把劳动和工具缝合成了技艺人。舍勒强

调由 “生活 －亲历 （Ｅｒｌｅｂｅｎ）”构成的 “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在具象化的过程中具备动态性，因此
他说：“如果 ‘工作’是文化和科学的源泉……

人就不是一种 ‘ａｎｉｍ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理性的动物），
而毋宁说是一种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 （匠人）了———

他并不因为他是有理性的，才拥有双手和发挥抓

握功能的拇指，毋宁说，他是由于具有双手，由

于他学会了如何把这些器官当作工具来加以延伸

以及由于他最终学会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并不存

在双手的情况下同样可能有所作为，才变成了理

性的动物”②，也正是因为工具和劳动不可分割

地让人成为了人，“人就其本质而言是 ‘ｈｏｍｏｆａ
ｂｅｒ＇（匠人）：他是一种能够制造工具和指号的存
在。”③ 这里，劳动进入了技艺人的概念，并且

认为技艺人不但能够制造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而

且还能制造思维的工具———指号。在舍勒看来，

这就是人的成因和本质。

在阿伦特的眼中，技艺人的形象进一步丰满

了：技艺人不再仅仅使用工具进行制作，技艺人

还会运用自身的创造力进行工具的制作，具备了

对物的能动性。阿伦特认为，技艺人把制造当作

了生活的唯一目的，把人看作是 “会说话的工具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ｕｍｖｏｃａｌｅ）”，是故 “技艺人的出现和

一个人为的事物世界的形成，总是与工具和器械

的发明同步的”④，“世界的全部价值都在于人对

它们的加工”⑤。她认为：“制作，即技艺人的工

作，是一个物化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过程。”⑥ 此处
的物化概念，更多的指向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的

死劳动，与卢卡奇的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⑦ 是
完全不同的概念。

阿伦特说：“制作的实际工作是在一个模型

的引导下完成的，对象按照模型来塑造。这个模

型可能是心灵的眼睛观照到的一个影像 （ｉｍ
ａｇｅ），也可能是借助工作已暂时地捕获到了的物
质化形态的一个蓝图。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引导

制作活动的东西都在制作者之外，先于制作的实

际活动，正如劳动者体内生命过程的紧迫性先于

实际的劳动过程一样。”⑧ 这种 “引导制作活动

的”“模型”、“影像”、“蓝图”等等是一种与逻

辑思维相关的推理过程。可见，充盈于技艺人的

制作过程的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客观存在，该存在

即是逻辑建构的以科技为代表的知识，或称

技艺。

阿伦特接着说：“对于制作在积极生活序列

中所具有的地位至为重要的是，引导着制作过程

的影像或模型不仅先于制作过程而存在，而且在

作品完成之后也不会立即消失，它完整无缺地保

存着，并让自己继续引导原则上可以无限次重复

的制作活动。”⑨ 可见，“模型”具有不依赖于制

作过程和制作作品的持存性和可复用性。在笔者

看来，由于 “模型”是思维相关的，除却把它

理解为一种与技艺人主体意志相关的制作逻辑

外，其它推测都不够有说服力。

这种技艺人的制作逻辑到底是什么呢？阿伦

特说：“这个制作过程完全是由手段和目的的范

畴来决定的。制造物在双重意义上是一个目的产

品 （ｔｈｅｅ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一是生产过程在产品中达
到了目的 （马克思谓之 ‘过程消失在产品中’），

一是生产过程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对制作过程来说重复的原因都在它自身之外，而

不像劳动本身就包含着强制性重复：为了劳动就

必须吃饭，为了吃饭就必须劳动。”瑏瑠 这就很明

确了：制作得以重复的原因归于技艺人的制作逻

辑的稳固性，而这种制作逻辑不过是以 “手段－
目的”为代表的实践可行的推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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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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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９页。
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６页。
同上书，第２１３页。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７页。
同上书，第９６页。
同上书，第１０７页。
卢卡奇的 “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与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的 “异化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在很多
方面上都颇为相似，但更加深入和细致了。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８页。
同上书，第１０９页。
同上书，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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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可行的推理与逻辑明细论

技艺人进行制作中必然涉及诸多心智哲学的

内容。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历来偏好心学，因此

逻辑推理也常被二分为实践可行的推理 （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和纯粹理论的推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实践可行的推理是人们关于做什么的、指向

具体行为的推理；纯粹理论的推理是人们关于相

信什么或事实是什么的、指向信念的推理。① 两

者都是心智哲学研究的内容，但后者不在本文的

讨论范围之内。

心智哲学中，关于实践可行的推理的问题与

意向行为密切相关，常见的有：

为正确地实现一个意向性的行为，应采用什

么样的推理模式？

对于一个人应该做什么的评价，计划，策

略，判断等等这些可能影响行为本身的推理模式

是什么？

在进行这种推理时人的精神状态和推理过程

是怎样的？

实践可行的推理与纯粹理论的推理之间是否

存在原则上的差异和界限？

人们是怎样论证实践可行的推理的结论是合

理且正确的呢？

在实践可行的推理中是否存在一系列固定的

模式？

这种实践可行的推理模式能被创造出来吗？

等等。

对实践可行的推理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立场，包括虚无主义

（ｎｉｈｉｌｉｓｍ）、工具主义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满意
优先 （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ｉｎｇ）、产婆术目的推理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ｍａｉｅｕｔｉｃｅｎｄｓ）、计划与意图 （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ｓ）、明细论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ｍ）等等。

结合论述需要，笔者在此只谈工具主义和明

细论对实践可行的推理的态度。

工具主义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认为所有实践
可行的推理都是 “手段－目的 （ｍｅａｎｓｅｎｄ）”式
推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盘算去做什么，完全等

同于一个人决定如何去实现他的目标或满足他的

愿望；而强调目的优先、剔除联想等感性干扰的

实践可行的推理就存在于这一决定过程中。

明细论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ｔ）对工具主义的观
点提出质疑，认为大部分实践可行的推理的目标

都过于简单、模糊或不确定，所以根本不能作为

“手段－目的”式推理的起点。如果这些目标不
能首先被明确下来，基于工具主义的实践可行的

推理便不可能进一步深入，除非用详尽说明使目

标具有足够的工具理性。

例如，要为中国建国７０周年举行国庆大典，
但是这种想法还并不足以实现，因为大多数新奇

的庆典活动的可行性都还没有被深思熟虑过。再

如，我想要写一篇好文章，其实我还没有处于真

正地开始做的状态，我首先必须为要写的文章确

定一个更加具体明确的观点。再如，为找到治疗

病人的途径，医生必须要先确定病人的状况、其

寿命是否可能延长、或者其生活质量是否能够得

到改善，并且在权衡利弊之后再决定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治疗方案。正像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我们

都希望能够过一种有规划的生活，但是，这种生

活应该总计是多少呢？

实践可行的推理应该能够指导我们决定去做什

么 （并且它应该允许我们评价其他当事人的决定），

但是明细论仍然过于模糊而不能应用于实际，即

是说，人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使达到的目标更加具

体，更加细化了，但是你仍然不知道事物将会如

何发展。显然，明细论需要被进一步明细化。

明细论应该包含的内容有②：某人目标的详

尽规划的正确描述是什么；正确实现明细化到底

是意味着什么；又或者是做某事的方法，标准，

也或者是某人决定的标准在何时被细化会更加合

理等等；而细化的目标、规则、方法和标准等等

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应该成为考察的中心。

企图全面说清楚明细论经常会陷入循环论

证，因为只有当目标被确定于具体的问题上的时

候，才存在辨别明细方案正确与否的可能。目标

常常与活生生的可能性相关联，不可能在一个子

虚乌有的过程中说明一个目标。

例如，在我已经决定了要去散步的前提下，

０８

①

②

Ｍｉｌｌｇｒａ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１９９７．

Ｊ．ＡｄｌｅｒａｎｄＬ．Ｒｉｐｓ．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ｐｐ７３１－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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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选择散步的方式和散步的方向才有可能。这

时，我没有简单拼凑一个更加细化的说明，而是

仅仅在考虑实现的一些可能性。可见，对于不同

种类的目标，会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明细化

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

确的明细化过程，应依据不同情况而不同对待。

简言之，不存在唯一正确描述明细论的明细化过

程，正相反，明细化的过程会不断地被特定的具

体问题和选择空间所调整。

在进行明细化的过程中，如果是将内涵加到

目标上的话，便存在着两种明细途径：一种是工

具性的，一种是非工具性的。

例如，当我的目标是写一篇好文章，大部分

的明细化过程在我实际开始写作之前是非常必要

的，但也是非工具性的。当开始动笔后，我就有

了清晰彻底的框架和细化过程的每一点，沿着这

条途径，我开始组织句子，并使这些句子符合已

经完全细化好了的目标，这是工具性的。虽然这

种类似于对成分和要素进行规划的推理可能不是

工具主义的，但是这种推理仍然是在工具理性的

框架下实施的。这种要素性的推理通常只能勾勒

出人们想做的第一步，而不牵涉人们想要的或人

们的愿望。

通常人们在使一个抽象的目标变得非常明细

的时候会有很多种方法，是什么因素使得其中的

一些方法是正确的，而另外一些却是错误的呢？

例如，针对一个交通工程项目，会存在各种各样

构思的明细方案，以安全标准为原则的、以经济

条件为原则的、以政治策略为目的的、以实现交

通便利为目的的等等。

不同版本的明细方案非常迥异，以至人们会

疑问：难道任何方案都是符合最初的原始目的和

愿望的明细化吗？事实上，明细方案是不断使项

目明细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发现，

要使该项工程满足所有的原则是不可能的，有着

各种各样的冲突；最初不是很清晰的原始目标也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晰；清晰的手段和方法，或

者说这些不同的明细，来自于冲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的
消解与协同明细化 （ｃ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过程。

通常，人们的大部分目标都是冲突的，但是

这些冲突大部分能够通过对目标的再细化而被消

解，无论是一个人的不同目标之间，还是不同人

的不同目标之间。因为实践可行的推理的关键是

“做什么”，但 “做什么”需要解决目标之间的

冲突，各目标将被连带地、共同地被协同明细

化，这样才使它们具有共同实现的可能。例如，

如果我想要出去散步，并且想要达到锻炼的目

的，但这些目标是冲突的，我怎样能找到同时实

现两者的可能呢？可能我会把散步细化为登山和

漫步。

值得注意，明细化的过程不可能在排除周围

环境 （也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推理语境）的

影响的真空中进行。因此，这种影响肯定不会仅

仅是工具理性的，在大多数情形下，价值理性会

施以更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的说明将在本文

最后一节给出。

实际的例子诸如性别战博弈 （Ｇａｍｅｏｆ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Ｓｅｘ）：如果喜爱跳舞的我想今晚娱乐一下，而
另一个目标是希望性格内向的男友相伴左右，那

么我可能做出妥协，将娱乐的目标细化为被动的

娱乐项目，如看电影。实际的结果就会变成：在

黑乎乎的电影院里我和男友默不作声地坐在一

起。尽管这种解决方案消除了目标的冲突，但这

种冲突仍然会在一些情景下显现出来。这取决于

我对这个男朋友是一个什么类型朋友的判断，更

取决于我自身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思维习惯、智

商、判断能力、生活背景等。所以，应该做的正

确的事情是承认目标冲突的存在，而不是不问青

红皂白地明细化。在目标的冲突出现并消解后，

剩下的目标便不仅仅是原始目标本身了。这个过

程可称为目标的协同明细化。

总的看来，作为实践可行的推理观点，逻辑

明细论丰富了推理理论，可以解释人们在实际生

产生活中做出具体行为时的动因。技艺人的制作

以及技艺人习得这种制作的逻辑明细化模型的全

过程都不外乎是他的实践行为，因此必然也可以

用逻辑明细论的观点去解读之。

三、技艺人通过专业化发展获得了

专业化的逻辑明细能力

　　国外学界认为，专业化发展是指个体习得个
人发展和事业进步所需技能和知识的一个渐进过

程。显然，这个定义对专业化发展主体的范围界

定过于宽泛。国内学界则把专业化发展聚焦于教

师，似乎唯有教师才有专业化发展或是唯有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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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化发展才值得研究。显然，这种观点又过

于狭隘了。

在现代社会，伴随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社会分

工的日益细密，专业化发展已经成为针对劳动者

实践技艺和实践能力培养的一系列支持和辅助的

理念。这种理念渗透于从学校的学位学习到具体

职业的指导的全过程，进入了具有强大生命力

的、协作式的、理想的一体化的可评估阶段，也

形成了以提升专业化发展为目的的多种多样的手

段和方法，包括咨询、培训、建立实践团体、案

例学习，导师制、反思性指导以及技术援助等等。

专业化发展与各种行业都密切相关，如教

师、军官、医务人员、律师、会计、工程师等

等。在许多发达国家，专业化发展已经成为某些

职业从业者获取上岗资格的必经过程。在欧美，

医生、教师等职业从业者必须经过正规或非正规

的专业化发展的指导和培训才可以继续从业或晋

升职务。以美国的阿肯色州为例，每位教师每年

都必须参加官方组织的不少于６０小时的专业化
发展活动并记录在案。

那么，技艺人的专业化发展有何特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透过技艺人的眼

睛去看待世界。在笔者看来，技艺本身就蕴含着

向客体的索取，因而必然是功利的；作为功利意

向的主体，技艺人的世界也必然是功利的、纯粹

生产性的。正如阿伦特所言：“机械主义和功利

主义都是技艺人片面、单一的工作取向的典型特

征。”① 她把这特征归结为康德主义的例证：“技

艺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主义，在康德的公式

中找到了它最伟大的表述：没有人应当成为一个

手段，每个人都是目的。”②

其次，技艺人看到的世界是纯粹的理性世

界、逻辑世界，任何言行都必须符合推理的步

骤，理智成为了制作逻辑乃至生存和生活的基本

法则；这就不可避免地、肤浅片面地 “把理智等

同于创新”。③

结合上节明细论的论述，笔者认为，技艺人

的专业化发展过程是获得制作技艺的过程，其中

制作技艺的推理过程和推理模式是任何技艺人都

不能不使用的，因此，制作技艺专业化的逻辑明

细化能力是任何技艺人都不可或缺的，这一逻辑

明细化能力及模式的建构是技艺人从新技艺人到

熟练技艺人的专业化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经过专业化发展之后，技艺人获得的不是死

的知识和技艺，而是专业化的逻辑推理过程和推

理模式。所以，专业化发展的主体是技艺人本

身，需要技艺人的主观的参与内化。专业化发展

的本质是技艺人能动地获得了专业化逻辑推理和

逻辑模式。就语词内涵而言，专业化本来就是制

作的范畴，或者说，是在不断制作生存空间的过

程中，技艺人实现了自身的专业化发展。

综上，技艺人的专业化发展可以归结为，技

艺人在制作工作中获得专业化逻辑推理与逻辑模

式的过程，是获得专业化的逻辑明细能力的过

程，该过程需要技艺人主体的反思与内化，是技

艺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四、对实践的启发

本文论点对实践的启发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由于从逻辑推理的角度重新

审视了技艺人的专业化发展，因此对实践中应当

如何促进技艺人更好地发挥主体能动性，通过一

系列有意识的、精心安排和设计的逻辑明细化训

练，更快地建构起属于技艺人自身的制作的逻辑

模式，从而实现专业化发展有着很强的实践指导

意义。典型的例子：备受赞誉的特级教师、著名

的医生或律师等优秀技艺人的逻辑明细化的方式

和内容肯定不同于专业化发展尚未成熟的新手；

故可通过二者的对比，训练新手获得并创生更好

的逻辑明细化模式，以促使其尽快地实现专业化

发展。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技艺人的专业化发展中可

能存在的消极面的分析。这方面较难理解，需要

费些篇幅，详细说说。

从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技艺人的专业化发

展与逻辑明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联系就是

工具主义。可是，工具主义始终面向目的的效用

原则显然极端功利，它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对道

德律的背叛，还可能会是对事物发展因果律的模

糊甚或倒置，而这将彻底改变属于技艺人的世界

———无论是物质的世界，还是精神的世界。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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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５页。
同上书，第１１９页。
同上书，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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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言：“工具和器械决定了一切制作和制

造活动，也为技艺人带来了关于工具性的最基本

体验。在这里确实不仅是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而

且目的还创造和组织了手段。……制作活动内在

的效用性标准的困难在于，它所依赖的手段和目

的关系更像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每个目的

在其他情境中又再次被用作手段。换言之，在一

个严格功利主义的世界里，所有的目的都注定是

暂时的，很快会转化为下一步目的的手段。”①

必须承认，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

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在解放生产力的

基础上解放了劳动动物，技艺人由是产生，也为

行动者的孕育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前提保证，因

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积极的。

然而，启蒙运动在争取自身实现的同时不得

不过分倚赖工具理性的帮助，随着工具理性的极

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

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奴役人的工具，

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

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

换言之，此时的工具理性有了更具排他性意味

的名字———工具主义。工具主义的独裁带来的是人

的异化 （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和物化 （Ｖｅｒｄ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ｎｇ）。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营———法兰克福

学派中，工具主义始终是其批判理论所指向的核

心问题之一。在韦伯之后，卢卡奇将对工具主义

的批判引向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

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又把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

判扩大到对人类文明史的批判，马尔库塞等也都

对工具主义的消极性有过论述。总的看来，处在

最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法兰克福学派对

工具主义的批判愈演愈烈；这趋势本身就揭示

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

新矛盾，工具主义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工具主义的核心是对效率的唯一诉求。在工

具主义者看来，有用性恒等于真理性；这样他们

就把自己划入了实用主义的庸俗营地了。被经济

学界追捧的凯恩斯主义、被教育学界追捧的杜威

主义、乃至被管理学界追捧的 “科学管理之父”

泰罗和管理学大师法约尔的管理学体系都无一例

外地论证了这一点。

但是，笔者还是更愿意回到工具主义的本貌

———工具理性，去看看在工具理性后面，到底隐

藏着什么？

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主义滥觞于美国，这个

现象不是偶然的。美国曾作为英国最大最重要的

殖民地，其思想界的发展必然深受英国思想史的

影响。众所周知，英国哲学与大陆哲学最大的区

别就在于分别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推崇，这

区别反映到哲学史上就是英国感性主义和大陆理

性主义长久不断的争执。

价值作为物与人的需要间的一种关系，更多

地体现为物对人的全面意义。价值理性关怀人性

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

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人与物水乳交融

的、主客体混一的世界。由此，价值理性指的就

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

实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而不

计较手段和所选择行为的结果。它所关注的是从

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

为的合理性。例如，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就是价

值理性最突出的代表。

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在批判以客体为中心的工

具理性时，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价值理性也同等

重要，在分析实际的经济行为时，不能只考虑工

具理性的利益诉求，因为与社会历史和制度相关

的价值理性总是躲在工具理性后面潜移默化地产

生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②

笔者进一步推论：在必然王国中，理性无疑

具有二重性，这二重性集中体现为工具理性和价

值理性的合一。工具理性是形式，价值理性是内

容，形式承载内容并服从和服务于内容。工具理

性的实用性与价值理性的批判性同等重要，缺一

不可。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于法理学中关于程序

法优先于实体法的规定：必须先有程序的正义，

才能确保获得判决结果的实质性正义。

总言之，价值理性是因，工具理性是果。这

一因果关系决不能被倒置，否则本文开头提到的

ＷａｌｔｅｒＦａｂｅｒ式的技艺人就会越来越多，Ｗａｌｔｅｒ
Ｆａｂｅｒ式的悲剧也将不会仅仅是停留在艺术世界
的预言了。

（责任编辑　　行　之）

３８

①

②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７页。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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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 “千高原”

——— 《哲学研究》的一种现象学素描


李　菁

【摘要】存在之思即存在－语言－真理的三维拓扑结构。存在之思在传统存在学 （实体或主体 －逻辑地说 －正确性）
的领地内已思虑殆尽，它在经历存在学后还能后存在学地、非存在学地思存在吗？后期维特根斯坦 （以 《哲学研究》

为代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后存在学的存在之思：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 －生活形式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
（缩写为ＬＳＺ）；每一ＬＳＺ即为一块高原，诸高原相互间有着交错复杂、亲疏不等和方向各异的诸家族相似性，我们将
它们喻为维氏千高原。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千高原；存在之思；生活形式；语言游戏

中图分类号：Ｂ１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８４－０８

　　须先行做一点题解。“素描”（Ｓｋｉｚｚｅ）是指
单凭线条、不着彩色地描画，即不带任何额外渲

染地、最简洁地展现被描画者。它之前的修饰语

“现象学 （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意味这样
的一种方式－道路：“让人从显示的东西自身那
里如它从其自身所显示的那样来看它”。①因此，

本文是对于以 《哲学研究》（１９３６－１９４９）为代
表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存在之思做一种现象学素描

的尝试，即试图如维氏存在之思自身所显示的那

样来最直接、最简洁地描画－显示它。我们先对
维氏存在之思的背景做一最扼要的勾勒。存在之

思即 “语言存在之真理” （其中 “语言”为动

词），包含存在、语言和真理三元素，可被理解

为存在－语言－真理的三维拓扑结构。三元素深
深钩连缠绕在一起，甚至就是同一者 （即存在）

的不同姿态。存在之思大致经历了从古希腊早期

的 “前存在学之思”即 “涌现 －聚集 －去蔽”
（ＰｈｙｓｉｓＬｏｇｏｓＡｌｅｔｈｅｉａ）向 “存在学”即 “现成

存在者 （实体或主体） －逻辑地说 （命题） －
作为命题之正确性的真 （理）”的演历。存在之

思在存在学的领地内已思虑殆尽。存在之思在

“经历”存在学之后，还能 “后”存在学地、

“非”存在学地思存在吗？维氏前期思想 （以

《逻辑哲学论》为代表）为此提供了一种创造性

的回答：诸不可说者－诸命题－诸不可说者在诸
命题中的自行显示。②但维氏不满于此，从３０年
代开始又致力于创作另一种全新的存在之思：

“生活形式－语言游戏 －生活形式在语言游戏中
的自行显示”；每一 “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 －生
活形式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即为一块

“高原”，诸高原相互间有着交错复杂、亲疏不

等和方向各异的诸家族相似性，我们将它们喻为

维氏千高原。我们先来看自行显示于语言游戏的

生活形式。

一、自行显示于语言游戏的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思想中，在更加广泛的

言说方式即各式样的 “诸语言游戏” （Ｓｐｒａｃｈ
ｓｐｉｅｌｅ）中来思考 “自行显示着的诸不可说者”。

４８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文科卓越青年学者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后存在学的存在之思：在马克思、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之间”。

作者简介：李　菁 （１９８１—），男，四川自贡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存在学、现象学、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①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ａｘ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１９８６，Ｓ３４．中译本：《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
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４１页。

②　参见拙文 《维特根斯坦存在之思——— 〈逻辑哲学论〉的一种现象学素描》，《世界哲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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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３６年开始正式写作的 《哲学研究》中，他

实际上将这些 “自行显示着的诸不可说者”命

名为 “诸生活形式” （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ｅｎ）。“生活形
式”一词正是理解 《哲学研究》乃至维氏整个

后期哲学思想的关键词。但对于 “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 “理所当然地”并没有直接下过任

何的定义，甚至也极少直接提到它。但我们认

为，这恰好正是维氏所需要的对于 “生活形式”

最为合适的 “语言方式”或 “显示方式”。 “生

活形式”是与 “语言游戏”钩连在一起的，维

氏后期思想全都是在 “构想 －描述 －显示”多
种多样的 “语言游戏”，而实际上同时也即在

“构想 －描述 －显示”与之相应的多种多样的
“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对于维氏来说，正是

与 “生活形式”完全 “咬合 －纠结”在一起的。
因此，作为 “诸生活形式”的 “自行显示着的

诸不可说者”在维氏后期思想中较其前期思想来

说得到了更多样和更深刻的 “显示”。我们这里

仅就 《哲学研究》中直接提及 “生活形式”的５
个地方来管见维氏 “生活形式”。

ＰＵ１９我们可以轻易构想一种只包括战
场上的命令和报告的语言。———或一种只有

问句以及表达是与否的语言。以及无数其他

种类的语言。———并且构想一种语言就叫做

构想一种生活形式。 （ＵｎｄｅｉｎｅＳｐｒａｃｈｅｖｏｒ
ｓｔｅｌｌｅｎ ｈｅｉｔ， ｓｉｃｈ ｅｉｎｅ 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 ｖｏｒ
ｓｔｅｌｌｅｎ．）①

维氏认为我们可以 “构想”（ｓｉｃｈ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ｅｎ）
多种多样的 “语言 （游戏）”②，甚至是非常非常

“奇怪”的 “语言 （游戏）” （如 “一种只包括

战场上的命令和报告的语言）。而与这多种多样

乃至无数的 “语言 （游戏）”相 “嵌合”在一起

的正是相应的多种多样乃至无数的 “生活形

式”。我们可以认为 “生活形式”就是 “自行隐

藏”在 “语言 （游戏）”中 “自行显示”的东

西，“生活形式”就是 “语言 （游戏）”的必需

“背景”（Ｈｉｎｔｅｒｇｒｕｎｄ）或者 “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
ｅｎ），但这个 “背景”本身却是没有 “背景”

的，或者这个 “基础”本身却是不再有 “基础”

的，它就是它自己的 “背景”或 “基础”。 “一

定的语言 （游戏）”就 “扎根”于与之相应的

“一定的生活形式”的 “土地”当中。

ＰＵ２３但是句子的种类有多少呢？比如
断言、疑问和命令？———有无数这样的种

类：我们称之为 “符号”、“语词”、“命题”

的，所有这些都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并且

这种多样性绝不是什么固定的、一旦给定就

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新的语言类型，新的

语言游戏，我们可以说，会产生出来，而另

一些则会变得陈旧，被人遗忘。（对此，数

学的演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幅粗略的图景。）

“语言游戏”这个语词在这里是要强

调，语言的言说是某种活动的一部分，或某

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ＤａｓＷｏｒｔ－Ｓｐｒａｃｈ
ｓｐｉｅｌ“ｓｏｌｌｈｉｅｒｈｅｒｖｏｒｈｅｂｅｎ，ｄａｄａｓＳｐｒｅｃｈ
ｅｎｄｅｒＳｐｒａｃｈｅｅｉｎＴｅｉｌｉｓｔｅｉｎｅｒＴｔｉｇｋｅｉｔ，ｏｄｅｒ
ｅｉｎｅｒ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③

维氏在这里继续强调 “语言游戏”的无穷

丰富性，无论何种句子、语词都有无数种的用

法。而语言 “游戏”一词正是用来强调 “语言

的言说是某种活动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

一部分”的。“游戏” （ｓｐｉｅｌｅｎ）本来就是某种
“活动” （Ｔｔｉｇｋｅｉｔ），或者说是 “活动”的一部

分。这里维氏将 “生活形式”与 “活动”紧密

地关联起来，甚至我们可以说 “生活形式”就

是 “活动”。 “生活形式”中的 “形式”

（Ｆｏｒｍ），绝非是如维氏前期所谓的 “逻辑形式”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ｍ）中的 “形式”。 “生活形式”绝

５８

①

②

③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Ｓ２４５－
２４６．本文对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的援引参照过陈嘉映的
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引用时只标明德文版页
码。另本文中所有引文的着重号均为引者添加。

“语言 （游戏）”是一种有趣的表达方式，括号中的

“游戏”是用来与 “语言”互释的，某种 “语言”一定是某种

“游戏”，而某种 “游戏”也必定伴随着某种 “语言”。当然

“语言”与 “游戏”是两个有着 “不同含义”的词，正因为有

所不同，才可以有趣地互释对戏。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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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某种存在学－形而上学框架内的抽象的先验形
式，而是指某种最鲜活的、最原始的 “活动”

或 “生活”本身。①

ＰＵ２４０人们 （例如在数学家之间）并不

对是否遵从了规则争吵。例如，人们并不为

此动手打起来。这属于我们的语言据以起作

用 （例如做出某种描述）所依赖的构架。

ＰＵ２４１“那么你是说，人们的一致决定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们所说的内

容有对有错；并且就所用的语言来说，人们

是一致的。这不是意见的一致，而是生活形

式的一致。 （Ｄｉｅｓｉｓｔｋｅｉｎｅüｂｅｒｅｉｎｓｔｉｍｍｕｎｇ
ｄｅｒＭｅｉｎｕｎｇｅｎ，ｓｏｎｄｅｒｎｄｅｒ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②

我们在任何争吵 “之先”，就已经达成了某

种 “共识”，正是这个 “共识”才让争吵得以可

能。这个 “共识”就是我们的 “语言游戏规

则”，我们 “盲目地遵从着语言游戏规则”。因

此，“人们所说的内容有对有错；但就所使用的

语言来说，人们是一致的”；人们并不会为了他

们的 “争吵”所已经共同使用的 “语言”而争

吵。而这个 “语言使用的一致性”则正是 “生

活形式的一致性”———它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 “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也就是 “语言使用

的一致性”；或者也正是某种 “生活形式的一致

性”才 “给予”了某种 “语言使用的一致性”

即某种 “语言交流的可能性”。正是某些数学家

之间生活形式或语言使用的一致性，才给予了他

们之间语言交流 （包括争吵）的可能性。生活

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复数的”，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生活形式，生活形式之间差异越大，

当事人之间的语言沟通就越困难，反之生活形式

间越相亲近，则他们的语言沟通就越容易。因

此，完全可能出现根本 “不一致”的生活形式

或语言使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连 “吵架”都

吵不起来———两边是完全 “异质的”———相互

视对方为 “绝对的他者”。

我们可以构想一个动物生气、害怕、伤

心、快乐、吃惊。但能够想象它满怀希望

吗？为什么不能？

一只狗相信它的主人就在门口。但它也

能够相信它的主人后天回来吗？———它在这

里无法做到的是什么？———那我又是怎样做

得到的？———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惟能言说者才能希望吗？只有掌握了某

种语言的用法的人 （才能）。也就是说，希

望的诸表象是这种复杂生活形式的诸变形样

式 （ｄｉｅ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ＨｏｆｆｅｎｓｓｉｎｄＭｏｄｉ
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ｉｅｓｅｒｋｏｍｐｌｉｚｉｅｒｔ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
（如果一个概念指的是人的书写的特征，那

么他就不能用到不写字的生物身上。）③

维氏在这里强调了不同生活形式之间的巨大

差异。按照他以上所构想的情境，我们甚至可以

认为：生活形式并非为人所独有的，比如像

“狗”这样的动物也是有其独特的生活形式的。

但它的生活形式与人类的生活形式相比，却是非

常 “简单的”，简单得不能产生出像 “希望”这

样的 “复杂语言现象”来。因此，我们甚至进

而可以大胆地说：像 “狗”这样的动物甚至也

是有着某种语言游戏的，只不过与人类的语言游

戏相比十分不同、并且 “简单”许多而已。但

我们并不可将它理解为：维氏在 “强烈地比较”

不同生活形式或语言游戏之间的 “高低优劣”。

维氏在这里只是区分了相对 “复杂”和相对

“简单”的生活形式或语言游戏而已。从这个例

子我们也可以看出：维氏对于 “生活形式”及

“语言游戏”的理解是相当深远和宽泛的，甚至

不排除包容某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６８

①

②

③

与此相类的是，海德格尔的 “形式显示” （ｆｏｒｍａｌｅ
Ａｎｚｅｉｇｅ）也是极易产生误解的词。 “形式显示”中的 “形式

（的）” （ｆｏｒｍａｌｅ）实质上与 “形而上学”的 “形式化” （Ｆｏｒ
ｍ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和 “总体化”（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等 “普遍化”（Ｖｅ
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ｕｎｇ）方式根本有别， “形式 （的）”并非意味任何

“逻辑化”的 “形式”或 “排序”，而是指 “更为原始的”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ｒ）的意思。参见 ［德］海德格尔： 《形式显示的

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编译，上海：同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９页。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Ｓ３５５－
３５６．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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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接受者，被给定者———我们可以说

———是诸生活形式。

（ＤａｓＨｉｎｚｕｎｅｈｍｅｎｄｅ，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ｋｎｎｔｅ
ｍａｎｓａｇｅｎ—ｓｅｉ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ｅｎ．）①

生活形式作为语言游戏之 “基础－背景－大
地”，是 “必须接受下来的东西、给定的东西”，

是无可选择的东西。我不能 “选择”我的生活

形式，我 “已经”坐落在我自己的生活形式当

中，我 “从来”就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形式当中。

我既不能 “挑剔”她、也不能 “改变”她，更

不能 “甩掉”她。“她”（生活形式）就是 “我

的生活”。我必须接受我的 “生活形式”，同时

也即必须接受我的 “语言 （游戏）”。做什么具

体的语言游戏、说什么具体的话，这是可以选择

的，但 “语言游戏”本身却是不可选择的———

不得不接受的。还须特别注意的是，维氏这里使

用的是 “复数的”“生活形式”（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ｅｎ）。
他一直就强调 “生活形式”的复多性：原本就

有着 “多种多样”的 “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
它们相互 “并列”在那儿，相互挤撞、冲突或

交融着。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焦点转移到自行显

示着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之上。

二、自行显示着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

ＰＵ９７思想被一个光环环绕。———思想
的本质，即逻辑，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

先验秩序 （ＯｒｄｎｕｎｇａｐｒｉｏｒｉｄｅｒＷｅｌｔ）；即世
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诸可能性的秩序。

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她先于

一切经验；必定贯穿整个经验；她自己却不

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定性。———她

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这种晶体却又不是

作为抽象出现的；而是作为某种具体的东

西，简直是最具体的，就像是世界上最坚实

的东西。（《逻辑哲学论》第５５５６３节）
我们有一种幻觉，好象我们的探索中特

殊的、深刻的、对我们而言具有本质性的东

西，在于试图抓住语言的无可与之相比的本

质。那也就是命题、语词、推理、真理、经

验等等概念之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可

以说———某种超级概念之间的超级秩序。其

实，只要 “语言”、“经验”、“世界”这些

词有某种用处，那么它们的用处就必定像

“桌子”、 “灯”、 “门”这些词一样的

卑微。②

《逻辑哲学论》所描述的语言 （即思想的表

达）与世界共有的 “先验逻辑秩序”即 “最纯

粹的晶体”在 《哲学研究》里被彻底粉碎了！

这根本就是一个纯粹的幻象！语言与世界的 “实

事”哪有这么简单、透明和精致的呢？“语言的

本质”也即命题、语词和推理等等 “超级概念

之间的超级秩序”是根本 “不存在的”。 “语

言”、“世界”这些先验哲学的 “大词”实际上

同 “桌子”、 “灯”等日常用词一样的 “卑

微”，———它们都只是在 “诸语言游戏”中被这

样或那样 “使用”的 “工具”而已。语言根本

就没有 “本质” （Ｗｅｓｅｎ），它的 “本质”被

“消解”在多种多样的 “语言游戏”之中。维氏

在其后期思想 （以 《哲学研究》为代表）中将

“语言－言说”（的 “本质”）理解为、或归属于

“语言游戏”。那么，究竟什么是 “语言游戏”

（Ｓｐｒａｃｈｓｐｉｅｌ）呢？
“可惜”，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中并

没有给出 “语言游戏是什么”的本质定义。他

只是列举了许许多多的语言游戏，如：

ＰＵ２３下达命令，以及服从命令———
按照一个对象的外观来描述它，或按照

它的量度来描述它———

根据描述 （绘图）构造一个对象———

报道一个事件———

对这个事件的经过做出推测———

提出及检验一种假设———

用图表表示一个实验的结果———

７８

①

②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５７２．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Ｓ２９４－
２９５．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编故事；读故事———

演戏———

唱歌———

猜谜———

编笑话；讲笑话———

解一道应用算术题———

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请求、感谢、谩骂、问候、祈祷。①

这些 “言说活动”都是某种 “语言游戏”，

他还把 “孩童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②、“某

种原始语言”、“跳圈圈时说的话”、“建筑工人

传递石料的对话”、“指物识字的游戏”、“战场

上的命令和报告”等等都称为 “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就是 “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

动所组成的整体”。（ＰＵ７）③ “‘语言游戏’这个
语词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活动

的一 部 分，或 某 种 生 活 形 式 的 一 部 分。”

（ＰＵ２３）④ 如此看来，所谓 “语言游戏”是与

“活动”或 “生活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定”的语言游戏就与 “一定”的活动或生活

形式联结在一起，有多少种不同的活动或生活形

式，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游戏。那么，究竟什

么是语言游戏 “本身”呢？如此多样的语言游

戏，究竟有没有共同的 “本质”规定呢？

ＰＵ６５现在我们撞上了所有这些考虑背
后的大问题。———因为人们可以反驳我说：

“你避重就轻！你谈到了所有可能的语言游

戏，但一直没有说究竟什么是语言游戏的，

亦即语言的本质属性 （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ｅ）。什
么是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什么使它们

成为语言或语言的组成部分？可见你恰恰避

开了探讨中的曾让你自己最头疼的部分，即

涉及命题和语言的普遍形式的那部分。”

而且这是真的。———我无意提出所有我

们称为语言的东西的共同之处何在，我说的

倒是：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这些现象有一个共

同点而用同一个词来称谓所有这些现

象，———而是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相互

亲缘着 （ｖｅｒｗａｎｄｔ）。由于这一亲缘关系

（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或由于这些亲缘关系
（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ｎ），我们才能把它们都称为
“语言”。我将尝试解释这一点。⑤

维特根斯坦根本就 “无意”也 “不能”指

出所有语言游戏的 “本质之处”或 “共同之处”

或 “命题和语言的普遍形式”，因为在他看来，

诸种语言游戏根本就 “没有” “同一个本质”，

命题和语言也根本没有 “普遍形式”可言。他

之所以把它们都称为 “语言游戏”，只是由于

“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相互亲缘着”而已。

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它们称为 “语言 －游戏”，
用 “游戏”来 “比喻” “语言”正是出于 “游

戏”活动与 “语言”活动的极度相似和亲密关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５０．

早在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的所谓 《蓝皮书》的讲稿中，维氏

就提出了如下十分重要的观点。

我以后还要反复让你注意我称之为语言游戏的那种东西。

与我们在极其复杂的日常语言中依据于使用符号的那种程序相

比，这是更简单的使用符号的程序。语言游戏是儿童由以开始

使用语词的那些语言形式。对语言游戏的研究是对原始语言形

式或者原始语言的研究。如果我们想要研究真性与假性 （Ｗａｈｒ
ｈｅｉｔｕｎｄＦａｌｓｃｈｈｅｉｔ），研究命题与实在的一致或不一致，研究论
断、假设和提问的性质，那么研究原始语言形式是有好处的，

思维形式在原始语言形式中出现时，撇开了那些极其复杂的思

维过程的令人困惑的背景。在我们研究这些简单的语言形式时，

笼罩着我们的日常语言用法的那层精神迷雾便消失了。我们看

出那些活动和反应都是清晰且透明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些

简单过程中看出这些语言形式绝没有发生任何断裂，没有与我

们的复杂的语言形式分割开。我们看出，通过我们逐步补充新

形式的方式，我们能够从诸原始形式出发组建诸复杂形式。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ＤａｓＢｌａｕｅＢｕｃｈ，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
５，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４，ＳＳ３６－３７．）

此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未有像 《哲学研究》中所做的那样，

将 “每一种语言－活动”都称为某种 “语言游戏”。他此时只是

将 “儿童由以开始使用语词的那些语言形式”作为 “语言游

戏”。这些语言游戏作为 “原始语言形式”或 “原始语言”乃

是比较 “简单”的 “语言形式”，而所有 “更复杂”的 “语言

形式”包括各种命题、判断和提问等，则都是从这些 “更简单”

的 “语言形式”组合构成的。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４１．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５０．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Ｓ２７６－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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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游戏” （Ｓｐｉｅｌ）同语言活动相类，也是在
多种多样的游戏中有着复杂的相互亲缘的关联网

络。比如，游戏甲有 Ａ、Ｂ、Ｃ属性，游戏乙有
Ｂ、Ｃ、Ｄ属性，而游戏丙则有 Ｄ、Ｅ、Ｆ属性，
这样甲与乙就共有 Ｂ、Ｃ两项属性，乙与丙共有
Ｄ属性，但甲、乙、丙三游戏却根本没有 “一项

共有的属性”即 “本质属性”！它们只是两两间

相互地 “亲缘着”（动词）、“相似着”。这里只

是三种游戏的情况，而实际上，有无限多种游

戏，它们之间的相互 “亲缘”关系是十分复杂

和有趣的，它们一起组成了 “相似之处盘根错节

的某种复杂网络”。 （ＰＵ６６）① 诸游戏间的 “诸

相似性” （?ｈ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被维氏命名为 “诸家

族相似性”（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ｈ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ｅｎ）。

ＰＵ６７我不能想象出比 “诸家族相似性”

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

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

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色、步

态、脾性，等等，等等。———而且我还要

说：“诸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②

维特根斯坦用 “诸家族相似性”——— “家

族成员之间的种种盘根错节的相似关联”来比喻

各种游戏间的复杂亲密关联：所有的游戏构成了

“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当中又有许多相互交叠

互错的 “小家族”，家族当中的成员之间有着复

杂的相似关联，有的成员之间有着更直接、亲密

的相似，而有的成员之间则有着更为间接、疏远

的相似，但却根本 “没有”所有成员都共有的

“一个相似点”即 “一项遗传特征”。家族成员

间的相似情形与纺线的纤维间的情形类似。“我

们纺线时把纤维同纤维拧在一起。线的强度不在

于任何一根纤维贯穿了整根线，而在于很多根纤

维互相交缠。” （ＰＵ６７）③ 贯穿整根线的那惟一
“一根纤维”代表纺线即所有纤维的本质属性，

但它是根本 “没有”的，“有”的只是很多纤维

之间的 “相互交缠” （即家族相似）罢了。当

然，你可以说，这种 “相互交缠”就是那种贯

穿着整根线的东西也即 “本质”。但关键是这样

的 “相互交缠”的 “本质”已经不是我们在旧

存在学或古典主谓词逻辑当中所识认的那种 “本

质”了。因此，如果认为 “本质”就是 “相互

交缠”，我想这也可能是为维氏所不激烈反对的。

这样的 “家族相似”着的诸游戏之间根本

没有明确的 “界线”。 “假如有人划出一条明确

的界线，我不能承认它原来就是我也始终想划的

或是我在心里已经划出的界线。因为我根本就不

曾想划过。” （ＰＵ７６）④ 维氏正是利用语言游戏
的诸家族相似性来消解语言的 “共有本质”。这

样，一句话的意思就并不在于 “它是某一件事情

的模型”即 “它构想或描述了一件事情”，而是

在于它在相关语言游戏中的 “用法或使用”

（Ｖｅｒｗｅｎｄｕｎｇ）。句子就是在不同语言游戏中被使
用的 “工具”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他作为怎样的工具
而发挥相应的功用，这就是他的 “意义”（Ｓｉｎｎ）
所在。（ＰＵ４２１）⑤ 同样的一句话在多样的语言游
戏中的用法是极为不同的，因此他的意义也是多

变的，而非 “固定”地与某一件事情相对应。

同样，“名称”的 “含义”（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也并不
在于他所指称的 “简单对象 （物）”，而是仅仅

在于该名称在句子或命题当中的用法，在各式样

语言游戏中的不同用法。（ＰＵ４３）⑥ 这样，家族
相似着的语言游戏之间再也没有 《逻辑哲学论》

中那样的 “语言的先验逻辑秩序”了，任何句

子也不再是必能被终极分析为一些基本命题，这

种终极分析观本来就是错误的。

ＰＵ９１我们的语言形式于是却似乎有一
种终极分析那样的东西，从而一个表达式就

有惟一一种充分解析的形式。也即：我们习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７８．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７８．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７８．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８３．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４１３．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Ｓ２６２－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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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表达形式，就本质而言，似乎仍是尚未

分析的一般；似乎有某种东西藏匿其中，需

要加以揭示。做到了这一点，表达就充分澄

清了，我们的任务就解决了。①

可是，这也许完全就弄错了。一句话的意思

在很多时候本来就无须再被分析，它就是那样，

那样就 “够了”，———它的意义 －意味就已经够
丰满－明晰了。维氏在第６０－６３节提供了一个
经典的解构 “语言的充分解析理想”的例子：

“通常”我们说 “给我把扫帚拿来”时说的就是

“拿扫帚”而已，而绝不是 “给我把扫帚把和插

在扫帚把上的扫帚头拿来”；只有在一种 “非

常”的情形中，我们才可能会去做 “进一步分

析”的语言游戏。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情

形下说 “拿扫帚”就够了，够 “用”了。命题

或句子的意义只在于其在具体语言游戏中的实际

用法即 “被如何使用”。②

这样，在伴随着 《逻辑哲学论》中的 “诸

不可说者”被 “还原”为 “诸生活形式”的

“同时”，“诸命题”也就被 “还原”为 “更加多

种多样、丰富多姿的诸语言游戏”了。《逻辑哲

学论》所描述的原来只是 “一些”特定的 “语

言游戏 －生活形式”而已，但此外还有许多许
多。与此 “同时”，维氏道说 “存在”的 “语言

方式”就不再是作为 “为可说与不可说划界”

的 “命题的澄清活动”和作为其结果的 “沉默”

了，而是作为 “诸语言游戏”的一系列的 “风

景素描” （Ｌａｎｄｓｃｈａｆｔｓｋｉｚｚｅｎ）。他在 “序言”中

道明了这一点。他起初曾想将该书作为一个 “整

体”来创作：“这些思想应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

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断裂。”但后

来他发觉在这一点上他永远也不能成功，他只能

写一些 “哲学札记”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Ｂｅｍｅｒｋｕｎ
ｇｅｎ）。

……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

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

想马上就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

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

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

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

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

的一系列风景素描。

我当时一次次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

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

画。这些图画里不知有多少画得很糟，或显

不出特征，带有一个拙劣画家的所有缺陷。

把这样的图画筛掉以后，还留下一些勉强可

用的；这些图画须得加以排列，时常还须剪

削，以使它们能够为观者提供一幅风景

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ＰＵ
序言）③

这是两段十分精彩的素描，描绘了维特根斯

坦 《哲学研究》乃至整个后期哲学 －思想的基
本 “风貌”。他要做的仅仅是就着不同的 “语言

游戏－生活形式”本身来 “素描 －速写”它们
而已，“素描－速写”的 “成果”就是一系列的

“哲学札记”，它们 “让 －任”各式样的 “生活

形式－语言游戏”自行显示。因此，维氏认为：
“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因

而 它 最 终 只 能 描 述 语 言 的 实 际 用 法

（ｔａｔ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ｄｅｒＳｐｒａｃｈｅ）。因为它也
不能为语言的用法奠定基础。它让一切如其所

是。（Ｓｉｅｌβｔａｌｌｅｓ，ｗｉｅｅｓｉｓｔ．）”（ＰＵ１２４）④ 这
里的 “哲学”不仅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形

而上学－存在学近乎等同的那个 “哲学”，也与

《逻辑哲学论》中的作为 “命题的澄清活动”的

那个 “哲学”相区别。这个 “新哲学”就是

《哲学研究》的 “新存在之思”，作为这种新存

在之思的 “哲学”只描述 “不同语言的实际用

法”，也即描述各式样的 “生活形式 －语言游
戏”，——— “它让一切如其所是”。维氏在以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２９２．

参见拙文 《扫帚与讲台———语言的和现象学的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Ｓ２３１－
２３２．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ｎＷｅｒｋａｕｓ
ｇａｂｅｉｎ８Ｂｎｄｅｎ，Ｂａｎｄ１，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９，Ｓ３０２．



维特根斯坦的 “千高原”

《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就是不断

地、不觉疲惫地以作为 “多样风景素描－哲学札
记”的 “各式语言游戏”来速写作为 “各式不

同风景－地貌”的 “多样的语言游戏 －生活形
式”，———他以 “语言游戏”来 “游戏 （让 －任
……自行显示）”“语言游戏”：让 －任一定的生
活形式在一定的语言游戏中自行显示。

三、《哲学研究》的千高原

因此，我们可以将维氏 《哲学研究》的新

存在之思读作：“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 －生活形
式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一定的 “语言游

戏”“坐落”于一定的 “生活形式”当中；一定

的 “生活形式”“自行显示”于一定的 “语言游

戏”之中；一定的 “生活形式”与一定的 “语

言游戏”钩连 －交缠在一起而 “成”一定的

“生活形式－语言游戏 －生活形式在语言游戏中
的自行显示”； “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和

“生活形式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都是 “复

数的”，像这样的 “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 －生活
形式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有许多许多，乃

至无穷；每一个 “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生活形
式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都是一块 “高

原”，这些 “高原”之间或相互交错或有断裂，

它们一起做着互动游戏，它们两两间有着复杂的

诸家族相似性。我们可以尝试将这幅 “千高原”

的 “地形图”草描如下：

“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生活形式
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ＬＳＺ）的千高原

在这个 “存在”的三维空间里，每一块

“平台”代表一个 “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 －生活
形式在语言游戏中的自行显示”，即一块 “ＬＳＺ
高原”①。这样的 ＬＳＺ高原有许多，乃至无穷。
每一 ＬＳＺ高原即一定的 “生活形式” （泥土）、

“自行显示” （根茎）和 “语言游戏” （花朵）

的相互缠绕－纠葛。“生活形式”作为 “泥土 －
大地”滋养 －庇护作为 “根茎”的 “自行显

示”，在作为 “根茎”的 “自行显示”之上又生

长着作为 “花朵”的 “语言游戏”。“语言游戏”

作为 “花朵”显耀－闪亮 “生活形式”。“花朵”

生长、绽开于 “泥土”之上，又带着芬芳凋落

回 “泥土”。诸高原或相叠互加、或相挤互撞、

或相引互斥。远远看去，它们此起彼伏，气象万

千。这 “无数的高原”并非 “坐落”在 “存在

－空间”中，而是———正是 “存在 －空间”。难
怪维氏说 《哲学研究》作为一系列的 “哲学札

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对这些

“风景”所作的一系列 “风景素描”。② 他就是在

这 “千③高原”之间来回穿梭、跳跃。原先 《逻

辑哲学论》中所考察的那些 “诸不可说者 －诸
命题”原来只是 “一些高原”而已。通过 《哲

学研究》打开的新的 “千块高原 －千山万水”
的视野，《逻辑哲学论》考察的东西才被还置于

更加原始的位置之上。这样的 ＷＬＳ千高原也许
是过往一切存在学 －形而上学所从未思到过的，
维氏千高原或许为我们思索 “任何一种后存在学

的存在之思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当代世界哲学之

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新道路。

（责任编辑　行　之）

１９

①

②

③

ＬＳＺ即 “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生活形式） －Ｓｐｒａｃｈｓｐｉｅｌ（语言
游戏） －Ｚｅｉｇｅｎ（显示）”的德文词首字母缩写。

“素描－札记”的确是 “思”的一种绝佳方式 －姿态：
它当场构成－发生－缘起，于处境中凭空起舞，毫无拖泥带水，
无滞无着。反观系统、规则、八股的 “论文”则始终重负缠身，

气喘吁吁，难以跟得上思回转的节奏－思的原生态。“论文”是
存在学－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理想方式，而不宜于存在之思。作
注释，打补丁，打补丁的补丁，或许是对论文方式缺陷的一种

补救－补偿。
“千”即 “无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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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哀公问孔”的背景及思想史内涵

———以 《论语》为讨论的中心

杨　蓉

【摘要】文章以 《论语》中 “哀公问孔”的记载为中心，展开相关思想史线索的论述。首先以 《论语》《左传》等文

献为依据，复原鲁哀公的基本形象及其与孔子交往的关系，为理解哀公的问题提供相关的背景分析。然后分别展开对

“问何为则民服”与 “问弟子孰为好学”两个问题的意义及其诠释史的论述：前者侧重于孔子回答所包含的德治理想，

以及考察从韩非、朱熹到康有为的不同立场的思想评论；后者则展示相关经典诠释中所呈现的汉、宋两种不同的风格，

指出宋学把焦点从哀公转向颜回，同心性之学的兴趣相关联。

【关键词】《论语》；鲁哀公；孔子；哀公问孔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９２－０８

　　政治是春秋时期思想人物关注的焦点。孔子
的政治活动可分为参政、观政和议政。议政可分

为与弟子议政和与当政者议政：前者主要是解答

弟子们对为政之原则与方法的疑惑；后者主要是

接受当政者的问政，并提供政见。据 《论语》

记载，卫灵公、齐景公、鲁定公、鲁哀公、季

氏、叶公子高等当政者都曾向孔子问政。本文

“哀公问孔”中的哀公指的是鲁哀公，他不仅向

孔子本人问政，而且还向孔子的弟子宰我和有若

问政。选择 “哀公问孔”这一历史事件作为讨

论的对象，并不是要对孔子的政治哲学做全面探

讨，而是通过对事件背景及诠释史的分析，深化

经典论述的思想史意义。

《论语》中鲁哀公与孔子对话的记载有三

则，两则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一则记载孔子

向鲁哀公请讨齐国弑君的陈成子：

（１）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

服。”（《论语·为政》）

（２）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论语·雍

也》）

（３）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
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

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君曰 ‘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

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

·宪问》）

一、历史上的鲁哀公

鲁哀公姓姬名将 （或作蒋），哀是其谥号，

鲁定公之子，公元前４９４—前４６８年在位。《史记
·鲁周公世家》记载：“十五年，定公卒，子将

立，是为哀公。”刘宝楠 《论语正义》云： “哀

公，名将，见 《鲁世家》。公出逊越，故谥

哀。”①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注为： “哀公名

蒋，定公之子。盖夫人定姒所生，敬王二十八年

即位。谥法，恭仁短折曰哀。”②周代谥法， “谥

为悼、哀、闵、怀，均其人不寿或不获令终，可

哀悼怀闵者”③。鲁哀公被谥为 “哀”，因其被逐

２９

 作者简介：杨　蓉 （１９７７—），女，湖北随州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哲学。
①　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４页。
②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７０５页。
③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见童教英整理：《童书业著作集》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６７４页。



“哀公问孔”的背景及思想史内涵

出鲁国，出逃越国，且有被杀之嫌疑。

史书关于鲁哀公的记载并不是很多，我们仅

可以从 《论语》《左传》 《史记》中找到一些零

星片段。纵观鲁哀公的一生，少有重大事件可成

为学界研究的话题。但从探讨其 “问孔”的角

度看，有两点值得记述。

（一）哀公与孔子的交往

鲁哀公即位时，孔子５８岁，还在周游列国，
且境遇不佳。直到哀公十一年，孔子才回鲁国，

与哀公第一次相会。 《史记》记载： “然鲁终不

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① 哀公并无用孔子

为臣，孔子在鲁只是以 “待问”、 “国老”身份

参与政事。孔门弟子冉有、子路等都在季氏门下

做官。可见孔子及其弟子与哀公的关系并不亲

近，与季氏反而更密切。季氏常常向孔子问政，

有重大事情还要冉有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如用田

赋和伐颛臾等。

哀公与孔子的交往，有三点值得提及：一是

哀公曾向孔子问政，二是孔子向哀公请求讨伐陈

成子，三是孔子死后哀公称之为 “尼父”。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向哀公请讨：

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

而请伐齐，三。公曰： “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

之，将若之何？”对曰： “陈恒弑其君，民之不

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

“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

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左传·哀公十四

年》）

虽然 《论语》《左传》的记载有些出入，但

都反映了哀公时鲁国弱小，常被齐国欺负，哀公

在政事上主要依赖季氏②。 《论语》中，哀公听

到孔子的请求，就让他去找 “三桓”。孔子明显

很不满和失望，一是因为哀公对此事不关心，将

之推给 “三桓”；二是因为哀公不亲自命令 “三

桓”讨伐陈恒，而是要孔子去说。所以他才对见

哀公的行为作出解释，认为这是自己作为大夫应

该做的事情。孔子对季氏也许还抱有一些希望，

但季氏也不想讨伐陈恒。孔子又对自己的行为作

出解释，说这是哀公让自己来告诉季氏的。《左

传》中，孔子很慎重地多次向哀公请讨，哀公则

以国力不敌齐国为由，质疑孔子伐齐提议的可行

性。孔子从民心向背的角度给出可以克齐的理

由。哀公仍觉得不行，让孔子去向 “三桓”说

此事。孔子拒绝，并且给出自己向哀公请讨的理

由，作为大夫有将此事告诉鲁君的责任，没有告

诉 “三桓”的责任。童书业认为 《左传》偏袒

季氏，所以它记载这件事情时，将不伐齐的责任

完全推给了哀公，从而与 《论语》的记载有

差异。

哀公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的形式给予孔子

以 “尼父”的封号。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

哀公诔之曰：“天不吊，不
"

遗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

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从哀公的悼词，

似乎哀公对孔子很推崇，对孔子的死感到悲痛。

子贡却对哀公这样做很不满，并对哀公进行了指

责：“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 ‘礼失则

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

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 ‘余一人’，非名

也。” （同上）子贡预言哀公恐怕在鲁国不能善

终，原因是哀公既失礼也失名，较准确地概括了

哀公的主要过失。

虽然子贡对哀公不满，但哀公封孔子为 “尼

父”却与子贡推崇孔子为圣人一样，对提高孔子

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作用。哀公哀悼孔子的事

情，通过史官记录下来，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

哀公将孔子视为为政的法度，一方面为儒家将孔

子圣化为 “帝王之师”提供了一点历史依据，

另一方面导致诸子将哀公的政令举措视为出自孔

子，成为后世流传的 “哀公问孔”故事灵感的

来源。

（二）哀公与 “三桓”的争斗

哀公时期，“三桓”在鲁国的外交内政中起

着决定性作用。虽然三桓经过家臣之乱，势力有

所削弱，但鲁公室仍受制于 “三桓”。哀公继位

初期，鲁与齐关系时好时坏，时有战事，后又受

制于吴，所以哀公与 “三桓”都忙于应付外患，

３９

①

②

司马迁： 《史记》卷４７《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９３５页。

哀公二年，季恒子卒，立子肥，是为季康子，是当时

鲁国的权臣。哀公二十七年，季康子卒。《论语》记载他曾多次

向孔子问政，并任用冉有、子路为季氏宰。“三桓”指的是季孙

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为鲁国的卿大夫，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者，

哀公时季孙氏在 “三桓”中最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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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有所缓解。

哀公后期，与越国交好，想依靠越国驱逐

“三桓”。哀公二十五年，哀公自越归鲁，季康

子和孟武伯①在鲁国边地五梧迎接哀公。哀公指

桑骂槐，指责季康子 “食言而肥”，宴会不欢而

散，从此哀公与大夫们有了隔阂。哀公对 “三

桓”的威胁感到头疼，便准备依靠诸侯把他们除

掉。“三桓”也对哀公的狂妄昏乱感到不安，因

此君臣之间矛盾日深。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记载： “公游于陵

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 ‘请有问于子，

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

不对。”此时，哀公对 “三桓”从内心里已很恐

惧，明白自己处于弱势。孟武伯的态度也表明他

对哀公的厌弃。但与越国的交往，使哀公仍心存

幻想，准备利用越国攻打鲁国以除掉 “三桓”，

同年秋天，哀公逊越。

对于哀公逊越，《左传》 《史记》的记载有

些出入：

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

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

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史

记·鲁周公世家》）

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

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

孙有山氏。（《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史记》中，哀公先到公孙有陉氏那里，然

后 “三桓攻公”，哀公被迫出逃卫国，后又逃到

邹国和越国。国人后来又复迎哀公归国，不久死

于公孙有山氏。 《左传》则记载哀公是主动出

逃，从邾国到越国，不知所终，国人将哀公出逃

的罪归于公孙有山氏。童书业说：“《左传》不

载 ‘三桓’攻公及哀公复归死于有山氏等事，

一如终于越者，此为季氏讳也。公孙有山氏为季

氏党 （参见哀二十四年传），受季氏命暗杀哀

公，完全有可能。观上引传末云：‘国人施公孙

有山氏’，苟无弑君之事，恐不得有此事。哀公

谥号为 ‘哀’，不谥为 ‘出’，亦可证被弑。”②

不管哀公被弑还是不知所终，有一点可肯

定：历史上的哀公，在与 “三桓”的斗争中最

终是失败者。向孔子问政，正是鲁哀公失政，但

仍想改变自己在鲁国的被动局面，因而与 “三

桓”不断斗争的历史背景下，想从孔子那里获得

一些有用的政治信息，以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

压制 “三桓”的尝试。

二、哀公问 “民服”

哀公问孔子如何使民服，这则对话的解读可

分为三方面：一是哀公为何有此问；二是探究孔

子回答的意涵；三是后世对孔子回答的评论。

（一）问题的根源：民不服

当一个人提问时，其问题背后必定隐藏着一

些特殊背景。皇侃 《论语义疏》解释说：“哀公

失德，民不服从，而公患之，故问孔子，求民服

之法也。”③ 从哀公的问题，我们可窥测到两点：

一是民不服君，二是君想得民。

“民不服”的困扰并非从鲁哀公才开始，有

其历史原因。早在鲁昭公时期，《左传·昭公三

十二年》就有关于 “民不服君”的记载。赵简

子问史墨，鲁昭公被季氏赶走，而国内民众服

从，各国诸侯也不过问，国君死于外，又不以季

氏为有罪过，是什么道理？史墨回答说：“天生

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

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

位，自古以然。”

鲁昭公被逐，与鲁国国君四世都无所作为有

关，相反季氏则几代都为政勤勉，政治影响力很

大，导致 “民忘君”。虽然国君被逐，死于国

外，也无人在意。其失民之严重，可见一斑。由

此可见 “民服”与国君或者贵族权力的得失，

关系甚大。

民服问题，显然不只是君与民之间的关系，

还指向了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卿大

夫执政下，君主对国家所担负的职能基本上是象

４９

①

②

③

孟武伯是鲁国孟孙氏第十代宗主，名彘，世称仲孙彘，

谥号武，是孟懿子的儿子。《论语》记载他曾向孔子问孝。孔子

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他还曾向孔子咨询仲由、冉求、公西

赤是否仁。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校订本），见 《童书业著

作集》第１卷，第５５９页。
皇侃： 《论语义疏》，见 《论语》 （四部要籍注释丛

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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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性、礼仪性的。“实现执政制的诸侯国虽然在

名义上保存了君主制，但国君已不再拥有统治国

家的最高的、实际的法治及行政与军事权力，这

种权力转移到执政手中，因此执政制这种政体性

质，显然不同于君主专制。”① 鲁君在国家的地

位已经成了一种摆设，已无实际的权力，这也是

鲁君失其民的主要原因。

春秋时期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是国人阶层十

分活跃，如参与政治决策，决定国君废立，过问

外交和战，参议国都迁徙等。国人之所以对国家

政治有一定影响，一是因为国人有参政意识。虽

然国人地位较低，但其中不少是贵族弟子降下来

的，所谓 “三姓之后，于今为庶”， “栾、?、

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左传

·昭公三年》），他们有一定文化，能够有政治

立场。二是因为国人是武装力量的骨干，“无民，

孰战”（《左传·成公十五年》），打仗主要靠他

们。当然国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他们容易被统

治者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说：“众

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

灵公》）他认为大众的判断并非是完全正确的，

还须加以分辨，体现出一种精英政治的倾向。所

以孔子并没有指出要如何争民，而是提出正政，

强调君主的作用。

（二）孔子的回答：举直错诸枉

对于哀公 “民服”之问，孔子的回答是：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

服。”“直”与 “枉”是什么含义，如何 “错”，

为何举直错诸枉就能民服，哀公都没有再进一步

追问，孔子也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论语》还有一则对话提及 “举直错诸枉”，

也许对理解孔子对哀公的回答有帮助：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问知。子曰：

“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

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

知，子曰：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

谓也？”

子夏曰： “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

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

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樊迟向孔子问仁与知，孔子将仁解释为 “爱

人”，将知解释为 “知人”。樊迟并未理解，孔

子又补充说：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

迟还是没理解，又问子夏。子夏认为孔子说的很

好，他将孔子的话理解为在众人中选取一个贤能

的人如皋陶、伊尹，能使不仁者去。

子夏的理解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对此主要

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子夏之解释与孔子原

意不符。皇侃 《论语义疏》引蔡谟的话：“何谓

不仁者远？远，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则

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

化，子夏谓之去者，亦为商之未达乃甚于樊迟

也。”② 另一种观点认为子夏很好地诠释了孔子

的话。朱熹说： “不仁者远，言人皆化而为仁，

不见有不仁者，若其远去尔，所谓使枉者直也。

子夏盖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③ 可见争

论的焦点在于对 “不仁者远”与 “能使枉者直”

的意义是否相符。

对直和枉的注解分歧不大，对 “错”字的

理解却有不同。钱穆说： “直，正直义，枉，邪

曲义。举谓举而用之。错字有两解，一谓废而置

之，则当云举直错枉，举枉错直，似多两诸字。

一说错，加置其上也。诸犹云之乎。举直加之乎

枉之上则民服，举枉加之乎直之上则民不服，举

措乃人君之大权，然举措有道，民之所服于君

者，在道不在权。”④ 将 “错”理解为 “废而置

之”是包咸的观点，郑玄注则说： “措，犹投

也。诸，之也。言投于下位也。”⑤ 按照钱穆的

分析，结合孔子 “能使枉者直”这句话，我们

大概可以断定：孔子对哀公的回答，应该是建议

举用正直之人，置之于邪枉之人上，则邪枉之人

也能化为直，而不是说废置邪枉之人。刘宝楠

《论语正义》批评包咸注： “包以邪枉之人不当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２４页。
皇侃： 《论语义疏》，见 《论语》 （四部要籍注释丛

刊），第２４９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第１３９页。
钱穆：《论语新解》，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０

页。

郑玄：《论语注》，见 《汉魏遗书钞》 （《经翼》第４
册），金?王氏钞本，汝麋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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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用，故以错为废置，与上句言举用之相反见

义。此亦用人之一术，自非人君刚明有才，不克

为此。《荀子·王制篇》：‘贤能不待次而举，罢

不能不待须而废。’即包意也。与夫子尊贤容众

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与三桓间隙已深，夫子

必不为此激论也。”① 这种说法比较恰当。

（三）后世对孔子回答的评价

孔子对哀公的回答，究竟是否恰当？对此历

来意见不一。不同的评论体现着不同的思想背

景，值得分析。

韩非子对孔子的回答进行了批判，认为 “仲

尼之对，亡国之言也”②。 《韩非子·难三》云：

“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

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

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

功。故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

则人主奚劳于选贤？”韩非子将 “直”理解为

“贤”，贤是才能而非德行。君主不需要去选贤，

举贤为臣子的事情，君主只需通过 “术”来驾

驭臣下。《韩非子·定法》说： “术者，因任而

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

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通过 “术”，君主可以因能而授官，根据臣

下的言论或职位来检验其行为或政绩。检验的方

法就是 “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韩

非子认为君主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以使臣子们公正

无私，举贤去不肖，不需要自己去选贤，只需操

纵赏罚之权柄，运用好手中的权势就能制服天下

人。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强调君主之术，与儒

家的德政观念是对立的。

朱熹从维护儒家正统出发，极力肯定孔子的

回答，认为它是治国之大本：

问： “哀公问 ‘何为则民服’，往往只是要

得人畏服他。圣人却告之以进贤退不肖，乃是治

国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盖好贤而恶不肖，乃

人之正性；若举错得宜，则人心岂有不服。谢氏

又谓 ‘若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

此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此又极本原而言。若

人君无知人之明，则枉直交错，而举错未必得宜

矣。”曰：“说得分明。”③

朱熹虽然和韩非子一样，认为君主会以 “以

直为枉，以枉为直”，选其心之所贤，但他认为

该受批评的是哀公，由于人君的无道，无知人之

明，所以才会枉直交错。而且哀公只是想民都畏

服他，并非真正从治国的方法来考虑。

朱熹从心性论出发，认为人君要做到真正知

贤，就必须 “大居敬而贵穷理”，提高精神的境

界。他在这里表现出对孔子的推崇，将政治的希

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并指出了君主的修养之道。

可见朱熹不仅与法家强调君主要善于运用权术势

来驾驭臣下不同，也与原儒注重治国之贤才不一

样，他注重的是君主内在的修身问题，凸显了君

主的道德修养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康有为极为推崇孔子，但却吸取西学中的近

代精神来重新解释经典，主张从今文经学发明

《论语》中的微言大义。《论语注》说：

夫国者，合民而为之，国固民之国也，民服

则民心固结而国立，民不服则人心散乱而国危。

哀公犹知问民服，盖得于孔子重民之义多故也。

然人君无智愚贤不肖，莫不求忠以自卫，举贤以

自佐；而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人知卢杞之

奸，而唐德宗不觉；人人知司马光之直，而神宗

不知。以空言令其居敬穷理，亦何补实事？且以

尧而举?兜，知人唯难。故欲民服者，莫若令民

自举措之。④

虽然同为儒家，康有为批判朱熹空言要人君

“居敬穷理”，将希望寄托于人君德行的修养是

不切实际的。因为无论人君德行如何，所求都是

忠于己者，而不是忠于国家，结果会导致忠者不

忠，贤者不贤。他将国家的主体理解为民众，认

为民心之固结与散乱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让民众

自己来举荐贤能治国，才能实现 “举直错枉”。

他主张君主立宪，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官吏由民

主选举产生，君主不应干涉官吏的任免。康有为

以西方近代精神为指导，试图为中国传统文化走

向近代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韩非子、朱熹和康有为对于 “举直错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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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楠：《论语正义》，第６４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年，第３７４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２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

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９３页。
康有为： 《论语注》，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第２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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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议没有什么异议，争议的焦点在 “举”

的主体是谁。韩非子和康有为都看到由人君个人

的意志来选贤会带来贤者不贤的弊端，但韩非子

认为应该由臣子举贤，君主的职能在于考核贤才

是否真贤，而康有为认为应该由民众来举贤才，

这样才能确保选取到真正的贤才。朱熹则认为选

贤是人君的工作，所以要加强人君的修养。康有

为之所以批判朱熹，主要是想否定他作为儒家正

统的权威地位： “朱子不深明本末，乃仍发明

《论语》，以为孔子之道在是，则割地偏安多矣。

此乃朱子之孔子，非真孔子也。或乃不知孔子实

为儒教之祖，误以为哲学一家。乃以梭格拉底比

之，则亦朱子之一孔子而已。”① 其实，康有为

的孔子，也是康子之一孔子而已，他将孔子打扮

成改革的先知，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

三、哀公问 “好学”

哀公与孔子的第二则对话，是哀公问孔子，

众多弟子中谁最好学。《论语·先进》还有一则

对话，是季康子问孔子：

季康子问： “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孔子答季康子时少了 “不迁怒、不贰过”

六字。对于哀公问 “好学”，有两种不同的诠释

方向：一是推测孔子回答为何不同，汉儒的解释

多侧重于这方面；二是侧重于文本本身，探讨孔

子独赞颜回好学的原因，宋儒在这方面有颇多

论述。

（一）哀公与季康子：同问而异答

季康子是哀公时期的重要执政者，在鲁国的

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哀公和季康子所问

相同，而孔子对有详略，其中缘由为何，自然会

引来各种猜测，这些猜测主要围绕哀公与季康子

的形象而展开。

第一种猜测是，哀公有迁怒贰过之事。《论

衡·问孔篇》记载：“哀公问孔子孰为好学，孔

子对曰： ‘有颜回者好学，今也则亡。不迁怒，

不贰过。’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迁怒、贰

过故也。因其问则并以对之，兼以攻上之短，不

犯其罚。”因为哀公有迁怒贰过之事，所以孔子

借说颜回之长，间接指出哀公之短，希望其可改

正。皇侃在 《论语义疏》中说：“学至庶几，其

美非一。今独举怒过二条，盖有以为也。为当时

哀公滥怒贰过，欲因答寄箴者也。”邢籨也基本

同意这种说法。这种猜测可以从孔子在 《论语》

中的回答找到依据，孔子对相同问题的回答会因

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给予建议。如 《论语》

中不同的弟子问 “孝”、问 “仁”、问 “政”，孔

子的回答都不相同。这种猜测中，哀公的形象是

负面的，迁怒、贰过是其特征，季康子的形象比

哀公要好。

第二种猜测是，君臣有别。皇侃评论季康子

问孔子： “此与哀公问同而答异者，旧有二通：

一云缘哀公有迁怒贰过之事，故孔子因答以谏之

也。康子无此事，故不烦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

之尊，故须具答。而康子是臣为卑，故略以相酬

也。”② 朱熹赞同君臣有别这种猜测，他引用范

氏的话：“哀公、康子问同而对有详略者，臣之

告君，不可不尽。若康子者，必待其能问乃告

之，此教诲之道也。”③ 这种精神比较符合朱熹

不闻往教、只闻来学的为师之道。《大戴礼记·

虞戴德》记载，孔子对哀公说： “丘于君唯无

言，言必尽，于他人则否。”④ 可见孔子对君主

说话的标准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其他人

则不同于此。刘宝楠据此认为君尊臣卑这种说法

较合理。这种说法于理可通，也无事例可反驳。

第三种猜测是，哀公似是有为之君，此处问

好学，似有求贤自辅之意，故孔子以颜子之学详

告之。康子权臣，其延揽人才，欲为强私弱公之

助，故孔子只惜颜子之死，更无他辞。 《论语

稽》就持这种观点。孔子的确倾向张公室，抑权

臣，但据此就猜测孔子不愿意向季康子举荐贤

才，似乎于事实不符，孔子的几个弟子都在季氏

手下做事，也并没有体现不愿向季康子举荐弟子

之意。而且颜回已死，如果要对哀公有实际的辅

助之功，孔子必然要推荐其在世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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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长沙：岳麓书社，

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７页。
皇侃： 《论语义疏》，见 《论语》 （四部要籍注释丛

刊），第２３５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２４页。
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７年，第３４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第四种猜测是，两则记载实为一件事，记录

有误。崔述 《洙泗考信录》说：“此二章其文极

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 《史

记》误以 ‘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

为之解也。 《传》曰：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

所传闻异辞。’ 《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

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

古之过也。”① 清代自崔述始，开启了疑古之风，

认为不少古文献多不可信，或是伪作，或是误

改。后人若对此无分别，都认为是真实的，在理

解时则会容易曲解，引申过度。崔述举 《史记》

为例，《论语》中记载孔子答哀公 “举直错枉”，

而司马迁却误将哀公写成了季康子。崔述所讲这

种情况，在历史文献中确有出现，但不多见，并

非常态。

四种猜测中，第一、二种分别体现了汉儒和

宋儒的观点，汉儒试图从历史人物性格中找出孔

子同问而答异的原因，而宋儒则从道统出发，将

孔子回答的不同归结为政治制度的规定。第三种

猜测从孔子本人的政治立场来发挥，似乎曲折过

多，反而不能令人信实。第四种猜测，从古典文

献的形成角度对孔子回答的差异进行了质疑，认

为这种差异来源于记录者的误记，前三种猜测都

是曲解。从这些猜测，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文献诠

释中立场的不同导致观点相去甚远。

（二）颜子之好学：克己之功

宋代学术关注的重点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

及修养之方。颜回因为注重内在的德性养成的形

象，遂成为宋人追捧的对象，得以常常与圣人孔

子并提。所以宋儒对哀公问好学这一章，用功之

处便多在颜子本身，正如朱熹所说：“与哀公言，

亦未有引进后学意，要紧只在 ‘不迁怒，不贰

过’六字上。”②

“不迁怒、不贰过”是何含义呢？何晏、韩

愈和程子都集中于对 “怒”与 “过”的诠释，

而朱熹强调对 “不迁不贰”的理解。

何晏 《论语集解》的注释是： “凡人任情，

喜怒违礼，颜渊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也。

怒当其理，不移易也。不贰过者，有不善未尝复

行也。”③ 何晏区分了任情与任道，很明显带有

道家的意味。颜回对情有所节制，循道而行，发

怒时不会过分，也不会将怒气转移。 “不贰过”

是指颜回不会再行不善。不善是指思想还是行

为，何晏没有明确说明，含义较模糊。

对于 “过”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 “形见

之过”，一种是指 “念虑之过”。 《论语·卫灵

公》说：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偶犯

有过，后不复犯。这里的 “过”是指 “形见之

过”。《周易·系辞下》子曰：“颜氏之子，其殆

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这里的 “过”是指 “念虑之过”，心即察觉，立

加止绝，不复见之于行事。

韩愈同意 《周易》的说法，《论语笔解》将

“过”理解为念虑之过： “不贰过者能止之于始

萌，绝之于未形，绝贰之于言行也。”这种理解，

与之提倡孟子的心性之学相关。

程子同意韩愈的理解：“颜子之怒在物不在

己，故 ‘不迁’；有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

行，‘不贰过’也。”④ 他为了维护颜回的完美形

象，便努力消解颜回的 “怒”与 “过”，将

“怒”的原因归结为外物， “颜子自无怒。因物

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迁！”同时他将 “过”限

定于思想： “颜子无形见之过，夫子谓其庶几，

乃无祗悔也。过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

不勉而中，所欲不逾矩，是有过也，然其明而

刚，故一有不善未尝不知，既知未尝不遽改，故

不至于悔，乃远不复也。”⑤

朱熹跳过程子对 “怒”、 “过”的关注，重

点转移到修养的工夫论，强调如何 “不迁不贰”：

曰：“过只是过。不要问他是念虑之过与形

见之过，只消看他不贰处。既能不贰，便有甚大

底罪过也自消磨了。”（《朱子语类》卷３０）
问 “不迁怒，不贰过”。曰： “重处不在怒

与过上，只在不迁不贰上。今不必问过之大小，

怒之深浅。只不迁，不贰，是甚力量！便见工

夫。佛家所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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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贰，直是难。贰，如贰官之 ‘贰’，已有一

个，又添一个也。”又问 “守之也，非化之也”。

曰：“圣人则都无这个。颜子则疑于迁贰与不迁

贰之间。”（《朱子语类》卷３０）①

朱熹认为：颜子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克己的工

夫，“不迁怒、不贰过”是圣人见其克己工夫的

效验，而颜回的克己工夫源于 “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王夫之 《读四书大全说》对朱熹的论述给

予了肯定： “夫子于此，直从天理人欲，轻重、

浅深，内外、标本上，拣着此两项，以验颜子克

己之功至密至熟、发见不差者而称之。非颜子不

能以此为学，非夫子亦不深知如此之为好学，非

程、朱二子亦无以洗发其本原之深，而岂易言

哉！若于怒于过，虽功未至而必有事，则为初学

者言，正未可尽不迁不贰之德也。”②

孔门三千弟子，孔子独称颜回好学，自然让

人疑惑。程子曾作 《颜子所好何学论》，认为颜

回所好之学是 “学以致圣人之道也”。颜回学道

已经接近圣人的境界，“盖圣人则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

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

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

以年，则不日而化矣”③。所以颜子所学与那些

“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

工”之学，截然不同。《反身录》也认为孔子此

处所说好学，主要是指在性情上用功，学以修

身，而不是追求知识的渊博。

朱熹从克己之难的角度，认为众弟子中也只

有颜回能够达到 “不迁怒、不贰过”的地位，

所以孔子独赞颜回好学。他说：

孔子不以告其他门人，却独以告颜子，可见

是难事，不是颜子担当不得这事。其他人也只逐

处教理会。道无古今，且只将克己事时时就身己

检察，下梢也便会到 “不迁怒，不贰过”地位，

是亦颜子而已。（《朱子语类》卷３０）④

哀公问 “好学”，历代注释从推测孔子回答

的用意，到后来注重诠释颜子的心性之学，可见

经典的意义在思想史长河中的流变。汉儒关心人

物关系，其本质在于政治，而宋儒关心的是思

想，其问题是哲学的。颜回形象的深化，正好有

助力于他们表达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

结　　语

本文围绕 “哀公问孔”，展开与 《论语》相

关的思想史分析。哀公问 “民服”是关于治国

方式的讨论，孔子的回答是举贤才；哀公问 “好

学”是向孔子打听其弟子中谁是贤才。两则问答

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然而，

其诠释引发出的问题并不简单。“哀公问孔”是

孔子与鲁君之间的对话，必然涉及孔子的政治思

想。虽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都为重建好的政治

秩序而努力，但政治思想差异甚大，儒、道、

墨、法各派为推行各自的政治思想，相互间多有

批判，因此对于孔子的回答，会出现赞同、质疑

或批判。就儒学内部而言，汉代的诠释注重从历

史角度探讨哀公的形象；宋儒多从内在德性修养

方面阐发孔子的思想，所以颜回成了探讨的重

点，哀公的形象逐渐淡出，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

逐渐深化和细化。

陈少明先生将 《论语》的历史世界分为进

入 《论语》中的历史和 《论语》影响下的历史，

后者有传述、运用、注解三大类⑤。就本文而

言，“哀公问孔”属于进入 《论语》中的历史，

是对哀公与孔子交往之历史事件的记载，但并没

有进入史书 《春秋》中。从汉代到清代对 《论

语》中 “哀公问孔”的注解，则属于 《论语》

影响下的历史。然而就思想史而言，经学式的注

解，只是经典影响的一种形式。经典思想传播的

另一种形式，则是对经典故事的重新传述。“哀

公问孔”也不例外，从战国开始，相关的故事新

编就层出不穷，展示了思想史发展中更加丰富多

彩的内容，相关论述容另文展开。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３册，第７６６—７６７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

第２７８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５７８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３册，第７６９页。
陈少明： 《〈论语〉的历史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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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引论 《诗》《书》的文献地图

———兼评陈澧 《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

杨海文

【摘要】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 《东塾读书记》考释过 《孟子》引论 《诗》《书》，其考辨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依据

全书原则、实名原则、分别原则，《孟子》引论 《诗》 《书》的文献地图为：引 《诗》凡３５条，引 《书》凡１９条，
论 《诗》《书》凡５章，总计有３３章引、论 《诗》 《书》，章数占全书２６０章的１２７％。司马迁说孟子 “序 《诗》

《书》”，赵岐说孟子 “通 《五经》，尤长于 《诗》《书》”，绝非虚言。《东塾读书记》虽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

精辟地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 《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

【关键词】《孟子》；引；论；《诗》；《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００－１０

一、与陈澧 《东塾读书记》商榷

诗书文化在 《孟子》中主要指 《诗》《书》文化，《诗》《书》文化在孟子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

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岭南学者陈澧 （１８１０—１８８２）《东塾读书记》卷３《孟子》有言：
《史记·孟子列传》云：“序 《诗》《书》，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赵卿 《孟子题辞》

云：孟子通 《五经》，尤长于 《诗》 《书》。澧案：孟子引 《诗》者三十，论 《诗》者四，引 《书》

者十八，论 《书》者一，又有似引 《书》而不言 《书》曰者。所谓尤长于 《诗》 《书》者，于此可

以窥见矣。其引 《蒸民》之诗，以证性善，性理之学也。引 “雨我公田”，以证周用助法，考据之学

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此由读经而推求性理，尤理学之圭臬也。盖性理之学，

政治之学，皆出于 《诗》《书》，是乃孟子之学也。①

《孟子》引、论 《诗》《书》的具体情形何如？陈澧以内文夹注做了详细说明。为便于阅读，特

将它们单列出来，如表１所示：

表１　陈澧注 《孟子》引论 《诗》《书》一览表

序号 类型 例句 （编号为引者所加）

１ 引 《诗》者三十

１．“经始灵台”；２．“刑于寡妻”；３．“畏天之威”；４．“王赫斯怒”；５．“哿矣富人”；
６．“乃积乃仓”；７．“古公父”；８．“自西自东”；９．“迨天之未阴雨”；１０—１１．“永
言配命”（两引）；１２．“昼尔于茅”；１３．“雨我公田”；１４．“周虽旧邦”；１５．“出于幽
谷”；１６—１７．“戎狄是膺”（两引）；１８．“不愆不忘”；１９．“天之方蹶”；２０．“殷鉴不
远”；２１．“商之孙子”；２２． “谁能执热”；２３． “其何能淑”；２４． “周馀黎民”；２５．
“永言孝思”；２６．“周道如砥”；２７．“天生蒸民”；２８．“既醉以酒”；２９．“忧心悄悄”；
３０．“肆不殄厥愠”。○ “畜君何尤”，不在 《三百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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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中山大学中国哲学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建设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杨海文 （１９６８—），男，湖南长沙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中山大学法学理论与
法律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①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０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第５３６—５３７页。此书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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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２ 论 《诗》者四
１．“普天之下”；２．《小弁》；３．《凯风》；４．“不素餐兮”。○齐宣王引 “他人有心”，

王良引 “不失其驰”，万章引 “娶妻如之何”，孟子无论辩之语。

３ 引 《书》者十八

１．《汤誓》曰：“时日害丧。”２．《书》曰：“天降下民。”３．《书》曰：“汤一征。”４．
又：“汤始征。”５—６．《书》曰：“我后。” （两引）７—８．《太甲》曰：“天作孽。”
（两引）９．《书》曰：“若药不瞑眩。”１０．《书》曰：“葛伯仇饷。”１１．《泰誓》曰：
“我武惟扬。”１２．《书》曰：“丕显哉，文王谟！”１３．《尧典》曰：“二十有八载。”１４．
《书》曰：“祗载见瞽瞍。”１５．《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１６．《伊训》曰：“天诛
造攻自牧宫。”１７．《康诰》曰：“杀越人于货。”１８．《书》曰：“享多仪。”

４ 论 《书》者一 《武成》。

５
似引 《书》而不言

《书》曰者
如放勋曰 “劳之来之”，“有攸不惟臣”之类。

［资料来源］陈澧：《东塾读书记》，《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０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第５３６—
５３７页。

何谓引 《诗》《书》？何谓论 《诗》《书》？引、论的区别何在？笔者以为，陈澧的做法有商榷的

余地。

第一，《诗》《书》之引的标准不统一。

例如，“出于幽谷”。《小雅·鹿鸣之什·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

木。”① 孟子云：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５·４）② 它没有冠以
“《诗》云”，陈澧视为孟子引 《诗》。又如，“有攸不惟臣”。孟子曰：“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

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６·５）它出自 《周书·武成》，赵岐 （约１０８—
２０１）注云：“从 ‘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纣时也。皆 《尚书》逸篇之文。”③ 陈澧则不视为孟子引

《书》，而视为 “似引 《书》而不言 《书》曰者”，实为误判。以上两例，前者视为孟子之引，后者反

之，可见陈澧界定 《诗》《书》之引，没有用同样的标准。

另外，“汤始征，自葛载” （６·５）一句，杨伯峻 （１９０９—１９９２）标点本为：“‘汤始征，自葛
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④ 《孟子正

义》标点本为：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为后我’？”⑤ 《梁惠王下》亦有孟子曰：“《书》曰：‘汤一征，自葛始。’”（２·１１）《商书·仲虺
之诰》作：“初征自葛。”⑥ 陈澧视 “汤始征”为孟子引 《书》，实则当为 “似引 《书》而不言 《书》

曰者”。此例亦见陈澧所谓 《诗》《书》之引的标准并不严谨。

又，孟子曰：“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

之乐！’盖 《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２·４）陈澧以 “畜君

何尤”不在 《三百篇》内，故作为 “引 《诗》者三十”的补充说明。从 “似引 《书》而不言 《书》

曰者”的体例看，陈澧亦当别为 “似引 《诗》而不言 《诗》曰者”，“畜君何尤”、“出于幽谷”可归

入此类。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１０页。
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 《孟子译注》为据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清］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１２，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３５页。
杨伯峻：《孟子译注》，第１４８页。
［清］焦循：《孟子正义》卷１２，第４３４页。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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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引、论的标准不一致。

陈澧以 “普天之下”（９·４）为孟子论 《诗》，却以 “周馀黎民”（９·４）为孟子引 《诗》。两者

实则既不是单纯地引 《诗》，也不是单纯地论 《诗》，而是引、论兼具。

第三，过分强调引、论的区别。

《小弁》《凯风》（１２·３）及 《武成》（１４·３）专论 《诗》《书》，但 “普天之下”（９·４）则
引、论兼具，“不素餐兮”（１３·３２）仅为引。陈澧见论则不说引，不考虑引、论兼具，因而难以统计
孟子引、论 《诗》《书》的准确次数。

第四，有遗漏者，亦有误判者。

孟子引 《书》曰：“洚水警余。”（６·９）《虞书·大禹谟》作：“降水儆予。”① 赵岐注云：“《尚
书》逸篇也。”② 此条为陈澧所遗漏。“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８·２１）、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１０·８）两条，更为陈澧所遗漏。前面说过的 “有攸不惟臣”

（６·５），则为误判。
第五，只统计孟子之引，而不是统计 《孟子》之引。

齐宣王引 “他人有心”（１·７），王良引 “不失其驰”（６·１），万章引 “娶妻如之何”（９·２），
均未被陈澧统计进 “引 《诗》者三十”，而是仅仅作为 “论 《诗》者四”的补充说明。陈澧不从 《孟

子》其书而只从孟子其人来统计，这一做法不能展示 《孟子》引论 《诗》《书》的全貌。所以，陈澧

文中的 “孟子引 《诗》者三十”，不能标点为 “《孟子》引 《诗》者三十”③。

受札记文体所限，《东塾读书记》述孟子引论 《诗》《书》，难免有所不足。与陈澧同时代的黄云

鹄 （１８１９—１８９８）著有 《群经引诗大旨》，该书卷６为 《孟子引诗》，逐条抄录 《孟子》书中的引

《诗》文字，并略作义理解读④。但是，黄云鹄遗漏了齐宣王引 “他人有心”一段 （１·７）；而且引、
论不分，把论 《小弁》《凯风》的一章 （１２·３）视为引 《诗》；亦未统计出 《孟子》引 《诗》的具

体条数或章数。

如何表述 《孟子》引论 《诗》《书》，才更为恰当呢？笔者以为，需要注意到三个原则：

一是全书原则。

统计 《孟子》全书而不是孟子一人的引论，并注明为何人所引。

二是实名原则。

统计对象为冠以书名、编名或篇名的引用情形；个别情况如 “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１４·
１９）、孟子继公孙丑后再引 “不素餐兮” （１３·３２），亦作为统计对象。似引 《诗》 《书》而不言

《诗》《书》曰者，如 “出于幽谷”（５·４）、“汤始征，自葛载”（６·５），则不予统计。
三是分别原则。

引乃具体引用，故以条计；论乃抽象论述，故以章计；如引、论兼具，亦分别统计。

以下我们从引 《诗》、引 《书》、论 《诗》《书》三个方面，绘制出 《孟子》引论 《诗》《书》的

文献地图，并对 《孟子》之 《诗》 《书》与今本之 《诗》 《书》的文献来源及其文字差异做出相关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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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１３６页。
［清］焦循：《孟子正义》卷１３，第４４７页。
参见 ［清］陈澧著，杨国强整理，熊月之、何泉达等审阅：《东塾读书记》，《传世藏书》子库文史笔记第２册，海口：海南

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版 （未署出版年月），第１６页。该书误把 “孟子”点为书名号。

参见 ［清］黄云鹄：《群经引诗大旨》，《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１０辑第１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第７３０—
７３３页。此书据清光绪刻本影印。



《孟子》引论 《诗》《书》的文献地图

二、《孟子》引 《诗》凡３５条

《孟子》引 《诗》３５条，分布于２２章之中。孟子共引３２条 （有１条为孟子引王良曰），不是陈
澧说的孟子 “引 《诗》者三十”；另外３条，齐宣王、万章、咸丘蒙各引１条。《孟子》引 《诗》，大

多称 “《诗》云”，共２７条；偶尔称 “《诗》曰”，共４条；称 《鲁颂》《云汉》各１条；还有２条，
既未称 “《诗》云”、“《诗》曰”，也未称编名或篇名，亦即表２第３３、３５条。另外，第１１、２１条引
《诗》，以及第３２、３３条引 《诗》，完全相同。各编之中，被引最多的是 《大雅》，共２０条；另 《小

雅》《国风》各６条，《颂》３条。《大雅》之中，《文王之什》被引最多，共１１条；《文王之什》之
中，《文王》一诗被引最多，共４条。《孟子》引 《诗》基本上同于今本 《诗经》，仅１０条稍有个别
文字上的差异。如表２所示：

表２　 《孟子》引 《诗》一览表

序号 《孟子》出处 引者与引文 《诗经》出处

１
《梁惠王上》

１·２

【孟子引】《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

王在灵沼，于禼鱼跃。”

《大雅·文王之什·灵台》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２４—５２５页）。“白鸟鹤鹤”，《毛诗正义》
卷１６作：“白鸟鄖鄖。”

２
《梁惠王上》

１·７
【齐宣王引】 《诗》云： “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

《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十三经注疏》

第４５４页）。

３
《梁惠王上》

１·７
【孟子引】《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大雅·文王之什·思齐》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１６页）。

４
《梁惠王下》

２·３
【孟子引】《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周颂·清庙之什·我将》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８８页）。

５
《梁惠王下》

２·３
【孟子引】《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大雅·文王之什·皇矣》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２１页）。《毛诗正义》卷１６作：“王赫斯
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

对于天下。”

６
《梁惠王下》

２·５
【孟子引】《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十三经注疏》

第４４３页）。“哀此茕独”，《毛诗正义》卷１２
作：“哀此?独。”

７
《梁惠王下》

２·５

【孟子引】《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鎊粮，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

爰方启行。”

《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４１页）。

８
《梁惠王下》

２·５
【孟子引】《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大雅·文王之什·绵》（《十三经注疏》第

５１０页）。

９
《公孙丑上》

３·３
【孟子引】《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

无思不服。”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声》（《十三经注

疏》第５２７页）。

１０
《公孙丑上》

３·４
【孟子引】《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

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国风·豳风·鸱》 （《十三经注疏》第

３９５页）。“今此下民”，《毛诗正义》卷８作：
“今女下民。”

１１
《公孙丑上》

３·４
【孟子引】《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０５页）。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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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滕文公上》

５·３
【孟子引】《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

#

；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国风·豳风·七月》 （《十三经注疏》第

３９１页）。

１３
《滕文公上》

５·３
【孟子引】《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小雅·莆田之什·大田》 （《十三经注疏》

第４７７页）。

１４
《滕文公上》

５·３
【孟子引】《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０３页）。“其命惟新”，《毛诗正义》卷１６
作：“其命维新。”

１５
《滕文公上》

５·４
【孟子引】 《鲁颂》曰： “戎狄是膺，荆舒

是惩。”

《鲁颂·輝之什·?宫》（《十三经注疏》第

６１７页）。

１６
《滕文公下》

６·１
【孟子引王良曰】《诗》云：“不失其驰，舍矢

如破。”

《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车攻》（《十三经注

疏》第４２９页）。

１７
《滕文公下》

６·９
【孟子引】《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则莫我敢承。”

《鲁颂·輝之什·?宫》（《十三经注疏》第

６１７页）。

１８
《离娄上》

７·１
【孟子引】《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大雅·生民之什·假乐》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４０页）。

１９
《离娄上》

７·１
【孟子引】《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

《大雅·生民之什·板》（《十三经注疏》第

５４９页）。

２０
《离娄上》

７·２
【孟子引】 《诗》云： “殷鉴不远，在夏后

之世。”

《大雅·荡之什·荡》 （《十三经注疏》第

５５４页）。

２１
《离娄上》

７·４
【孟子引】《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０４页）。

２２
《离娄上》

７·７

【孟子引】《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肤敏，裸将于京。”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０４—５０５页）。

２３
《离娄上》

７·７
【孟子引】《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大雅·荡之什·桑柔》（《十三经注疏》第

５５９页）。

２４
《离娄上》

７·９
【孟子引】《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大雅·荡之什·桑柔》（《十三经注疏》第

５５９页）。

２５
《万章上》

９·２
【万章引】 《诗》云， “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

《国风·齐风·南山》 （《十三经注疏》第

３５２页）。“娶妻如之何”，《毛诗正义》卷５
作：“取妻如之何。”

２６
《万章上》

９·４
【咸丘蒙引】 《诗》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小雅·谷风之什·北山》 （《十三经注疏》

第４６３页）。“普天之下”，《毛诗正义》卷１３
作：“溥天之下。”

２７
《万章上》

９·４
【孟子引】《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

孑遗。”

《大雅·荡之什·云汉》（《十三经注疏》第

５６２页）。

２８
《万章上》

９·４
【孟子引】《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大雅·文王之什·下武》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２５页）。

２９
《万章下》

１０·７
【孟子引】《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小雅·谷风之什·大东》 （《十三经注疏》

第４６０页）。“周道如底”，《毛诗正义》卷１３
作：“周道如砥。”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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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告子上》

１１·６
【孟子引】《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大雅·荡之什·民》（《十三经注疏》第

５６８页）。 “天生蒸民”， 《毛诗正义》卷１８
作：“天生民。”

３１
《告子上》

１１·１７
【孟子引】《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大雅·生民之什·既醉》 （《十三经注疏》

第５３６页）。

３２
《尽心上》

１３·３２
【公孙丑引】《诗》曰：“不素餐兮。”

《国风·魏风·伐檀》 （《十三经注疏》第

３５８页）。

３３
《尽心上》

１３·３２
【孟子引】“不素餐兮。” 同上。

３４
《尽心下》

１４·１９
【孟子引】《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国风·邶风·柏舟》 （《十三经注疏》第

２９７页）。

３５
《尽心下》

１４·１９
【孟子引】“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

《大雅·文王之什·绵》（《十三经注疏》第

５１１页）。“亦不殒厥问”，《毛诗正义》卷１６
作：“亦不陨厥问。”

［资料来源］１．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２．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阮

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三、《孟子》引 《书》凡１９条

《孟子》书中，似引 《书》而不言 《书》曰者较多。陈澧的两个举例， “有攸不惟臣” （６·５）
乃误判，“放勋曰 ‘劳之来之’”（５·４）① 有可能属实。刘起荱 （１９１７—）认为它 “当是 《尧典》逸

文”，且为 “汉今文二十八篇之见于先秦引用者”②。今本 《尚书》则无明文。另，公孙丑曾引伊尹

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１３·３１）《孟子正义》引
江声 （１７２１—１７９９）《尚书集注音疏》：“自是 《尚书》文，而不称 《书》曰。”③ 其中，“予不狎于不

顺，放太甲于桐”见今本 《尚书·太甲上》，作 “予弗狎弗不顺，营于桐宫”，余者均不同④。墨者夷

之有言 “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５·５），“若保赤子”即出自今本 《尚书·康诰》⑤。以上情

形我们暂不考虑，甚至也不涉及今古文 《尚书》之争⑥，而是主要考察 《孟子》冠以 《书》或篇名来

引用的情形。

《孟子》引 《书》，不是陈澧所说的 “引 《书》者十八”，而是共引１９条，分布于１２章之中，引
者均为孟子。又多称 “《书》曰”，共１０条；也直接称篇名，其中，《太甲》《太誓》各２条，《汤誓》
《尧典》《伊训》《康诰》各１条；还有１条，既未称 “《书》曰”，也未称篇名，亦即表３第９条，它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段文字，不同版本有 “曰”、“日”的差异。杨伯峻 《孟子译注》作：“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

得之，又从而振德之。’”（第１２５页）焦循 《孟子正义》作：“放勋日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

（第３８９页）又，《孟子》书中 （２·１１，６·５），引 《书》曰 “”，自述曰 “奚”，这一差异亦值得注意。

参见刘起荱：《尚书学史 （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１５页。
［清］焦循：《孟子正义》卷２７，第９２５页。
参见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１６４页。
参见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２０４页。
刘起荱曾制作 “先秦文籍引用 《尚书》篇数次数总表”，分为 “今文二十八篇被引者”、“古文十六篇被引者”、“书序中余篇

被引者”、“先秦逸书逸篇”、“引书、某书、逸句”、“某种特用称法所在不同篇数”等项，统计出 《孟子》引用 《尚书》３８次７篇，
另，《论语》引 《书》为９次，《墨子》引 《书》为４７次２２篇，《荀子》引 《书》为２２次３篇。参见氏著：《尚书学史 （订补本）》，

第４９页。又，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５日入藏清华大学的２３８８枚战国楚竹简，李学勤认为其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 《尚书》（氏著：《初识清华

简》，《光明日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笔者以 《保训》为例，以为清华简有着文献学、编年史、思想史三方面的学术价值。参见杨

海文：《清华简 〈保训〉的学术价值》，《云梦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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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８条连在一起，无文字间隔。另外，第５、１３条引 《书》，完全相同。《孟子》所引之 《书》后

来均被采入今本 《尚书》，但二者大都不同，仅有２条完全相同；赵岐径称 《孟子》引 《书》出自

《尚书》逸篇的，多达１１条。如表３所示：

表３　 《孟子》引 《书》一览表

序号 《孟子》出处 引者与引文 今本 《尚书》出处 备注

１
《梁惠王上》

１·２

【孟子引】 《汤誓》

曰： “时日害丧，

予及女偕亡。”

《商书·汤誓》。《尚书正义》卷８
作：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０页）

２
《梁惠王下》

２·３

【孟子引】 《书》

曰： “天降下民，

作之君，作之师，

惟曰其助上帝宠

之。四方有罪无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

有越厥志？”

《周书·泰誓上》。 《尚书正义》

卷１１作： “天佑下民，作之君，

作之师，惟曰克相上帝，宠绥四

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十三经注疏》第１８０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 ４引赵岐注云：
“《书》， 《尚书》逸篇也。” （第１１５
页）

３
《梁惠王下》

２·１１

【孟子引】 《书》

曰： “汤一征，自

葛始。”

《商书·仲虺之诰》。《尚书正义》

卷８作：“初征自葛。”（《十三经
注疏》第１６１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 ５引赵岐注云：
“此二篇，皆 《尚书》逸篇之文也。”

（第１５２页）

４
《梁惠王下》

２·１１

【孟子引】 《书》

曰： “我后，后

来其苏。”

《商书·仲虺之诰》。《尚书正义》

卷８作： “予后，后来其苏。”

（《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１页）
同上。

５
《公孙丑上》

３·４

【孟子引】 《太甲》

曰： “天作孽，犹

可违；自作孽，不

可活。”

《商书·太甲中》。 《尚书正义》

卷８作：“天作孽，犹可违；自作
孽，不可逭。” （《十三经注疏》

第１６４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７：“《尚书·太
甲》三篇，今文古文皆不传，不在逸

书之列，故赵氏但云 ‘殷王太甲言’，

不言逸 《书》也。”（第２２５页）

６
《滕文公上》

５·１

【孟子引】 《书》

曰：“若药不瞑眩，

厥疾不瘳。”

《商书·说命上》。 《尚书正义》

卷１０作：“若药弗瞑眩，厥疾弗
瘳。”（《十三经注疏》第１７４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０引赵岐注云：
“《书》，逸篇也。”（第３２１页）

７
《滕文公下》

６·５
【孟子引】 《书》

曰：“葛伯仇饷。”

《商书·仲虺之诰》。《尚书正义》

卷８同 （《十三经注疏》第 １６１
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２引赵岐注云：
“《书》， 《尚书》逸篇也。” （第４３３
页）

８
《滕文公下》

６·５

【孟子引】 《书》

曰： “我后，后

来其无罚！”

《商书·太甲中》。 《尚书正义》

卷８作： “我后，后来无罚！”

（《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５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２引赵岐注云：
“《书》，逸篇也。”（第４３４页）

９
《滕文公下》

６·５

【孟子引】“有攸不

惟臣，东征，绥厥

士女，篚厥玄黄，

绍我周王见休，惟

臣附于大邑周。”

《周书·武成》。 《尚书正义》卷

１１作： “恭天成命，肆予东征，

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

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

邑周。” （《十三经注疏》第１８５
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２引赵岐注云：
“从 ‘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纣时

也。皆 《尚书》逸篇之文。” （第４３５
页）

１０
《滕文公下》

６·５

【孟子引】 《太誓》

曰： “我武惟扬，

侵于之疆，则取于

残，杀伐用张，于

汤有光。”

《周书·泰誓中》。 《尚书正义》

卷１１作：“我武惟扬，侵于之疆，
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

光。”（《十三经注疏》第１８１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２引赵岐注云：
“《太誓》，古 《尚书》百二十篇之时

《太誓》也……今之 《尚书·太誓

篇》，后得以充学，故不与古 《太誓》

同。诸传记引 《太誓》，皆古 《太

誓》。”（第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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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１１
《滕文公下》

６·９
【孟子引】 《书》

曰：“洚水警余。”

《虞书·大禹谟》。 《尚书正义》

卷４作：“降水儆予。”（《十三经
注疏》第１３６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３引赵岐注云：
“《尚书》逸篇也。”（第４４７页）

１２
《滕文公下》

６·９

【孟子引】 《书》

曰： “丕显哉，文

王谟！丕承者，武

王烈！佑 启 我 后

人，咸以正无缺。”

《周书·君牙》。 《尚书正义》卷

１９作： “丕显哉，文王谟！丕承
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

正罔缺。”（《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６
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３引赵岐注云：
“《书》， 《尚书》逸篇也。” （第４５１
页）

１３
《离娄上》

７·８

【孟子引】 《太甲》

曰： “天作孽，犹

可违；自作孽，不

可活。”

同本表第５条。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４引赵岐注云：
“已见上篇，说同也。” （第 ５００页）
参见本表第５条备注。

１４
《万章上》

９·４

【孟子引】 《尧典》

曰，“二十有八载，

放勋乃徂落，百姓

如丧考妣，三年，

四海遏密八音。”

《虞书·舜典》。《尚书正义》卷３
作：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

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

八音。” （《十三经注疏》第１２９
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 １８： “今所行

《尚书》在 《舜典》中。按伏生 《尚

书》原只 《尧典》一篇，无 ‘粤若稽

古帝舜’二十八字，以旧别有 《舜

典》，而其时已亡，故东晋梅赜献 《尚

书》孔传亦无 《舜典》。至齐建武年，

吴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氏传古文，

始分 《尧典》为二，以 ‘慎徽五典’

至末谓之 《舜典》，而加二十八字于其

中，此伪书也。“（第６３５页）

１５
《万章上》

９·４

【孟子引】 《书》

曰，“祗载见瞽瞍，

夔夔齐栗，瞽瞍亦

允若。”

《虞书·大禹谟》。 《尚书正义》

卷４作： “祗载见瞽瞍，夔夔斋

眎，瞽亦允若。”（《十三经注疏》

第１３７页）按， “瞽亦允若”当
为 “瞽瞍亦允若”。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８引赵岐注云：
“《书》，《尚书》逸篇。”（第６４１页）

１６
《万章上》

９·５

【孟子引】 《太誓》

曰： “天视自我民

视， 天 听 自 我

民听。”

《周书·泰誓中》。 《尚书正义》

卷１１同 （《十三经注疏》第１８１
页）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９： “《泰誓》，
详见前。此二语，今文 《尚书》无

之。” （第６４６页）参见本表第１０条
备注。

１７
《万章上》

９·７

【孟子引】 《伊训》

曰： “天诛造攻自

牧宫，朕载自亳。”

《商书·伊训》。《尚书正义》卷８
作： “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

（《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３页）按，
“哉”当为 “载”。

焦循 《孟子正义》卷１９引赵岐注云：
“《伊训》，《尚书》逸篇名。”（第６５５
页）

１８
《万章下》

１０·４

【孟子引】 《康诰》

曰：“杀越人于货，

闵不畏死，凡民罔

不?。”

《周书·康诰》。 《尚书正义》卷

１４作：“杀越人于货，?不畏死，
罔弗憝。”（《十三经注疏》第２０４
页）

１９
《告子下》

１２·５

【孟子引】 《书》

曰： “享多仪，仪

不及物曰不享，惟

不役志于享。”

《周书·洛诰》。 《尚书正义》卷

１５作： “享多仪，仪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十

三经注疏》第２１５页）

［资料来源］１．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２．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３．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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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孟子》论 《诗》《书》凡５章

陈澧以 “不素餐兮”（１３·３２）及 “他人有心”（１·７）、“不失其驰”（６·１）为论 《诗》或其

补充说明，笔者均视为 《孟子》引 《诗》，而不视为 《孟子》论 《诗》。从文献学角度看 《孟子》抽

象论述 《诗》《书》的篇章，其情形较为简单，亦即３章论 《诗》，１章论 《书》，１章既论 《诗》、又论

《书》，凡５章。如表４所示：

表４　 《孟子》论 《诗》《书》一览表

序号 出处 引文 备注

１
《离娄下》

８·２１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晋之 《乘》，

楚之 《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

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此章论 《诗》。

２
《万章上》

９·４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

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

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 《诗》曰， ‘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

而子也？”

１．此章 （节选）

论 《诗》。

２．“《诗》云”，
见 《小雅·谷风

之什·北山》。

３． 《云汉》见

《大 雅 · 荡 之

什》。

３
《万章下》

１０·８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

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此章既论 《诗》，

又论 《书》。

４
《告子下》

１２·３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

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 《小

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

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

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１． 此 章 论

《诗》。

２． 《小弁》见

《小雅·节南山

之什》。

３． 《凯风》见

《国风·邶风》。

５
《尽心下》

１４·３
孟子曰：“尽信 《书》，则不如无 《书》。吾于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１． 此 章 论

《书》。

２． 《武成》为

《尚书》篇名。

［资料来源］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五、孟子 “尤长于 《诗》《书》”的意义

综上所述，《孟子》有２２章引 《诗》凡３５条，有１２章引 《书》凡１９条，其中５章同引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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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１·２、２·３、３·４、６·９、９·４），亦即有２９章引 《诗》 《书》。另外，论 《诗》 《书》的５
章之中，排除包含引 《诗》《书》的１章，尚有４章；其中，《万章上》第４章 （９·４）既引 《诗》

《书》、又论 《诗》，《万章下》第８章 （１０·８）既论 《诗》、又论 《书》。《孟子》总计有３３章引、
论 《诗》《书》，章数占全书２６０章①的１２７％。由此可证司马迁 （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７）说孟子 “序

《诗》《书》”②，赵岐说孟子 “通 《五经》，尤长于 《诗》《书》”③，绝非虚言。

历史上的疑孟派也从不否认这个事实。北宋写过 《疑孟》的司马光 （１０１９—１０８６）说过：“荀子
好 《礼》，扬子好 《易》，孟子好 《诗》 《书》。”④ 近代以尊荀抑孟著称的章太炎 （１８６９—１９３６）认
为：“孟子讲 《诗》《书》，的确好极，他的小学也很精，他所说 ‘庠者养也；洚水者洪水也；畜君者

好君也’等等，真可冠绝当代！”⑤

明代经学家郝敬 （１５５８—１６３９）甚至夸张地发挥了赵岐说的 “孟子通 《五经》”之说：

孟子言四端，即 《易》之四德也，仁义即 《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 《易》继善成性也，知性、

知天即 《易》穷理尽性至于命也。兵贵人和得诸师；养大体得诸颐；圣人于天道得诸乾；收放心、养

夜气得诸复；寡欲得诸无妄；与王?、稷下诸人处，包荒不失其正，得诸否；学孔子圣之时，得诸先

后天。他可类推，则是知 《易》诚未有如孟子者矣。其于 《书》也，曰尽信 《书》不如无 《书》。其

后张霸之 《武成》、孔安国之古文，皆以鱼目乱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称尧

舜，言征伐必称汤武。则知 《书》诚未有如孟子者矣。《诗》三百，古 《序》其来已旧。后儒以辞害

志，如咸邱蒙⑥、高叟之辈，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学 《诗》心法，

孔子与赐、商言 《诗》，意正同⑦。然则知 《诗》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说 《春秋》，谓仲尼奖五霸，

率诸侯，事盟主，此无稽之言。诸传皆纷纷语梦，而独孟子谓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与 《杌》

同。然则知 《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于先王之礼，巡狩、述职、班爵禄、井田、学校皆治天下大

经大法，其说明征典要，可信可传。其言曰非礼之礼大人弗为，其论礼惟恭敬辞让入孝出弟，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乐之实乐斯二者 （云云）。故达礼乐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 《六经》，不可

以无 《孟子》也。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韩诗外传十卷》： “王世贞称 《外传》引 《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

《诗》，其说至确。”⑨ 《孟子》不专门研究 《诗》 《书》，它既引 《诗》 《书》以证事，又引事以明

《诗》《书》，两者兼容并包。对于孟子引论 《诗》《书》，陈澧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前引 《东

塾读书记》卷３《孟子》就精辟地指出：“盖性理之学，政治之学，皆出于 《诗》《书》，是乃孟子之

学也。”瑏瑠 这对我们进一步研讨孟子思想体系与 《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极富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　菖蒲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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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本 《孟子集注》、杨伯峻 《孟子译注》为２６０章。另，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本 《孟子注疏》为

２５９章 （实为２５８章），赵岐 《孟子章句》及焦循 《孟子正义》为２６１章。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７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３４３页。
［清］焦循：《孟子正义》卷１，第７页。
参见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２３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８０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第６２页。
章太炎著、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５—５６页。按，个别标点符号有所校正。
“咸邱蒙”，当作 “咸丘蒙”。

孔子与子夏 （商）言 《诗》，见 《论语·八佾》（３·８）；与子贡 （赐）言 《诗》，见 《论语·学而》（１·１５）。
参见 ［清］朱彝尊：《经义考》卷２３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８０册，第６６页。
［清］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３６页。
［清］陈澧：《东塾读书记》，《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６０册，第５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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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分”“和”思想的四重内涵


丁成际

【摘要】荀子以礼来构建社会秩序，始终贯穿着 “分”的思维与 “和”的原则。其 “分” “和”思想具有四重内涵：

“天人之分”反映的是代际正义，体现的是天人和谐；“性伪”之分反映的是秩序正义，体现的是人性和谐；“明分使

群”反映的是关系正义，体现的是差序和谐；“义分则和”反映的是制度正义，体现的是人群和谐。

【关键词】荀子；正义；分；和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１０－０５

　　历史上，荀子首先使用 “正义”一词：“不

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

（《荀子·儒效》，以下只注篇名①）“正义直指，

举人之过，非毁疵也。”（《不苟》）“正利而为谓

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正名》） “行义以

正，事业以成。”（《赋》）“《传》曰：‘从道不

从君。’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 （《臣

道》）荀子以 “义”为 “正”而行之，强调人的

行为动机要出于 “义”。相较来说，孟子认为义

就是行事之宜，义之端是人的羞恶之心，只有合

宜即和义的问题，强调人在根源处讲义天生就是

正的；荀子则把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层面，以正

义思想作为建构社会制度的基础，把礼义连起来

讲，重点阐发义在现实社会中的显发，以礼来构

筑现实的社会秩序，把孔子 “克己复礼”的思

想落到实处，强调 “为学”、“为人”、“为事”、

“为政”等方面均须以正义为指导原则。到荀子

之时，儒家正义思想基本形成了。

荀子正义思想贯穿着 “分”与 “和”的原

则。分的思想及思维方式并不是荀子的独特发

明，但却是荀子思想的最鲜明之处。《荀子》用

分的思维方式对世间万物 （无论是实体还是抽象

概念）各个方面都进行分类论述②。“分”既是

逻辑上的，也是现实中的。郭沫若指出：“荀子

所说的分有时候称为辨，不仅限于分工，已经是

由分工而分职而定分。”③ 《荀子·解蔽》云：

“忍情性，綦溪利?，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

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有之故，其言之成

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
$

也。”对陈仲、

史
$

的批判正表明了 “和”的价值立场， “分”

中内蕴着 “和”。和与合二者具有相通性，“和”

是指群体秩序和谐。秩序的价值具有神圣性、抽

象性、合理性、公共性、正义性的内涵，是儒家

和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群体秩序的 “和谐”

无疑是具有正义的价值。“和”与 “分”充分体

现了社会秩序建构的正当性、合理性，也是为社

会制度和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提供的依据

和标准。对荀子来说，各得其宜、各得其所以合

理的 “分”为前提， “分”要适当、适宜、合

理、周全，是否合乎 “公平、正义”的 “分”，

决定着社会的 “分”是否具有 “和”的内在结

构性功能。荀子的 “分”是个大概念之 “分”，

同时贯穿着 “和”的准则，不妨名之为 “和分”

思想。

荀子的 “和分”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天

人之分”、“性伪之分”、“明分使群”、“义分则

０１１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０６ＪＺＤ０００１）、安徽大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前沿问题研究”学术团队与安徽大学首批骨干青年教师培养对象经费资助 （３３０１００５９）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丁成际 （１９７５—），男，安徽枞阳人，（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中心、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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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引 《荀子》，均出自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
②　参见储昭华：《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６页。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３２页。



荀子 “分”“和”思想的四重内涵

和”。其中， “天人之分”反映的是代际正义，

体现的是天人和谐；“性伪”之分反映的是秩序

正义，体现的是人性和谐；“明分使群”反映的

是关系正义，体现的是差序和谐； “义分则和”

反映的是制度正义，体现的是人群和谐。

一、天人相分

代际正义通常指社会制度的某种状态和性

质，这种状态和性质以当代人的自我节制作为其

核心价值，以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乃至社会资源

在人类各代之间的公平分配和使用、满足人类各

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其本质内容，以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其最终的社会发展目标，以代

际之间节制、秩序、自由、平等、安全、效率、

公平等价值作为其内容、标准和依归。

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代际正义思想，如孔子说

“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

冶长》），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如若

缺少正义，老少两代即上下代之间又如何能 “老

安”、“少怀”、“老老”、“幼幼”？相对孔孟来

说，荀子的代际正义思想较为具体，体现于

“节”、“时”与 “天人相分”的理念之中。“节”

是指节制，“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

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

义之情也”（《强国》），就是以礼来规范和评价

人类的行为， “礼，节也，故成” （《大略》）。

“万物”是指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物。如果将

“义”、“节”、“万物”联系起来看，荀子的 “义

节于万物者也”，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和自然存在

物相互和谐的关系，体现的不仅是同代人之间的

关系，而且还指上下代人之间对自然占有、分配

与使用的代际关系。

代际正义思想充分体现于 “天人相分”的

思想方面。尽管对 “明于天人之分”中的 “分”

有相分与职分二意的不同理解，若放回到 《荀

子》中进行理解，整篇 《天论》就是讨论了天

与人在职分上的不同。“明于天人之分”意为明

白天人各自的职分。因为在 “明于天人之分”

这句话出现之前，荀子提出当遭遇殃祸时人们

“不可以怨天”；紧跟在 “明于天人之分”后面，

荀子给 “天职”下了定义，并要求世人 “不与

天争职”。天与人各得其宜，各得其所，并以制

度的形式体现出来。 《荀子·王制》具体指出：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

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

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

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

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

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

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对于

生长季节的树木和孕育期间的鸟兽鱼虫，不能任

意砍伐和捕杀，更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对生物采

取一网打尽的办法。只有按照生物的 “时”即

生长规律而进行有节制的索取，不因当代人的利

益而竭泽而渔，才能注意到良好的生态效益，实

现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处。 “长虑顾后而保万

世”（《荣辱》），要顾及后代人的发展与可持续

发展。

“天人之分”中也有着天人之和的思想：

“万物得其和以生”（《天论》），“万物得其宜”

（《儒效》）。荀子的 “和宜”思想，充分体现了

正义的思想。上文提及的 “谨其时禁”，是指根

据不同节令对捕杀和砍伐某种生物的封禁和开放

所做出的明确规定，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存在

与发展。这种试图从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入

手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主张贯彻 “谨其

时禁”的原则，做到 “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

时则草木殖”（《王制》）①。现代人谈到代际之

间合理的储存参数，荀子的 “节”、“时”、“禁”

无疑也涉及到罗尔斯所讲的正义储存原则：“不

同时代的人和同时代的人一样相互之间有种种义

务和责任。现时代的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而

是受制于原初状态中将选择的用以确定不同时代

的人们之间的正义原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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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高春花：《荀子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道

德与文明》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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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伪之分

“天人之分”体现代际正义思想，而 “性伪

之分”体现社会正义。对正义与人性的内在联

系，西方众多思想家都有所强调。亚里士多德认

为：正义或公正是 “所有的人在说公正时都是指

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一个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

情，使他做事公正，并愿意做公正的事”①；与

此相反，就是不正义或不公正。功利主义对正义

的证明诉诸人性论和经验论，理性和仁爱是正义

的保证。正义就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要，它不是

由人们选择的，而是由人性决定的。罗尔斯强

调：公平是 “对于任何作为道德人，即作为有自

己的目的并具有一种正义感能力的有理性的存在

物的个人来说的”②。在罗尔斯这里，正义被看

成有理性的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人们在原初状

态中签订契约的目标。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善、

共同的价值观念塑造着社群的成员，社会道德就

会沦丧，正如麦金泰尔所说： “在一个社会里，

如果不存在有一个共同享有的社群的善，也就不

存在会有为达到那种善而多少要贡献一点什么的

任何实质性德性观念，也即社会的德性根基也就

丧失了，由此，公共生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了。”③ 品质、理性、德性都是人的特性，丧失

了它们，也就失去了正义的基础。

荀子坚持人性与正义的相关性，这是与西方

思想家之同；荀子从广义人性论上来言正义，这

与西方思想家相异。荀子人性论除情、欲之外，

还内在地关涉到心④。其中，情、欲是官能的欲

望，心知是官能的能力。心与情欲关系是：性涵

情欲，以心治性，心可中理。这些人性学与社会

秩序都有内在的关联，其人性的善与恶之界定，

“性”“伪”之化分，均与社会秩序相关。

荀子所说的 “恶”，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对

人的自然属性所做的评价，认为在人的自然属性

中包含着危害群体秩序的因素。“所谓恶者，偏

险悖乱也。”（《性恶》）“恶”指人性那种发而为

外而将干扰乃至破坏社会秩序的特性。“偏险悖

乱”即违背 “礼义法度”，即主体的发而为外的

意向愿望不符合社会常规。也可以说，荀子的

“性”之为 “恶”，主要是指 “性”中不包含、

不产生礼义法度，甚或还与礼义法度相冲突，指

性的已发状态与礼治秩序相冲突。群体秩序的破

坏，对荀子来说，就没什么正义可言。但是，如

果就此往恶的方向顺延下去，社会也就陷入彻底

的混乱失序状态。有鉴于此，荀子强调用礼义规

范来对人性加以约束，对人的欲望加以调节。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性恶》）荀子给

“善”定义为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

治也”（《性恶》）。“善”指政治清明、社会安

定、群体的和谐，所谓善性指人性发而为外并与

外在存在秩序相一致的特质，这种意义上的

“善”，在人的自然属性中肯定是没有的。“正理

平治”，即符合 “礼义法度”，即主体自内而外

的意向愿望与外界秩序要求相一致。

从逻辑上来说，荀子的性恶论对正义论思想

有着重要意义：顺本然之性，人所走向的将是

“群”的反面，惟有以礼义、礼法改造、约束人

性，才能实现秩序的和谐，才能达致社会正义。

“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性恶》）人不可

能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具备遵守道德规范和政

治制度的品德，这种品德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荀

子叫做 “伪”， “化性起伪”是荀子思想的着力

点。人之性既 “可化”，伪又 “可起”，从而能

够改造个人品质，为构建正义的社会提供有效的

基础。荀子进一步提出，“化性起伪”的依据就

在于人心认知理义以及人身的实践能力： “曰：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

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

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性恶》）能分辨义理

的心就是 “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 （《性恶》），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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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分”“和”思想的四重内涵

如何能仁义法正之具而做到以公心辨呢？荀子进

而提出了 “虚壹而静”（《解蔽》）的澄心功夫。

正义并非形成于人们 “先天的良知”，也非后天

的 “体能”，玄谈与空想更不意味着正义的实

现。正义实现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与行为训练的过

程之中，它为人类后天的 “现实活动所决定”①。

麦金泰尔进而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

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

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

益。”② 这与荀子知性的 “虚壹而静”这一澄心

功夫相一致。具此功夫，才能实践社会正义，社

会各阶层的人才能各安其位、各得其宜、各得其

所：“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

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荣辱》）

三、明分使群

正义的内在要求是对人群进行合理划界，使

人各得其宜，各尽其所，如此才能形成合理的社

会秩序。荀子所谓的 “明分”，主要是对人的社

会存在进行界定，按其所处位置、职业、能力、

辈分的差异来决定相应的待遇和财物的分配。应

该说，在承认社会层级差异的存在和人的贪欲本

性上，荀子比起先秦其他诸子的看法要现实、积

极。事实上，只有充分体现 “分”的精神，明

确分工，落实职责，按部就班，各尽其能，才会

出现社会上下各成员和睦相处，欲望与财物 “两

者相持而长”的理想效果。相反，如果无

“分”，人们就会随着 “恶”的欲望为所欲为，

最终导致内部争夺，彼此孤立，走向灭亡。所

以，荀子反复指出：“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

群矣。”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富国》）

“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君道》）对社会

人群之分，荀子认为包括尊卑长幼之分，贵贱贫

富轻重之分，智愚贤不肖之分，士农工商之分及

政治上官吏职等之分等 （详见 《荣辱》 《王制》

《礼论》诸篇）。荀子的人群之 “分”打破了儒

家的道德本位，把能力与德性等结合起来给予相

应地位与待遇，体现了正义、公平原则。

具体来说，“明分”的涵义有三。其一，从

人伦秩序看：“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

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

有所休。”（《君子》）荀子这里指出确定贵贱、

亲疏以及长幼之别，使人伦关系差别有序。其

二，从职位秩序看： “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

能。”（《君道》）政府一定要根据官员的德行和

能力的不同来安排岗位，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与其

才能相适合的职务。 “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

当则可，不当则废”（《王霸》），对职能是否相

称相宜进行考核。其三，从职责秩序看：“掩地

表亩，剌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

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

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

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

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

姓无冻鈋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富

国》）这是指社会上下每个成员必须分工明确，

责权清晰。只有充分体现这种 “分”的精神，

才会出现 “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

（《富国》）的合理社会现象，否则，社会就会陷

入在位不谋其事、懒散推脱的混乱局面。

荀子倡导 “明分”即明确分工，也强调合、

合作，即要解决冲突的问题。“论德而定次，量

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

（《王制》）荀子理想的社会之中，上下层的身份

与地位是可以流动的：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

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于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

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于卿相士大

夫。”（《王制》）“明分”的同时，必须把人群有

效地合作起来，把 “和”贯穿其中，以避免人

们的冲突。荀子提出 “义分则和”，就是依据合

理的制度及原则即礼来进行正义的分配。

四、义分则和

“明分”是对人群明确的化界，而这种划分

的依据是礼，礼是荀子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根据。

以礼分之，荀子明确提出了 “义分则和”的思

想。《王制》明确地说：“人何以能群？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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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何为

“义”？朱熹注 《论语·学而》的 “信近乎义”

句，云 “义者，事之宜也”。“义者”，“宜”也，

适宜、得当之谓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

焉”，其中之一为 “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

长》）。子产执政，役使民众不过分，比较适宜、

得当。荀子 “义分”实质的涵义是 “礼分”。韩

国学者张弦根认为：“义”就是荀子政治思想中

贯通于各个领域的 “礼义之统”的简称①。徐复

观主张：“义分则和”所谓 “义”即是礼，礼具

有 “和”与 “分”的两重功能②。“义分”其实

就是礼分，以礼而分。日本学者萱本大二认为：

荀子之礼不仅具有规范的正确性、正当性，还具

有公平性与客观性③。也就是说，礼具有正义

性，就是指礼的正当性、适宜性。

从形而上来说，礼的适宜性在于礼的功能性

及其本源性。在荀子看来，礼深深地根植于人们

自然的欲望和细腻微妙的情感世界，它以适宜的

方式恰如其分地表达着人的既丰富多彩又错综复

杂的情绪体验；礼深深地奠基于人类群体的整个

演变历程之中，追忆着先民的寄托，观照着今人

的渴望，以其特有的方式将人群的过去、现在、

未来紧密地联结起来；礼有其独特的仪式，发挥

着文饰和点缀的功用，将自然的物欲化为美妙的

享乐，将赤裸裸的等级化为融洽的典礼。它不仅

顾及人的口腹之欲，而且也顾及人的视觉美感；

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物质和肉体的需要，同时满足

了其精神和心理的需要④。 《荀子·礼论》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

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礼有三本”从人

类生存、族类繁衍、群体行为三个方面概括了人

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以及基础。它们之于人

类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并成为礼的基础原则和内在

机理。祭天、祀祖、尊君也就纳入礼乐制度的核

心和主干，并由此衍生出详尽烦琐的礼仪条文。

“礼有三本”说从形而上的角度说明了礼的正当

性，为荀子礼之正义提供了形上的担保。

从形而下来说，礼的正当性来源于明确化、

具体化的制度安排。《荀子·礼论》说： “人生

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

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

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

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指出礼的功能性本质

就是 “分”，从而来解决 “欲多而物寡”的矛

盾，在不能充分满足人们欲望与需要的情况下如

何进行利益和权力的分配。荀子所设计的 “礼

制”，其功能在于 “救患除祸”，终极目标是

“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进而 “养

天下之本”，造就一种以 “礼”为制度的社会秩

序。在这一秩序中，荀子强调 “养人之欲，给人

之求”，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寓 “养”于

“礼”，以建立 “群居而无乱”的秩序。寓 “养”

于 “礼”的终极目标在于 “富国”， “富国”必

归结于 “富民”，因此，《荀子·富国》云：“足

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

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 《荀子

·王制》亦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

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

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

荀子要求社会资源的分配实现合乎公平正义的制

度安排，要求合理有效地 “达至一种社会利益关

系结构性的和谐状态”，从而使制度安排发挥和

谐的伦理导向作用。故此，荀子将其 “礼制”

推广实行于乡村： “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

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

命，安乐处乡。”（《王制》）可见，一种有效的

制度安排，能使有形的有限资源满足人们的需

求。从这个层面看，荀子虽然认可礼的伦理意

义，但更多地强调礼的政治经济本质，即礼的根

本是权益分配制度 （在这一点上荀子比其他儒家

要清楚得多），从而达到 “义分则和”的目的。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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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宋锡同

【摘要】文章回顾了建国以来大陆易学研究的历程，总结了易学研究在不同阶段因应不同的时代问题与新材料而取得

的新进展，指出了这种成果背后的历史动因，同时对其不足进行了探讨，最后对易学研究进行了展望。进入新世纪，

易学研究开始切入时代主题，在研究方向上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新气象。如何弥补易学研究的不足，

正是学术界在新世纪对易学研究的期待。

【关键词】易学研究；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１５－０７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六十年变迁，为学术研究
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环境，学术研究日渐深化，

易学研究也在此背景下不断展开。从建国初期到

上世纪６０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占
主导地位的影响，易学研究的视角相对狭窄，略

显沉寂；文革期间，易学研究陷于停滞状态。８０
年代，大陆易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景象，开始跳出

对易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更加关注经、传中的哲

学思想，在义理与象数视角下研究传统易学的新

成果不断涌现。９０年代，更是生机蓬勃，面对
新材料与新时代开始新探究，拓宽了易学研究的

视角与领域，并开始呼应时代主题。进入２１世
纪，易学研究切入时代主题，研究方向上不断深

入，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同时，又面临一些不

足。更好地弥补这些不足，正是新世纪对易学研

究寄予的期待。

一、建国之初到１９６０年代的易学研究

相比于建国之前一段时期的繁盛程度，建国

初期到上世纪６０年代，大陆易学研究处于相对
沉寂阶段。这一时段，重点集中于关注易学史上

几个有限问题的探讨，也有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

对易学展开的有限探讨。杨庆中指出：建国之

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

之确立，部分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研究 《周易》，６０年代初曾一度形成解
放以来第一次研究 《周易》的热潮。这次热潮

探讨了 《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一书的性

质、《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以及研究 《周易》

应采取的方法四个问题①。这一主张合乎当时的

历史环境。《周易》在建国之初到文革之前的研

究，由于所处时代所限，一直限于对其本身的追

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追问式研究的话题并

不是新问题，比如 《易传》的作者问题，从苏

轼起就开始探究，一直延续到现在。面对意识形

态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周

易》研究也多限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如对 《周

易》哲学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内含的辩证法和朴素

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批判大于吸收，

既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又不能进入一个全面敞

开的研究环境。

总体而言，从建国之初到６０年代，易学研
究没有建国之前一段时间内的那种深度和广度。

例如，关于 《易经》成书年代，杨庆中总结为

四种说法，即殷末说、殷末周初说、西周中后期

说以及战国说。关于 《易传》的成书年代，首

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孔子到底有没有读过 《易

传》，由于 《易传》诸篇的复杂性，这一问题的

探讨最终演变为 《易传》是否儒家作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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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庆中：《二十世纪中国易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７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这一时期，多数学者认为 《易传》是儒家的作

品，但对于 《易传》诸篇成书的年代却各有主

张。对 《周易》经传性质问题的探讨，学者们

多认为 《易经》本是卜筮之书，但又含有哲学

思想，部分学者也认为 《易经》是一部史书；

而对 《易传》的理解比较一致，即认为其为最

早解释 《易经》之作，含有丰富的哲理思想。

对 《周易》经、传哲学思想的探讨，则体现为

当时的时代特色，即经和传的哲学思想是唯心还

是唯物、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在探讨 《周

易》的研究方法问题上，因为经与传产生于不同

的时代，能不能援 《传》于 《经》成为焦点，

而主张经传分开研究者占多数①。

这一时期的 《周易》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色，主要是如何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对 《周

易》哲学的指导作用②。因此，虽然取得不少成

绩，但无论相较于建国之前一段时间还是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的易学研究，都稍显沉寂，尤其是对易

学内在思想的研究尚缺乏深度。此后一段时间，

大陆进入文革阶段，易学研究更加沉寂。直到８０
年代，易学研究才迎来了新的热潮。

二、１９８０年代到２０００年的易学研究热潮

这一时期的易学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 １９８０年代到 １９９０年代初，基本上延续
１９５０年代以来的路向，即对 《周易》自身的基

本问题展开探讨；又是对前一时期的发展，即坚

持对经传中哲学思想的探究，坚持象数与义理相

结合的方式研究传统易学。第二阶段是１９９０年
代初到２０００年，研究更加繁荣，各个方面均取
得了较大进展。

（一）１９８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初
　　学者开始探讨 《周易》内在的思想问题。

以 “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研究持续热化，

对 《周易》研究也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随

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学界意识到此前对

《周易》的研究相对不足，进而开始对 《周易》

的经学思想进行深入探究。

１９８６年，刘大钧先生推出新作 《周易概

论》，书中探讨了历代 《周易》研究概况、前人

研究 《周易》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对这些问题

的深刻见解。作者主张易学研究须义理兼顾象

数，应超越传统象数、义理二分法对待传统易学

的观点，这对象数易学的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

用，尤其是对此前学术界对象数易学的偏见起到

了纠偏作用，是建国后第一部正面肯定象数易学

研究方法的著作。同时，刘先生对集两汉象数易

学之大成的虞翻易学有独到的研究，并且坚持对

《周易》古经的文字考辨探讨与分析，发现并纠

正了此前学者的一些错误。可以说，１９８０年代
以来大陆易学研究的兴起与其后续发展，刘先生

与其所主持的易学研究中心、《周易研究》起到

了倡导、带动与推助作用。

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还有：高亨的 《周易大

传今注》，对 《周易》经传展开探究；金景芳及

其 《周易全解》，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看

待 《周易》”；黄寿祺及其 《周易译注》，坚持象

数义理不二，对周易的制作、性质、研究方法、

解经体例等问题做了剖析，着力探讨 《周易》

经传的本义；张善文的 《象数与义理》，对易学

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展开梳理，如汉唐易学与宋

明易学、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以及 《周易》经

传关系问题；朱伯?的 《易学哲学史》，从哲学

高度探讨历代易学哲学问题。以上这些成果，是

对１９５０年代以来易学基本问题探讨的继承与发
展，对此后的大陆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西方科学家对 《周易》在内的神秘主

义过度宣传，西方近代经典科学方法的局限性越

来越突出，这一阶段，一些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

中国传统哲学，《周易》成为这一背景下被关注

的焦点。同时，社会上对术数易学关注较大，且

夸大 《周易》的占卜功能，曾一度形成虚假的

《周易》热，这一现象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达到
顶点，但无涉于易学学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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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庆中把这一时段的易学研究称为解放以来的第一次

研究热潮。笔者认为，这一时段的易学研究虽然在易学发展史

上有其重要意义和地位，但鲜有较有影响的易学成果。将这一

阶段的易学研究称之为高潮，似乎有待商榷。

关于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易学探讨，杨庆中的 《二十世纪

中国易学史》第４章与林忠军的 《近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述评》

（《文史哲》１９９５年第５期）均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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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９９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０年
１．易学史与易著提要方面的研究成果
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朱伯?的 《易学哲学

史》① 与林忠军的 《象数易学发展史》。《易学哲

学史》是一部基于易学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哲学

的力作，尤其第 ２卷针对宋代易学哲学史的考
察，可看作是一部宋代理学史的探究②。与朱氏

侧重义理易学的考察不同，林氏侧重象数易学的

考察，对象数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些艰涩问题提出

了独到的见解，同时对 《易学哲学史》中的一

些问题起到了纠偏作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阶段性考察的易学史专

著。如，刘玉建的 《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以

《周易集解》中的象数易学资料为基础，整理并

分析了汉代象数易学的内容及变迁；杨庆中的

《２０世纪中国易学史》，是第一部系统整理中国
２０世纪易学发展历史的专著，对２０世纪大陆与
台湾地区易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

见解，是探究中国２０世纪易学发展史及其动因
的力作；潘雨亭的 《易学史发微》包含了其从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对易学的研究成果，诸如对数字
卦、经学易、科学易、帛书易以及经传结构问题

等的深入考察。以上成果开启了学界对于易学哲

学史的深入探究，进入２０世纪，学界对断代易
学史或易学思想家个案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不断

深入③。

易学著作提要类成果也大量出现④。早在上

世纪４０年代，黄寿祺撰成 《易学群书平议》，力

图弥补 《四库全书总目》中易类提要的不足。

此前，尚秉和已有 《易说评议》，依 《四库全书

总目》体例，专论历代易学专著。张善文作

《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单列历代易学大家生

平，且增加了当代易学学者及其易著。郑万耕的

《易学名著博览》也对历代易学著作展开题解。

潘雨廷的 《读易提要》积多年功力写成，对历

代易著的述评更为详尽。另，林忠军主编的 《历

代易学名著研究》吸收了 《历代易学名著整理

与研究丛书》中关于１２本易学文献研究的成果，
增加了郑玄、朱震、杨简、王夫之、张惠言等内

容，力图展示不同易学诠释的内容和特点⑤。这

些易著提要成果，为今人研究先贤易学思想提供

了简捷门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易学思想的

传播。

２．易学研究回应时代精神的新尝试
传统易学、哲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即在吸纳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问题、契合时

代主题，为易学发展注入新生机。这一时期，易

学研究试图在回归经典的基础上面向生活、诠释

传统，并尝试回应时代发展面临的问题。余敦康

的 《内圣外王的贯通》与张立文的 《和合学概

论》较有代表性。前者藉由对北宋易学的阐释而

对大易之道展开现代诠释，怀着传统儒者的使命

感，试图为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下的延续找到理性

的根基。这种易学阐释，实则在经学易的基础

上，开掘与阐发 《周易》当下的人文价值。后

者借助传统易学的思维框架，将阴阳、生生、太

和等观念与当下的存在 （个体的存在与社会的存

在）发生关涉，进而以阴阳和合融突为模式来概

括当下及未来文化发展的路向，力图从哲学高度

上回应中国文化在当前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实则

是传统易学回应当代人文发展的尝试⑥。

一批学者开始对传统易学资源展开当代性的

哲理解读。王新春的 《周易虞氏学》，立足于两

汉易学、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以哲学的视野，对

虞翻易学作了系统梳理、诠释和剖析。作者以深

宏的哲学视野对传统易学展开观照，为当代易学

哲学提供了研究范例。

尽管学界对以上探索有不同主张，但这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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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伯?的 《易学哲学史》１９８６年与１９８８年已由北京大
学出版社出版上中两册，１９９１年台湾蓝灯事业股份公司又出版
修订后的４卷本，大陆于１９９５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该书完整的
４卷本。

朱先生对道教易学的考察不在此列。

陈远宁的 《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的第三个圆圈的终结

———船山易学思想研究》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即为一例。台湾地区对易学史的研究早于大陆，如高怀民１９７０
年以来陆续出版 《先秦易学史》 《两汉易学史》 《宋元明易学

史》等，徐芹庭的两卷本 《易学溯源》及其后的 《易图溯源》

以及简博贤的 《魏晋四家易研究》等都是易学史方面的力作。

早在清代，即有易类著作提要，如 《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经部·易类》已有历代易学著作的评述。

确切地说，《历代易学名著研究》并非易著提要类著

作，而是针对易家专著的专题研究。放在此处探讨，意在展示

学术界对历代易家思想及易学专著研究的新动向。

杨庆中称前者为 “人文易”，后者为 “易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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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传统易学的发展开启了新方向：以传统易学

为资源，呼应当下社会文化发展之问题，建构一

种当下的新易学、新哲学。它表明，回归传统的

同时，不断吸纳时代气息，是传统易学生命力不

断焕发的根基。

３．数字卦、帛书易学的研究与发展
数字卦与帛书易学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易学

发展的又一个动向。随着新历史文献与资料的出

土、公布，学术界对 《周易》经传的研究取得

了丰硕成果。确切地说，这一领域的易学研究是

１９８０年代开始的，其研究热潮一直延续到２０００
年，进入２１世纪仍旧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１９８０年代初，数字卦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不少学者开始结合考古资料对其进行探究。所谓

数字卦，即最早见于殷商时期出土的甲骨与钟鼎

彝器上且类似于数字的 “奇字”，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开始，陆续被学者发现并关注。李学勤１９５６
年就推断这些 “奇字”可能与 《周易》的九、

六之数有关。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各地出土材

料日渐增多，许多数字组合的符号归集拢来，张

政?首先研究出这些数字组合是 《周易》数字

卦①。此后，学术界围绕数字卦展开热烈讨论，

指出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分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

颠覆了 《周易》起源的历史成说，如由先数字

而后成卦证明 “文王发明重卦”之说并不可

信②。学界逐渐认识到： “阴阳爻画源于数字，

应是历史的真实；对于这一历史真实的认识，则

是易学研究史的一个重大转折。阴阳爻画的形

成，为易经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③这一看法

在学术界也有异议。

数字卦的研究成果，是现代易学研究的重大

贡献。它拓宽了易学的视野，尤其对数字卦展开

的讨论，对于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卦爻符号的形

成、重卦说、筮法等问题的探究以及从发生学上

探讨 《周易》经传的产生都极具启发意义。

对帛书易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④。

《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３期发表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

卦释文》一文，并附有张政?的 《帛书六十四

卦跋》和于豪亮的 《帛书周易》两文。学术界

围绕卦序、帛本今本 《周易》关系、帛书卦爻

辞考辨等展开讨论，专家之多，成果之富，诚为

罕见。廖名春的 《论帛书 〈系辞〉的学派性

质》、陈来的 《马王堆帛书 〈易传〉与孔门易

学》、张岱年的 《初观帛书 〈系辞〉》、余敦康的

《帛书 〈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底蕴》等文，

均为代表性成果⑤。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现在。

帛书易弥补了易学资料之不足，并对易学史研究

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邓球柏的 《帛书周易校释》、张立文的 《帛

书周易注译》两书，是国内出现较早的注释成

果；廖明春的 《帛书 〈易传〉初探》一书，收

集了作者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间的研究成果。相
比于２０世纪结合新出土易学文献所推出的研究
成果，这一时期的研究还有待系统深入。

４．科学易的展开
科学易在８０年代兴起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推出⑥。从事这一方向研究

者，多有理工科学术背景。他们把易学视为中国

科技发展的分支，一方面把传统易学与古代自然

科学结合起来考察，另一方面通过对传统易学与

古代自然科技史的研究，梳理中国固有的自然科

学方法论，试图为传统易学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找

到结合点，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传统

易学尤其是象数易学提供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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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长春召开第一
届会议，张政?做 《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发言，论证这

种 “奇字”由五、六、七、八构成，即由老阴、少阳、老阳、

少阴四爻构成的 “卦”，并且属于六爻组成的 “重卦”，认为它

为周文王重卦的历史传说提供了实证，并把这些 “奇字”按数

的奇偶译成 《周易》卦形，第一次揭开了长达八百多年的 “奇

字”之谜。

继张政?之后，李学勤的 《周易经传溯源》、张亚初与

刘雨的 《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几个问题》、张立文的 《帛

书周易注释》、潘雨廷的 《易学史发微》均对数字卦展开探究，

并取得可喜成果。

周由：《解读周易》，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１１页。

１９７３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帛书 《周易》，

是迄今见到的、较早亦较完整的 《周易》古本，包括 《周易》

六十四卦和 《易传》两部分。其六十四卦不同于今本 《周易》

中卦序的排列方式，异于今本卦爻辞的文字和 《易传》内容，

且书写在缣帛上，因此又被称为 “帛书 《周易》”或 “帛书易”。

以上成果，分别载于 《哲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 ７期、
《国学研究》第２卷 （１９９４年）、《道家文化研究》第３辑、《道
家文化研究》第３辑。

科学易研究从８０年代开始，研究成果９０年代陆续出
现。考虑行文方便，本文将这一问题放在这一时期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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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历史上的数学、天文历法以及道教丹道修

炼学等均有深远影响。因此，探究传统易学与科

技的关系意义重大，传统易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如阴阳互根、对待转化等等哲理与象

数思维模式。

科学易的出现与发展，为易学研究打开了新

的研究领域，但也出现了将易学思想与现代科学

牵强比附的现象，甚至用复杂的现代数学或物理

公式论证一般易理，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刘大钧

指出：“象数易学与现代科学挂钩则尚是一个需

要审慎思考的问题。”①９０年代末期，科学易的
发展出现了相对缓慢的迹象②。

５．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
第一，易学独具特色的象数模式与思维，使

学者尝试从逻辑视角切入对传统易学尤其是传统

象数易学的研究，如冯契、朱伯?、周山、李濂

为传统易学与逻辑研究打开了新领域③。第二，

从生态学、生命哲学视域展开对易学的研究，开

启了从生命哲学视域探讨传统易学的研究方向。

第三，已有学者尝试从学理上对术数易学进行阐

释，但如何系统地把淹没在文献中的易学精髓挖

掘出来，尚有待展开。总体来看，从９０年代到
目前为止，后两个方面虽不乏有真知灼见的研究

成果，但未成规模，亦有待深入④。

三、新世纪之初的易学研究与展望

进入２１世纪，传统易学延续了９０年代以来
的强劲势头，更加与传统文化交互渗透，各个方

面都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并被赋予更为殷切的

期待。

（一）新世纪之初易学研究的新气象

易学研究进一步撇掉了此前那种过于比附的

研究倾向，转而在各专业领域展开积极有益的探

讨：传统易学中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受到关注，帛

书易学研究更加深入，道教易学研究取得更多的

研究成果，易学与中医的关系受到关注，图书易

学不断推出新研究成果，对易学史上的个案研究

越来越多，等等。这些新动向体现了研究者更宽

阔的研究视域、更多样的研究方向、更专业的研

究方法、更深入的专题取材，昭示了易学研究的

繁荣气象。

从哲学视角展开传统易学研究是第一个新气

象。研究成果以专业论文为最，如王新春的 《虞

翻易学旁通说的哲理内蕴》 《哲学视野下的汉易

卦气说》、林忠军的 《从帛书 〈易传〉看孔子易

学解释及其转向》、李尚信的 《孟喜卦气卦序反

应的思想初论》、向世陵的 《易之 “生”意与理

学的生生之学》、高瑞泉的 《义理诠释与哲学创

造———以熊十力为例》、施炎平的 《易学现代转

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析康有为对 〈周易〉理

念的诠释和阐发》、郑万耕的 《易学中的元亨利

贞说》、杨庆中的 《〈周易〉阴阳学说对２１世纪
人类文明走向的启示》、张其成的 《象数思维方

式的特征及其影响》、张善文的 《先后天学说与

儒道思想》等。它们涉及对传统易学哲学的提炼

与建构问题，部分成果亦涉及易学与传统哲学的

内在关涉以及传统易学的现代性转化等问题。

自觉从诠释学视角来探讨易学问题是第二个

新气象。林忠军著有 《从诠释学审视中国古代易

学》 《从帛书 〈易传〉看孔子易学解释及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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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大钧： 《２０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 〈百

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周易研究》２０１０第１期。
科技易的兴起与发展，以董光璧为代表，其代表性著

作有 《易图的数学结构》《易学科学史纲》 《易学与科技》；此

外，卢央多年来坚持研究 《周易》与天文科学的关系，近年出

版的 《中国古代星占学》颇有代表性。

冯契的 《〈易传〉的辩证逻辑思想》，原载 《周易研

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文章阐述了 《易传》的辩证逻辑思想，并

涉及其与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朱伯?将

《周易》的逻辑思维分为三种，即分类思维、类推思维、形式化

思维。周山着眼于 《周易》的类比逻辑展开研究，代表性论文

有 《〈易经〉与中国的类比逻辑》《〈周易〉与类比推理》《〈周

易〉：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等。李濂著有 《周易的思维与

逻辑》。

如蒙培元的 《天·地·人———谈 〈易传〉的生态哲

学》、施忠连与李廷的 《论 〈周易〉的生命哲学》、张文智的

《试论 〈周易〉中的生命哲学》、郭继民的 《〈周易〉的 “生态

学”解读———从 “还原”的角度》等专论，是９０年代到目前为
止的研究成果；胡孚琛的 《周易象数和中国术数学———中国哲

学的文化背景剖析》，从象数易学与术数学内在关联的角度探讨

传统哲学的文化根基；萧汉民的 《论 〈京氏易传〉与后世纳甲

筮法的文化内涵》与王新春的 《哲学视野下的京房八宫易学》

等文，从哲学视域对京房的象数易学展开哲学解读，剥离其占

卜色彩；何丽野的专著 《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从哲学视域观

照传统八字与易学象数系统，见解较深；周山新近主编的 《中

国传统思维方法研究》，书中部分内容涉及从类比思维视角探讨

传统术数易学的内容，对传统术数易学有较深的学术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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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

转向》《论 〈易传〉的解释学：交感与会通———

兼论 〈易传〉解释学与西方解释学之异同》

《〈易传〉符号解释视域下的儒道互补会通》等

专论，还有刘玉建的 《孔颖达易学诠释学原则及

其意义》、施炎平的 《〈周易〉和儒家人文哲学

———从差异比较的视角作重新诠释的尝试》、郭

继民的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 〈易经〉的解读》、

刘玉平的 《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赵中国的

《程颐易学诠释方法研究》等专论。以上成果或

借镜西方诠释学来观照传统易学，或立足传统经

学审视传统易学，或在中西汇通的观念下以传统

与现代性的视角转换来探讨传统易学。学界更加

系统地从诠释学入手来探讨易学问题，为易学发

展注入新活力。

结合新文献展开易学研究是第三个新气象。

帛书易最为典型，它承接９０年代，新成果不断
涌现。刘大钧立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解

决了早期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围

绕卦气说，通过详辨历史文献，运用殷墟甲骨文

献资料，揭示了象数义理合一的理论模式；同

时，运用帛书 《易传》资料，提出汉初易学的

“今义”与 “古义”说，揭开了 《汉书·儒林

传》之 《周易》“古义”的神秘面纱。刘先生对

帛书 《周易》的源流、帛书 《周易》与今古文

问题、帛书 《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等问题

提出独到见解，有力推动了海内外简帛易学研究

的发展。结合新出土资料研究传统易学，还有许

多学者推出了大批成果①。李学勤、裘锡圭等学

者站在考古学立场对出土竹、帛易学展开研究，

取得突出成绩，易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系统化。

尽管有李学勤的 《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廖

明春的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张朋的

《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

题》《数字卦的解读以及 〈易〉卦起源》等成果

出现，数字卦研究近年来的成果则相对偏少，关

注不高。

道教易学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是第四个新气

象。易学与道教文化的关系受到不断关注，如詹

石窗的 《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

教符号揭秘》，即是探究易学与道教文化关系的

新成果；还有周立升的 《两汉易学与道家思

想》、萧汉明与郭东升的 《〈周易参同契〉研

究》、章伟文的 《宋元道教易学初探》等。中医

养生学与易学的关系也得到了关注和探讨，如张

其成的 《易学与中医》。图书易学的研究成果不

断涌现②，如李申的 《易图考》、张其成的 《易

图探秘》、郭的 《易图讲座》、李尚信与施维

整理的 《易经图释精典》等，标志着易学研究

更加专题化和深入化。

易学史个案研究逐渐增多是第五个新气象。

陆续推出的 《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

对历史上各时代有影响的易学著作进行整理与探

究；还有一系列易学专题研究的新作，如刘大钧

的 《今、帛、竹书 〈周易〉综考》、林忠军的

《周易郑氏学阐微》、陈居渊的 《焦循儒学思想

与易学研究》、王新春的 《周易虞氏学》等。这

些成果标志着大陆易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

（二）对新世纪易学研究的期待与展望

易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时也面临着不

足：第一，《周易》哲学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探

讨，对易学开启的传统哲学形上之原及其与儒释

道三教的关系关注不足；第二，传统易学研究与

当代哲学研究有欠融合，当前的新儒学研究对传

统易学关注相对不足；第三，对易学经、传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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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陈来的 《“慎独”与帛书 〈五行〉思想》《竹简 〈五

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 《马王堆帛书 〈易传〉的政治思想

———以 〈缪和〉〈昭力〉二篇之义为中心》、林忠军的 《从战国

楚简看通行 〈周易〉版本的价值》 《从帛书 〈易传〉看孔子易

学解释及其转向》《论上博简 〈凡物流形〉“豸”字的内涵及哲

学意义》、李尚信的 《楚竹书 〈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

题》《读王家台秦墓竹简 “易占”札记》《论今、帛本 〈周易〉

卦序的先后问题》 《帛书 〈周易〉卦序与宇宙论》、郑万耕的

《〈周易〉释读八则———以楚竹书为参照》《楚简 〈周易〉释读

六则》、萧汉明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易经〉释卦二

则》 《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周易〉豫、咸二卦》等。

廖明春２００８年出版的 《帛书 〈周易〉论文集》，成果多形成于

９０年代，但亦不乏新见解、新成果。
图书易学，宋儒即开始探究，如邵雍、周敦颐等人，

藉图以佐说之不能尽，力图用易图将幽玄难明的易道、易理讲

清楚，但遭遇了赞同与否定的两极态度。肯定者如朱熹等大儒

主张象数义理不二，易图亦是易理的展现。反对者也不乏其人，

尤其到了清代，黄宗羲、顾炎武、胡渭、毛奇龄等人，指斥其

为臆造或道教黄冠者流，并否定其内在的易理。近人尚秉和根

据对西汉 《焦氏易林》的研究指出，易图所含先天易学及相关

象数与义理古已有之，从历史角度肯定了易图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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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有待更大的突破与创新；第四，在中西文化交

流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缺乏一种站在不同文化

立场上对传统易学与西方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

前三个问题属于传统易学研究，第四个问题属于

跨文化研究与比较哲学领域。如何弥补以上不

足，进而取得更新研究成果，是我们对易学研究

在新世纪的展望与期待。

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当前的 《周易》哲

学研究不足，但近年来易学史个案及易学哲学问

题的探讨日渐深入，进而站在传统哲学的高度对

易学作出系统的哲学建构是可能的，尤其是易学

在传统哲学形上之域的建构与转化，也是时代文

化与思想发展的必然。关于第二个问题，传统易

学研究与当代哲学研究尚未融合，涉及了如何对

待传统易学的问题。在儒家看来，《周易》为群

经之首，历代不乏通过阐释易学来构建新儒学的

思想家。如，熊十力深究佛儒，以儒为归，在大

易之道的基础上摄佛归儒，进而对新儒学的本体

论、体用论以及心性理论展开了新的建构与诠

释。此种哲学气度，开一时代哲学之风气。同样

借助易学诠释、建构新儒学的还有马一浮、牟宗

三等。反观当下，新儒学研究在呼应时代主题的

同时，却较少有研究者向传统易学寻找思想资

源①。促使易学研究与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

的发展进一步融合，以发展儒学为大易哲学注入

活力，以易学诠释来构建当代新儒家哲学，并为

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资源，

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对传统易学的新期待、新展

望。第三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延续。如何在

回归传统的基础上面向时代主题，是新时期易学

发展的重要向度。至于第四个问题，随着中西文

化哲学交流的加剧，传统易学所反映出来的中国

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及其与西方文化与

哲学中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差别，开始为学

术界所关注，结合当下易学研究的新动向，这方

面的新成果更值得期待。第三、四个问题都涉及

了当前对 《周易》经、传的诠释理路之创新问

题，也是传统经学易的诠释与发展方向，即如何

立足中国传统经学的注经经验，结合西方诠释学

理论对 《周易》经传作出深入全面的诠释，进

而建构起新时代的易学诠释学。当然，这一研究

并不意味着用西方学术范式来框架传统易学而展

开 “格义”研究，而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为传统易学的现代化转换提供参考与尝试。杨庆

中提出了如何立足传统经学，展开易学现代化转

向这一核心问题②；潘德荣提出 “经典诠释学”，

主张兼取西方本体论诠释学与中国传统解经传统

中的经验，借鉴西方方法论诠释学，进而超越西

方现有的本体论诠释学与方法论诠释学之二元对

立的理论格局，对文化传承中的经典 （而不仅仅

限于文本）进行此在意义上的全面诠释③。传统

易学经传诠释理路的创新与突破，可以借鉴 “经

典诠释学”这一主张，打破现有注经模式的缠

绕，将传统易学的注经经验与西方诠释学理论相

结合，在诠释学高度上理性、系统地诠释传统易

学。这样，既可以回避传统经传注释与阐发过程

中出现的过于强调个体臆解而不见大易之道的偏

失，又可避免易理诠释因过于强调形上一面，而

在具体诠释方法与理路上走不出旧有的注经模

式，进而影响大易之道在时代精神观照下的新诠

释。这也是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对易学研究的新

期待。

建国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既体现出易学研究的多重面向与可能，又体

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回归传统、呼应时代越来

越成为一大时代特色。当下社会文化发展日益多

元化，学术研究环境更加宽松自由，人们有足够

的理由相信新世纪的易学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和更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尤其是随着易学研究与

时代精神的不断呼应与交融，会涌现出更多代表

时代精神与传统意识的易学研究新成果。这是对

新世纪易学研究与发展的新期待、新展望，也是

本文对建国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

望的初衷。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１２１

①

②

③

关于易学研究为当下传统哲学尤其是当代儒学的发展

提供源头活水这一问题，今人虽有一定研究成果并在这一方向

上做出示范，如余敦康的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

代阐释》与张立文的 《和合学概论———２１世纪文化战略构想》，
但相比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学大师，仍须更大

的努力与更新的研究成果。

参见杨庆中：《现代易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学术月

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参见潘德荣：《从本体诠释学到经典诠释学》，《河北学

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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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之管窥


卢睿蓉

【摘要】朱子学跨出国门之后，日韩独领风骚，欧洲也吸引了一定的关注，惟独在中国学研究日益兴盛的美国倍受冷

落，这和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战略政策不无关系。百年来，中西学者共同努力，朱子学研究逐步进入美国学术视野并赢

得一席之地。朱子学研究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再现了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发展的社会、思想和学术背景，及其研

究视角与进路的变化历程。

【关键词】朱子学；美国中国学；陈荣捷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２２－０５

　　作为中国儒学正统的朱子学自 １３世纪以降开始外

渡，先后影响韩国，风靡日本，成为邻国官方哲学达数

百年之久。到１６世纪末步入欧洲，虽未成为单独一学说

而立足于西方视野，也是传教士汉学家们介绍中国文化

一基本元素，但是美国一直游离于其影响之外，有关其

学说的传播及研究始终是一片空白。尽管一战后美国汉

学 （中国学）发展迅猛，对朱子学的研究却无萌芽之势，

这与美国中国学研究发展的战略政策不无关系。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的兴盛虽然不乏中西学者的不懈努力，也有其

特殊的历史原因。本文以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历程为研

究对象，目的是再现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发展的社会、

思想及学术背景，厘清学术视角和进路的变化，同时也

填补海外汉学研究中有关这段学术史的空白。

一、艰难萌芽逾百年

１８４９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Ｅ．Ｃ．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在

自己创办的 《中国丛报》上，选译了 《朱子全书》关于

宇宙天地、日月、人物、鸟兽等方面的论述①。这是最

早的美国对朱子文本的翻译。随后，卫三畏 （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所作的 《中国总论》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Ｋｉｎｇ

ｄｏｍ，１８８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

教、历史、地理和教育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介绍，其中

也介绍了朱熹的思想。尽管 《中国丛报》和 《中国总

论》在美国影响巨大，但朱子学的影响甚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疲于应战，美国却

不断建立基金会，对各种人文社科研究进行巨额投资，

中国学研究在此期间得以大力发展，专门建立的学术团

队也因此展开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战

略研究活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研究中国的专

门机构达到９０个， “汉学研究”逐渐被 “中国学研究”

一词所替代，对古典汉学的研究迅速转向注重现实问题

的中国学研究。作为中国哲学重要部分的朱子学，既远

离先秦，又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有些距离，在美国

的中国学研究中偏居一隅，只有几个学者作了零星的研

究或介绍。

１９３６年 《哈佛亚洲通讯》发表 《朱熹的知识论》②，

这是有资料显示的最早的美国关于朱熹研究的论文。作

者霍金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Ｈｏｃｋｉｎｇ）曾任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

和美国哲学会会长，是当时美国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

也是陈荣捷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的主讲老师之一。

霍金认为朱子格物的目的在乎穷理，虽然从中可判断朱

子为理性主义者，但穷理是为尽性，性理为一，知行并

进，所以朱子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又比较了朱子同斯

２２１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宋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９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 《海外宋学研究的多维发展：以美国为

中心的考察》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睿蓉 （１９６９—），女，浙江衢州人，（杭州３１００２８）浙江大学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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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诺莎、柏格森两人之异同。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美

国哲学家开始注意朱子及其学说。不足的是，霍金对朱

熹的研究在西欧的材料上进行，这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

哲学的缺陷，因此促使了陈荣捷等人半生奉献于中国哲

学经典的翻译和推广，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朱子学于美国

兴起的初级阶段，华裔学者占据了半壁江山。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典译介阶段。１９４６年

加大伯克利分校出版宓亨利 （Ｈ．Ｆ．ＭａｃＮａｉｒ）主编的

《中国》，其中一章是陈荣捷撰写的 “新儒学”。此后陈

荣捷开始为各大百科全书、辞典等编写中国哲学条目，

并着手翻译中国哲学经典。１９６０年，陈荣捷与狄百瑞

（Ｗｍ．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ｄｅＢａｒｙ）合编 《中国传统诸源》的理学７

章，朱子一章出自陈荣捷之手；１９６３年，《中国哲学资料

书》出版，理学内容约占三分之一；１９６７年，《近思录》

翻译出版。

典籍的翻译加速了朱子学研究在美国中国学领域中

的渗透，朱子学作为一个参照物进入了美国中国哲学研

究领域，朱子思想不断被提出与西方哲人如亚里士多德、

斯宾诺沙、莱布尼兹、怀黑德、圣托马斯等人的思想作

比较，当然，目的不在朱熹，而在于西方哲学思想的

阐述①。

１９６２年，芮沃寿 （ＡｒｔｈｕｒＦ．Ｗｒｉｇｈｔ）和杜希德

（Ｄｅｎｉｓ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合编的 《儒家人格》（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ｉｔｉｅ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Ｐ，１６２—８８），收入谢康伦

（ＣｏｎｒａｄＭａｘＳｃｈｉｒｏｋａｕｅｒ）的 《朱熹的政治生涯：一个两

难的问题》（ＣｈｕＨｓ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ｅｒ：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Ａｍｂｉｖａ

ｌｅｎｃｅ）。文章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提炼而成，历述朱子出

仕入仕的经过及其政事与政论，是当时西方学者之中难

得的朱子研究力作。随后谢康伦一度专事朱子研究，

１９６７年 《大英百科全书：朱子传》即由他撰写。１９７１年

宋学会议上，谢康伦的文章 《非难之下的新儒学：伪学

的定罪》（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ｕｎｄ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ＴｈｅＣｏｎｄｅｍ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ｅｉｈｓｕｅｈ）② 详细讨论了伪学问题，历朝攻击伪学的

论据、人物等，道学的政治内幕以及太学生的活动，文

中都有比较准确的反映。

谢康伦的朱子研究主要着眼于政治历史角度，哲学

思想涉及不多，但研究选材丰富，阅读史料细致，因此

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献时常常断章取义、

概念混淆因此导致错误不断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连陈荣

捷也称赞其研究为 “精密之作”③。同类研究还有刘子健

的 《新儒学如何成为官方正统？》④。文章探讨朱子学被

斥为伪学之始末，以及朱子死后以理学之名为在政者所

尊崇的经过。这些研究成果虽是学者个人的兴趣所致，

没有形成全面的有计划的研究推广活动，但从此开始，

朱子研究逐步进入美国的中国思想研究领域。

二、发展契机与平台

从１８４９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时间跨度一百余年，

朱子研究文章屈指可数，这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战略政

策不无关系。５０年代以来，经历了麦卡锡主义冲击的美

国中国学学界开始重视与传统汉学的交融，对中国古代

思想的研究相对加强。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学的勃勃生

机也吸引了欧洲汉学的关注，传统汉学与中国学开始了

相互取长补短的尝试。受到美国中国学 “区域研究”的

启发，白乐日 （ＥｔｉｅｎｎｅＢａｌａｚｓ）在法国推出了 “宋史研

究计划”，欧美、亚洲学者纷纷加入，该计划历时二十多

年，到７０年代末才正式告一段落，大大推动了美国对宋

代的研究。朱子学研究在美国的兴盛顺时应势，不仅搭

上了这趟顺风车，还遇上美国中国思想史研究变化的两

个重要契机。

一直以来，美国对中国思想的认识多靠理雅各、威

利等人翻译的先秦典籍，６０年代之前对中国思想的研究

仅在先秦徘徊。其后，日本禅学流行美国，王阳明心学

与禅学相近，六七十年代美国学界流行明代思想研究。

在学术研究进程中，美国学者发现要真正理解中国哲学

就必须研究宋明理学，而研究宋明理学就不得不研究朱

熹。认识上的变化是 ８０年代朱子学研究兴盛的重要

因素。

不约而同，７０年代后新儒学运动集中西方学者之力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如ＰａｕｌＥ．Ｃａｌｌａｈａｎ的 《朱熹与圣托马斯之对比》（Ｃｈｕ
ＨｓｉａｎｄＳ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４，１９５０，
ｐｐ．１—２３），俞检身的 《朱熹与怀特海之形上学比较研究》（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ＣｈｕＨｓｉａｎｄＡ．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ｄｉｓ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５９），虽然是比较，但重点都不是
朱熹。

后被收入 ＪｏｈｎＷ．Ｈａｅｇｅｒ主编的 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ｉｎ
Ｓ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Ｔｕｃｓｏｎ：Ａｒｉｚｏ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５，ｐｐ１６３—１９８．

陈荣捷， 《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６页。
ＪａｍｅｓＴ．ｌｉｕ，Ｈｏｗｄｉｄａ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该文为 １９７１年德国宋学会议论文，后发表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Ｖｏｌ．２３，１９７３，４８３—５０５）。



《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在北美大陆轰轰烈烈展开。新儒学运动的目的是：“以承

续中国文化为己任，力图恢复儒学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

位，重建宋明理学的 ‘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

吸纳、融合、汇通西学，建构起一种 ‘继往开来’、‘中

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

现实出路。”① 《中国哲学季刊》、中国哲学学会②、中国

哲学大会都是这次运动的成果。新儒学运动扩大了儒学

的世界性影响，也带动了美国儒学研究的新发展。

新儒学运动过程中最负盛名的几个华裔学者，如杜

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跨越了不同文化

不同学术体系的障碍，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儒学研究的后继者。其中不少是专门

从事朱子研究的学者，如田浩 （ＨｏｙｔＴｉｌｌｍａｎ）、贾德讷

（ＤａｎｉｅｌＪ．Ｇａｒｄｎｅｒ）、康格理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ＫｉｒｉｌｌＯ．）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到８０年代，短短十年内成果远超前人，

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耶鲁、加利福尼亚、芝加

哥等美国著名大学都有朱子学研究的博士论文问世③，

这些论文的作者大多成为当今美国专事宋代思想史研究

的重要人物。

新儒学运动只是一个契机，美国学术界中西方 “学

侣”共同致力于中国哲学的推广和研究早在３０年代就已

经开始。当时初到美国任教的陈荣捷在夏威夷与查尔斯

·摩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Ｍｏｏｒｅ）合作介绍东西方哲学，并于

１９３９年发起筹办第一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④。这次会议

上，陈荣捷首次介绍了二程、朱熹、陆王哲学⑤。十年

后，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再次召开，与会学者人数上升到

二十多人，此次会议的决议之一就是出版 《东西方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季刊。１９５１年 《东西方哲学》

正式发刊，这是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的权威刊物，也是目

前著名的学术期刊，为中国哲学研究向海外推进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⑥。学术刊物的兴旺反映了中国哲学研究的

兴旺，同时也为朱子学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大的展现空间。

陈荣捷与摩尔的交往使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东西方

哲学》两大平台顺利搭建，而与狄百瑞的交往则把中国

哲学、尤其是朱子学的海外研究推向新的天地。１９４９年

陈荣捷与狄百瑞相识，此后两人开始了长达 ３０年的合

作，他们共同编纂、翻译的中国哲学书籍，成为海外学

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必备书。狄百瑞的研究重点是宋明理

学，不只是朱子学，从朱子学研究的学术地位看，他不

如陈荣捷。作为陈荣捷数十年如一日的合作伙伴，狄百

瑞对美国中国哲学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美国学者中第一人。狄百瑞擅长学术行政，历任哥伦

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担任过美国亚

洲研究学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会长等。他第

一个提倡一种对亚洲在通识和核心课程中的位置的全新

构想，并为亚洲通识教育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编写了大

量的教材，影响广泛。他所采用的 “内在进路”的学术

研究方法改变了当时深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左右的美国

中国儒学研究所采用的 “外在进路”⑦，方法论虽然有其

长短，但对一时的研究风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知

名学者并掌一方行政大权的狄百瑞，充分引进并利用了

各种基金会的资助，邀请日本学者⑧到美国任教，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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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沈阳：辽宁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年，第１页。
在唐力权的建议下，１９７８年更名为 “国际中国哲学学

会”。

田浩，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ｓｓｕｅｓＤｅｂａ
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ｕＨｓｉａｎｄＣｈ’ｅｎＬｉａｎｇ，哈佛大学１９７６年；贾德
讷，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ｎｇ：ＣｈｕＨｓｉ’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
ｈｓｕｅｈ，哈佛大学１９７８年；白诗朗，Ｇｌｏｓｓｅｓｓｏ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ＣｈｕＨｓｉａ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ｂｙＣｈ’ｅｎＣｈ’ｕｎ，芝加哥大学１９７９年；ＲｕｓｓｅｌｌＥｍ
ｍｅｔｔＨａｔｔｏ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ｉｍｅ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ＦｒａｎｃｉｓＳｕａｒｅｚ（１５４８—１６１７）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ＣＨ’Ｉ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ｕ
Ｈｓｉ（１１３０—１２００），纽约州立大学；ＡｌｌｅｎＪｏｈｎＷｉｔｔｅｎｂｏｒｎ，Ｔｈｅ
ＭｉｎｄｏｆＣｈｕＨｓｉ：Ｈ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ｉｔｈ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Ｏｎ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ｉｖｅｏｆｔｈｅ“ＨＳＵＣＨＩＮＳＳＵＬＵ，亚利桑那大学。

第一届 “东西方哲学家会议”１９３９年７月４日至８月１
日召开，与会代表共６人，除陈荣捷和摩尔外，还有两位美国学
者、两位日本学者，共提交了十多篇论文。日本学者铃木、美国

学者霍金等人应邀但未出席，他们提交了论文。会议原定１０年
一次，后改成５年一次。摩尔生前每次会议后都将论文结集出
版，这些论文代表了当时美国东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参见ＷｉｎｔｓｉｎＣｈａｎ，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ｏｒｙ，ｉｎＭｏｒ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ｅｄ．），１９６７，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ｎｄ：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５７．

最早开始刊登有关中国的文章的是 《美国东方学学会

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创刊于１８５１年），
后来出现 《哈佛亚洲学报》（１９４１年创刊）、《亚洲学报》（１９４１
年创刊，原名为 《远东学报》，１９５６年改为现名）。这些刊物刊
登过少量中国哲学文章。１９６５年成中英创办 《中国哲学通讯》，

１９７３年更名为 《中国哲学季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这是一本专门介绍中国哲学的学术期刊。１９７０年后有 《宋元研

究通讯》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ＳｕｎｇＹｕ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东西方哲学》出刊
后，每年一卷四期，关于中国儒道思想的论文占了近半数，所有

海外著名的中国哲学专家都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关于 “外在进路”和 “内在进路”的说法，参见黄俊

杰：《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９３—４２６页。
由于历史原因，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的中国

研究大都借鉴了日本、台湾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日本，美国学者

往往赴日学习中国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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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学；多次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延请中美日等学者

研讨宋元明儒学；１９７６年起，召集中西学者中专研宋明

理学者，设立地区理学研究讨论会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ｎ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每月聚会一次。时至今日，哥伦

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ｓｅｍｉｎａｒ一直由狄百瑞主持，已

有几百场。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８０年代的美国中国哲学研究领

域已经小有战果。当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

夏威夷大学等都设有攻读朱子学博士的课程，还有定期

举办的朱子学、宋学研讨会。１９８２年７月６日—１５日，

美国学术团体举办的首次 “国际朱熹会议”在夏威夷大

学召开，陈荣捷为大会主席，中 （大陆、港台）、日、

韩、欧、美、澳近百名学者出席会议，三十余场讲座与

研习会将朱熹研究推向新的高峰，随后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２年在大陆和台湾召开了第二、三、四次。“国际

朱熹会议”的召开是美国朱子学研究兴旺的标志，它成

为推广朱熹的国际影响、加强朱熹研究的国际性合作的

又一个重要平台。

三、视角与进路的转换及扩大

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的兴盛离不开中西学人的努力，

他们各具特色的研究活动为朱子学研究扩大了生存空间，

使其更具丰富的色彩和更长远的生命力。

萌芽阶段的朱子学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从比较宗

教及比较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二是从政治、历史的角

度研究朱熹。前者是 “合儒”传教策略的影响①，后者

则受到当时中国学研究取向的左右。

早期的西方中国哲学研究者大多是基督教士、尤其

是天主教教士，他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目的是从中国

思想里找到依据来支持基督教的教义，对朱子学说的研

究也不例外。美国早期的朱子学研究借用的是欧洲的文

本和模式，因此也围绕着这个主题打转。

从政治、历史角度研究朱熹是 “外在进路”在中国

思想研究领域的运用。受到当时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方式

的影响，哈佛学派提倡关注思想研究的发展，从历史角

度研究思想成了当时的学术风尚，谢康伦、刘子健等人

的研究都是从 “外在进路”研究朱子的实践。

这个阶段的朱子学研究发展缓慢，研究者零敲碎打，

各自为政。况且，“外在进路”把思想人物及其思想放在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强调了意义而忽略了思想本

身，这种思路本身就存在着缺陷，陈荣捷试图扭转这个

局面。作为北美 “儒家拓荒人”，陈荣捷在美国朱子学研

究领域开创了一个 “道统”，即以周敦颐为理学的开篇，

邵雍、张载、二程、朱熹以一线贯之，二程为主流，朱

熹集大成。在这样的 “道统”构架中，他梳理了朱熹的

哲学思想体系，彰显了朱子对 “新儒学”的贡献；他深

入朱子形而上的一面，也顺应国际学术趋势，将朱子的

家事、日常行为、市井传说等提升到与朱子思想同样的

高度展开广泛的探讨；他从纵向研究元、明、清时期朱

子学的发展，亦从横向介绍欧美朱子学研究之状况。《中

国哲学资料书》 《朱子新探索》 《朱熹：生平与思想》

《朱子门人》《朱学论集》 《近思录详注集评》等著作就

反映了这种多维度、集大成的研究特点。

作为陈荣捷的 “学侣”，狄百瑞为开创从儒家人格及

思想的内部去考量朱子学的道路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学界把他视为美国中国学领域 “内在进路”的引导者。

作为西方学者，狄百瑞对朱熹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一面。

他和陈荣捷一样坚守朱熹的 “正统”地位，但他研究朱

熹教育思想、“道统”概念、“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

在宋明理学中进行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发掘，从而 “为

传统儒学的现代更生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理据”②。这个阐

发对当时美国儒学 “博物馆化”的趋势是个重要的反拨。

尽管狄百瑞和陈荣捷一道作为 “学谱编撰学”流派受到

批评③，但作为从 “外在进路”到 “内在进路”转变的

关键人物，他的研究引领了一个传统，至今哥伦比亚大

学的理学研究仍延续着狄百瑞的影响。

从陈荣捷和狄百瑞开始，从思想内部阐释朱子学一

直是美国朱子学研究的主流，８０年代涌现出许多探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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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耶稣会沙勿略 （ＦｒａｎｃｉｓＸａｖｉｅｒ）开创的传教策略，把天
主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到一起，从心理上拉近中国人与传教士

的距离，获得他们对天主教的认同。这一策略为大多数新教传教

士所采用，林乐知 （ＹｏｕｎｇＪｏｈｎＡｌｌｅｎ）所提倡的 “孔子加耶稣”

其实就是这种策略的发展。

白诗朗：《儒家宗教性研究的趋向》，《求是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６期。

关于 “学谱编撰学”，参见詹启华： 《在倒塌的偶像与

高贵的梦想之间：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札记》，田浩主编： 《宋代

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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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宇宙观、自然观、太极、气、性等概念的博士论文①，

但在视角和方法论上不断有进一步的拓展和调整。孟旦

（ＤｏｎａｌｄＭｕｎｒｏ）的 《人性的形象：宋代的描绘》② 是研

究朱熹哲学人类学特征的一部著作。孟旦用家庭和流水、

明镜与身体、树木与园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等结构性

形象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ｍａｇｅｓ）作为分析单位，解释朱子 “人”

之概念的对立的观点，并从朱熹复杂的人性观中寻找中

国思想的哲学根源。白诗朗 （ＪｏｈｎＢｅｒｔｈｒｏｎｇ） 《普天之

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③ 通过对朱熹基元系统的

分析，展示了其思想体系的关联性和超越性，这是从宗

教性角度对朱子学的研究；他的另一部力作 《论创造性：

怀特海、南乐山与朱熹的比较》④ 则用比较哲学方法研

究朱熹。另外，贾德讷的朱子学经典翻译和诠释⑤，则

是继陈荣捷之后从典籍注释着手理解儒家内部的哲学问

题，较引人注目。

学术既有思潮，就有风向的转变。８０年代后，随着

社会科学进路的一再变化，朱子学研究的视角和路径有

了更大的扩展，对原有的 “正统”叙述提出了挑战。田

浩、包弼德 （ＰｅｔｅｒＫ．Ｂｏｌ）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他

们的研究更关注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史等问题。从

方法论上看，这是 “外在进路”的复兴。从视角和观点

看，这些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田浩的研究 “承认

主流而不认同正统”⑥，因其想通过历史重构还原道学运

动原有的纷呈多样的特点。因此，《朱熹的思维世界》⑦

将旧史学研究中超然独立的精英领袖放在他们的时代中，

通过考察其左右再现其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思想的表述

和历史政治社会纷繁现象的展示浑然一体，朱熹思想走

向正统的道路显得格外清晰。

《朱熹的思维世界》给予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争鸣

的舞台，它本身也展示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朱子

学研究多元化的特色。“新文化史”及其他后现代思潮的

影响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带来更多的可挑战性，视角

的转变和扩大、方法的传承与更新、范式的打破与融合

带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余英时的 《朱熹的历史世界》⑧

和包弼德的 《历史上的理学》⑨ 都着眼 “历史”二字：

前者强调政治和历史背景对理解朱熹的重要意义，对以

往朱子学研究有强烈的挑战意识；后者注重社会及地方

因素对宋代思想的影响，用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梳理

理学的产生和演变，但概念范畴似乎未突破陈荣捷的新

儒学框架。二者的研究在２１世纪具有代表性。通过 ２０

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朱子学研究的包容度不断

扩大，虽然思潮的时效性会带来相应的学术风向的转变，

在思想研究长河中，每一次小小的激荡似乎没有痕迹，

但它们的交叉融合却能显现全新的面貌。

１９７７年，为纪念海外从教四十年，陈荣捷作诗三首，

其中两首都提到理学的研究发展：“海外教研四秩忙，攀

缠墙外望升堂。写作唱传宁少睡，梦也周程朱陆王。”

“廿载孤鸣沙漠中，而今理学忽然红。义国恩荣固可重，

故乡苦乐恨难同。”这是一个毕生推广中国哲学的中国学

者的心态最好的写照。从第一次到夏威夷大学帮助建立

哲学系开始，陈荣捷经历了宋明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在

美国发展的艰缓过程。虽然道路漫长而艰难，朱子学毕

竟还是受到了它应有的关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１世纪，

朱子学研究随着美国中国哲学研究队伍的扩大而逐步走

向兴盛，从散兵游勇式的零敲碎打到形成主流研究体系，

再到开放、多元的研究局面，美国的朱子学研究在其流

变中获得了更久远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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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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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见ＴｉｍｏｔｈｙＳｔｅｐｈａｎＰｈｅｌａｎ，Ｔｈｅ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ｈｕＨｓｉｓ“ＩＨＳＵＥＨＣＨ’ＩＭＥＮＧ” （ＡＰｒｉｍｅｒｆｏｒ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１９８２；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ａｎＡｄｌｅｒ，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ｈｕＨｓ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ｃｈｉｎｇ，１９８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ＫｉｒｉｌｌＯ．，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ｕＨｓｉｓ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８５；
ＴｈｏｍａｓＡｒｃｈｅｒＷｉｌｓｏｎ，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１９８８等。

ＤｏｎａｌｄＭｕｎｒｏ，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ｕｎｇ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ＪｏｈｎＢｅｒｔｈｒｏｎｇ，ＡｌｌＵｎｄｅｒＨｅａｖ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ｉ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４）．

ＪｏｈｎＢｅｒｔｈｒｏｎｇ，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Ｎｅｖｉｌｌｅ，ａｎｄＣｈｕＨｓｉ，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８）．

见ＤａｎｉｅｌＧａｒｄｎｅｒ，ＣｈｕＨｓｉ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ｈｓｕｅｈ：Ｎｅｏ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ａｎ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ｂｅａＳａｇ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ｓｔｅｒＣｈｕ，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Ｔｏｐｉｃａｌｌ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ＺｈｕＸ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Ｃａｎ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５页。
译自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ＣｈｕＨｓｉｓ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Ｈｏｎｏ

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一书，但内容修订多
次。

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年。

ＰｅｔｅｒＫ．Ｂｏｌ，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ｉａ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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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 “封建”到兴国学

周炽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２７－０２

　　国学热的产生，有多种多样的背景。本文认为，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反 “封建”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背

景。在中国的学界、政界、民间，“封建主义”是一个过

去半个多世纪被广泛运用的词。对来自西方的东西以

“资本主义”来概括，而对本土固有的东西以 “封建主

义”来统称，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话语。国学热的出现，

可以说是对几十年反 “封建”的一种纠偏。从反 “封

建”话语到国学话语，体现了由反传统到爱传统的转换。

当然有人不高兴这种转换。不过，他们明白 “封建主义”

的来龙去脉之后，是否可以改变一下这种态度呢？

从５０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学者几乎公认：作为五
种社会形态之一，封建主义这种形态在中国延续了两千

多年。虽然对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有多种说

法，但是，郭沫若等人之说 （春秋战国时代为从奴隶社

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时代，而秦汉至鸦片战争的中国社

会为正式的封建主义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可。既然中国

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的东西总的来说就

是过时的。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中国人反

“封建”的任务就特别重。因此，在反 “封建”的研究

范式的支配下，论者们热衷于批判。这两千多年形成的

中国的哲学、文学、史学、艺术、道德、政治思想、法

律思想、社会思想等等受到了空前的批判。当然，典型

的批判不是简单的打倒，而是 “辩证的”、 “一分为二”

的扬弃：既否定糟粕，也肯定精华。尽管不同研究者在

不同研究项目中存在着种种差异，否定得多而肯定得少

是普遍的情况。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典型态度是：处
于社会主义时代的我们要与封建主义时代的东西 “划清

界限”，要厚今薄古，不要厚古薄今。

反 “封建”研究范式是２０世纪初开始的激烈的反传
统 （主要是反儒家正统）的延伸。实事求是地说，这种

研究范式立足于创新，并以创新为目标。因此，具有异

端色彩的、敢于 “反潮流”的思想家如写 《问孔》的王

充、质疑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李贽等受到格外的

重视。在这种研究范式之下，破除迷信、敢说敢疑、不

畏权威成为时代风尚。当然，对这种研究范式所带来的

空疏、浮泛、违实、牵强、死板等等，学界早已有所反

省。本来，在中文里，“封建”是指 “封邦建国”；在英

文里，“封建主义”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是指欧洲中世纪中、后

期的一种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的制度，

是指小国林立，不存在强大、单一而管治辽阔疆土的中

央政府的状态。在这两种意义上，封建都意味着分权，

意味着专制 （即集权）的反面。就此而言，“封建专制”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在第三种意义上，它是指 “五种

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中，农民租地

主的土地来耕作并交付地租是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地主

与农民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反 “封建”

的研究范式中，论者们都远离了这三种意义。它被极大

地滥用，以致任何中国过去的东西都可以被扣上这顶帽

子而遭到批判，被斥之为 “过时”、 “落后”、 “保守”、

“陈旧”等等。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学人反思这场悲剧。在反思

的过程中，很多人得出一种结论：“文革”源于封建主义

的沉渣泛起。于是，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反 “封建”

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大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继续得到

运用，要求 “启蒙”的呼声高涨。不过，当时已经有人

琢磨：“文革”反 “封建”之彻底前所未有，怎样才算

更彻底呢？ “红卫兵”小将们长在新社会，他们的 “封

建”影响来自哪里呢？伴随着政界反 “左”，学界也在反

“左”。对中国过去的东西的简单而机械的批判终于被很

多人视为 “左”的体现。在各种机缘的作用下，到８０年
代中期，很多学人不再热衷于反 “封建”，而是卷进文化

讨论之中。大概从１９８５年开始，“文化”一词在中国大
陆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频繁的使用，形成

了 “文化热”。

随着文化讨论的展开，“文化”研究范式就产生了。

中国过去的学问，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再是一种 “主

义”现象。在不少研究者眼里，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不

再是 “封建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差别，而是一种文

化差别。在 “文化”研究范式之下，有两个大问题成为

最受关注的问题，它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

关系问题，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

围绕着这两大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

情形，是反 “封建”研究范式时代所未见的。那时，人

们对于反 “封建”不可能有争论；如果有争论，那只是

对中国何时进入 “封建社会”、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

何时出现等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丝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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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影响他们反 “封建”的立场。但是，在 “文化”研

究范式之下，论者们的立场可以针锋相对。例如，有人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容，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

现代化，而相反的观点则是两者尖锐冲突，中国传统文

化阻碍现代化。又如，有论者坚持中西文化同大于异，

有论者则力倡中西文化异大于同。５０年代提出的 “双

百”方针在 “封建主义”研究范式的时代没有得到真正

的贯彻，而在 “文化”研究范式的时代则有所体现。

“文化”研究范式突破了反 “封建”研究范式的死

板与僵化，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学术风气的活跃。

不过，在文化讨论中，“封建主义文化”的说法还经常出

现，而其中的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也与反 “封建”的

激进态度一脉相承，都源自 “五四”前后的激进态度。

８０年代激进的反传统态度在电视政论片 《河殇》中得到

典型的体现：中国文明是陆地文明、黄色文明、农业文

明，而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蓝色文明、工业文明；以

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以西方文

明取代中国文明也是历史的必然。从宏观的角度看，８０
年代的文化讨论仍然深受反 “封建”研究范式的影响。

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反传统的势头愈演愈烈。
到了９０年代初期，“国学”研究范式出现。在这种

新的研究范式之下，反传统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反

“封建”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所具有的激进态度开始

消退。１９９３年５月，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
《国学研究》创刊。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６日， 《人民日报》以
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 《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大型

报道。两天后，该报头版登出 《久违了， “国学”！》。接

着，《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

对比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和９０年代的国学研究，可
以看到两者有很大的反差：在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不
少论者还会论说 “封建主义文化”，但在９０年代的国学
研究中，应该不会有人讲 “封建主义国学”，被滥用的反

“封建”话语终于得到了控制；在８０年代的文化讨论中，
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呼声很有号召力，但在９０
年代的国学研究中，中国学问的独特性得到了公认，西

优于中的思维定势在很多人脑里被终止；在８０年代的文
化研究中，论者们热衷于宏大的叙事表达，对细致的考

证不敢兴趣，但在９０年代的国学研究中，做小而细的题
目成为时代风尚，这种情形有人概括为 “思想家淡出，

学问家凸显”。

不过，９０年代初的国学研究，事实上没有真正热起
来，其原因多种多样，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恐怕是一

个重要原因。进入新世纪之后再过几年，国学研究才真

正热起来。查中国期刊网，可以看到：从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５
年，题目中带有 “国学”的文章只有 ９２篇，而从 ２００４
年至２００８年 （８月底），同类文章就有７５０篇。考虑到题
目中有这两个字的文章并不一定讨论国学 （例如，“向外

国学习”这一短语中就出现 “国学”二字），９２篇和７５０

篇这两个数字都要打一点折扣。但是，无论如何，两个

不同的数字表明了国学在这两个时期受关注的不同程度。

确实，在媒体、在学界、在民间，最近几年的国学热都

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最近几年的国学研究一方面延续了９０年代初的一些
做法，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国际汉学研

究的成果在过去十多年被大规模引入中国大陆学界，这

就使最近几年的国学研究显示出国际视野。又如，随着

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随着中国崛起的呼声的加大，国

学研究的底气要比 ９０年代的足。再如，随着环境的宽
松，意识形态的压力在减少。这些情形，都意味着现在

的国学研究要比十多年前有更有利的条件。

５０年代以来的反传统教育，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
这种教育所固有的语言表达和思维态势从根本上说是抵

触国学的。这是一种对国学研究非常不利的境况。例如，

舒芜在 《文汇报》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８日发表的 《“国学”质

疑》说： “所谓 ‘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

‘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 ‘科学’与 ‘民

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

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人家讲 ‘科学’，你总不好讲 ‘反

科学’；人家讲 ‘民主’，你也不好讲 ‘反民主’，于是

就提出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国学’。那意思就是，我

这个 ‘国学’，跟你那个 ‘科学’、 ‘民主’是不一样的

…… ‘国学’则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

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②这位老者对近年
提倡曾经是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国学非常愤概。

我不知道 “顽固透顶”的人究竟是提倡国学的人，还是

这位老者。但是，我知道：５０年代以来的反传统教育非
常成功，它不仅使很多像这位老者那样在中华民国时代

接受教育的人敌视传统成为本能，也使更多的后生对传

统带上与生俱来的反感。我还知道：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那种伤害过这位老者和其他大量正直、善良的人的 “大

批判”，在半个世纪之后还可以用来批判国学！

我佩服这位老者，他在八十多岁时还像年轻人一样

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勇敢、坦率地公开出来。很多人则把

对国学的抵触闷在心理，至于对国学冷漠的人就更多了。

面对那么多人憎国学，倡导国学的人要大胆地说 “爱国

学”。双方可以展开激烈的论战，但最好不要用曾经对国

民伤害极大的 “大批判”语言，不要滥用、误用 “封

建”一词。

结束本文之际，我借用一位伟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说过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我想把它改成：“国

学要从娃娃抓起。”我很高兴地看到，国内有一些小学已

经开设国学课 （例如，我儿子就读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就是如此）。我希望基础教育中要有更多的国学教

育。如果有专家出来反对我，我不会跟他们论战，但我

会关注广大家长的意见，也提醒专家们关注他们的意见。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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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卢卡奇的重新发现

［美］汤姆·洛克莫尔／著　孟　丹／译　１
"""""""""""""""""

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构型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初步建构

———经济哲学语境中的 《伦敦笔记》研究 孙乐强　８
"""""""""""""

现代性的镜像认同：鲍德里亚论马克思、德鲁兹与福柯 仰海峰　１４
"""""""""

从寻求 “承认”到成为 “至尊”

———论巴塔耶通过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主奴思想的吸收 张　生　２２
""""""""

在救世理想与现实苦难之间

———张东荪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 黄碧影　３０
""""""""""""""""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美］ＨｕｎｇＹｏｋＩｐ／著　罗嗣亮等／编译　３８
"""""""""""""""""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甘培聪　李　萍　５１
"""""""""""""""""""

康德自由概念的四个存在论维度 胡万年　张　荣　５８
"""""""""""""""

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灵魂思想的影响 汪聂才　６５
"""""""""""""""

梅洛－庞蒂、怀特海与当代科学论 孟　强　７２
""""""""""""""""""

逻辑明细论视阈的技艺人专业化发展 姚红玉　刘粤钳　７８
"""""""""""""

维特根斯坦的 “千高原”

——— 《哲学研究》的一种现象学素描 李　菁　８４
""""""""""""""

“哀公问孔”的背景及思想史内涵

———以 《论语》为讨论的中心 杨　蓉　９２
"""""""""""""""""

《孟子》引论 《诗》《书》的文献地图

———兼评陈澧 《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 杨海文　１００
""""""""""""

荀子 “分”“和”思想的四重内涵 丁成际　１１０
"""""""""""""""""

建国六十年来大陆易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宋锡同　１１５
"""""""""""""""

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之管窥 卢睿蓉　１２２
""""""""""""""""""""

从反 “封建”到兴国学 周炽成　１２７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２８＊ＺＨ＊Ｐ＊ ￥１０＊２０００＊１８＊２０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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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ｋａ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ａｆｔ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ｍＲｏｃｋｍ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ｅｎｇＤａｎ　１
%%%%%%%%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ｐ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ｕｎＬｅｑｉａｎｇ　８

%%%

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Ｍｉ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ｏｎＭａｒｘ，Ｄｅｌｅｕｚｅａｎｄ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Ｙ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ｎｇ　１４

%%%%%%%%%%%%%%%%%%%%%%%%%%%%%%%%%%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ｔｏ“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ｎ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ｇｅ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ｏｊèｖｅ 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２２

%%%%%%%%%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ａｖｉｏｕｒｓＩｄｅａｌ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ｌｙ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ｕｎ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ＨｕａｎｇＢｉｙｉｎｇ　３０

%%%%%%%%%%%%%%%%%%%%%%

Ｍａｏ，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ＨｕｎｇＹｏｋＩｐ　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ＬｕｏＳｉｌａｎ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　３８

%%%%%%%%%%%%%%%%%%%%

Ｋａｎｔｓ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ｆＲｅａｓｏｎ ＧａｎＰｅｉｃｏｎｇ＆ＬｉＰｉｎｇ　５１
%%%%%%%%%%%%%%%%%

Ｆｏｕ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ｏｎｓｏｆＫａ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ｕＷａｎｎ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　５８
%%%%%%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ＮｅｏＰ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 ＷａｎｇＮｉｅｃａｉ　６５
%%%%%%%%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ｇ　７２
%%%%%%%%%%%

ＨｏｍｏＦａｂ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ｏｆ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ＹａｏＨｏｎｇｙｕ＆ＬｉｕＹｕｅｑｉａｎ　７８

%%%%%%%%%%%%%%%%%%%%%%%%%%%%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ａｕｓ：
Ａ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ＬｉＱｉｎｇ　８４

%%%%%%%%%%%%

“ＤｕｋｅＡｉｓＩｎｑｕｉｒｉｎｇ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ｉｔ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ＹａｎｇＲｏｎｇ　９２

%%%%%%%%%%%%%%%%%%%%%%%%%%

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ａｐｏｆＭｅｎｃｉｕｓ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ｔｏａｎｄＣｉｔｉｎｇ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ｆ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ＹａｎｇＨａｉｗｅｎ　１００

%%%%%%%%%%%%%%%%%%%%%%%%%%%%%%%%%%

Ｆｏｕｒ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ＸｕｎｚｉｓＩｄｅａｏｆ“Ｄｉｖｉｄ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ａｒｍｏｎｙ” Ｄ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ｉ　１１０
%%%%%%%%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６０Ｙｅａｒ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ＳｏｎｇＸｉｔｏｎｇ　１１５

%%%%%%%%%%%%%%%%%%%%%%%%%%%%%%%%%%%

ＡＢｒｉｅｆ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ｈｕＨｉｓ ＬｕＲｕｉｒｏｎｇ　１２２
%%%%%%%%%

ＦｒｏｍＡｎｔｉ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ＺｈｏｕＣｈｉｃｈｅｎｇ　１２７
%%%%%%%%%%%%%


